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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世界经济继续受到始于2007年底的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9月的金融崩溃的影响，尚未能恢复之前十

年的增长条件。当时，这种增长条件特别有利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而随之产生的动

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动力，在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得到控制之后，帮助推动了世界经济的

复苏。然而，这些国家正在失去这一动力，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再度抬头。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无法回归正常的增长模式，但危机蔓延的问题也同样严重。发达国

家的复苏是脆弱的，金融部门未经改革(且不知悔改)，宏观经济政策说得再好也只能说是缩手缩

脚，说到最坏处是在起着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增长动力都难以为继，更不

用说维持全球经济的增长了。

在美国，乏力的复苏依然容易受到在欧洲所发生的事件的危害，因为双方的金融体系交织甚深。

整个欧洲正处于严重衰退的边缘，一些成员历年来一直在倒退。美国和欧洲试图战胜本次危机的

尝试都以财政紧缩为主，同时呼吁它们的劳动市场实行进一步的“灵活性”。实际操作中，这意

味着限制工资，在某些情况下还意味着大幅降薪。然而，这些政策更可能进一步削弱增长动力并

增加失业，并不能刺激投资并创造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正如发展中世界过去30年来所采用的类

似结构改革政策所显示，这些政策还会加剧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趋势，这已成为金融驱动型全球化

的一个显著的破坏性特征。

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确定政策导向，并认识到健康的包容性增长需要在就业人口的收入预

期良好，企业家有肯定的需求预期的基础上，稳定地拓展消费和产能投资。这需要重新思考设计

国家经济政策和支持性国际体制安排时所立足的根本原则。

特别是，虽然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及二者的相互作用既创造了赢家也创造了输家，但要了解这二者

在许多国家对总体收入分配状况造成的显而易见的不利影响，就必须考虑这些国家采取的宏观经

济、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些政策已造成失业率上升且居高不下、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增

长，且使租金收入流向了位于收入阶梯顶端1%的人囊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不一定需要对收入

分配作重大转变，乃至青睐富人而使穷人和中产阶级无法改善生活标准。恰恰相反，如果国家和

国际政策更加适当，并考虑进总需求对资本形成、结构变革和增长态势的至关重要性，创造就业

的速度就可以加快，不平等就可以减少，必要程度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可以得到保障。



II

全球复苏：不均而脆弱 

2009年年中开始的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复苏一直不均而脆弱。虽然增长在一些发展中

区域已重获动力，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仍无法启动，整个私营部门都在去杠杆化，高失业率让千

家万户心神不宁，政府则急于收紧预算。全球的决策者，包括20国集团一级的决策者，对如何穿

透笼罩全球经济之上的不确定性的浓雾，并“将所有的船都推上”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增长道路，

缺乏清晰的思路。

2011年年末，全球经济显著疲软，而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已于2012年上半年浮现。2011年全球

GDP增速已有所下降，预计2012年将进一步放缓，降至2.5%左右。

尽管美国的GDP增幅微有上升，且日本增幅更加显著，但因为欧洲联盟(欧盟)当前深受衰退之

苦，2012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增幅可能只略高于1%。衰退集中在欧元区，而欧元区当局至今

尚未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以处理该地区的内部失衡及相关的过剩债务。当局选择的无条

件紧缩政策正在扼杀向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回归。确实，不能排除欧洲经济状况出现进一步恶化。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增长
由内需和高商品价格推动

发达国家仍在努力重启复苏，但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GDP预期将保持相对高位，约

分别为5%和4%。确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设法夺回了危机造成的失地。这主要是源于采取

了扩张式的需求方政策。例如，中国只付出整体增长预期小幅下降的代价，就能吸收经常账户顺

差急剧下滑的冲击，还不用限制实际工资的增长。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尽管经常账户有巨

额顺差，却无法避免经济停滞。

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表现上佳，私人消费和工资增长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的GDP增速正在小幅放缓，但预计2012年仍能维持在3.5%左右。这种增长来自强

大的内需，而维持这种内需的是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增长。为了应对不断恶化

的外部环境，一些国家已经在采取反周期政策，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和在货币方面采取更通融的政

策。这些国家一直受益于高公共收入和外国资本流量管理等积极的金融政策所创造的政策空间。

结果是，投资率上升，失业率降至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经济扩张以及北非国家在2011年内部冲突结束后的经济复苏，非

洲增长率有所上升。相对较高的初级商品价格有利于外部平衡和财政平衡，使许多国家得以采取

财政刺激措施。对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也支持了国内支出和增长。

亚洲依然是增长最快的区域，但也在经历经济放缓，预计2012年GDP增速将从2011年的6.8%
降至略低于6%。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已受到发达国家需求减弱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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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1年为防止通货膨胀抬头和资产价格上涨而采取的银根紧缩政策的不利影响。由于来自国

际经济的“逆风”，这些国家已在此后放松了货币政策，其中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反周期措施。

区域增长是以家庭收入的持续扩张、从外需向内需的转变以及高投资水平为基础的。

2012年转型经济体的增速预期将保持在4%以上。这一增速完全归功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

体)成员的活力。独联体增长的基础，是受到贸易条件收益和/或巨大的工人汇款刺激的强大内需；

而在供给方面，农业部门的复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全球贸易扩张缓慢

国际贸易扩张继2010年强劲反弹之后，于2011年放缓至仅有5.5%，2012年可能进一步放缓。

尽管2012年上半年日本和美国的贸易量确实有所增长，但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欧元区，

贸易量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更有活力，但即使是在这些国

家，2011年的增长也大幅放缓，降至6-7%上下。一些商品出口国是例外，因为有从贸易条件的收

益，它们的进口得以实现两位数增长。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这些国家因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

而从中受益，即使按历史标准，这种价格也依然是很高的。然而，这些价格持续呈现较强的波动

性，且在2011年头几个月达到峰值之后一直呈下行趋势。

全球复苏有相当大的下行风险

全球复苏和良性重新平衡的主要障碍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中，美国继续拥有迄今为

止最大的经常账户逆差，但因为进口明显收缩，2009年外部逆差已下降到了GDP的3%。此后，美

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保持稳定，而内需增长迟缓。此外，未来的巨大风险是，明年年初之前，不成

熟和过度的财政紧缩将可能显著阻滞增长。全球复苏面临的更大问题是，欧洲对出口愈发依赖。

德国今天的外部顺差只比危机前低一点点。迄今为止，德国很大一部分顺差都被主要由欧洲其他

国家产生的逆差所抵消。然而，当前的危机正在降低收入和进口，而且随着大部分国家都在试图

提高竞争力，欧盟的对外头寸可能会转为可观的顺差。整个区域实际上正在试图通过出口走出危

机。这可能大大拖累全球的整体增长，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景恶化。

欧洲的危机正被广泛地称为“主权债务危机”，因为公共财政状况自全球金融危机伊始已

经显著恶化，且许多国家的利率急剧攀升。然而，日本、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

收益率也降至了历史低点，因此与这些国家相比，大多数欧元区国家的公共财政状况并不显得如

此惊险。总体上，在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恶化主要是自动稳定机制的运作和2008年底震荡之后挽

救金融机构所造成的，不过当时形势严峻，挽救金融机构完全是理所应当。然而2010年以来，推

行“退出战略”、放弃财政刺激的呼吁以及进行快速财政整顿的呼吁已占据上风。结果是，财政

紧缩已成为整个欧元区的“黄金法则”，南欧的成员国不得不承担特别严苛的财政紧缩。这一措

施可能不仅会起反作用，甚至会对欧元造成致命损害，并严重危及世界其他地区。

欧洲财政赤字上升只是欧元区危机的表象，并非是其根本原因。经济与货币联盟内长期利率

差距极大，其背后的原因，是巨大的工资和价格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成员之间愈演愈烈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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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在开始形成的时候，最重要的应对工具(即汇率变化)却恰恰已不复存在

了。许多关键国家的财政政策受意识形态所限，现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又明显力不从心，因此

现在的政策工具必须另辟蹊径。

结构改革不能替代增长战略

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财政政策的作用都需要从动态的宏观

经济视角加以重新评估。财政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的变量，依赖于政策选择与体制能力

的综合因素。特别是，稳定GDP的增长并保持低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助于保障财政空间，

并实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无论在全球还是区域，财政空间都没有得到均衡配置，但放

缓内需和GDP的增长从来就不是帮助整顿公共财政的可行选择。对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前景

至关重要的是，系统重要性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经常账户顺差的国家，要明智地利用其可用的财

政空间以恢复增长，并为重新平衡经常账户提供支持。

进一步使全球复苏前景黯淡的是，发达国家的决策者，特别是欧洲的决策者，现在似乎再一

次把希望寄托于“结构改革”。然而，解开这些改革的语言密码，其实质就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

包括削减工资，削弱集体谈判，并加大部门间和公司间的工资差距。这一结构改革议程背后的推

理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一推理完全是基于微观经济考虑，而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决定因素的

宏观层面。紧抓着这种改革不放，在当下失业率上升、个人需求下降的形势下可能是危险的。此

外，重新平衡措施不对称，完全让欧洲边缘地区那些受到危机冲击且经常账户有逆差的国家肩负

调整的负担，注定会进一步危害区域增长。

需要重振全球治理改革

2008年为了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协调而建立的20国集团进程已经失去动力。尽管受货币

投机驱动的汇率失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它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

际金融改革是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危机促使各国考虑制定议程，为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更

加安全的基础，但决策者对此的关注依然时断时续、犹豫不决。

现在看来，大好时机已经一去不返，绝不要“浪费严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这一建议无人理

睬。金融危机和挽救措施已导致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而金融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其政治

影响力。金融产业集体行为的指导原则依然是短期回报而非长期生产力，即便今天也是如此。金

融机构和影子银行活动或许能再次成功规避监管，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近期的银行业丑闻

就是鲜明的证据。

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去杠杆化即便确有必要，但也可能再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如果

去杠杆化的过程未能有序渐进，而是因为出现新的震荡，银行资产负债表突然承压而强迫去杠杆

化，那么，它也可能会影响国际银行借贷。在此方面，能否获得贸易融资的问题特别令人关注，

可能需要新的全球举措，以确保发展中国家不会受到外部信贷紧缩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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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加剧：过去三十年来的一大特征

财政紧缩，加上工资限制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弹性化，不仅导致经济收缩，还会在收入分

配上产生更大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对社会凝聚力的威胁在一些国家已经明显可见。然而，不平

等加剧的问题完全不是近期出现的现象；尽管新千年之初以来，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趋势已经

停止。但这依然是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较为稳定的分配维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自1980年前后，在大部分

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都下降了。在几个发达大国，1980年至

1995年间就出现了大幅下降，当时上升的失业率开始对工人造成压力，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平均

工资开始落后于整体生产率增长。这一趋势在一些国家持续了二十年。随着许多发达国家采取压

缩工资的方法应对当前的危机以及失业率创下新高，这一趋势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在若干发达

国家，伴随这一趋势，收入最高的群体和收入阶梯底层群体之间出现了鸿沟。

在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初以来，工资所占的份额也有下降的趋势。然而必须记住，相比发

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职能收入分配数据不太能说明问题。这些国家的活跃人口中有

很大部分是自谋职业者，从事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活动或零售商业活动，如果将他们的所有收入都

视作资本收入，会导致错误结论。

1980年后所有区域的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

个人收入分配反映利润和工资之间分配情况、不同收入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家再分配情

况；在战后，这种分配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日趋平等，直到1970年代。随后，收入差距拉大了。衡

量各收入群体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证实了这一趋势：1980年至2000年间，22个发达国

家中有15个出现了个人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不过在其中的8个国家，这一趋势在2000年之后有一

定程度的扭转。

在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通常比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更加显著。和发达国

家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三十年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拉丁美洲国家除

外。但1980年至2000年间，所有发展中区域的不平等状况都普遍加剧。进入新千年以来，各发展

中区域的收入分配趋势发生了差异。

1980年代到90年代，在18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有14个国家不平等

状况加剧。到2000年，这一区域的整体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峰值，但在此之后，这18个国家中有

15个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然而总的来说，不平等状况比1980年代之前严重。

1980年至1995年间，如同拉丁美洲一样，非洲作为一个整体不平等程度在已经较高的情况下

继续上升，但这一上升比其他区域晚开始几年。在23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中，有10个国

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包括几个人口大国)，另有10个国家不平等状况有所减轻，而余下3个国家

则保持不变。1995年后，25个国家中有15个收入差距缩小，主要是在南部非洲和西非，但全球收

入分配最不平等的10个国家中，有6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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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虽然个人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低于其他发展中区域，但自1980年代初开始，不平

等状况有所加剧，体现在两个方面：各收入群体的收入差异加大，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

中所占份额也上升了。不平等状况加剧在印度尤其显著，在东亚和东南亚也有所加剧，1980年至

1995年间，在9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国家中，有7个出现了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和东南亚

一些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东亚的不平等状况在2000年之后继续加剧，不过速度较慢。在许多亚洲

经济体，金融活动所获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其他活动所获收入的增速。

1980年代以来，中国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不平等状况也显著加剧。2000年以后这一趋势仍在

延续。尽管平均实际工资快速上升，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却有所下降，工资差异也在多个层

面上加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差异加大、内陆和沿海区域差异加大、特定职业的技术工人与技能水

平较低的移徙工人差距加大。1985年以来，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也上升了，

但相比国际水平依然较低。

直到1990年代初，中欧和东欧的收入分配在所有国家组别中是最平等的。而随着中欧和东欧

国家转型为市场经济，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急剧下滑，这一区域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加剧

幅度超过所有其他区域，不过仍然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所有区域，1980年代初以来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都与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中有关。拥有的

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不仅是收入来源，也便于获得信贷以及参与政治决策的特权。在许多发展中

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在此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在拉丁美洲尤其严重，那里收入不

平等也最为显著，而在东亚和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所有权则相对不那么集中。

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吗？

过去三十年来收入分配的变化是与贸易和金融的加速流动，国际生产网络的扩散，技术的高

速变革等同步发生的，其主要原因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设想，即收入

不平等的加剧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构变革无法避免的副产品，甚至是这一变革的前提。

然而，上个世纪也一直在发生结构变革，其中有些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低。

确实，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生产链和制成品

的国际贸易，都刺激了全球化。此外，相比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技术变革，近几十年来信息和通

信技术应用方面的进步速度可能更快。但在此之前的几十年，生产力的增长很快，而因为同时创

造了充足的新就业岗位，收入差异反而缩小了，这也是事实。

发达国家的结构变革和公司战略

1970年代至80年代，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去工业化”时期，它们近几十年的结构变

革因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而成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竞争

力的加强而成型。在一些国家，伴随这种改变的，是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的调整―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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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需求相比，对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降低了。1990年代中叶以来，从发展

中国家进口量的增速加快，这主要是离岸生产造成的。

这种迁址生产的做法愈发频繁，个中原因不仅是贸易自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加紧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而且也是发达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进行公司战略变革。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导致

管理者只注重公司的短期盈利能力以及提高公司股票市场价值。这一方针已经改变了公司在高失

业率情况下应对竞争压力的方式。公司不再着眼长远，不再通过投资和创新提高生产力，从而进

一步升级其生产技术、改善产出产品构成，反而更加依赖于将生产活动搬迁至发展中经济体和转

型经济体的低薪地区，并试图通过压缩工资降低国内单位劳动成本。工人持续面临失业的危险，

讨价还价的地位被削弱，这种情况增强了赚取利润者对工薪阶层权势，从而更便利于公司采取上

述战略。与此趋势相关的是，掌握不同技能的工人之间工资不平等加剧，掌握相同技能但从事不

同职业的工人之间工资不平等也加剧了。

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状况的

结构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

不同发展中区域和转型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加剧，但它们的发展路线却有很大的差异。在

一些国家，比如有些亚洲经济体，不平等状况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加剧。而在其他一些国家，

不平等加剧发生在经济停滞或萧条时期，例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1990
年代的转型经济体。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还有一些转型经济体，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平等状

况加剧是在“过早”去工业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劳动力脱离了正规部门的制造活动，转而走上生

产力低、薪酬也低的就业岗位，例如从事非正规的服务业和生产初级商品等工作。工业就业率下

降，同时实际工资绝对值出现大幅下滑，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降幅达20-30%上下，导致收入差异

增大，同时人均收入增长停滞或下滑。

一种解释是，许多自然资源丰富且工业部门刚刚起步的国家发现向国际竞争开放之后，难以

维持动态的结构变革进程。这些国家不像发达国家，尚未获得技术创新的能力，无法抓住全球化

的机遇，升级到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的活动。此外，这些国家又与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低收入

国家不同，没有或者不再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发达国家公司的离岸劳动密集型活动中

获利也不如低收入国家多。那些相对早些时候获得了一定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可能也受到了其他

低薪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量增长的不利影响。

然而，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在1980年代初债务

危机之后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这些国家获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实施了结构调整方

案，在此背景下，与贸易自由化同步进行了金融自由化，同时实行国内高利率，以抑制高通货膨

胀率或吸引外资。这往往导致货币估值过高、国内生产商竞争力受损以及工业产量和固定投资下

滑，即便国内生产商试图通过压缩工资或裁员应对价格压力，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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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许多非洲国家，制造业部门增速不够，无法创造充足的就业，

且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被非正规和低薪的就业岗位吸收了，而农业上的价格自由化导致农民收入减

少，在非洲尤甚。自由化就算有益，受惠的也主要是交易商，农民所获甚少。此外，虽然工业化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情况，比如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许多国家就是如此，

但从事生产并创造就业岗位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活动，这些活动未能启动并维持深化工业化的活

跃进程。结果是，专门生产初级商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传统模式即便谈不上被强化，至

少也是保留了下来。

1990年代末以来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些改善

过去十年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是在外部条件改善

的背景下，特别是初级商品的国际价格提高，偿债负担减轻的背景下发生的。然而，由于内部结

构和国内政策不同，外部条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并非一致。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

型经济体，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通常高度集中，石油和矿物产品价格的上涨容易加剧收入不

平等。尽管如此，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2002年以来已经成功地将贸易条

件收益转换为整体经济中广泛的收入增长，从而成功缩小了收入差距。得以实现这一成果的方法

是，增大财政收入并推行有针对性的财政和工业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在初级商品部门之外创造

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支出，在公共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在与基础设

施发展相关的行业和制造业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更加渐进的所得税也非常

重要。此外，许多国家提高公共收入，以增加社会支出。若干国家还采取了有管理的汇率体系和

资本控制的措施，目标是堵截投机性资金流入，并防止货币估值过高。

亚洲高速工业化，不平等状况加剧

在许多东亚经济体和东南亚经济体，支持生产性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工业政策在全球化增

强的背景下刺激了高速的工业化并支撑了经济增长。在这些次区域，高生产力活动，主要是制造

业活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近几十年收入分配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劳动力

得以脱离生产力低下、往往是农村的就业岗位，转向生产力更高的工作。这些职业的工资增长速度

高于平均工资，因为技能掌握较好的工人供不应求。此外，金融自由化造成金融活动收入比其他活

动的收入增长更快。如果收入不平等达到了阻碍国内市场发展的程度，那么，采取步骤，使收入分

配更加平等，这将有利于国际和/或区域生产网络中的生产从工资低、技能低的专业生产中升级。

在中国，地区收入差异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增大，也是不平等加剧的表现形式。这似乎是由

财政权力下放以及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导致的，这种政策有利于临近国际贸

易路线的沿海地区，重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生产而轻小规模生产。与此同时，工薪阶层内部的差异

也使整体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工资分配转而偏向高科技、金融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熟练工人，而与

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农民工的工资低，社会福利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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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和生产迁移的作用

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投资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将各生产阶段外包给

某个国家，再将这些生产阶段的产出浑然一体地融入不断发展的整体生产流程。跨国公司之所以

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它们通常将其技术的一小部分转移给其境外子公司，使本国开发的先进技术

与国外的廉价劳力相结合。过去二十年来，虽然存在失业率高的具体情况，也可能出现了与过去

低失业率时期相反的具体情况，但对外直接投资不时地向制造业的工资和就业施加下行压力，这

可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好有坏。然而，仅有外国直接投资永远不足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平

衡，既不会倾向于劳动力的流出，也不会倾向于劳动力的流入。反常的是，母国和东道国在劳动

力市场政策和工资设置方面对直接外资的增长采取了相似的回应：母国试图通过放松对劳动力市

场的监管，并向工资施加压力，以遏制向国外迁移生产的趋势；而东道国也采取努力，创造“灵活

的”劳动力市场，以吸引额外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地，政府常常采取降低赋税的方式，以增加

跨国公司的净利润，并以财政手段限制它们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潜力，其目的是，创造区位优势，

或者弥补所谓的区位劣势。

转折点：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友好型”政策改革

要理解不平等状况加剧的原因，应该记住，不平等状况加剧的趋势是与1980年代以来经济政

策的广泛重新定向同时发生的。在许多国家，伴随贸易自由化的是国内金融体系监管放松和资本

账户的自由化，导致国际资本流量高速扩张。国际金融有了自我生存之道，逐渐地不再为实体投

资或国际商品流动提供资金，转而投身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交易。相比通过新投资创造财富，这种

交易的获利往往多得多。

更广泛地来说，过去更具干涉性的公共政策方针高度侧重于降低高失业率和收入不平等程

度，而这种方针被放弃了。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过去的方针不能解决1970年代后五年

许多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问题。因此，它被一个更加“市场友好型”方针取而代之。这种方针强

调要消除被认为会扭曲市场的因素，它所依据的是一种对市场超级静态效率的信念。这种全面的

重新定向需要改变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几乎完全是以打击通货膨胀优先，同时在工资形成以

及在“聘用和解聘”条件中引入更大的灵活性，目的是降低失业率。这一方针背后的理念是(基
于静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推理)灵活的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能推涨净利润和/或总储蓄，

从而加强投资。

在金融活动扩张的背景下，不平等加剧往往导致更高的债务，因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无

法在不借贷的情况下增加或维持其消费。这进而增加了金融资产拥有者的收入，往往会加速不平

等。此外，当过高的债务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时，不平等程度就会屡屡上升，因为危机造成的损失

通常会给最贫穷的人群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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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政策导向的转变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但这种新思维也开始在随后

的几十年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过程。特别是，许多国家被迫遵守国际金融机构援助的附加条

件，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听从国际金融机构依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政策建议。

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和税制改革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这一新的政策导向意味着放松管制，实行更大的灵活性。工人不愿接受

更低的工资，这被认为是造成失业惯性的主要原因。一些国家的工会在过去颇有影响力，但是在

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环境下，其影响力遭到了削弱；另一些国家的工会本来就影响力很弱，而在这

种环境下，其影响力则更是无从加强了。因此，在工资谈判中，力量的重心转向雇主；与总体生

产率的增益相比，工人的工资增幅较低，导致在总收入中的利润占比普遍提高。

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再度攀升，但奇怪的是，这不仅没有激发大多数发达

国家对上述方针的重新思考，反而促使它们重提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所谓优越性。只有少数国家

的政府，尤其是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未迎合这一取向。这些国家着眼于采取各种政策，以改善穷

人的经济境况，增加工人的谈判筹码，而同时又不影响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就财政政策而言，1980年代初以来，经济政策重新转向实现政府干预最小化和加强市场力量

的原则，进而消除了由税收造成的“市场扭曲”。这一观点认为，税负和公共支出的分配主要应

根据效益标准来决定，而不是从分配因素来考虑。降低公司的利润税，降低最高收入群体的边际

收入税税率，能加强积极性，增加公司用于投资的财务资源。另外一些支持对高收入群体和公司

利润降低税负的人认为，此举可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从而增加社会总储蓄，因为这些收入群体

的储蓄倾向高于普通群体。据说，这进而也会引起投资的增加。

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这种自由主义的税制改革降低了税收与GDP之比，降低了

边际税率，并强化了公共收入体系中对收入分配产生累退效应的因素(也就是税负不成比例地由较

低收入群体承担)。在发达国家中，直接税收占GDP的比率大幅降低，也与这种改革有关。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缩小

发展中国家于1980年代开始财政改革，同时，贸易自由化造成关税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公

共收入减少，或者说阻碍了公共收入的增长，使政府未能在促进发展和改善收入分配方面扩大范

围。1980年代官方发展援助人均流量停滞，1990年代绝对值大幅减少，使这一问题更形恶化。结

果是，许多国家减少了公共服务，或对公共服务征收使用费，这种情况常常会产生累退效应，或

使得低收入群体无法享受此类服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尤为严重。

直到最近，官方发展援助付款才从1990年代中期的历史最低点回升。然而，这部分增长的很

大一部分都流入了少数经历过数年冲突的国家，或是以债务减免的形式提供给债务拖欠额越来越

多的国家，因此，这对多数受益国的经常预算所产生的影响很有限。官方发展援助中用于健康，

教育和其他社会支出的比率也在不断上升，这对受益国的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官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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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援助在这些方面的比重增长，意味着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方面促进增长的投资比重相应

减少，因此，它在结构改革和创造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方面的影响有限。

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改革失灵

多数国家不平等状况加剧的根本原因是，平均实际工资增幅不足，加上税制改革不适当，但

是，这并没有产生所承诺的加速增长，降低失业率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任何政策方

针，如不承认收入分配对需求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作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收入分配向高收

入群体的转移带来更多的储蓄，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公司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降低。当工资的增长

跟不上生产率的增长，需求最终会与生产潜力脱节，因此生产能力利用和利润也会降低。通常，

这反过来会造成投资的减少，而非增加。

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就业更加不稳定，这系统地扰乱了内需，不仅没有降

低失业率，反而使之上升。这表明，仅仅依赖简单的市场机制，这不能防止劳动力市场出现不平

衡。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激增之前，也就是从2007年低于6%的平均值增长到2011年的接

近9%之前，工资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了二战后的最低水平。这种情况对消费需求产生消极的影

响，因此，在部门或公司范围内，无论是降低平均工资，还是扩大工资差距，都不能指望以劳动

换取资本，或降低整个经济的失业率。此外，通过扩大公司间的工资差异来克服发达国家当前的

危机，这也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因为这会减少公司间的利润差距。然而，市场经济中驱动投资和

创新的，正是这种利润差距。如果公司效益低下，又不能通过削减工资来抵消减少的利润，它们

就不得不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创新来生存。

同样地，凭借生产率的增长而降低出口价格，这在初期可能会使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但这

是不能长久的，因为这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当许多国家同

时推行这一战略，而其国内的生产商又都参与国际竞争时，这往往会造成工人工资螺旋式下降。

这种做法会使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分享不到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对于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

企业税收方面的国际竞争，其道理相似。

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重新定位势在必行

首要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改变收入分配方式，从而使整个社会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好处。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扶持就业、促进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外，合理的收入政策对于在社会

可接受的程度上拉大收入不平等，同时增加创造就业的需求，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任何收入政策

的核心特点都应是保证平均实际工资与平均生产率同步增长。名义工资的调整应考虑通货膨胀目

标。因为原则上，只有当某个经济体中的工资增长与平均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并将通胀目标考虑

进来，工资占GDP的比例才能稳定，经济才能整体上创造足够的需求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只有

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经济体才能避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避免不得已而一再推行“以邻为壑”的

政策，以便为自己的过剩供给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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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这一原则时，工资的调整应具有前瞻性。这意味着，工资的调整不仅要与生产率趋势相

一致，还要与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下一阶段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而非依据上一阶段的生产

率实际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也就是“后顾式”的)。后者只能保持通货膨胀不变，却不能保证实际

工资达到预期水平。将工资与生产率的增长和中央银行官方通货膨胀目标挂钩，也可以帮助中央

银行预防通货膨胀，并提供更大的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体协商机制有助于制定一个成

功的收入政策。

工资增长与总体生产率增长和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其主要作用是，保持工资所占比例不下

降，防止相同职业的工资差距扩大。同样，工资比例下降，个人收入不平等扩大，过去几十年多

数国家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时，政府可尝试恢复工资比例，缩小收入不平等。要实现这一点，必

须达成预设的社会共识，可通过雇主和工人协会间的集体协商，辅之以政府建议或工资调整的一

般指导原则达成这种共识。

还有其他途径可用来修正市场的表现，使情况更有利于弱势的谈判方。这些途径包括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设立最低法定工资，征收累进税，其收益可用于支付不断增长的社会转移支出。

还可提高公共支出，用于改善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使更多人可以负担得起这些商品和服务。

发展中国家收入扶持措施

上一段末尾的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适用，因为普遍来说，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相

比，需要更大幅度地减少收入不平等。通过细化劳动分工和利用机会引进先进技术，这些国家在

提高生产力发展方面有很大潜能。这意味着，在更平等地分配生产力增益，并促进需求增长，从

而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这些国家也有相当大的空间。

发展中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初级商品的制造和出口，因此毫无疑问，增长和创造就业之间的关

联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初级商品国际定价的波动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业绩影响很大。此外，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很大，小规模自谋职业的情况也很常见。在许多这类国

家中，制造业部门的正规就业在全部付酬职业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且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工

会和集体协商通常所发挥的作用也小得多。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非正规就业和自谋职业者

的收入及购买力，以此作为对正规部门收入政策的补充。

将农产品价格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相挂钩，这种机制能有助于逐渐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

水平。最低法定工资的实行，并根据经济体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和通货膨胀率目标予以定期调整工

资，这些都对投资－生产率－增长的态势产生积极的影响。除了减轻最低收入者的贫穷以外，这

一举措也能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这种需求的增长主要是对国内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增长。此外，最低法定工资水平及其最终的调整，可以为更大范围内工资标准的制定提

供重要参考。不可否认，在非正规部门占比较大的经济体中很难实施最低法定工资标准。因此在

此类经济体中，有必要增加公共就业，并实行增强小规模生产的战略，以对这种立法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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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除了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政策外，财政收入方面对收入和累积财富的征税，财政支出方面的社

会转移及普遍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都在影响分配结果方面产生关键的作用。

累进制征税可以减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其减少甚于总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当新增税

负分配的累进程度提高时，税收和政府开支的增加会产生更强的净需求效应，因为部分新增税收

是高收入纳税人群体牺牲储蓄款上缴的，而相较低收入群体来说，这一群体更倾向于存款。

发达国家在战后头三十年，边际税率和企业税率较高，但投资也较高，其中的经验表明，

决定企业家们是否愿意向新生产能力投资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某一时间内的净利润，而是对生产

能力提高后新增产品和服务的未来需求预期。当公共支出增加，并通过其收入效应刺激个人需求

时，这种预期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提高。

事实上，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减少收入不平等，其空间可能比

人们预想的要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尤其是对收入最高的群体征税，加大税率表的累进幅度，

并不会抹杀高收入者的绝对优势，也不会打消其他人提高收入级别的积极性。提高对租金收入和

资本利得收入的税收，降低对企业活动利润的税收，虽然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的做法正相反，但

在非生产性金融活动过分扩张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正在日渐显现其正当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也有税收空间

通过累进税有效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经济体需要具备较高程度的正规就业和相当大的行政

管理能力，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当前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然而，这些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一

些潜在的收入来源，可有助改善平等状况并增加政府收入。

对财产和遗产征收更高的税率，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掘的一个潜在的财政收

入来源，这能减少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并扩大政府的财政空间。例如，相较于个人所

得税，对房产，巨大的地产、耐用奢侈品和金融资产征税通常更容易些，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

等程度很高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

对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采自然资源所得收入及由国际初级商品价格上升所得利

润，是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通过正当地征收一部分初级商品租金，尤其是在石油和矿产

部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保证全体人民都能从自然资源的财富中获益，而非仅仅几个国

内外行为者。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初级商品的价格越来越高，因此过去十年自然资源的收入潜

力大幅提高。



XIV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定空间更改对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征税。发展中国家常常试

图通过财政上的让步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然而，通过更低的税率与其他潜在的东道国竞争，

会导致一些问题，因为这会引发税收螺旋式下降，缩减所有相关国家的财政空间，同时通过降低

税收在最初建立起来的地方性优势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通过公共支出减少收入不平等

目标明确的社会转移支出和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服务也能有助于减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例

如，增加教育支出，尤其对较贫穷的国家来说，会有助于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但受教育者必

须能获得工作机会。然而，创造就业依赖于整体经济增长动力，尤其是正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

的扩大。

公共就业计划，如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计划等，使失业有所减少，并确立了最低工

资标准，为当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了需求，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积极影响。即使是收入低、行

政能力弱的国家也可实施上述计划，并可将其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相结合。筹

划得好的话，这种计划也能有助于吸引工人进入正规部门。

通过提高税收所得的收益可用于以不同形式对城市工农业部门中的小生产者提供优惠贷款和

技术支持。除了能促进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外，这类融资还可作为吸引小企业家们和工

人进入正规部门的一条途径。

国际层面

在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越来越受到

外部发展和其他国家的政策的影响。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剧烈波动，汇率失衡，会导致不同国家生

产者间的国际竞争产生扭曲。

货币市场上的这种不当定价引起了宏观经济震荡，影响到了整个经济，因此不能在企业层

面上进行解决。应对这种震荡的恰当方式是使相关货币升值或贬值，而不是在那些生产商失去国

际竞争力的国家中削减工资。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反映通货膨胀率差异的变化和单位劳动成本的上

涨。此举也能够防止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以邻为壑”的行为。

国际框架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各国处理固定资本转移的方式。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协调，

以避免相互间的工资和税收竞争。这种协调的目的应该是，责成外国公司履行两项原则：全面接

受国家税收计划；根据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通货膨胀目标调整实际工资。这两项原则会为国

内的企业定下一条标准。外国投资者用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低工资相结合，会产生(常常是巨额的)
额外利润，而国内企业并不会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这部分利润，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是随整个东

道经济体平均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的，而不是随他们自身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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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虑的所有问题，都是想表明：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市场过程取得有效成果，

并不需要加大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也不需要进一步拉开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要

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就业和再分配措施，实行扶持性的宏观经济、汇率和

产业政策，以促进生产性投资并创造就业岗位。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总体需求、投资和增

长，反过来也会加速创造就业，包括薪酬较高，社会福利较好的高生产率部门中的就业，从而进

一步减少社会不平等。

 贸发会议秘书长
	 素帕猜•巴尼巴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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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增长情况

 2011年年底,全球经济明显走向疲软，2012
年上半年又出现了进一步下滑的危险。全球产

出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4.1%降至2011年的

2.7%，2012年预计将进一步降至2.5%以下(表
1.1)。尽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
略有提高，日本的提高幅度更大，但发达经

济体2012年的整体增长率可能仅略高于1%，

这是由于目前欧洲联盟(欧盟)陷于无力摆脱的

衰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经济体

和转型经济体的表现要好得多，它们的国内总

产值应当会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分别为5%
上下和大约4%。

发达国家尚未从金融危机中复苏，1 金融

危机过后，私人部门债台高筑，金融体系脆

弱不堪，坏账不断增加，银行间拆借的机会有

限。随着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明显的去杠杆化

之举开始启动，私人部门无法或者不愿取得

新贷款，这强烈抑制了国内需求。事经验明，

扩张性货币政策，包括大量发行货币以及压低

政策利率，不足以扭转这种形势。失业率居高

不下，工资停滞甚至下降，进一步妨碍了私人

消费。除了已经疲弱的私人需求，一些发达国

家还采取了财政紧缩措施，目的是减少公共债

务，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

在欧洲联盟，这些问题尤为严重，那里

的经济活动在2012年开始收缩：净出口的增

长额，仅部分地弥补了自2011年年中以来国内

消费和投资的下降额。最近，有若干政策倡议

付诸实施，以强化银行系统并消除金融投资

者的疑虑。其中之一是采取一种新财政架构，

它包括一项使国家预算实现平衡或者盈余的要

求，2 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实施长期再融

资操作，划减希腊的部分债务，增强欧洲稳定

机制和实施银行资本重组新条例。然而，这些

措施为金融市场和信心指标带来的改善是短暂

的，原因是危机的深层原因仍然存在。

在欧盟内部，欧元区面临一些特殊难题：

它缺少能够在需要时为政府和银行提供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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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4-2012年世界产出增长率

(年百分比变化)

区域/国家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a

世界 4.1 3.5 4.1 4.0 1.5 -2.3 4.1 2.7 2.3

发达国家 3.0 2.4 2.8 2.6 0.0 -3.9 2.8 1.4 1.1
其中：

日本 2.4 1.3 1.7 2.2 -1.0 -5.5 4.4 -0.7 2.2
美国 3.5 3.1 2.7 1.9 -0.4 -3.5 3.0 1.7 2.0
欧洲联盟(欧盟27国) 2.6 2.0 3.3 3.2 0.3 -4.4 2.1 1.5 -0.3
其中：

欧元区 2.2 1.7 3.2 3.0 0.4 -4.4 2.0 1.5 -0.4
法国 2.5 1.8 2.5 2.3 -0.1 -3.1 1.7 1.7 0.3
德国 1.2 0.7 3.7 3.3 1.1 -5.1 3.7 3.0 0.9
意大利 1.7 0.9 2.2 1.7 -1.2 -5.5 1.8 0.4 -1.9

联合王国 3.0 2.1 2.6 3.5 -1.1 -4.4 2.1 0.7 -0.6
欧洲联盟(欧盟12国)b 5.6 4.8 6.5 6.0 4.1 -3.7 2.3 3.1 1.2

东南欧和独联体 7.7 6.5 8.4 8.6 5.2 -6.5 4.2 4.5 4.3

东南欧 c 5.6 4.9 5.3 5.9 4.2 -3.7 0.7 1.1 0.2
独联体，包括格鲁吉亚 7.9 6.7 8.7 8.9 5.3 -6.8 4.6 4.8 4.6
其中：

俄罗斯联邦 7.2 6.4 8.2 8.5 5.2 -7.8 4.0 4.3 4.7

发展中国家 7.4 6.8 7.6 7.9 5.3 2.4 7.5 5.9 4.9
非洲 7.9 5.4 6.1 6.0 4.8 0.9 4.5 2.5 4.1
北非，不包括苏丹 4.8 5.1 5.4 4.7 4.6 3.2 4.0 -1.1 3.9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南非 12.8 5.8 6.9 7.2 5.6 0.6 5.8 4.8 4.9
南非 4.6 5.3 5.6 5.6 3.6 -1.7 2.8 3.1 2.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8 4.6 5.6 5.6 4.0 -2.0 6.0 4.3 3.4
加勒比 3.7 7.3 9.3 5.8 3.0 0.2 2.8 2.6 2.7
中美洲，不包括墨西哥 4.2 4.8 6.4 7.0 4.1 -0.2 4.0 4.9 4.5
墨西哥 4.1 3.3 5.1 3.4 1.2 -6.3 5.8 3.9 4.0
南美洲 7.1 5.0 5.5 6.6 5.4 -0.2 6.5 4.5 3.1
其中：

巴西 5.7 3.2 4.0 6.1 5.2 -0.3 7.5 2.7 2.0
亚洲 8.0 7.9 8.7 9.0 5.9 4.1 8.4 6.8 5.5
东亚 8.3 8.6 10.0 11.1 7.0 5.9 9.4 7.6 6.3
其中：

中国 10.1 11.3 12.7 14.2 9.6 9.2 10.4 9.2 7.9
南亚 7.5 8.2 8.5 8.9 5.8 5.5 7.3 6.0 5.2
其中：

印度 8.3 9.3 9.6 9.7 7.5 7.0 9.0 7.0 6.0
东南亚 6.5 5.8 6.2 7.0 4.0 1.3 8.0 4.5 4.9
西亚 8.8 6.9 6.7 4.5 3.8 -1.1 6.5 6.9 3.7

大洋洲 2.2 3.5 2.9 3.6 2.7 2.1 3.4 3.8 3.6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 依据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经社部)， 国民账户主要总表数据库和《2012年世
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年中更新》； 拉加经委会， 2012年； 经合组织， 2012年； 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2012
年4月；《经济学家》资料处，《经济学家资料库国别数据》数据库；摩根大通《全球数据观察》；以及国家资料来源。

    注: 国家合计数据的计算结果依据的是按2005年定值美元计算的国内总产值。

  a    预测值。

  b     2004年之后新增欧盟成员国。

  c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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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贷款人，而且，它必须在单个国家无法诉

诸名义贬值的时候，管理欧元区内的贸易不平

衡和非对称竞争趋势。迄今各项对策的特点是

财政紧缩，尤其是在对外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

居高不下的国家，其目的是消除金融投资者对

其政府和银行系统破产的忧虑。这两者密切相

关，因为公共债券占银行资产的很大一部分。

此外，各国政府已经在寻求降低名义工资和其

他成本，以便在货币联盟内实现真正的货币贬

值(这一过程被称为“内部贬值”)。这些政策

已经损害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因为它们已经使

需求不足这一基本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由于增

长举步维艰，财政收入低于预期，一些国家的

银行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大。再者，由于若干伙

伴同时实施了“内部贬值”，而且不是所有贸

易伙伴的竞争力都能同时提高，因此它们最终

没有一个能够显著提高其竞争力。鉴于在恢复

竞争力平衡和降低主权与银行风险方面取得的

成果令人失望，新的倡议已获批准，或者正在

讨论之中，其目标是为内需提供支持。有一项

这样的倡议，是在6月28-29日召开的欧元区峰

会上公布1,200亿欧元的“增长公约”。也有

人建议加强银行系统的监管和资本重组机制。

由于这些新发展，2012年，几乎所有欧洲

国家都将经历增速放缓(例如法国、德国和瑞

典)或者陷入衰退(例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

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联合王国)。与此同

时，希腊和葡萄牙已经深受经济衰退之苦。

仅冰岛和挪威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看来在加速。

联合王国2012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预计

将接近2%，与2011年相比，仅略有提高。这种

增长几乎完全是由国内需求推动的；因为出口

和进口(量)的增长量相同，净出口对增长的贡

献实际上已被进口抵消。国内需求从2009年的

衰退中复苏之后，在2010年年底失去了动力，

这是因为家庭债台高筑，住房价格下降，实际

工资增长缓慢，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2011年
最后一个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住房需求

有了些许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储蓄率下降，

银行信贷有了适度增长，但是这一趋势在第二

个季度难以为继。迄今政府一直设法避免实行

财政全面紧缩，但是公共支出的削减，已经对

201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总体增长造成了不利影

响。如果2013年的财政支出因为政治考虑而出

现大幅削减即―所谓的“财政断崖”，这种

形势将会急剧恶化。

借助相对强劲的国内需求，2012年日本的

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可能将超过2%。特别是政府

在2011年3月的自然灾害和核事故之后用于重

建的支出，将促进2012年国内总产值的增长。

该国的货币政策仍然是扩张性的，政策利率接

近零，并扩大了资产购置方案。这项政策的目

标是对抗通货紧缩的压力，其手段是将2012年
的通货膨胀目标定在1%。该政策已经帮助压

低了公共债务的利息支付额。然而，它尚未刺

激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此种信贷依然处于

低水平。

危机及其后果，加快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

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势。在2006年至2012
年间，世界国内总产值增长量的74%，源于发

展中国家，产生于发达国家的仅占22%。这与

它们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各自为全球增长做出的

贡献形成鲜明对比：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发达国家占全球增长的75%，但是在2000年至

2006年间，这一数字降至略高于50%(图1.1)。

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国内总产值

增长率适度放缓，降至3.5%上下(表1.1)。增长

主要缘于恢复力很强的国内需求和其他积极因

素，包括整个区域的经常账户赤字较小，2011
年平均值约为国内总产值的1.4%，基本财政

收支平衡，公共债务和外债不断下降(加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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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除外)，以及银行系统有偿付能力。2011
年和2012年上半年，就业率，特别是正规职业

就业率不断提高，实际工资和对私人部门的信

贷均有增长，若干国家来自美国的汇款流入也

已恢复。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私人消费的增

长。2011年，区域固定投资总额达到国内总产

值的23%，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为了应对外

部环境的恶化，很多国家已经采取了反周期财

政政策，增加公共支出而不是减税。实际上，

它们中间有些国家(包括巴西、哥斯达黎加、

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

地马拉、巴拉圭和秘鲁)最近已经启动财政改

革，旨在增加收入，以维持政府开支(拉加经

委会，2012年)。关于通货膨胀压力的忧虑曾

在2011年引起利率上调，这种忧虑随后消退，

导致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巴西、智利和巴拉圭。有些国

家，例如阿根廷和巴西，实施了与这类政策互

为补充的信贷计划，以促进为生产活动的融

资。这些措施的目标是保障近年来通过提高公

共收入和采取宏观审慎的金融政策(包括管理起

伏不定的外部资本流入)创造的政策空间，并用

它促进增长和就业。

非洲的增长率提高，是因为撒哈拉以南

非洲经济体的增长动力依然存在，一些北非国

家部分复苏，这些国家的经济在2011年因内部

冲突而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后一类国家的国

内总产值很难在2013年之前恢复到2010年的水

平，这是由于它们的旅游收入复苏缓慢，失业

率高，以及欧洲的衰退，欧洲是它们的重要市

场。在南非，公共投资的强劲增长，在2012年
年初继续为其经济活动提供支持。但是，私人

投资，以及在较低程度上的家庭消费，自2012
年年初开始，已经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总体

上，疲弱的全球环境也给若干非洲经济体带来

损害，尤其是那些更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经济

体。此外，一些矿产出口国已经见证了来自某

些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下降，尽管程度

较轻。即使如此，很多经济体的对外收支和财

政平衡继续因初级商品价格相对较高而得到支

撑。此外，有少数非洲国家还受益于矿产、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与黯淡的外部条件相比，很

多非洲经济体的国内经济活动仍然充满活力。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支出和服务部门，尤

其是运输和电信，继续实现强劲增长。同样，

对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也一直在为国内

支出和增长提供支持。

虽然亚洲仍是增长最快的区域，但是它

正在经历经济减速，2012年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图 1.1

1970-2012年各区域对世界国内  
总产值增长率的贡献

(百分比)

资料来源 :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表
1.1；贸发会议数据库；联合国/经社
部，国民账户总表数据库；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及Maddison，2008年。

       注:   数据为各个时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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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8% 降至5.5% 左右。有几个国家，包括中

国、印度和土耳其，因发达国家的需求走弱，

以及它们为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飙升而在

2011年实施了货币紧缩措施，已经受到不利影

响。考虑到国际经济造成的困难，它们已经放

松了货币条件，有若干国家还采取了反周期措

施。区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投资率高和家庭

收入及消费的持续增长，由此反映出增长的源

泉正在从外部需求向国内需求转变，实现重新

平衡。

在亚洲内部，东亚是增长最快的次区域，

尽管其经济活动自2011年年中以来已经放缓。

中国最近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放宽信

贷，并稍微放宽了财政政策，两者结合，预计

将使2012年的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实际工

资的增长也为国内私人消费提供了支持。相形

之下，中国台湾省的2012年度国内总产值增长

预计将会下降，这是因为它与发达经济体的联

系紧密，而且内部市场较小。在南亚，印度最

近的减速也反映了国内私人需求因为严厉的货

币紧缩措施而下降，尤其是投资。在东南亚，

有些高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在2011年年底

和2012年年初的一个季度，经历了国内总产值

低增长。另一方面，这个次区域各个人口众多

的经济体，国内需求依然强劲。例如，在印度

尼西亚这个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失

业率在2012年年初进一步下降。泰国的财政支

出有望大幅增加，将为该国的经济活动提供助

力，因为政府对洪灾后的重建活动投入巨资。

在西亚，有迹象显示2012年的经济增长明显减

速，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国家的公共支出，

与2011年特别高的公共支出水平相比，有所下

降。而且，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内部冲突，

对其经济产生了强烈影响，石油进口经济体的

进口费用增加，也抑制了国内需求。另一方

面，持续走高的油价，使石油出口国能够在必

要时重新推行强有力的公共支出，并促进私人

消费。

转型经济体的增长率保持在4%以上。鉴

于东南欧国家继续受欧盟经济衰退之累，这种

增长完全是由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

国具有增长动力。独联体的增长是基于国内需

求，来自贸易条件和/或工人汇款的收益，起

了刺激作用。俄罗斯联邦的私人消费和固定投

资为增长提供了助力，尽管2011年的资本流出

额为接近最高纪录的840亿美元(俄罗斯银行数

据库)。在供应方面，农业的复苏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独联体的各个中亚经济体，增长依

然强劲，这是因为商品价格相对较高，而且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支出增加了。

总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通

过鼓励国内需求，采取反周期政策，包括提供

财政刺激和扩张性信贷，为其国内总产值增长

提供了支持。 它们还成功地预防了失业率的

显著上升，它们的收入政策使实际工资得以继

续增长，因此生产性投资得以增长，但是在有

些国家，这尚不足以避免增长减速。

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无法

避免发达国家经济困难带来的影响。2011年第

二季度以来对那些市场的出口量徘徊不前和商

品价格的下降趋势，已经反映出这一点。而

且，发达国家的金融动荡，也影响着新兴市场

经济体的资金流入，加剧了商品价格固有的

波动性。在若干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的过度

流入，已经对它们的汇率和竞争力产生了不利

影响，促使它们采取措施，管理资本流动。最

后，不能排除全球金融市场新的重大冲击的风

险，及其对国际贸易量、资产和商品价格、风

险蔓延、资本流动和汇率的相关影响，所有这

些都将影响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Akyüz，2012

年)。这些国家应当继续保留采取财政和金融措

施的余地，包括增加公共收入；实施资本和汇

率管理以避免币值高估和人为的信贷激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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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适当水平的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加强

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

2.	 国际贸易

国际商品贸易增速明显放缓，2011年为

5.5%左右，此前曾于2010年大幅反弹，当时的

贸易量增长了14%(表1.2)。此外，2012年头几

个月的既有数据显示全年将进一步降至3.5%左

右(图1.2)。这些增长率大大低于2003年至2007
年平均8%的危机前贸易增长水平。 

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发达经济体表现

不佳，它们仍然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尽

管它们在全部贸易中的总份额从1995年的69%
下降到了2010年的55%(联合国经社部，2012
年a)。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抑制了进

口， 	 2011年的增长率 (按贸易量计算 )仅为

3.5%。实际上，贸易流通从2009年暴跌中的

复苏，看来在2011年年中就终止了，进口量

自此停滞不前。出口业绩稍好，2011年增长了

5.1%，这是因为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需求

在增长，尽管最近增速又有所下降。在发达国

家中，美国的出口增速仍然高于日本，后者由

于2011年的自然灾害，无法正常供货，受到影

响。欧盟的区域内贸易，占成员国贸易的很大

一部分，该区域当前的经济衰退损害了区域内

贸易。从更长时期来看，自2006年以来，该国

家集团的贸易量几乎没有增长：2012年的头几

个月同2006年相比，欧盟的出口仅增长了8%，

进口增长也大体处于同样水平(图1.2)。

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疲弱和全

球不确定性加剧的状况，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经济体2011年的出口增速也下降了，分别降至

7%和6%。发达国家需求不振，主要影响了发

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方，尽管南南贸易的增

长抵消了此次增速放缓的部分影响(联合国经

社部，2012年a)。但是，增速放缓的状况预计

会持续存在，甚至会在2012年由于欧洲进口预

期出现近乎零增长而加剧。欧洲是很多发展中

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发达国家的需求不振，

对某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影响最大，因为它们的

出口―主要是制成品出口―严重依赖发达

国家的市场。南亚和西亚是个例外，实际上它

们的出口在2011年加速了，但是这种状况多少

有些迷惑性，因为这种增长始于2010年的低水

平，当时这些区域的一些大国，例如印度和土

耳其，未能反弹到2008年的水平之上。总的

来说，2011年年底和2012年年初的月度数据显

示出发展中的亚洲(包括南亚和西亚)的减速趋

势：2012年4月，整个区域的出口水平仅比上

一年增长了大约2%。  

在其他发展中区域及转型经济体，2011年
上半年的出口量增长也明显放缓，但2012年的

前景似乎有所改善。2012年头几个月，非洲、

拉丁美洲和转型经济体出口量的年度增长大大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似乎反映了初级商品需

求的复苏力更强，尤其是能源和粮食需求，这

是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持续增长，也

是由于发达国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小。

这些国家在2011年受益于贸易条件带来的巨大

收益，因为其出口商品购买力的增幅，远非其

出口量增长所能实现的。这种逆转发生在大多

数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进口量增速低于出口

量增速(表1.2)。

商业服务业的年增长(按时价计算)也显著

放缓，2011年年底和2012年年初连续两个季度

降至3%，而此前在2011年头三个季度的增长

率达到两位数(贸发会议/世贸组织，2012年)。
旅游服务业约占服务贸易的四分之一的，其数

量(按照到达的人数计量)增速为4.6%，比2010
年的6.4%有所下降。与总体经济活动不同，

南欧国际旅游的到达人数增长尤其强劲，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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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08-2011年部分区域和国家的商品进出口量 
(年度百分比变化)

出口量 进口量

区域/国家 2008 2009 2010 2011 2008 2009 2010 2011

全世界 2.4 -13.1 13.9 5.9 2.5 -13.4 14.1 5.0
发达国家 2.5 -15.2 13.2 5.1 -0.2 -14.5 11.0 3.5
其中：
日本 2.3 -24.9 27.5 -0.4 -0.6 -12.4 10.1 1.9
美国 5.5 -14.9 15.3 7.2 -3.7 -16.4 14.8 3.8
欧洲联盟 2.4 -14.3 12.0 6.0 0.8 -14.2 10.0 3.2

转型经济体 -0.2 -14.4 11.5 6.0 15.5 -28.6 15.5 17.0
其中：
独联体 -2.6 -11.4 13.3 2.3 22.0 -32.5 18.2 19.1

发展中国家 3.2 -9.7 15.4 7.0 6.6 -9.9 19.2 6.2
非洲 -3.1 -9.7 8.7 -5.1 10.6 -3.9 7.1 3.9
撒哈拉以南非洲 -4.1 -8.0 10.2 2.9 3.2 -4.4 8.8 7.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3 -11.0 10.3 3.4 8.5 -17.9 23.3 7.1
东亚 7.3 -10.6 23.8 9.9 0.4 -5.3 25.0 7.5
其中：
中国 10.6 -13.9 29.0 12.8 2.3 -1.8 30.8 10.6

南亚 6.8 -6.0 6.0 9.1 20.9 -5.6 13.9 4.1
其中：
印度 16.8 -6.6 5.9 13.7 29.7 -0.8 13.8 5.3

东南亚 1.6 -10.9 18.8 4.5 8.0 -16.3 21.9 6.1
西亚 4.4 -1.1 2.6 12.7 12.5 -11.5 5.4 3.8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

图 1.2

2000年1月至2012年4月世界贸易量

(指数，2000年=100)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中央计划处，世界贸易数据库。

      注:  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包括中欧和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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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为7.7%。2012年的旅游业前景也与商品

贸易的前景截然不同。实际上，在2012年头四

个月，旅游业较上一年增长了5.4%，这主要

是因为北美洲、东北亚和西欧的旅游活动增速

提高(世界旅游组织，2012年)。因此，2012年
国际旅游业的增速可能会保持稳定，或许还会

略高于2011年。

 运输服务是商业服务业中的第二大类，该

行业在2011年也减速了。据初步估计，2011年
世界海运贸易增长了大约4%，与之对比，2010
年的增长率为7%。促成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集装

箱和干散货贸易实现了强劲增长，这两种贸易

的全世界载货总量达到87亿吨(贸发会议，2012
年a)。相形之下，约占海运贸易三分之一的石

油贸易，增长了不到1%。发展中国家在世界

海运贸易中所占份额也在增长，反映了它们对

世界产品和商品贸易总量的贡献越来越大(联
合国经社部，2012年a)。2011年，世界全部海

运贸易(量)的57%，是在发展中国家交付的，

而这种贸易的60%源自发展中国家。从地理上

说，亚洲继续保持了它在海运贸易中的领先地

位，卸载货物所占份额达到56%，装载货物所

占份额达到39%。此外，2000年以来中国对进

口工业商品的需求剧增，使之更有必要实现供

应来源的多样化，包括来自巴西、南非和美国

等遥远地方的供应。例如，据估计，在1998年
至2011年，全球铁矿石贸易的平均距离增加了

15%，并且有望随着北极和西非新矿藏的开采

而进一步增加(贸发会议，2012年a)。

贸易条件的各种趋势显示，在过去几年

里，不同类别发展中国家的分化现象日益明

显。自2002年以来，石油和矿业产品在其全部

出口商品中所占份额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与制

成品所占份额很高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从较高

的商品价格中获益最大(图1.3A)。鉴于这些国

家大多数都是转型经济体，或者位于非洲、拉

丁美洲或西亚，它们对这些贸易条件获得最

大改善的区域做出了贡献(图1.3B)。在那些燃

料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占最大份额的国家，自

2002年至2011年，贸易条件改善了一倍多。相

形之下，制成品在其出口总量中占很大比例的

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位于东亚或东南亚，它们

的贸易条件恶化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的进

口商品价格走高，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出

口制成品相对于发达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价格

不断下降。这些不断分化的趋势持续到了2011
年，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和矿产品出口价格达到

了创纪录的高位，而制成品出口方和粮食净进

口方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这些

趋势显示，2012年出现了一种停顿或者适度

逆转，因为很多商品价格自2011年以来已经回

落，就平均值而言，有可能回落到稍低于2011
年年中的水平，下一节将对此予以讨论。

至于具体国家的证据，在矿产品在出口

商品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当中，铜和/或金出

口方(例如智利、秘鲁和南非)，其贸易条件自

2004年以来已有大幅改善(2009年除外)。对这

些国家来说，国际铜和金价格上扬带来的积极

影响，超过了石油价格上涨和制成品价格下跌

联合造成的消极影响。

在农产品在其全部出口商品中占主导地

位的经济体当中，贸易条件的变动迥然不同，

这是由于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农产

品的价格走势不同；各国初级商品在全部出口

商品中所占的份额不同；石油在进口商品中所

占的份额不同。在农产品出口国一类中有两个

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见证了贸易条件的改

善，它们受益于大豆、牛肉和某些谷物价格的

上升。在阿根廷，这一趋势因石油(直至2010
年)和矿产品出口而得到加强，虽然这些产品

类目的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因进口制成品的

价格提高而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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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制成品在其出口商品中占主导

地位的某些发展中的燃料进口国，例如印度和

大韩民国，贸易条件恶化了。这主要是因为它

们严重依赖燃料和矿产进口，并且它们的制成

品出口价格有时出现相对下降。

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价格下降，进

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两者的共同作用，在某些

国家表现得较为不明显，这些国家已经成为制

成品出口国，但对特定初级商品价格的波动仍

然很敏感。特别是拉丁美洲(例如巴西、哥伦

比亚和墨西哥)和东南亚(例如印度尼西亚)的某

些国家以及南非，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它们中

间的很多国家中，不同类目产品的价格变动对

贸易条件的影响互相抵消了。墨西哥、俄罗斯

联邦和沙特阿拉伯的燃料在其全部商品出口中

占相当大的份额，燃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好处，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制成品出口价格下跌和/
或粮食进口价格上涨对贸易条件的不利影响。

这些例证说明，近期国际价格变动对发展

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产生的影响是多样的。全球

需求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各国的影响，已经导致

收入再分配，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

间的再分配，也越来越成为不同类别的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再分配。

3.	 商品市场

(a) 近期的商品价格趋势

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商品价格仍然居

高不下且变化多端(图1.4)。但是，它们在2011
年头几个月达到高峰后，已经呈现出下降趋

图 1.3

2000-2011年净易货贸易条件

(指数，2000年＝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

      注：粮食净进口国是低收入缺粮国，不包括燃料、金属和矿业产品出口国。

            a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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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石油是这一总体趋势的一个例外。商品价

格在岁末年初曾出现短暂反弹，但在2012年第

二季度再度下跌。按照商品分列的2012年上半

年价格相对于上次峰值的下降幅度，如表1.3
所示。3 该表最后一栏还显示出2011-2012年的

商品价格，在总体上大大高于2003-2008年的

商品价格高涨时的平均水平。最近的价格走

势，深受全球需求放缓的影响。而且，关于全

球经济演变的消息和欧元区的紧张状况，也影

响了金融投资者的活动，这些投资者在商品衍

生品市场上的持仓情况，继续影响价格走势。4

商品价格的演变因商品类型和影响每一特

定市场的不同因素而异。例如，2012年早期油

价上涨的部分原因是西亚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其后石油产量上升，推动2012年第二季度

油价下跌。就农产品而言，天气条件具有重要

作用；例如，大豆价格在2012年上半年走高，

是由于歉收，这种歉收与南美洲和最近在美国

出现的干旱天气有关。基于一个创纪录的种植

季节而对谷物作物价格作出的乐观预期，在2012
年年中发生逆转，原因是美国遭遇了一场严重干

旱。结果，谷物和大豆价格在2012年7月达到了

创纪录的高位。同样，小麦价格最近受到黑海地

区恶劣天气的影响。粮食价格的飙升，令人忧心

忡忡，唯恐重现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但是，

目前对粮食安全最为重要的商品，即大米和小

麦的库存，不像那时那样少得令人触目惊心。

价格变动继续受到商品市场上大量金融投

资者的强烈影响，这一事实表现为商品资产管

理规模在2001年至2011年间增长了近4倍。实

际上，与2011年和2012年的价格下跌相伴发生

的，是金融投资者的持仓量大幅减少。2011年

是2002年以来商品投资流最弱的一年，也是最

不稳定的一年(Mohammadian-Molina，2012

年 )。2012年年初出现过短暂反弹，此后，

图 1.4

2002年1月至2012年5月按商品组分列的 
月度商品价格指数

(指数，2002年=100)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贸发会
议《商品价格统计在线》数据库。

      注: 原油价格是迪拜/德克萨斯的同等加权平均价
格。指数的是现值美元价格，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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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06-2012年世界初级商品价格

(相对于上一年的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说明)

商品组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a
上一次峰值 

以后的变化b
2011-2012	与 

2003-2008	对比c

所有商品d 30.2 13.0 24.0 -16.9 18.2 17.4 -6.5 -15.2 70.8
所有商品(以特别提款权计价)d 30.5 8.6 19.5 -14.5 19.5 13.5 -4.2 -13.5 64.1
所有食物 16.3 13.3 39.2 -8.5 7.4 17.8 -3.6 -9.5 77.9
食物和热带饮料 17.8 8.6 40.4 -5.4 5.6 16.5 -3.6 -8.6 77.7
热带饮料 6.7 10.4 20.2 1.9 17.5 26.8 -17.1 -26.9 97.5
咖啡 7.1 12.5 15.4 -6.9 27.3 42.9 -18.5 -31.8 124.7
可可 3.5 22.6 32.2 11.9 8.5 -4.9 -22.1 -33.4 52.4
茶 11.7 -12.3 27.2 16.5 -1.0 11.4 -1.7 -7.4 55.1

食物 19.0 8.5 42.5 -6.0 4.4 15.4 -2.1 -6.7 75.8
糖 49.4 -31.7 26.9 41.8 17.3 22.2 -11.3 -29.7 144.1
牛肉 -2.4 1.9 2.6 -1.2 27.5 20.0 4.7 -3.8 62.8
玉米 24.4 38.2 34.0 -24.4 13.2 50.1 -5.0 -13.8 106.3
小麦 26.6 34.3 27.5 -31.4 3.3 35.1 -12.1 -23.1 48.3
大米 5.5 9.5 110.7 -15.8 -11.5 5.9 3.7 -0.7 61.8
香蕉 18.5 -0.9 24.6 0.7 3.7 10.8 5.0 -17.0 61.5

植物含油种子和植物油 5.0 52.9 31.9 -28.4 22.7 27.2 -3.7 -15.4 78.9
  大豆 -2.2 43.0 36.1 -16.6 3.1 20.2 -0.1 -0.3 60.5

农业原材料 13.3 12.0 20.5 -17.5 38.3 28.1 -15.9 -28.4 89.1
皮张 5.1 4.5 -11.3 -30.0 60.5 14.0 -2.5 -4.6 20.2
棉花 5.9 10.2 12.8 -12.2 65.3 47.5 -36.2 -61.5 120.9
烟草 6.4 11.6 8.3 18.0 1.8 3.8 -2.1 -5.3 47.9
橡胶 40.6 9.5 16.9 -27.0 90.3 32.0 -20.7 -37.2 154.0
热带原木 -4.7 19.5 39.3 -20.6 1.8 13.8 -4.2 -10.7 32.4

矿物、矿石和金属 60.3 12.8 6.2 -30.3 33.7 12.7 -7.7 -19.3 53.7
铝 35.4 2.7 -2.5 -35.3 30.5 10.4 -11.8 -24.9 8.3
磷酸盐 5.3 60.5 387.2 -64.8 1.1 50.3 2.8 -13.6 92.3
铁矿石 .. 77.4 26.8 -48.7 82.4 15.0 -15.4 -27.0 37.9
锡 18.9 65.6 27.3 -26.7 50.4 28.0 -14.8 -37.3 139.4
铜 82.7 5.9 -2.3 -26.3 47.0 17.1 -6.8 -19.7 78.1
镍 64.5 53.5 -43.3 -30.6 48.9 5.0 -18.0 -39.8 7.7
铅 32.0 100.2 -19.0 -17.7 25.0 11.8 -13.9 -27.3 65.8
锌 137.0 -1.0 -42.2 -11.7 30.5 1.5 -8.8 -21.7 10.0
黄金 35.9 15.3 25.1 11.6 26.1 27.8 5.9 -10.5 182.5

原油e 20.4 10.7 36.4 -36.3 28.0 31.4 6.9 -11.6 80.5

备注：
制成品f 3.4 7.5 4.9 -5.6 1.9 8.4 .. .. ..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贸发会议《商品价格统计在线》；联合国统计司(统计司)，《统计月报》，各期。

       注:    以现值美元计，除非另有说明。
a  2012年1月至5月的平均值与2011年平均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b	 	 2012年5月上一次月度峰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c 		 	2003-2008年平均值和2011-2012年平均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d  原油除外。
e    布伦特、迪拜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平等加权平均值。
f    发达国家制成品单位出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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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投资在第二季度转为负增长。根据巴

克莱银行的说法 (2012年a)，投资者在2012
年5月撤回了82亿美元的商品投资，当时的

状况被描述为“类似于蜂拥出逃……让人

不禁想起2008年”。5	  总体上，受管理的全

部商品资产，与2011年4月达到的4,500亿美元

的最高值相比，减少了280亿美元(巴克莱银

行，2012年b)。金融投资者对商品市场的影响

的新表现，是在欧元区于2012年6月达成银行

资本重组协议之后，石油市场复苏，当时布伦

特原油的价格在一天之内上涨了7%，这一涨幅

很难用基本供需变化来解释。谷物和大豆价格

在2012年6月底的暴涨，看来也与金融投资者对

影响收成的炎热天气做出的反应有某种关联。6

这些短期价格变动，再次激发了关于商

品长期价格趋势的争论。始于21世纪的最初几

年并至少持续到2011年(2008-2009年出现的与

危机有关的中断除外)的价格上涨，被视为一

个新的超级循环(即，在至少一个重要经济体

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下，多种商品的实际价

格持续十年至二十年的上升趋势)。对金属的

大量和日益密集的使用(即单位产出量的金属

消耗量)，常被视为商品超级循环的一个指标

(《2005年贸发报告》: 46-51)。7 但是，最近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商品价格上升

趋势出现逆转，这可能表明当前的商品超级循

环行将结束。

一些对当前商品超级循环上升期有利的

因素尚未消失，尤其是若干重要发展中国家快

速而且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以及它们对基础

设施和建设投资的持续需求。特别是中国对商

品的强劲需求，一直是影响超级循环的一个有

力因素。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它可能会日渐

消退。关于中国能否保持较高的固定投资率，

并保持单位产出增长对商品的需求增长强度不

变，观点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和

房地产部门预期中的减速，有可能标志着商

品超级周期的终结(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
从更总体的方面，人们普遍预计，主要发达国

家的增长表现长期欲振乏力，将导致中国的出

口增长在危机后放缓，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

到抑制。中国对基础设施和商业不动产大举投

资，其中有很多是由于政府实施了一揽子危机

后的刺激计划(Cai、Wang和Zhang，2010年)，
它能否继续无限期地补偿与危机有关的总需求

增长放缓，这一点并不确定。8 强劲的国内私

人和公共消费，可能会支撑高增长率，但是这

种增长可能涉及某类商品投入的使用率下降。

这意味着中国对全球非食品商品市场有利条件

所做的贡献，尤其是对贱金属市场所做的贡

献，可能会减少。此外，某些在价格上升年份

启动的投资项目，现在可能开始造成商品供应

增加，这将缓解商品价格压力。

因此，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支撑商品超级

周期的供应增长所受的制约相结合，而供应增

长对价格的影响，因商品市场上的金融投机者

而被放大了，这种结合能否再延续较长时间，

实属未定之数。就此而言，这将影响到特别

是贱金属，或许还会影响到能源。虽然东亚和

南亚及发展中世界其他区域的持续增长，有可

能防止初级商品需求大幅下降，但未来的商品

价格变化不大可能呈现出稳定向上的趋势。因

此，商品生产国不应将视价格的不断上涨视为

理所当然，并因为实施多样化和工业化政策而

沾沾自喜。

(b) 商品价格变化对分配的影响

无论未来的商品价格发生何种变化，近

年来居高不下且不断波动的价格，引起了一些

与不平等和分配方面有关的问题。商品价格的

变化，使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产生了赢家和输

家。在国家一级，21世纪头几年某些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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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不断上涨，导致生产和出口这些商品的国

家出口收入和增长率攀升。但是，它对那些出

口国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影响并非一目了然：一

方面，商品价格的上涨，扩大了它们的财政

空间，使之能够实施再分配政策；但是另一方

面，很可能仅有少数自然资源私有者才是主要

受益者。相比之下，发展中的商品进口国则承

受日益增长的进口费之累，特别是粮食和燃料

进口费。这将限制它们的资本商品和投入性物

资进口能力，而这些商品和物资对它们的发展

极其重要。9 

另外，这给大多数家庭预算造成的负担，

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比在发达国家沉重得多。在

最穷国，食物有可能占家庭开支的80%之多。

因此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导致最贫困家庭不

仅减少营养摄入量，而且减少其他基本开支，

例如医疗卫生和教育开支。他们还可能被迫出

售某些能够借以增加他们的当前和将来收入的

资产，从而将他们抛进贫困陷阱，加剧难以逆

转的收入不平等。10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07-2008年的国

际粮食价格高峰，使1.05亿人处于或者坠入贫

困线以下，2010-2011年的价格高峰同样影响了

4,860万人(世界银行，2012年)。2011年和2012

年上半年，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情形是非洲之

角和西非萨赫勒区域的饥荒。虽然干旱是这些

紧急事态的主要原因，但是触目惊心的饥饿问

题却因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而变得复杂，并

因冲突而恶化了。但是很多有关国家无法提供

必要的额外社会支出，以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

问题，除非它们减少其他方面的开支，包括亟

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两难状况表明，需要

有额外的外部援助，才能解决穷国的这一分配

问题。

实际上，为了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八国

集团领导人于2009   年在拉奎拉举行首脑会

议， 承诺增加对农业的援助并尊重各国自己的

计划， 将惠及小农的公共投资列为优先项。但

是，承诺在三年内支付的220亿美元，在头两

年仅实际支付了22%。农业援助的前景，以及

总体上的发展援助的前景，  在当前发达国家

实施财政紧缩方案的背景下，显得很黯淡。 此
外，粮食安全和营养新联盟在2012年5月召开

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作出了投资承诺，  但
承诺金额大幅减少，并且更强调私营农业综

合企业的投资。  公共和私人投资可能具有互

补作用，但是农业综合企业的重点是获得利

润，其目标未必与小农在增加收入和增进粮食

安全方面的利益相符，也未必有助于减少贫穷

(AfricaFocus，2012年)。11

商品价格变化对增长的影响，常常伴随

着对分配的不利影响。即使在发展中的商品生

产国，虽然商品价格上涨促进了增长，但由此

产生的收益并没有充分扩散，以便惠及全部人

口。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平均

分配程度通常低于其他资产。商品生产及其贸

易的主导者是大型跨国公司和贸易公司。12 在
此背景下，从商品价格上涨中取得大部分收益

的往往是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投资者。这一部

门的商品生产者和工人，甚至生产国政府，所

得甚少。13 

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和对全球粮食安全的

忧虑，在过去几年里，外国投资者纷纷到发展

中国家开展大规模土地收购(或者租赁)，这对

土地分配和粮食安全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不同

的行为者，例如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和养恤金

基金、粮食公司和大型农业生产者及土地拥有

者，对于收购和租赁土地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

兴趣。这种土地热潮的主要驱动因素，对粮食

作物的巨大需求的普遍预期，抱有这种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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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人口增长、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以及对

生物燃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另外的驱动因素是

寻求更高的回报和实现投资多样化。有些粮食

进口国政府也投资于国外土地，其主要目标是

确保它们本国的粮食安全。

对这些业务规模的全面评估，因很多交易

相当不透明这一事实而复杂化了。尽管如此，

既有的证据表明，尤其是自2007-2008年粮食危

机以来，这些土地投资交易有大规模的快速增

长，并且一定会持续增长。例如，根据乐施会

(2011年)的说法，自200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

已经有多达2.27亿公顷的土地已被出售或者出

租。其他估计数较低，例如国际土地联盟的估

计数，该联盟的估计数表明，自2000年以来，

被租售的土地约为8,000万公顷(高级别专家小

组，2011年)。14 这些交易有很多发生在非洲，

所支付的费用常常很低。

大规模收购土地―通常被称为“攫取

土地”―的趋势，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

会，但也构成重大挑战。一方面，在理论上，

它们能推动对农业的投资，而在此前的数十

年，农业未获得足够的投资。这有可能促进技

术和基础设施的改进，并有利于创造就业。另

一方面，它们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令人忧虑，尤

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和粮食安全而言。有

迹象表明，这种土地投资创造的收益，大部分

被投资者拿走了，并没有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

东道国人口中予以公平分配。很难看出所谓的

收益，例如在创造就业和增进粮食安全方面的

收益，将如何实现，因为种类投资大多涉及出

口作物，而出口作物的耕作方式高度机械化。

此外，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权不彰，贫

穷小农很容易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和对土地的

竞争中受到损害。特别是，他们面临失去土地

而得不到适当补偿的风险。因此，这种投资一

般会导致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15

已有一些倡议，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并保

证土地投资能尊重地权，不损害小农生产或粮

食安全，小农生产构成很多发展中国家农业活

动的很大一部分。2012年5月，联合国世界粮

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负

责任治理土地、渔场及森林保有权的自愿准

则》。此外，贸发会议与粮农组织、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银行一起，参与制订

了“关于尊重权利、生计和资源的负责任农业

投资原则”。16 这些范例是正在采取的起始步

骤，其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适当框

架，以确保土地投资真正有利于包容性发展。 

为了预防当前矿物和燃料商品价格高涨可

能导致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还需要实施积极

政策。实际上，在收入不平等、区域不平衡和

世代间分配方面，存在若干种与采掘业有关的

分配上的挑战。由于采掘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它们创造的直接就业相对较少。此外，矿产和

燃料生产通常有地理上的集中性，为其产品出

口所建设的基础设施，通常对其他经济活动或

者对国家的实体整合没有多大作用。在缺少旨

在发展上游和下游生产联系的有效政策的情况

下，它往往仅为生产国创造少量直接就业和收

入。而且，由于这些是不可再生资源，对它们

的开采无益于未来的世代，除非将所创造的很

大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国内。

因此，要使基于资源的活动成为包容性增

长的源泉，就要实施能够让所有各部分人口能

够分享资源收入带来的好处的政策。为实现这

一目标，必须解决采掘业收入在控制这一部门

大部分出口活动的跨国公司和各生产国政府之

间的分配问题。资源开采产生租费(即销售价

值和资源开采成本之间的差额，包括利润)，
如果有效加以利用，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结构

性变革和增加固定资产形成值。这反过来将有

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在初级商品部门的收

入来源可能是特许权使用费、税、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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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对业务公司的完全公有制(也见本报告第五

章)。在此背景下，无论短期价格如何变化，有

一种根本需要，是在两个方面之间取得平衡，

一方面是私人投资赢利，另一方面是政府获得

很大一部分因采掘业价格上涨产生的租费。政

府应当避免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参与财政

规则和环境条例方面的“逆向竞争”。

  
有证据表明，各国和各部门之间的采掘业

租费分配情况相差迥异，这反映了国有企业的

角色和财政制度的差异。国有企业在采掘业扮

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其政府获得的租费远高于

这些公司已经私有化和财政处理方式相对宽松

的国家(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保障国家和投资者(外国的或者本国的)公
平地分享资源租费的最佳方式，可能是缔结具

体国家的有偶尔重新谈判余地的协议。在其他

情况下，它们可能含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

件的灵活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某

些转型经济体，最近都已经修改了它们在租费

分享方面的财政制度。目的是从不期而来的利

润中获得更多收益。17 这些政策对商品价格上

涨或者处于历史高位的生产国来说，通常比较

容易实施。因为跨国公司不能将不期而来的收

益归功于自己，也不存在任由它们占有这些收

益的经济或者道德理由。正如联合王国财政大

臣乔治•奥斯本在说明政府单方面修改北海石

油税制，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征收附加税的合

理性时所指出的，“石油公司正在利用石油价

格获取意想不到的利润，这些利润远高于它们

据以作出投资决定的利润额”。18

通过修订财政制度来月报更公平地分享租

费，政府可以利用有利的商品价格变化，实现

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从长远来看，实现这一

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实施促进经济多样化和促进

工业化的政策。政府收入增加之后，可以通过

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减少收入不平等并预防

工业化进程逆转，转移支付应当面向那些没有

从资源收入中直接受益的人群。政策目标应当

是促进工业生产，其途径是鼓励出口公司在当

地创造附加值，并建立国内供应商网络，保持

有竞争力的汇率及实施刺激私人投资的货币政

策。商品生产国还可以建立收入稳定基金，它

不仅能够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世代间的平等，

还能够将实际汇率上升幅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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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往强劲和平衡增长的道路艰难

截至2009年上半年，所有重要经济体的政

府，都对经济危机作出了反应，实施了强有力

的刺激计划。各国的混合政策工具各不相同。

金融和货币方面的政策包括，紧急援助大型金

融机构，将政策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提供

大量流动性，以应对银行同业信贷的解冻。有

些中央银行把它们的任务范围界定得很宽泛，

为其政府或者为非金融私人行为者提供直接支

持。很多国家还依靠“自动稳定器”增加公共

支出并减税。因为所有这些政策是在不同国家

同时实施的，所有国家都受益于彼此的刺激措

施，国内总产值和国际贸易虽然暴跌，但是这

种下跌相对短暂，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有

力地证明了经济协同增效的强大作用，并为例

如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2009年9月，各位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的

匹斯堡首脑会议上达成正式协议，为确保强

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及加强国内与国

际金融体系开展合作。但是，他们没有继续提

供一般刺激措施以维护依然脆弱的全球复苏，

而是一致认为，各国的战略应当有所不同：那

些有对外逆差的国家，将支持私人储蓄并着手

巩固财政，而顺差国将强化国内增长源泉。据

认为，这在原则上与恢复良性平衡并行不悖，

顺差国的国内需求增强，将使逆差国能够增加

出口。事实上，平衡仅恢复了一部分，且与

全球增长走弱有关。主要原因是有逆差的发达

国家，其政策在私人部门需求增长有机会复

苏之前，就发生了向提高公众储蓄的转变。此

外，有顺差的发达国家提供的刺激计划微不足

道。2010年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多伦多首脑

会议，鼓励有顺差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成

员国，提供直接支持，以刺激其国内需求和进

口，包括通过货币升值，而有顺差的发达国家

成员国被认为应当通过集中精力，实施可以增

加国内需求的结构性改革，以实现该目标。如

下文所讨论的，这样的改革不会有立竿见影的

效果，而且，考虑到某些改革建议的性质，它

们不大可能增进需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举措的不对

称性，反映在德国和中国这两个重要的绝对顺

差国为全球恢复平衡所做的不同贡献上。自危

机爆发以来，德国的对外顺差按照时价和占国

内总产值的比例(从2007年占7.5%到2012年估

计占5.5%)计算，仅略有缩减。另外，它的净

出口为德国2010年和2011年的总体增长做出了

巨大贡献，而私人消费仍然受到抑制。相形之

下，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从2007年占国内总产

值10%的最高点，下降到2011年和2012年的3%
以下，自2010年以来，其净出口为增长做出的

B. 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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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可以忽略不计。中国的经济正在从根本上

实现重新平衡，越来越依赖国内需求来刺激增

长(Lemoine 和	Ünal，2012年)。不过，国内实

现重新平衡的努力尚未结束，因为私人消费尚

未发挥比投资更大的作用。工资的快速增长有

助于实现这一国内目标，同时也在促进进一步

恢复对外平衡。

在大多数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自危机

爆发以来，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似乎大幅下降

了。在发展中的亚洲和非洲，2010-2012年期

间，这一贡献几乎为零，在拉丁美洲和转型经

济体，这种贡献变成了负数。与此相反，它在

欧盟则显著上升，欧盟的出口量增幅大大超过

进口量增幅。然而，欧盟的进出口所做的贡

献，仅弥补国内需求下降造成的一部分不利影

响(图1.5)。

除了贸易量的变化，价格变化也对全球不

平衡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不平衡在2009年减

轻了，这与出口石油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

济体的顺差减少有很大关系，体现在美国和欧

洲(德国除外)的逆差减少上。由于石油价格自

2009年年中重新上涨，中国和日本的顺差持续

减少，燃料出口国应当对2010年和2011年日益

加剧的全球不平衡，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图
1.6)。在一定程度上，日益上涨的石油价格已

经拖累了全球增长。这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上

涨直接影响燃料进口国的总支出，而燃料出口

国总支出的增长，通常要经过很长的滞后期之

后才会发生。对某些石油出口国而言，在经常

账户上保持一定水平的顺差是合理的，因为它

们的进口增长超过一定水平，就会造成过量开

支，而这种开支由不可再生资源供资，会损害

后代的利益。

对于全球不平衡的关切，在去年已经得到

某些缓解，这是由于一些重要的顺差国(例如中

国和日本)和最大的逆差国(美国)的顺差和逆差

出现大幅回落，但是相关问题依然存在。虽然

欧元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总体上相当平

衡，但欧元区内难以消除的不平衡构成了很大

风险(框1.1)。另外的风险来自与国际资本流动

和汇率有关的严重紧张状态。

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大逆转，在金融和经

济危机酝酿期急剧增强，此后大幅减弱(尽管

有某些例外)。向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的银行，

其国际业务主要涉及发达国家，反映在它们的

资产布局上：2012年第一季度，国际银行的债

权，有73%是对发达经济体的借款者的债权，

如果不计海外中心，这一数字将上升到80%。19 
然而，其他区域银行资产的变化，虽然在绝对

意义上比较小，考虑到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外汇

市场尚未成熟，有可能对它们的宏观经济产生

强烈影响。自2002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一

季度，国际债券总额增长了226%，达到28万
亿美元的历史高位。欧盟新成员国20 (630%)和
转型经济体(865%)的增速则高出很多；希腊、

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增速也极高

(接近400%)。自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

一季度，全球国际债权额减少了16%，发达

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减幅最大 (分别为22%
和18%)。在发达国家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

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希腊、冰岛、意大利、葡

萄牙和西班牙，国际银行在这些国家的资产减

少了一半。尽管汇率变化是此次缩减的一个原

因，21  但是大量信贷回流仍是加剧其银行系统

脆弱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持续增加的状

况形成鲜明对此，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资产价值

持续增长，自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一季

度，又增长了25%。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银行

资产在整个区域平均增长了30%，在巴西增长

了55%。在整个发展中的亚洲，银行资产平均

增长了21%，在中国则增长了80%之多。在这

些国家中，有一些国家面临资本过度流入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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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06-2012年部分国家类别的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及净出口和国内需求的贡献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表1.1；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总表数据库；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

据库；拉加经委会，CEPALSTAT；经济学家资料处；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国家资料来源。

      注：2011年数据为初步估算数据，2012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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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问题，资本过度流入往往对它们的货币

形成升值压力。其中有一些国家(巴西最引人注

目)声称，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采取的宽松货币

政策，已经对它们的宏观经济稳定和竞争力产

生不利影响。这意味着一种“货币战争”，发

达国家企图牺牲若干比较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恢复它们的某些竞争力。

2011年上半年，汇率问题造成的紧张关

系，因为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而

变得更加紧张。这些政策旨在抑制主要由国际

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提高后

的利率抑制了国内需求，它们吸纳短期资本，

同时它们还往往造成货币升值压力。货币升

值可能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对经济增

长非常不利。随着国际范围内增速放缓和商品

价格回落，政策目标再次转变，从稳定价格转

向促进增长。为此目的，有几个国家，包括巴

西、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2011年和2012年

降低政策利率，而墨西哥将其利率保持在4.5%

的历史最低点。除了降低利率或者降低准备

金，有些国家还采取了旨在更直接和有效地支

持国内需求的信贷政策，尤其是支持投资的信

贷政策。开发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在这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利率降低，或许还由于金融投资者

规避欧元区资金紧张带来的更大风险，流向发

展中国家的资金组合在2012年第一个月里有所

减少。但是，大规模资金流在“骤然停顿”之

后的反复流入给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造成的不

利影响显示，采取积极的资本管理政策并将其

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一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国集团在2011年10月就资本流动达成的协

议，明确承认有必要灵活使用资本账户管理措

施，遏制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通常

可能产生的风险。它认为，建立和巩固地方资

本和债券市场，并采取适当监管和审慎做法，

最终将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吸纳和处理反

复无常的资本流动。但是正如日本和瑞士的例

子显示，即使有着成熟金融体系的国家，也可

能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以便预防短期资本流

动引起的不利的汇率变化和严重的价格偏离。

在此背景下，“建立由市场发挥更大决定作用

的汇率制度，增进汇率灵活性，使之反映作为

汇率基础的经济基本面”(二十国集团，2011
年)的意图，似乎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资本流

动对汇率的影响，远大于贸易或者经常账户收

支情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们将反映“经济基本

面”。需要采取公共干预措施，管理这些资本

流动，并引导实际汇率达到可持续的水平。例

图 1.6

2005-2012年部分国家和国家类别的 
经常账户平衡情况

(10亿现值美元)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联合
国经社部，2012年b；基金组织，《世
界经济展望》和《国际收支统计》数
据库；以及经济学家资料处数据库。

       注： 2012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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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1

贸易不平衡和欧元区危机

区域内在竞争力方面的严重分化，以及区域不平衡的相关积累，是欧元区危机的根本原

因。货币联盟成员国承诺共同保持“低于但接近2%”的低通货膨胀率。成员国长期偏离

它们对该共同通货膨胀率的共同承诺，就势必损害联盟。因为工资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

因素，各国工资趋势，按照生产率增长情况(即单位劳动成本)予以修正之后，必须共同维

护欧洲货币联盟的团结(Flassbeck，2007年)。

结果，最大的成员国长期抑制工资增长，导致通货膨胀率出现差别，并产生了下述后果：

它在德国导致消费长期停滞和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对整个联盟而言，由于低通胀国家

相对于工资－物价增长率较高国家竞争力增强，贸易不平衡加剧。在一个财政联盟内，

如果有顺差的成员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有逆差的成员国供资，这样的贸易不平衡可

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欧洲货币联盟，私人债务流动为日益加剧的贸易不平衡提供

了金融对应物，因为顺差国的银行无法在本国市场拓展业务，就贷款给逆差国的借款者

和用款者(Bibow，2007年和2012年)。

全球危机仅仅起了触发作用，它使国内产生的房地产繁荣和泡沫在整个欧洲破裂。当贷

款者对借款者的偿债能力产生疑虑时，赖以维持不平衡的欧洲增长的私人借款流戛然而

止。私人债务好运的终结，导致一连串债务危机，因为最初悬在头顶的家庭债务转变成

了银行危机，银行危机最终转变为主权债务危机。在开出过分紧缩政策的处方治疗主权

债务危机的症状时，欧洲当局提高了赌注：随着严苛的紧缩措施使负债国陷于债务型通

货紧缩，症状蔓延到了缺少坚实财政支撑点的紧密相连的整个区域经济，出现了阻碍区

域增长的危险，债务可持续性对整个货币联盟构成了威胁。

货币联盟原有设计上的缺陷，也应承担一部分罪责：没有预先规划需求管理，积极的宏观

经济政策通常被嗤之以鼻。而且，没有进行适当的政策协调。通过限制财政转移支付，

但又没有预防导致此种转移支付不可或缺的区域内不平衡，货币联盟才让自己陷于当前

的尴尬境地。目前，通过让逆差国过多地肩负重新实现平衡的重担，欧洲当局增加了重

新实现平衡的成本(De	Grauwe，2012年)。如果区域内的顺差国同意上调它们的工资和物

价，恢复平衡的目标就能更有效、以更低的成本实现。

迄今商定的制度措施仍不充分，因为它们没有将恢复增长列为主要目标。宣布一项1,200
亿欧元的计划，用于各种投资项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是这似乎还不

够。各项措施包括建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将其作为主要的危机管理工

具(“防火墙”)，并实施各种举措以改善欧洲的经济治理方式，从而预防将来的危机(欧
洲央行，2012年)。实质上，所有新举措都遵循旧蓝图，各项措施的重点主要是加强所谓

的稳定和增长公约，并调整政策，使之与最新的欧盟长期结构改革议程―2020年欧洲

战略―保持一致。欧洲继续忽视国内需求管理和为实现内部平衡实施适当政策协调等

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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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中国人民银行允许的人民币实际价值的

逐渐升值，22 似乎比开放资本账户和实行浮动

汇率的组合措施更为可取。后者可能会制造金

融不稳定和货币骤然升值，从而不仅对中国的

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2.	 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施范围

关于各种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当前危机

中发挥的作用，存在争议，这是由于人们对在

给定时间点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可否使用政

策工具(例如是否存在“财政空间”或者“货

币空间”)，以及使用这些工具时可预期的结

果，各持己见。

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全球危机的根源及为

了战胜危机而需要克服的主要经济问题的判

断。有一种判断以财政问题为焦点―赤字和

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过高，这种现象主要

存在于发达国家。基于此，有人提出以“财政

整顿”为救治之方。根据这种观点，实行财政

紧缩将使金融投资者重拾对主权债务人偿债能

力的信心，借此抑制利率并恢复信贷供应，此

举将反过来促进经济复苏。围绕这一主要立场

也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观点。最乐观的观察家以

2010年的“新绿芽”为证，认为全球经济很强

大，取消公共刺激措施也不会带来不利后果，

因为私人部门已经恢复了可持续的支出(基金

组织，2011年)。最悲观的人声称，财政紧缩

不会重启增长，但它将为实施摆脱当前危机所

需的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例如预防出现金融

恐慌)。有人采取折中立场，它们相信财政紧

缩的力度，必须足以保障财政的可持续性，但

又要足够宽松，能够将它对增长的不利影响降

至最低(基金组织，2012年a)。

另一种关于全球危机根源的判断，指向私

人过度举债，而不是指向财政过度支出，尽管

财政过度支出的一个后果是恶化了发达经济体

的财政状况。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由

于银行和债务人努力调整其资产负债表，一个

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接踵而至(Koo，2011年)。在

当前情况下，由于高失业率、工资停滞或者下

降以及负财富效应进一步抑制了私人需求，认

为私人部门已经“接过接力棒”而且私人支出

将支持复苏，这种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因此，

财政紧缩被认为具有反效果。通过进一步抑制

增长并减少财政收入，它或许连“财政整顿”

都无法实现，也无法重振金融市场的信心。23 
信心，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信心，通常只有在经

济复苏之后才能恢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货币政策无法重启增

长。问题不是流动性不足在制约信贷供给：中

央银行已经向银行提供了大量资金。例如，在

2008年9月以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为银

行系统注入2万亿美元，是其总资产的三倍，

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在欧洲的资产增加了

一倍，约达3万亿欧元。即便如此，自2008年
第三季度至2011年年底，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

贷，在欧洲处于停滞状况，在美国则减少了

4%。银行不增加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并不是

因为缺少资金，而是因为它们不愿意发放贷款

(即：更愿意整顿其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因为

私人部门无意增加消费或者投资，因而不要求

获得净贷款(即：到期债务展期之外的贷款)。
信贷市场再次显示出顺周期性的倾向。这并不

意味着货币政策全无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

将使当前形势恶化。另一方面，各货币当局如

果少关注全球已发行的货币量，而多关注谁应

当获得资金及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它们的措施

会更有效。尽管如此，货币政策已经显示了其

局限性，正因如此，财政政策仍是一个不可或

缺的工具。

这种政策争议之下是深层次的观念问题。

正统财政观念的根本错误，是视一国公共财政

的功能，与单个家庭的私人财政别无二致。因

为没有哪个家庭能够长久支出多于收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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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身条件的生活，所以认定，这同一条原

则也必定适用于一切负责任的政府。用这种类

比指导合理决策，会造成严重误导。如果家庭

收入不受它自己的紧缩措施影响，一个孤立的

家庭有可能通过减少支出成功地削减债务。然

而，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个家庭的

支出即是另一个家庭的收入。因此，如果一个

大的行为者或者很多家庭一起为削减债务而同

时减少支出，其结果将是总体收入减少，包括

它们自己的收入。

正是全世界私人部门(家庭和企业)同时减

少支出，导致了全球收入和增速下降。除非单

个行为者紧缩开支的做法得到扭转，否则全世

界不可能从本次衰退中复苏。如果减少开支的

浪潮得不到遏制，最终结果将是收入和支出的

螺旋式下行。但是，单个私人行为者无望通过

反周期行为改变事态；只有政府才能抵消私人

减少支出对收入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就提出了财政空间问题。2011年《贸发

报告》主张应当从宏观经济和动态角度评估财

政政策的作用。它认为，有必要考虑到财政政

策对总体收入和国内总产值增长情况的影响，

以及最终对预算实况本身的影响。财政空间和

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公共债务占

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和当前预算赤字的大小，还

必须考虑到增长情况和利率。这样，宏观经济

政策通过影响国内总产值和利率，成为一个经

济体内财政空间的重要决定因素。

今天，有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面临主权债

务利率上涨的情况，因为金融市场认为它们的

借款具有高风险。这已经被当做推行更严厉的

财政紧缩的理由。例如，欧盟领导人已经签署

了“金科玉律”，要求立法(甚至更改宪法)禁
止结构性财政赤字超过国内总产值的0.5%。

美国国内也存在强大压力，如果不能及时就财

政整顿问题达成政治协议，有可能从2013年初

开始大幅、“自动”削减政府开支。

然而，制造欧元区国家偿债能力风险的，

并不是它们的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高，而

是因为它们缺少对货币政策的主权控制。有若

干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大大

低于美国、日本和联合王国。不同之处在于，

后几个国家不仅拥有对其货币政策的主权控

制，而且它们的中央银行能充当其银行和政府

的最后贷方。在欧元区，解决方案将不会是更

严格的财政紧缩和取消福利国家，而是深化财

政和金融一体化，并以合作方式实现经济再平

衡(Aglietta，2012年)。

一些对财政空间有决定作用的因素 (特
别是不同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可以说明发

达、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国内总

产值的比率何以呈现分化趋势(图1.7)。在1995
年至2007年间，发达经济体的这些比率保持

了稳定，发展中国家自2002年以来，转型经

济体自1999年以来，均呈现下降趋势。危机大

幅提高了发达国家的该种比率，但没有逆转在

其他国家类别的下降趋势，尽管它们中间有很

多实施了一揽子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其中一

个原因是，发达国家为实施金融紧急救助付出

了成本。而另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

总体上更快地恢复了国内总产值的强劲增长，

这也增加了它们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发展中

国家总体上很好地利用了它们的财政空间，其

中有些国家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有若

干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以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应

对全球危机，它们的境况相当好(Takats，2012

年)。它们的刺激方案更多地以增加公共支出

而不是以减税为重点，实施证明对于快速回复

增长成效卓著。因此，它们的公共财政总体上

仍然健康，它们的财政空间也已经恢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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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供所需经济刺激的，不仅仅是公共

支出和税收数额的变化，还有其构成的变化。

目标是增进一种给定支出水平的乘数效应，或

者降低税收或者私人支出的紧缩效果。正如在

2011年《贸发报告》中所讨论的，对于刺激经

济之举来说，重要的不是财政盈余或者赤字本

身的大小，而是特定公共收入和支出对收入分

配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有必要考虑财政活动

在何种程度上创造新的总需求，不仅是直接创

造的总需求，还有通过新需求的乘数效应间接

创造的需求。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最近的一

项研究发现，在衰退期间，当“传统挤出论的

适用性降低时”，财政乘数效应可能会相当大

(基金组织，2012年b:	 34)。它还发现，增加支

出比减税提供的刺激更大，从而放弃了它以前

的某些看法(基金组织，2010年)。但是，基金

组织没有建议利用这些很高的财政乘数效应来

扭转衰退压力，而是建议采取渐进的财政紧缩

方法。尽管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

顺周期政策产生的危害目前已经得到广泛承

认，通过反周期财政政策改善经济表现的可能

性也得到广泛认可。

因此，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分配效应，因为它们能够

增进具有强烈消费和/或投资偏好的行为者的购

买力。当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需求时，这

一点尤为重要。实施旨在增加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群体在初次收入分配中所获份额的收入和就

业政策，也有可能取得同样效果。可以产生工

人收入渐进增长预期的收入政策，使实际工资

(就以工资维生的人而言)与生产力同步增长，

对于重启消费增长可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总之，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去杠杆化正

在进行中和实际工资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

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使受危机打击的国家走

出衰退。公共政策应当以重振需求为目标，而

不是用财政紧缩进一步抑制需求。为了重振总

需求、增长和就业，政府需要合并使用数种

工具，这些工具可能比通常所认为的更易于利

用。正如以前的《贸发报告》所认为的，也是

本报告第六章予以进一步探讨的，收入和劳动

力市场政策是可以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合并使

用的合理工具，可用于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的

增长。

3.	 结构性改革不能代替扶持性宏观

经济政策

泛泛地说，实施结构性政策的目的是建

立或者重建制度结构和市场功能。其措施可

能涉及政府(尤其是)对于市场的职能和市场参

与者之间的互动。长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相应

转变，要求采取适当结构性措施，对经济在效

率、稳定性和增长方面的表现给予最有力的

图 1.7

1980-2011年公共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基金组织，《历

史公共债务数据库》，《世界经济展望》，2012
年4月，及《为就第四条进行协商而提交的

2012年国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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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促进。因此，对结构性政策的范围和

形式的再评估，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面临的持久

挑战。

就此而言，结构性政策可能涵盖多种领

域，包括(撤销)市场监管、教育、医疗卫生、

养恤金、税收和福利制度、基础设施和公共

管理本身。例如，自2008-2009年全球危机以

来，金融改革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结构性政策的

一个共同优先项，目的是恢复稳定和重新界定

它们各自金融部门的经济角色以及这一领域的

国际合作举措。

已经有了一些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国家和

全球举措。但是，重新制订的监管措施仍然各

自为政，在未来很多年里不大可能得到全面实

施。在全球一级，《巴塞尔协定三》(由巴塞

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制订，获得二十国集团2010
年11月首尔首脑会议支持)和金融稳定委员会

(其前身为金融稳定论坛)的建立，就属于为应

对金融危机而在全球金融监管和监督领域采取

的主要举措。前者提供了对跨国银行的国际监

管标准(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2010年a和b)，
而后者是国家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设定机构的

一个信息渠道和协调平台，国际标准设定机构

的任务是评估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确定并

监督需要为处理这些薄弱环节而采取的行动。

《巴塞尔协定三》的要求将分期逐步实施，直

到2019年1月才有望得到全面实施(巴塞尔银行

监督委员会，2012年)。与基金组织(扩大了的)
金融监督职能互为补充，金融稳定委员会是通

过宏观审慎监管遏制系统风险这一危机后新重

点的一部分。但是，宏观审慎原则因有利于国

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压力而受到削弱，尽管实施

证明这些自由流动是很多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

金融不稳定状况的罪魁祸首。

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与金融机构及活动

再次成功地逃避监管的危险有关，特别是通过

影子银行业务和海外中心。再者，对“大到不

能倒”的银行的处理，可能需要各国财政当局

携手合作并共享金融资源。但是，事经验明这

个问题特别具有挑战性，即使在欧盟内部也是如

此，尽管它有着深度区域一体化的悠久历史。25

为了重组国家和全球金融体系，以降低与

对它们的不充分监管和错误的激励制度有关的

系统风险，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同样重要的

是，需要调整它们的活动方向，使之支持实体

经济，特别是为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和增长

筹资(2011年《贸发报告》，第四章)。但是，

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内，结构改

革的重心一直变化，改革计划的方向令人想起

为应对1980年代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一场更早的

金融危机而实施的那些计划。

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以及国际金融机构

认为，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腾挪空间

不大。有一种观点是，采取扶持性政策的更大

空间，可能会因利率已经很低而受到限制。在

财政方面，政府唯恐新刺激措施可能会释放

出背离财政整顿目标的信号。因此重点越来越

落在以提高竞争力和恢复增长为目标的结构改

革上。

因此，有几个发达国家已经启动了一系列

广泛的改革，例如减少对劳工的保护，将工资

谈判转移到公司一级，实施私有化计划，放宽

对能源和零售业部门的限制，并减少公共部门

的就业和社会支出。中欧和东欧经济体以及葡

萄牙、冰岛和希腊已经宣布的私有化项目尤为

广泛。其他发达经济体也计划出售部分国有资

产。某些税收和福利改革，有可能对中低收入

家庭的收入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加剧不平等。

例如，希腊、冰岛、葡萄牙和西班牙从获得机

会和数量方面对失业救济予以限制。另外，有

几个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启动养恤金改革，提高

退休年龄和/或者降低养恤金水平，并启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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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改革，扩大税基并增加间接税收，但对个人

或者企业的直接税收(经合组织，2012年b)。
另一方面，有些措施看来旨在缓解社会危机的

影响，例如向工人培训工作提供更多资源，以

及扩大失业救济范围。

一个特殊重点似乎是劳动力市场改革。

放松对有些人认为过分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限

制，是基于这样的普遍信念：市场越灵活就越

高效。谋求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更方便地辞退工

人的改革，被认为将为聘用工人和增强总体

竞争力提供更好的激励，这反过来将促进增长

并增加就业机会。本报告第六章探讨了劳工

制度和法规的基本原理，并揭示出存在所谓

的“僵化”是合理的，并不妨碍增长。而且，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经济推理，忽视了该市

场和工资的决定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

劳动收入是总需求的一个有力的决定因素(特
别是在发达国家)，大范围削减劳动报酬会抑

制经济活动，并因此抑制劳动力需求。与其他

商品和服务不同，降低劳动力价格也会降低对

它的需求。

对于通过扩大进出口谋求摆脱危机之道的

政策，可以提出理由，说明其合理性。工资的下

降，创造出降低价格的空间，由此提高价格竞争

力，前提是汇率变化不会抵消通货膨胀差额。这

似乎是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推崇的政策。26 但

是，如果国内和区域需求在数量上大于对世界

其他地区的出口，欧洲很多遭受危机打击的国

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同一区域内的若干国家同

时降低工资，其效果会适得其反。

除了关于结构改革的长期效应的争议，它

们能否及时解决并且适用于解决当前问题，也

受到关切。因为当前危机中的主要问题，是需

求不足(克鲁格曼，2012年)，旨在改善经济中

的供应方的改革，并非最适当的，如果它们进

一步削弱总需求，则尤为不适当。例如，在劳

动力需求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力市场

的灵活性和参与率(若干政府的特定目标)，只

会加剧失业状况，并进一步压制工资和国内需

求，与所需的效果恰恰相反。甚至力推此类结构

改革方案的机构都警告说，它们可能“在不恰当的

时机是有害的”(经合组织，2012	年 b: 20)，在当

前私人部门需求走低、失业问题仍然存在的情

况下，紧缩效果有可能太严重(基金组织，2012
年d)。另外，在压力之下和经济衰退期间实施

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有可能导致政府收入远

低于当初的预期。

到目前为止，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改

革，尚未与恢复经济增长挂钩。实际上，实施

这类政策最卖力的国家，并没有实现国内总产

值增长、创造就业和财政整顿的预期目标(经
合组织，2012年)。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本身是

导致当前衰退的主要原因；更可能的情况是，

经济和金融危机被认为证明了实施结构改革的

合理性，谋求这些改革原本是由于危机背景之

外的其他原因。27 

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结构改革，

往往是创建或者巩固社会安全网，并扩大国家

在经济上的作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福利

改革的方向与发达国家不同，有时是一种相对

于以前的市场取向原则的“反向改革”。在

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彻底修订其养恤

金计划，扭转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私人部

门为取向的改革，重新实行国家参与。例如，

智利扩大了政府付费的非缴费型福利的普及

范围；阿根廷恢复了费用发生拨款制公共养恤

金制度；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实

施了相关改革(Arza，2012年；Kritzer，2008

年；Rofman、Fajnzylber	和 Herrera，2010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0年)。这些结构性“反

向改革”的目标是纠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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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养恤基金革命已被察觉的不足之处，这些

不足之处包括覆盖率大幅缩小、性别不平等、

管理和营销费用高昂，以及对受益人的支付额

少。在某些国家，它们还使政府能够将养恤金

收入和累计基金用于公共投资。

2012年，印度政府通过了一项50亿美元的

计划，为占人口50%的最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

疗。28 一个与此配套的决定是，只能使用通用

名药品(而不是原研药品)，这不仅将增进享受

医疗的机会，还将促进国内制药业发展。在南

非，正在开展的医疗改革，谋求建立某种形式

的国民保险，并提高该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扩大覆盖范围。

在二十国集团2012年6月召开的洛斯卡沃

斯首脑会议上，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承诺，加

强或者扩大社会安全网及减贫方案。例如，

印度尼西亚政府行动的重点是对家庭的社会

援助、增加社区权能、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机会

以及以可承受的价格向低收入人口提供基本必

需品。阿根廷的主要收入转移方案 “普及儿童

津贴”，面向18岁以下弱势儿童，该方案的覆

盖率已经达到85%，并在2011年将孕妇纳入覆

盖范围。巴西启动或加强了若干计划，其目标

是消除极端贫穷和为弱势人口提供更多机会。

这些计划包括“巴西消除极端贫穷”倡议，该

倡议有三个主要支柱：(1) 增加贫困家庭的人

均收入；(2)	扩大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供应

面；(3)	扩大就业和赚取工资的机会。墨西哥

采取了一些措施，旨在提高正规就业对工人的

吸引力。

在若干发展中国家，结构改革包括增强

公共政策对支持投资和结构转变的作用。这样

的措施常常与既面向供应方也面向需求方的刺

激目标协调一致。例如，巴西最近降低了对银

行向汽车工业贷款的准备金要求，降低了消费

贷款利率，目的是支助汽车制造商和汽车购买

者。与这一有针对性的措施并行的，是在基础

设施方面实施基础更广泛的大规模公共投资，

包括运输和能源项目，这些项目能够在短期内

创造就业，同时提高长期生产能力。其他几个

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也扩大了它们在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的参与程度，以支持国内经济活动

并促进创造就业。例如印度尼西亚有很大一部

分公共投资，定向投入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

术)部门，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公共投资更多地以

能源部门为重点。南非的公共部门投资，主要

用于发展运输、电力和水务基础设施，2011年
占国内总产值的7.1%，在此后至少三年里有望

保持在国内总产值的7%以上。与此同时，政府

还加强了其公共工作方案，保证弱势和处境不

利群体拥有工作机会。而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中

小企业获得贷款提供的便利，有望刺激创造就

业(二十国集团，2012年)。

这些措施大多具有反周期目的，因为它

们的目标是在危机时期保障就业并支持经济活

动。然而，它们之中有些并不是当国际环境变

得较为有利时就会逆转的临时措施。一项重要

的结构改革是，改革国家本身(建构或者重新

成为“发展型国家”)，这也是落实产业政策

和实施其他结构改革的工具。扩大社会保障、

失业救济和养恤金覆盖范围，也通过它对需求

的即时影响，具有了反周期成分，但是没有理

由在恢复增长之后撤销这些社会进步，虽然某

些相关的转移支付通常会随着经济复苏和劳动

力市场状况的改善而减少。

总之，结构改革不可能成为借以走出经济

衰退的主要工具；这项任务应当主要由扶持性

宏观经济政策完成。应当根据一国的长期社会

目标和发展战略，认真裁量这些改革。它们的

一个特定目标，应当是矫正导致全球危机的主

要功能失调领域，这些领域中有很多与全球和

国内金融体系有关。另一些导致危机的因素，

是收入不平等及其决定因素，本报告对此有一

些较为详细的探讨。结构改革应当以减少不平

等为目标，而不是像在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

放大这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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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截至2011年年底，在35个发达国家中，仅有15个
发达国家的国内总产值超过了它们各自在2007年
和2008年之间达到的危机前的最高水平。

 2 2012年3月2日，25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稳定、

协调和治理条约》，该条约包括一项财政协定，

规定将结构性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总产值的

0.5%纳入国家立法。

 3 这些商品价格的最高点，通常出现在2011年1月
至4月，大米、烟草、热带原木和黄金除外，它

们价格在2011年8-9月达到最高点。磷酸盐最后

一次价格高峰出现在2012年1月，而石油、香蕉

和牛肉的价格在2012年3月达到最高点。

 4 关于信息的作用和商品投资者对价格的影响的详

细讨论，见2011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5 据路透社援引巴克莱银行2012年6月25日的说

法，5月份有82亿美元商品投资撤离。

 6 见，例如Kemp(2012年)；Danske	Research	(2012
年)；路透社，Oil	posts	fourth	biggest	daily	gain	on	
record，2012年7月29日；及路透社，Corn eases 
after	rally,	soy	turns	up	ahead	of	USDA	report，2012
年7月10日。

 7 回顾1865-2010年这一时期，Erten和Ocampo(2012
年)发现了四个超级周期。他们还表明所有非石

油商品类目的平均价格，从一个周期到下一个周

期，均有大幅下降。

 8  保持危机后的投资力度，将招致产能过剩和出现

坏账的风险。正如Akyüz (2012年)所指出的，中

国的商业房地产部门面临崩溃的危险，地方政府

似乎面临难以偿债的问题。

  9   例如，低收入粮食短缺国家的谷物净进口费用，

预计将在2011/2012年达到创纪录的高额，甚至

高于2008年粮食危机时期(粮农组织，2012年)。

 1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11年)提出

了详细分析，分析了粮食价格波动如何使小农和

贫穷消费者越来越容易陷于贫困。国际劳工局

(劳工局，2011年)研究了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对发

展中国家就业和分配的影响，断定有重要证据表

明，粮价上涨具有不利的致贫效应。

   11 对拉奎拉首脑会议以来农业援助进程的详

细评估，见Action	 	Aid，2012年，以及《卫

报》，Rich	nations	risk	breaking	their	pledges	on	
farming	aid,	says	anti-poverty	group，2011年7月10
日。粮农组织还着重指出了萨赫勒和非洲之角应

急计划的资金缺口。关于总的发展援助，经合组

织(2012年a)报告说，2011年，主要捐助者对发展

中国家的援助减少了近3%，此前的一个长期趋势

是逐年增长。   

  12   关于跨国公司在农业和采掘业中的作用的详细讨

论，分别见贸发会议，2009年和2007年。

   13	    根据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2012年)的
说法，2011年，全世界40个最大的矿业公司因商

品价格上涨而获得创纪录的高额利润。    

  14   全球土地热潮的佐证，也见国际环境和发展学会

(环发学会)，2012年。   

   15   关于土地交易如何未能使穷人受益的讨论，见乐

施会，2011年。

  16    该指导方针包括下述方面，例如增进妇女在取得

土地方面的平等权利，建立农村穷人可资利用的

透明的簿记制度，促进对非正式和传统地权承认和

保护(Graziano	da	Silva，2012年)。查阅该指导方针

可登录：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
cfs/Docs1112/VG/VG_Final_EN_May_2012.
pdf。负责任的铜业投资原则系指尊重土地和资

源权利，确保粮食安全，透明度、良好治理和

适当的扶持性环境，协商和参与、负责任的农

业企业投资、以及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贸发会

议，2010年)。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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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最近重新审查它们的采矿业制度的国家例证，见

Leon，2012年；Ernst	和Young，2012年；经济

学家，2012年a；及Australian	Mining，2012年。

 18  见2011年财政大臣预算报告: http://www.hm-	
treasury.gov.uk/2011budget_speech.htm。

 19  见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库: http://www.bis.org/
statistics/index.htm。

  20   这些是2004年之后加入欧盟的12个国家。

 21  国际清算银行关于国际债权的统计，以美元表

示，但有些债权也可能以其他货币表示（例如

欧元，特别是在欧洲）。因此，美元在危机发

生后对欧元升值，往往会凸显出以美元计量的

银行债权减少。

 22	   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20%，按

照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约30%。

 23   事实证明，迎合市场是一项艰难任务，因为“市

场似乎患有某种分裂症，它们要求整顿财政，

但是当整顿导致增长率下降时，它们的反应很糟

糕”(基金组织，2012年a：xiv)。

	 24	 	 		总体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趋势不太乐观(基
金组织，2012年b；贸发会议，2012年b)。总

体图景掩盖了这一事实：有20个国家已经债台

高筑，或者仍然处于这样的高风险中(基金组

织，2012年c)。

 	25   金融稳定委员会就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督和监管

提出了建议(金融稳定委员会，2011年a)，也制

订了一个框架，用于解决与被断定“大到不能

倒”的金融机构有关的系统和道德风险(金融稳

定委员会，2011年b；也见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

会，2011年)。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银行监

督委员会已经确定了第一组29个具有全球系统

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最终将要求它们具备额外

损失吸纳能力。

 26   据欧洲央行总裁马里奥 •德拉吉说，“这些领域

的改革，对于在成本竞争力方面遭受重大损失

并需要刺激生产力和改善贸易表现的国家，尤

为重要”(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介绍性发言，巴塞

罗那，2012年5月3日；也见巴罗索，2012年) 。

  27     正如《经济学家》(2012年b)所指出的，“将经济

上的失败归咎于肆意挥霍或者没有充分坚持一套

公认的经济原则，是一种很诱人的做法。有些领

导人似乎急于对危机做出有意无意的错误判断，

为的是抓住机会，将他们喜欢的政策偷偷强加

给弱势经济体。”经合组织(2012年b：25)也声

称，“总体上，危机似乎对结构改革发挥了催化

剂的作用。与危机前的时期相比，对《努力实现

增长》的建议的平均回应率有所增加，建议的目

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利用率。就后者而

言，这部分地反映了最近在欧元起债务危机背景

下实施的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28	   见《金融时报》，“印度向数百万人提供免费药

品”，2012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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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机发生之后，经济不平等再次成

为一项政策关切，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全

球不平等日益严重，在增长期和衰退期都是如

此。在此背景下，本报告探讨一个老问题：日

益加剧的(或者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否经济

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或者一项必要因

素；或者，降低收入不平等是否可能甚至值得

向往，以便实现包容性增长以及克服当前的经

济挑战，并为长期更可持续和更快速的发展创

造必要条件。

平等和公平问题，从古

代就让思想家、政治家和各

种宗教颇费脑筋。在当代的

论争中，人们常常将法律面

前的平等(或者形式平等)与收

入和财富的平等区分开来。

后一种形式的平等，受所有

权结构及市场过程、社会分

层情况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政治制度可能使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无法获得

真正的机会平等。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对于可以容忍

多少“实际上的不平等”，而不会严重损害社

会凝聚力和信任以及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运行，

尚存在争议。此处的平等主要是指收入分配上

的相对平等，而不是公民权利上的绝对平等。

其中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的差距似

乎特别巨大的一个领域，是市场操作。一方

面，不同市场上的买方和买方形式上是平等

的：它们在给定价格上自由地接受或者拒绝

某项交易。其结果是，在理论上，只有使双

方都受益时，市场交易才会

发生。另外，市场制度通过

等价交换，确保公平(哈贝马

斯，1973年)。另一方面，资

源的不平等在市场交易中的

表现，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

明显，这是由于不同参与者

在购买力上的非对称性。从

形式上看，市场是一个人员

和法律上的平等空间，所有参与者在此平等地

自由买卖，使双方都受益。但是在现实中，由

于财富和收入差别，市场操作反映出在起始点

就缺乏实质(或者有效的)平等。

第二章

收入不平等：主要问题

A.   收入不平等与市场机制

对于可以容忍多少“实
际上的不平等”而不会
严重损害社会凝聚力和
信任以及一个经济体
的总体运行，尚存在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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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市场机制中，没有什么因素倾向于矫

正资产和资源在起始点的不平等。拥有更多资

源或者更容易获得贷款(两者通常互相关联)的
行为者，能够以比其他人更大的规模投资、创

新和扩大生产。因此经济发展过程通常是不平

衡的，有些企业和部门占有其他企业和部门的

市场份额，新产品和生产流程在一个“创造性

破坏”过程中取代旧的(熊彼得，1942/2003年)。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和知识(包括通过在实践中

学习获得的知识)的积累，往往使财富和权力进

一步集中。

虽然形式平等的原则是

现代社会中社会和经济交易

的基础，但是，市场结果不

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

受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社会

共识，在不同的社会里迥然

不同。无论国家间在实际不

平等的程度问题上存在什么差异，与日俱增的

不平等在很多国家已经引起对于其社会和经济

后果日益严重的关切。

在过去30年里，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

加速，这常常被视为一项重要因素，这一因素

导致以工资维生的人和以资本收入维生的人之

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导致这些总类中不

同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重要

的是记住，贸易、金融和技术因素，总是在一

个社会和经济制度、法规及政策框架内运作。

在本《贸易和发展报告》(贸发报告)中，有一

种观点认为，尽管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

化开始加速而且变得日益“以金融为先导”，

大多数区域的不平等加剧，但是这种发展趋

势，并不是社会必须容许或者接受的“自然

的”东西，不平等的加剧也不会在一个急剧变

化的世界上提高市场结果的效率。甚至更为糟

糕的是，不平等的显著加剧，可能会制造经济

冲突，而经济冲突导致社会紧张，在极端情况

下，还会导致政治暴力，尤其是当收入在总体

上增长放缓或者停止增长时。正因如此，例如

廷伯根(1956/1964年)等经济学家，将国家和社

会集团之间以更好的方式分配实际收入和支出

的必要性，列入经济政策目标。

利用某些工具，降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

未必会损害投资和增长。相反，适当的宏观经

济、税收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以既有利于

促进总体收入增长，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

式，预防不平等加剧，或者减少不平等。

例如，通过征收收入累

进税或者对积累的财富征

税，政府可以降低收入不平

等，而不削弱经济行为者

创立和实施新想法和新项目

的动因。对高收入者征收累

进税，不会消除较富裕人员

的绝对优势，也不会消除

其他人尝试新想法和向上攀

登收入阶梯的动机。据Diamond和Saez(2011
年 )估计，美国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可能高

达50-70%，而不会对激励作用造成实质性问

题。甚至可以将征收财富和遗产税视为一种手

段，借此激励下一代也以下述方式参与经济活

动：为社会整体创造最大的成果，而不是依靠

继承遗产。在资源富饶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

国家)，旨在获得一大部分自然资源租费的政

府政策至关重要，它利用这种商品红运，增加

国内收入和需求，并创造有更广泛基础的经济

增长，而不是容许少数国内外行为者，主要集

中在狭小的地理区域，拿走大部分意外收益。

收入政策、用于对付失业和其他艰难境况的社

会安全网，以及提供基本服务，例如全民良好

教育，是能够同时强化增长并减少不平等的

工具。

这些可供选择的观点，通过挑战那种认为

不平等的加剧是市场经济体内发展的正常结果

的传统智慧，有可能催生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

的新见解，并有可能导致一种范式转变，转向

一种更平等且更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

不平等的加剧并不是

社会必须容许或者接

受的“自然的”东西，

也不会提高市场结果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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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平等问题，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贯

有分歧。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它不是个问题，

他们辩称，在没有对社会流动的认为阻碍的情

况下，不平等状态基本反映了才智和选择上

的不同。他们相信，最有才智、最节俭和最勤

奋的人会取得成功，即使他们最初因社会条

件不利而身处窘境。在市场参与者获得的补偿

与他们的社会贡献(他们的边际生产力)相符的

世界上，“适者”的成功不能被视为不公平，

也不应成为一项政策关切。根据这种观点，

为减少不平等而制订的战略，将损害市场机

制产生最有效成果的能力，因为它们削弱参与

经济过程的动机。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妨碍 
“通过使各方共同获利”减

少绝对贫困的机会(Friedman
和Friedman，1980年)。

根据哈耶克 (1960年和

1978年 )的观点，市场社会

中的收入分配，是一个无人

管理和引导的非人格化过程

产生的结果，因为公正心是一种人类特质，非

人格化的市场无所谓公正或者不公正。吊诡

的是，政府为确保更平等或者更具社会公正性

而实施的干预，会将报酬分配与个人为创造全

球收入所做的贡献割裂开来，从而导致不公

平的结果。公共当局应当提供“机会平等”，

尤其是在这种意义上：规则应当对所有人一视

同仁，不人为地制造或者设置障碍或者有利条

件。机会平等也要求普遍接受政府提供的初

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应当由私人创办，为了平

等，公共管理机关无权决定谁可以获得高等教

育(哈耶克，1960年: 384-385)。在更一般的意

义上，努力制造“结果平等”的政府，将打击

能力较强的人，而鼓励能力较弱的人。根据哈

耶克的观点，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从经济学观

点看，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一种关于经济发展方式长期结构的观点，

导致对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同认

知。库兹涅茨影响深远的贡献，揭示了收入不

平等和基于经济结构部门变化的发展进程之间

的长期关系：在工业化和城

市化初期，由于生产力和收

入增长集中在城市，不平等

加剧，工人从农村地区(其特

点是相对一致的低生产率活

动和低收入)移徙到城市地区

寻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在后

期，不平等状况减弱，因为

农业机械化和农业部门从业人口比例不断下

降，往往会消除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也

因为城市工人最终拥有了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社

会和政治权力(库兹涅茨，1955年；加尔布雷

思，2012年)。按照这样的分析，“必须将收

入不平等状况的长期变化，视为更广泛的经济

增长过程的一部分，并且与其他要素的相似变

动互相关联”(库兹涅茨，1955年: 20)，它们

B.  不平等与经济理论

有些经济学家相信，旨

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公

共政策，可能会损害经

济效率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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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收入水平和不平等

程度的变化，与经济发展过程内生的结构性变

化相呼应。因此，至少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不

平等问题看起来既不是发展的推动力，也不是

绊脚石。

后来，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研究了收入分

配能够如何影响投资和增长之后，对这一观点

作了修正。卡尔多(1957年)提出了一个经济模

型，在他的模型中，国内总产值的增长，受可

用资源限制，而不是受有效需求限制：资本

积累、创新流动和人口增长决定着经济扩张情

况。在模型中，社会储蓄倾向决定着资本积累

速度，但是它们还与收入在

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有关

联，因为以利润维生的人，

其储蓄在收入中所占份额往

往高于以工资维生的人。因

此，较高的(功能)收入不平

等，与较高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以及较高的经

济增长速度有关。卡尔多没有暗示这应当成为

任何政策建议的依据，因为在他的模型中，收

入分配是内生的；但是多年来，对其模型的一

个流传很广的解释是，通过增加资本在收入分

配中所占份额，有可能促进增长(框2.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

会)在1960年代所做的研究，遵循了不同的方

法，因为他们认定拉丁美洲社会结构的高度不

平等，是发展的主要障碍。他们相信，它妨碍

了社会流动，原因在于它阻碍了最有活力的个

人在社会中崛起，弱化了高效利用劳动力、土

地和机械的经济动因。1 他们还认为它造成上

层阶级的过渡消费，这与普罗大众的朝不保夕

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在他们看来，收入不平

等不会转化为更强的资本积累，因为富人穷奢

极欲的消费导致储蓄减少。而且，因为此种消

费包含很大一部分进口商品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生产的商品，它对国内增长和就业影响甚微，

不会为可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的基础。

因此，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政策，必须设法减少

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便增加储蓄并引导它们

变成资本积累(普雷维什，1963年；Pinto，1970
年)。

1970年代中期，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宏观经

济效应的理论工作，已经不再是主流，其中一

个原因是有代表性的行为者模型在主流宏观经

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 发展中国家1980年
代的金融动荡和债务危机，使人们集中关注短

期经济管理，而发展关切退居幕后。然而，自

1990年代初，人们重新对不平等和发展之间的

关系产生兴趣。一些亚洲经

济体的快速增长和拉丁美洲

在发展方面“失去的十年”

之间的反差，向人们提出了

关于它们的不同发展路径问

题。东亚相对低度的不平等

与拉丁美洲一贯的高度不平

等形成鲜明对比，而拉丁美洲的不平等又因债

务危机以及所采取的对策而进一步加剧。有些

作者认为，这是用于解释这些区域截然不同的

发展经验的重要因素(例如，Fajnzylber，1989年；

拉加经委会，1990年)。

增长和分配之间的联系在1990年代初重新

激发出的兴趣，体现在多项理论工作中，这些

工作确认了四个可能的渠道，收入不平等有可

能经由这些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第

一个渠道是不平等状态对总需求量及其构成的

影响。第二个是不平等状态与社会政治动荡之

间的关系。第三个关注高度不平等所具有的社

会政治含义。最后，第四个渠道与不完善的资

本市场及教育投资有关联，经由这一渠道，不

平等状态对产出增长速度有影响。

关于第一个渠道，有一种观点是，因为

企业家根据他们对其产品未来需求的预期作出

投资和雇佣决定，提高工资(和降低不平等)可
以通过增加预期需求刺激投资、就业和经济

发展经济学家重点研究

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总

需求、投资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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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2.1

不平等、储蓄和投资

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常常被视为一种提高投资率的手段，因为富人的较高收入或者以利润

维生者获得的更多收入，往往在任何给定收入水平上增加总储蓄量。据认为，他们的储蓄率提

高，近乎自动地导致增加投资。正如以前的《贸发报告》(见，特别是2006年《贸发报告》，

第一章附件2，和2008年《贸发报告》第三章)所讨论的，支撑这一观点(以及旨在重启增长和

创造就业的相关政策)的储蓄和投资理论极为可疑。它甚至有严重缺陷，因为其核心是一种简

单的事后追溯出的一致性。

一个经济体所创造的国民产值(加上净资本流动)，可以立即使用(用于生产期间的消费)，也可以

随后使用。如果随后使用，它被算作该经济体的储蓄或者投资。因此，仅从定义看，任何一个

经济体的储蓄(国内的和外国的)总是等于它的投资。

但是，这种特性并不涉及因果关系。因此，只要确定两个术语中任意一术语的因素没有被考虑

到，就很难将其归咎为任何术语在宏观经济过程中发挥的某些特殊或甚至是领导作用。一种理

论，只有将一组行为者的计划与其他行为者的计划对照分析时，才能成立。具体地说，必须找

出决定一个经济体内不同行为者所做的消费和投资决定的功能关系。这样做的时候，不能将所

有行为者的实际收入，都当做外部因素，而应当作为其本身受到经济行为者影响的一个变量，

即关于消费和投资计划的决定影响，也受到政策决定和外部冲击的影响。

因为一个经济体内经济行为者的行为变化，受到客观不确定性的影响，作出消费和投资的决

定是一个复杂过程，其结果远不如仅仅从事后追溯出来的一致性来看可能显示出的那样一目了

然。如果不平等加剧，所有家庭计划中的储蓄加在一起，实际上将会增加，因为富人的储蓄率

高于穷人的储蓄率。但是，假若如此，生产者将立即面临对其产品的需求减少和利润下降的局

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典型应对方式是，减少对新生产能力的投资。另一方面，如果储

蓄计划是基于依赖投资增长的收入预期，而实际上投资率下降了，这时总收入将低于家庭当初

在制订储蓄计划时的预期收入。因此家庭收入总体增长计划将可能无法实现，因为总收入低于

制订储蓄计划时的预期收入。而且，企业的储蓄(即保留的利润)可能会减少。事后追溯出来的

储蓄和投资的一致性没有改变，但是触发均衡化的机制是实际收入的意外下降，这种意外下

降抵消了计划中的储蓄增长。

传统储蓄和投资理论忽视了这后一种机制和储蓄是内生变量这一事实。它假定家庭储蓄率提高

之后，尽管消费减少，公司的投资将比以前增加，而消费减少是储蓄增加的必然对等物。在正

统模型中，经济的唯一驱动力是由消费者的自主决定。它假定企业家完全是被动反应型的，他

们在制订投资计划时，从不考虑实际商业条件恶化和利润下降的情形。    

当给定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平等时，总消费量和私营企业进行固定投资的动因更大，因为低收

入群体的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高于高收入群体。这一点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或者日益上升的

情况下，尤为重要。正如凯恩斯(1936/1973年: 372-373)所说的：“……在达到充分就业这点以

前，资本之生长并不系乎消费倾向之低，反之，反因其低而遭遏制……”因为“……提高消费

倾向，则总体上有助于增强投资之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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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墨菲、Shleifer和Vishny(1989年a和b)正
式论述了罗森斯坦 • 罗丹(1943年)的直觉：同

时创建多种行业，即使在每个行业中单独来看

不盈利的情况下，也有利可图。他们表明这样

的“大推动”要求新行业支付的工资高于传统

部门的工资。如果工资较低，同时实施的产业

化不会赢利，因为缺少总需

求。在他们的模型中，富人

需求高质量商品，生产高质

量商品几乎不能提供提高生

产力的空间；相形之下，中

产阶级需求大批量生产出的

标准化商品，生产力的提高

大多发生在这里。因此，减少收入不平等对经

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因为它增加了对具有促进

增长的特性的产品的需求。

另一套观点(上文所述第二个渠道)强调，

即使收入高度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不

利影响，它也有间接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不平

等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例如，高度不平等

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并使犯罪率上升，这给投资

者带来不确定性，损害财产权，提高交易和安

全成本，并降低增长率(Venieris和Gupta，1986
年; Benhabib和Rustichini，1996年；Grossman
和Kim，1996年；Bourguignon，1998年)。

第三个渠道得到了不同模型的检验，这

些模型在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建立了一种政

治经济学联系。Alesina和Rodrik(1994年)及
Persson和Tabellini(1994年)
的模型表明，初次收入分配

(即对完全产生于市场结果

的收入的分配 )的高度不平

等阻碍增长。他们辩称，在

平等度较低的社会里，大多

数人口谋求更多的再分配，

再分配政策由于扭曲经济而

降低增长率。特别是，资产税导致私人投资

和增长率下降。另一组模型(Bénabou，2000

年、 2002年；Saint-Paul和Verdier， 1996
年；Perotti，1996年；Bartels，2008年)得出了

高度不平等导致低增长的同样结果，但使用了

截然相反的机制。他们假定再分配和增长之间

正相关。根据他们的观点，关键投票人(即：

在连续选举中能够改变选择，在一个群体中能

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投票人)常
常比中等投票人更富有，因

此不会因再分配政策受益。

因此，在平等度较低的社会

里，穷人对选举的参与率很

低，而且/或者富人在选举中

的影响力太大，促进增长的

再分配政策力度不够。

第四种渠道主要研究收入不平等、不完

善的资本市场以及教育投资之间的关系。模型

强调收入不平等、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投资决

定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对风险的规避和道德

风险，是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根源。他们发现，

不平等现象降低增长率，是因为它阻止了一些

行为体为实物和/或人力资本投资(Banerjee和
Newman，1991年)。Galor和Zeira(1993年)假
定，为接受教育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即使

穷人也需要为此付出一笔最低额的固定成本

(可能是他们的孩子不去工作而产生的机会成

本)。他们显示，为教育支付的固定成本，由于

贫穷家庭落入贫困陷阱而导致不平等状态难以

消除。3 Galor和Moav(2004年)考察了收入不平

等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

当实物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时，如果这种

积累取决于储蓄，而高收入

个人对储蓄有较高的边际倾

向，不平等状态可能有利于

增长。然而，当人力资本是

此种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时，

不平等状态可能对增长有不

利影响，因为信贷约束可能会限制总人力资本

的积累。这一理论断定，强调不平等状态对增

最近的理论研究发现收

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

间负相关。

高度不平等可能会抑制

总需求，剥夺很多人获

得教育和信贷的机会，

制造社会动荡，损害生

产性投资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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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积极影响的模型，正确反映了工业化早期

阶段的现实，但是对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已经不

再有意义。最后，在Aghion、Caroli和García-
Peñalosa(1999年)的“资本市场不完善”模型

中，高度不平等也对增长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他们辩称，它减缓了人力资本形成，因为富人

的投资往往限于回报率低的活动，而穷人，即

使他们有回报率很高的项目，其投资额也无法

超出他们有限的财力，这是因为资本市场不完

善致使他们没有机会获得贷款。

这种理论研究并不总能引起决策者注意，

尤其是在1990年代(直到1997年)，除非洲和转

型经济体之外的多个区域经济增长呈现上升趋

势的时候。在若干国家，增长似乎与日益加剧

的不平等相互兼容，所采取对策的导向，常常

是为那些在获得增长收益方面被边缘化的人建

立安全网。然而，一些具有更宏阔的历史眼光

的国际组织，并不这样乐观。贸发会议(1997
年《贸发报告》)评论说，自从1980年代初期，

不平等日益加剧，增长缓慢，这正在变成全球

经济的永久特征。它还警告说，这将导致政治

上的激烈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会损害全球一体

化带来的多种好处。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经济和社会规划研究所(拉加经社规划

所，1998年)突出强调了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缺

点和脆弱性，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社会影响有

限，没有能力减少收入不平等。它还评论说，

补偿性社会政策没有能够遏制日益扩大的社会

和经济差距，需要重新调整经济政策的方向。

世界银行(2006年)也分析了高度不平等带

来的负面社会经济后果。它指出，财富和权力

的分配方式，常常以社会不乐见的方式，影响

到投资机会的分配，因为“经济和政治上的高

度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系统

性地有利于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的利益。这种不

公正的制度可能产生经济上的代价……所造成

的机会不平等，有害无益而且不利于可持续发

展和减贫”(世界银行，2006年: 2-3)。

B节回顾的大部分最近的文献，都提出对

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这种关

系，正如在这一节中解释的那样，通常显示两

者之间的一种负相关。这与本报告后面几章中

讨论的一些基本的典型化事实一致。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曾有过强劲的全球增

长，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很低或者日渐降

低，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是，在过去

三十年里，收入不平等明显加剧，特别是在发

达国家，达到了192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程

度(第三章讨论这一问题)。它与全球增长放缓

和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同时

发生，最终导致2008年底爆发全球金融危机。

最近关于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

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使用跨国数据，研

究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第二类利用

纵向截面数据(仍然在跨国一级)，研究两者之

C.  一些关于不平等、就业和 
增长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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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期关系，第三类以美国的横断面和纵向国

家级数据为重点，研究这一关系。

在第一类研究中，Persson和Tabellini(1994
年)及Alesina和Rodrik(1994年)检验了他们的模

式的简化方程式，显示出收入分配和增长之间

在经验角度呈负相关。Easterly(2007年)利用辅

助变量方法，显示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具

有负因果关系。Perotti(1996年)试图对上文讨论

的各种不同理论方法加以区分。他的主要成果

可以概况如下：(一) 收入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

明显的负相关；(二) 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国家不

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联度更高；(三) 结构性估

计支持这样的假设：不平等导致社会政治动荡

并影响教育和与生育有关的决定，从而妨碍增

长；4 及(四) 没有证据支持下述政治经济观点：

不平等导致力度更大的再分

配，这反过来导致增长率降

低。实际上，Perotti发现再

分配和增长之间呈正相关。

第二类研究包括 Li和

Zou(1998年)和Forbes(2000

年)的研究，他们利用5年增

长期，对国别因素进行受控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正

相关。这些结果似乎与上文讨论的理论模型得

出的结果截然相反。但是，他们的经验方法

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与下述事实有

关：大多数模型强调不平等和长期增长之间的

关系，而这些研究分析的是不平等和中期或者

短期增长的关系。第二个问题(也影响上文讨

论的跨国回归分析)与这一事实有关：强加在

标准的增长回归分析中的线性结构，可能导致

片面的结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Banerjee和

Duflo(2003年)发现，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在任

一方向上)与增长呈负相关，不平等状态迁延

不决，也与增长呈负相关。

第三类研究表明，美国各州衡量收入不

平等的不同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明

晰。例如，Partridge(1997年)发现，如果用收

入分配五分位中第三位的收入所占份额来衡量

不平等程度，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如

果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则呈正相关。

而Panizza(2002年)的研究显示，美国州一级的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不是很

明显。

此处回顾的最近的经验和分析工作，虽

然并不都是结论性的，而且有时基于相反的假

设，但是大多显示出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负相

关。这种日益增强的学术共识，与上文已经提

及的典型事实一致，这一事实是：很多国家在

战后几十年里，当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或者日

益降低时，其经济增长势头

强劲，自1980年代以来，不

平等程度加剧，这些国家的

经济增长明显减弱。就发达

国家一类而言，员工薪资占

国内总产值的份额(以要素成

本计算)已经降至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显性失业达到了同期最高

记录。

正如本报告后面几章所示，过去三十年

里，宏观经济政策和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新范式之后出现的制度安排变化，对不平等状

况加剧的趋势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对全球危机

的酝酿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劳动力市

场和税收政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因为它们将

根据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作出调整的重负，压在

以工资收入维生的人和中低收入群体身上。例

如在美国，减税有利于富人，他们的某些税率

达到了该国历史最低值。有证据表明，21世纪

头十年降低累进税，并没有导致增长率和就业

收入过度集中是导致全

球危机的一个因素，因

为它与对最高收入者有

悖常理的激励有关，也

与其他收入群体负债过

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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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之前的十年更高，尽管针对最高收入的税

率在1990年代初期提高了(克鲁格，2012年)。

另外，有一些最近的分析表明，全球金

融危机的某些主要原因，包括私人负债过多和

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配地

位，都与日益严重的收入不

平等有联系。5    特别是，某些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私

人债务收入比日益提高，其

中一个原因是实际工资停止

增长，降低了家庭购买力。

由于工资没有增长，家庭只

有通过举债，才能增加支出，或者保持原来的

支出额。这种债务增加，反过来促进了金融部

门的活动并增加了它们的利润，导致财富和

收入进一步集中。信贷泡沫由此产生并最终破

裂，造成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金融部门在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反映在付

给公司主管、经理人和金融代理人的薪酬上。

这一部门的薪水极高，是最高收入者和其他人

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薪酬组合常常

包括股份或者优先认股权，这造成有悖常理的

激励，并导致过度冒险。在此背景下，与以金

融为先导的全球化相伴发生的公司行为变化，

大力强调短期收益和股东红利，而以工资收入

维生的人承担了为适应经济冲击所作调整的最

大重负。

如果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因

素，随后发生的全球衰退和

为应对衰退而制订的政策，

也对收入不平等状况产生了

重大影响 (贸发会议，2012
年)。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社会

后果是，很多国家的失业率达到创纪录之高，

还有贫困现象增加和不平等状况加剧。在发达

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很多旨在克服当前危机

的建议，例如降低工资和减少社会公益服务，

往往加剧不平等。削减公共支出的重点主要是

削减教育、医疗卫生、养恤金和社会公益服务

支出和减少转移支付，以及削减公共部门的薪

水和就业。它们还包括减少公共投资，这将对

就业和私人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财政紧缩

采取提高税率的形式，这通

常涉及增加递减的间接税，

而不是对财富和高收入群体

征收的累进税。因此，财政

紧缩通常具有负面的分配效

应，因为它导致低收入群体

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由于这

些群体有较强消费倾向，这进一步对总需求产

生下行压力。

危机使社会在就业方面蒙受了巨大损失，

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为了恢复危机前的就业

并吸纳新劳动力，需要消除2011年估计为4,800
万个工作岗位的缺口(联合国经社部，2012年)。6  
除了工资收入的直接损失，失业率长期居高不

下，往往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对工资和劳动

条件产生严重影响。它还导致失去资格和降低

就业能力。此外，最穷和中等收入人口最容易

在资产方面蒙受严重损失，例如在住房和储蓄

方面，同时，他们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进一步

受损。关于危机如何加剧欧洲的不平等，国际

劳工组织(2012年b)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转

型经济体的情况相反，在过

去十年里，一些发展中国家

已经在收入分配方面有了明

显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这

些改善是实施再分配型财政

政策和收入政策的结果，这

些政策将工资增长与生产力增长挂钩。21世纪

头十年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状况日益缓解，证明

了这些政策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有效性。但

发展中国家必须越来越

依靠国内市场和南南

贸易……

……但是国内和区域市

场的规模和构成，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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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绝对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往往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限制性政策和更加严重的不

平等，不仅损害国内经济活动，也制造出对其

他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在当前发达国家增长

放缓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依靠出口

取得过去那样的增长，必须越来越依赖国内市

场和南南贸易(2010年《贸发报告》)。但是，

此类市场的规模和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收入分配情况。因此，这些国家需要进一步降

低收入不平等，并在外需和内需之间找到恰当

平衡。

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际机会平等之间的

差异，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影响深远的经济

后果。从摇篮时期就开始面临的不平等，不容

易通过社会流动予以纠正。它往往从一代人延

续到下一代，而且通常是复合型的，特别是由

于接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不平等，以

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现有权力结构的惯性。实

际上的机会平等，不仅要求消除从法律上阻碍

社会流动的制度，例如存在于封建时代的那些

制度。它还要求为所有社会群体提供可接受的

最低生活水平，和适足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

和医疗卫生服务；否则，形式平等不过是一个

空壳。用阿纳托尔• 法朗士的话说(1894/2007: 

75)，“冠冕堂皇的法律平等，对富人和穷人

一视同仁，禁止他们睡在桥下，禁止他们上街

行乞，还禁止他们偷面包”。没有实际上的机

会平等，就会浪费大量的发展潜力，因为有很

大一部分人口不能参与现代生产活动和消费，

这将对创造附加值和培育强大的国内市场的可

能，产生不利影响。

平等度越高，结果和机会南辕北辙的可能

性越低。结果经由获得医疗卫生、教育和影响

力的情况，对机会具有决定作用。这不仅与低

收入群体的机会有关，而且涉及收益分配(例如

租费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分配，以及创新性部门

和企业与衰退型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收益分配)。 

利润在何种程度上反哺投资，以及经济的整体

活力，影响着创造就业的情况。

正如后面的章节所讨论的，不平等、增长

和结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因此有

必要研究降低不平等和增强包容性，能否以及

如何导致一个强劲和持续增长的过程。鉴于全

球危机对很多发达国家的持续影响及财政和工

资对策所产生的负面分配效应，修正关于不平

等问题的政策办法，更成为当务之急。在发展

中国家，增进工人在总体生产力增长中对所有

职业的参与，并为穷人提供更多保护，这对减

贫和增强国内市场活力都极为重要。

对不平等与增长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是

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不平等涉及方方面面。

D.    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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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不平等问题的难度及数据可用性问题，使

这项工作变得更为复杂。本报告主要考察国家

内部的不平等。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国家

之间的不平等也仍然是一项重大关切，因为全

球不平等是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的结果。

事实上，国家间的收入差

别，才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的

主要决定因素。在一国内部

采用可靠的收入分配方式，

减少国家间的人均国内总产

值差距，将降低全球收入不

平等，反之亦然。因此，在

国家和国际一级付出持久努

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国内总产值并帮助它们追赶发达国家，仍然至

关重要。

本《贸易和发展报告》第三章给出了一些

关于不平等状况严重性及其演变的经验证据。

它以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为重点，但也考察

不平等在全球一级的演变方式。它提出，决策

者需要针对其国内的不平等，采取旨在缩小收

入差距的政策，这反过来将影响总体经济和社

会成果。本章还简要考察了不平等问题的其他

一些方面，例如性别、教育机会和财富分配。

所有这些都与收入分配相关，要求采取具体的

政策行动。

第四章探讨了公认的引起最近收入分配

方式变化的主要结构性原因，包括贸易、技术

变革和以金融为先导的全球化。它认为，全球

化和技术变革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未必都

一样。相反，它们取决于初始条件以及宏观

经济、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全球化的力量

和技术发展的力量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采取

适当的就业、工资和收入分配政策，结构性变

化不一定导致不平等问题加重。本报告第五章

和第六章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详细探讨。

第五章探讨积极的公共

政策已经和可能对收入分配

作出怎样的修正，包括利

用以再分配为目标的财政

工具。它认为，利用这些工

具，不一定会减少对固定资

本、创新和获得技能进行投

资的激励。与此相反，利用

这些工具减少不平等，比过去的降低累进税和

减少社会转移支付的一般做法，更能够促进增

长和创造就业，降低累进税和减少社会转移支

付的目的是消除对市场结果的扭曲。

最后，第六章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和

政策，能够怎样与适当的宏观经济框架一起，

应对当前的挑战，并导致持续增长和更具包容

性的发展。这一章的开头提出，增速缓慢对不

平等有强烈影响，这是由于失业率上升并且居

高不下。后者加剧不平等，一是因为失业造成

收入损失，更根本的原因是，削弱了劳动者的

议价能力。文章认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范

式，不但没有减少失业，而且往往加剧失业状

况，因为失业者容易接受低工资。它断言，支

撑这一范式的经济模型，有着根本性的缺陷，

并提出了一个基于下述认识的替代办法：工资

和生产力保持同步增长，会防止不平等状况加

剧，并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内的经济增长

和创造就业提供支持。

鉴于全球危机的持续影

响及其对策所产生的负

面分配效应，修正关

于不平等问题的政策办

法，更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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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例如，普雷维什(1963年)相信，农业土地所有权

的极端不平等妨碍了现代集约型生产技术的使

用，因为大农场不必诉诸这样的生产就能获得巨

额地租，而很小的生产单位，由于极端贫穷，用

不起现代技术。

 2 这些模型依据这样的假设：经济作为一个体，

其行为如同单个经济单位-“有代表性的行为

者”。由于它们的建构方式，它们不会考虑多个

行为者或者行为者群组之间的分配问题。

 3 但是，这一模型并不总是得出不平等状态不利于

增长的结论。有一套参数和初始条件，在这些条

件下，不平等状态使有些行为者能够投资于教

育，而在完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低于

教育固定成本，没有人投资于教育。

 4 Alesina和Perotti(1996年)还发现，有证据表明，不

平等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这是由于高度不平等

引发社会政治动荡。

 5 例如见：Attali，2009年；2010年《贸发报告》，

第二章；Kumhof和Rancière， 2010年；及

Galbraith，2012年。

 6 国际劳工局也估计危机造成5,000万个岗位的缺口

(国际劳工局，2012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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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沧桑巨

变。很多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甚至改

变了经济制度。与此同时，贸易和金融全球化

程度加深，技术进步和部门转变，正在改变生

产和消费模式。连续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对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不利影响。一些大型发

展中国家国内总产值快速增长，正在改变不同

区域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权重。这些发展势必

对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衡量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衡

量方式是功能收入分配，考察主要生产要素(劳
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它以工资为一方，利

润、利息和租费为一方，显示双方各自在国民

收入中所占份额。它遵循政治经济学传统，将

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嵌入生产体系(工
人和资本及土地拥有者)之中，观察其决定因

素和演变方式。这一衡量方式强调参加经济活

动获得的初次收入来源。

第二种衡量方式是衡量个人收入分配，个

人收入分配系指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无论

收入来源是什么。给定家庭或者个人的收入，

可能既有劳动收入，也有资本收入，还有养恤

金和来自公共部门的其他转移支付。最全面的

数据通常是通过家庭调查获得的。得出他们不

同类型收入的总数之后，按照人均收入将这些

家庭分类，从较穷的到较富的，并通过不同分

量间的比例，或者通过衡量集中程度的综合统

计指标，评估不平等程度。这方面最常用的指

标是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1

初次收入分配中不同程度的不平等，部分

地决定了家庭收入不平等。因为资本通常集中

在相对少数人手里，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

份额上升，往往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反

之亦然。然而，功能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

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明了，原因不一而足。首

先，不是所有资本收入都在家庭之间分配：有

些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在企业里。其次，家庭收

入可能有不同来源：资本收入、工资收入和混

合收入(就自营工人来说)。第三，家庭为初次

收入纳税，其中有的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包括

第三章

收入不平等的演变： 

不同的时间角度和方面

A.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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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恤金、家庭补贴和失业救济。因此，经过公

共部门的再分配之后，总收入分配情况可能与

净可支配收入分配情况有很大差别。

关于收入分配的统计学证据非常不完整

而且成分多样。它们还因方法不能一以贯之而

受损，使之难以呈现一幅全面图景，展示以各

种不同方式定义的不平等状况的演变方式，尤

其是长期演变。另外，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使用的定义和方法常常有所不同。这就需

要在对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进行比较

时，采取极其审慎的态度。2  例如，在非洲、西

亚和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统计数据列出的是家

庭支出分配而不是收入分配。虽然两个变量相

互关联，但收入的集中程度大大高于支出的集

中程度，因为储蓄在收入中所占份额，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且，功能收入分配还

取决于社会结构。在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以工资维生的人占活跃人口的80%以上，这就

很容易确定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另

一方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一部分活

跃人口并不是以工资维生的人，而是低生产率

活动(农业和零售业)中的自营业者。因此将他

们的全部收入视为“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是一

种误导。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收入被单列

为“混合收入”，但是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

它被列入资本收入。相形之下，在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统计中，自营收入被分

成工资(适用该群体工作所得的有代表性的工

资)收入和资本收入。最后，在收入等级表的最

高端，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之间的分配情况，

也会变得模糊，因为那些处于工资等级结构最

高点的人，其薪酬常常更紧密地遵循资本收入

的逻辑(例如红利或者优先认股权)。

铭记这些提示，仍然有可能从可用数据

中提取一些典型事实。其中一项是，由于重大

危机或者发展战略和国际经济框架的变化，所

有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随时间发生了很大

变化。1980年代(或者在某些国家是1970年代

或1990年代初)，似乎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几

乎所有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大大增加。但

是，很难对此进行归纳：此次不平等同时加

剧，发生在迥然不同的情境中，是不同机制产

生的结果。在某些国家，它与经济的高速增长

有关，如在某些亚洲国家；而在另一些国家，

它发生在经济停滞或者衰退的背景下，例如在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以及在1990
年代的非洲和转型经济体。最近，由于拉丁美

洲正在恢复活力，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工业化国家也

可以看到快速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下降之间的正

相关。所有这些都表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

关系很复杂，可以通过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加以改变。

另一项典型事实是，在1929年和2008年的

两次重大金融危机酝酿期，发达国家的不平等

加剧，富豪占总收入的份额在不断提高。这种

不平等很可能是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为它与对最高收入者的有悖常理的激励有关，

并导致其他收入群体债台高筑。面对仍未解决

的全球金融危机，解决收入不平等和过度负

债的方式特别重要。过去，很多工业化国家能

够创造持久和包容性的增长，收入分配更为平

等，这是由于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发生

在资本和债务遭到大范围损毁之后，特别是通

过恶性通货膨胀、大规模破产和战争。在当前

形势下，“摆脱债务”战略(2011年《贸发报

告》: 82-83)需要累进式收入再分配和债务重

组，以重振内需和增长。但是，看起来很多受

危机打击的国家，特别是欧洲联盟，其对策最

有可能导致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关于实现宏观

经济平衡的建议是，大力依靠劳动力市场弹性

化和对工资的限制，以及财政紧缩，紧缩的重

点是削减开支，尤其是削减社会支出、公共部

门的工资和就业。这种调整具有递减的分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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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可能妨碍短期和中期经济增长，并给下

一代制造一个包容性较低的社会。

本章阐述不同区域的收入分配随时间推移

发生的重要变化。B节追溯了国家内部收入不

平等状况的演变，由此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

据以分析最近的变化，尤其是1980年代初以来

发生的那些变化，C节将对此予以分析。D节

阐述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和世界范围内个人收

入不平等状况的演变方式，并对全球收入不平

等状况作出估计。最后，E节探讨了不平等问

题的某些方面―财富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

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这些虽然与收入不平等有

明显不同，但也与之密切相关，并且往往强化

收入不平等。

B.  各国内部不平等现象的长期趋势

1. 功能收入分配

经济学家经常为这样的主张声辩：从经

验角度看，功能收入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

稳定性。但是，他们对稳定性的原因却有迥

然不同的解释(Krämer，2010年)。这种长期稳

定是卡尔多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典型事实”之

一，是合理的“建构理论模型的出发点”(卡
尔多，1961年: 178)。不过，现代凯恩斯/卡莱

茨基理论3 提出这样的假设：功能收入分配严

重取决于政治因素，根据这些理论，应当将稳

定期的出现，归因于“阶级冲突”暂时平息或

者达到平衡，这是在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特别是，在战后北方的社会共识中，

工人的薪酬应当大体跟上生产力的增长，这种

共识导致资本和工资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相对稳

定。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将功能收入

的稳定性，既视为经验事实，也作为在利用可

替代的生产要素进行严格的技术－经济解释

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预言：可用技术的性质(例
如Cobb-Douglas的总量生产函数所阐述的)是

这样的：如果工资增长，资本将取代劳动力，

以此保持其相对份额的稳定性(Piketty，2008
年：45)。4 

只有几个发达国家拥有关于功能分配的没

有重大方法断裂的长期统计数据。Piketty(2008
年)观察到，自1920年至1995年，法国、联合

王国和美国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收入分配相当稳

定：这三个国家的功能收入分配大致是工资

的三分之二和利润的三分之一，从长期来看，

看不到改变这种分配的系统趋势(虽然，如下

文所述，自1980年以来似乎有所改变；见表

3.1)。这种稳定性可能看起来与二十世纪发生

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不合拍，这些重大变革包

括自营业者(例如农民和小店主)数量减少，劳

动力中以工资维生的人比例随之上升。这没有

完全表现为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所占份额上升，

正如经合组织所报告的那样，经合组织的统计

习惯是，将一部分自营收入归入工资，其余部

分归入资本收入(如上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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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工资和资本各自

所占份额的相对稳定性，没有在其他国家出

现，1980年以后，即使在这三个国家，它也有

消失的趋势。实际上，1980年以后，在大多数

发达国家，工资所占份额明显下降(C节有详细

讨论)。经合组织其他国家的数据，并没有证明

下述：假设从长远看来，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

分配具有稳定性。在日本，伴随1960年至1975
年间国内总产值的高速增长，工资在总收入中

所占份额大幅上升(从39%上升到55%)，此后一

直相当稳定。大韩民国的工资所占份额自1970
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这是由于制造业的实际

工资大幅上涨，同时发生了产业升级，这可

能与劳动力市场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都有关系。

拉丁美洲国家拥有相对长期的系列统计，

那里的功能收入分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

是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很不稳定，这是由

于实际工资和就业状况变化很快，反过来又反

映了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实际工资以及工资

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在进步政府统治下和/
或者经济增长期通常会上升，在经济危机期

间或者军人政变(例如1955年和1976年在阿根

廷，1973年在智利)之后暴跌。例如，在经济

衰退和通货膨胀加剧期间的阿根廷(1975-1976
年，1981-1982年，1989年和2002年)、巴西

(1981-1983年和1992年)、智利(1973-1975年和

1982-1983年)和墨西哥(1982-1987年和1994-

1995年)，工资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下降10至20

个百分点。因此，在这些国家，劳动力吸纳了

过去几十年里的大部分经济冲击，工资所占份

额在经济上升期至少有部分回升。这种形态与

发达经济体常见的状况截然不同，发达经济体

的利润能更快地按照短期增速变化作出调整，

因此，利润所占份额在上升期随之提高，在衰

退期随之下降。在拉丁美洲，赚取利润的人更

容易将大部分衰退造成的成本转嫁给以工资维

生的人。结果，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与该

区域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这样，由于1980年

代和1990年代的增速低而且不稳定，以工资维

生的人出现长期恶化，导致非正式就业和自营

职业的发生率上升。这就使他们更难以恢复以

前的收入分配份额；即使最终发生了，也是不

仅仅是由于经济增长，还由于为支撑就业和实

际工资而采取的积极的公共政策。

表  3.1

1920-2010年部分国家的工资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

(百分比)

1920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法国 66.3 65.1 67.5 69.5 68.7 .. 62.2 65.9 65.6 67.6 66.4 70.3 71.7 68.0 62.4 60.3 60.5 61.0 61.4

联合王国 61.9 61.9 61.9 64.2 63.7 .. 66.8 67.5 68.8 67.5 67.6 70.6 67.1 61.9 62.9 60.3 62.8 61.4 62.6

美国 .. .. 55.4 56.7 57.2 60.1 57.5 59.3 61.3 60.5 65.3 63.7 64.6 62.0 62.6 61.4 61.5 59.7 59.0

日本 .. .. .. .. .. .. .. 40.9 39.4 43.7 43.0 55.0 54.6 55.0 54.1 57.3 57.0 54.8 55.0

大韩民国 .. .. .. .. .. .. .. .. .. .. 37.1 35.3 44.3 45.2 50.5 52.7 48.6 51.6 50.6

阿根廷 .. .. .. .. .. .. 47.5 46.2 36.4 38.1 44.1 47.6 40.5 39.5 38.6 41.9 39.4 31.6 41.5

智利 .. .. .. .. .. .. .. .. 44.6 43.0 47.8 45.3 43.3 42.4 38.7 40.9 46.5 42.5 44.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OCED。StatExtracts数据库；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库；联合王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Lindenboim、Kennedy和Graña，2011年；及Piketty，2008年。

注：数据系指以要素成本计算雇员总薪酬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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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高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

历史税收统计数据也可以指示收入不平等

的长期演变情况。根据最富有的纳税人申报的

收入和对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已对20多个国家

的“最高收入”(例如收入最高的1%或者5%在

收入分配中的所得)占总收入的份额进行了估

算，对其中很多国家的估算是从20世纪第一个

十年开始的(Atkinson和Piketty，2007年和2010
年)。5 但是，应当审慎地处理这些统计数据，

因为它们可能是低于实际数值的估计数，因为

应课税的收入常常被少报，特别是富人，他

们有这样做的强烈动因、更多机会和更好的技

巧。由于税收制度的变化，也可能出现时间上

的断裂，特别是在资本收入税方面。实际上，

在一些国家，可申报收入税的(并且随后被录

入税收统计数据的)资本收入所占份额，已经

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因此这类被排除在外的资

本收入，大多与最高收入群体有关，这可能导

致他们的收入份额被低估。另外，对长期国民

总收入作出估计，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Atkinson、Piketty和Saez，2011年)。尽管存

在这些局限性，对最高收入所占份额在过去一

个世纪里的演变进行分析，仍然可以为解释个

人收入集中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关于收入最高的1%的收入份额演变情况，

一个总体特征是，1920-1930年前后在不同区

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收入集中程度相对

较高(图3.1)。当时，“收入最高的1%”的收

入占一些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5%到20%，例

如在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

日本、荷兰、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而在阿

根廷、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是

如此。随后，他们的份额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大

幅下降。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及法国和美国的

1929年危机，使集中在高收入阶层的地租收

入减少。最高收入者所占份额受到第二次世界

图 3.1

1915-2010年部分国家收入最高的1%的 
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巴黎经济学院经济新思维研究所，世界
最高收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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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的更大影响，这是由于实物资本遭到破

坏、通货膨胀和战时条例或没收，以及在某些

情况下，丧失了来自殖民地的收入。在有可用

数据的14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收入最高

者所占份额大幅减少。唯一的例外是没有参战

的国家，阿根廷，该国的收入最高者所占份额

得益于高物价和对交战国日益增加的粮食出口

(Atkinson、Piketty和Saez，2011年：62)。

在随后数十年里，大多数国家的收入集

中程度进一步降低或者保持在历史低位，因为

经济导向和社会政策的转变防止了它回到战前

的水平。在很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国家在经

济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常常涉及收入政策、金

融监管、经济关键部门的大公司国有化以及提

供更多公共服务。相形之下，在一些国家，最

富有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从1980年代开

始重新上升。与这一现象同时发生的是，在发

达国家，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开始，新自由主义

政策取代战后社会共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则

是由认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取代战后社会

共识。

最高收入群体的份额在所谓的盎格鲁－萨

克逊国家呈现出明显的U型曲线，占1%的最高

收入群体的份额，在联合王国从1979年的6%
上升到2007年的16%，同期在美国则从8%上

升到18%，从而重新回到战前的水平(图3.1)。应

当指出的是，这些统计数据并不包含资本收

入，只有数量极为有限的国家才有资本收入

的数据。在美国，如果计入资本收益，2007
年最富的1%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23.5%，而

在1978年则是8.5%。因此，自1976年至2007
年，占1%的最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年均增

长率为4.4%，而其余99%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0.6%(Atkinson、Piketty和Saez，2011年: 9)。

在图3.1的样本所涵盖的发展中国家，最高

收入群体所占份额的演变也呈现为U型曲线，

但是阿根廷和南非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表现得

更明显。在所有这些国家，上升趋势始于1970
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中期。中国(时间序列短得

多)自1980年代中期也显示出收入集中度提高，

但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占1%的最高收入者

的财富集中度(约占总收入的6%)仍然较低。相

形之下，自1950年前后以来，欧洲大陆和日本

占1%的最高收入者所占份额相当稳定，低于

10%。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最有

可能与相对较高的累进税有关。尽管如此，即

使在这些国家，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最

高的1%所占的份额仍然有所增加(丹麦、荷兰

和瑞士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芬兰、爱尔兰、

意大利、挪威和葡萄牙。

最高收入的构成，自上个世纪上半叶以

来，已经发生改变，特别是在所谓盎格鲁－撒

克逊国家。早先，富豪的收入主要是资本收

入，而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工资收入。新

的“工作致富者”和食利者可能都受益于放

松金融监管，后者通过1980年代和1990年
代的高利率及不断上升的资产价格的资本收

益，前者通过在金融繁荣期获得的红利和其

他报酬，这些在出现金融损失时都没有被归

还。Bakija、Cole和Heim(2012年)发现，近年

来，美国的身居高管和高层经理职位的雇员，

加上金融专业人员，在占0.1%的最高收入者

中，约占60%。

公司高管、经理人和金融交易商的极高收

入，指示新的公司治理形式(在第四章予以详细

讨论)。因为他们的一部分薪酬采取了股份和

优先认股权的形式，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

的区别变得很模糊。除了道德上的考虑，给予

高级经理人员的畸高薪酬，还引发了对经济学

基本原理的质疑。很难用技能高度集中的说法

来解释这一点，因为这收入最高的0.1%或者

1%，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与收入最高的10%并

无不同，后者的收入则低得多。有意思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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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2012年)指出，在这个小群体中，真

正的企业家很少：他们大多数是并非由他们创

建的公司的高管，但是他们获得股份和优先认

股权，这是他们薪资的一部分，是由薪酬委员

会以共谋方式决定的。至于金融行业的最高收

入者，他们的收入之高，往往与他们的业绩不

成比例，这是由于他们极易招致风险的“正面

我赢，反面你输”的薪酬结构，这种结构与他

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关；相反，这样的结构

已经导致过度冒险，而过度冒险是造成全球金

融危机的一个原因。

3. 个人收入分配

在一些国家，最高收入者的收入所占份额

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足以显著影响总体上的个

人收入不平等。例如在美国，自1970年代下半

期至2007年，收入日益向收入最高的1%手里

集中，这即使不是同期基尼系数上升的全部原

因，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6

最高收入者收入的畸形增长，仅是整体图

景的一部分。但是，要对所有社会阶层之间的

长期收入分配作出更全面的评估，更为困难。

对1820年至2000年很多国家的家庭收入不平等

状况作出的新估计(图3.2；另见van Zanden等
人，2011年)，证实了最高收入者收入所占份额

早已揭示的证据。7 这些估计的主要结果，通常

与已经提供的证据一致。1929年至1950年，大

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下降，在

某些国家，这种下降一直持续到1980年前后。

自1980年代至2000年，这类国家中大多数国家

的基尼系数提高，有时是大幅提高。1929年以

后东欧的不平等程度也降低了，在1980-1990年
间特别低，此后在1990年代急剧升高。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大多数拥

有成熟的工业部门的国家，其经验似乎证明了

库兹涅茨的假设：在第一个十年里，不平等程

度日益上升，此后显著下降，那时收入在很长

一个时期里的进一步增长与不平等程度下降有

关。这也符合库兹涅茨的下述观点：穷国往往

比富国更不平等。的确，最近很多发达和转型

经济体的进一步增长与不平等程度上升有关。

但是必须予以强调的是，不平等程度提高主要

是由于资本－劳动力收入分配发生了变化。正

如加尔布雷斯(2012年)指出的，在过去的半个

世纪，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薪酬不平等和人均

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向下倾斜。这一规则最近的

例外，出现在人均收入等级表的顶部，而不是

底部。

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收入不平等现象的

演变形态不太明显。1950年之前，非洲的不平

等程度趋向于升高，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持在

相当高的程度。实际上，它和拉丁美洲一起，

图 3.2

1890-2000年按区域分列的基尼系数

(未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van Zanden等，2011年。

注：区域构成按照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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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区域。拉丁美洲未加

权的基尼系数相当稳定，但是该区域个别国家

由于特殊的政治因素，不平等状况经历了明显

(却是暂时的)变化；例如，在中左翼政府执政

期间，阿根廷(1950年前后)、巴西(1950年)、
智利(1970年)和秘鲁(1985年)的不平等程度明

显下降。

东亚和东南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常低

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尽管这些次区域的不同经

济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一方面，大韩民国和

中国台湾省政府在战后初期没收并重新分配了

土地和其他资产，征收很高的财产税并确保

提供广泛而稳定的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在

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这些

国家，基尼系数往往较高(Cornia、Addison和

Kiiski，2003年)。中国的情况很独特，它的基

尼系数在20世纪上半叶大幅上升，在1950年
达到最高点，在随后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制度的

改变，陡然下降(即表明不平等程度下降)。但

是，从1990年代开始，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重

新抬头，下一章将对此予以讨论。在南亚的印

度(1970年代不平等程度降低，扭转了此前几十

年里的上升趋势)和巴基斯坦，自1950年至1980
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总之，自1980年(某些区域自1990年)至
2000年(van Zandenn的长期数据库有可用数据的

最近一年)，全世界所有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似乎总体都加剧了。但是，在21世纪头十年，

不同区域不平等状况的演变情况各不相同，在

下一节予以讨论。

自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所有重要经

济体和区域的经济范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

过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经济体的不平等

程度降低，其他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则相当稳

定，这时，这些经济体向着以金融为先导的全

球化迈出了决定性步伐。此外，很多国家选择

国家政府在经济中发挥较小作用(联合国贸发

组织，2011年；另见《报告》第五和第六章)。

1.   功能收入分配

自1980年以来，很多国家的工资所占份

额在功能分配中明显下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都是如此(图3.3)。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

所占份额下降，从1980年至2006-2007年，即

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在澳大利亚、比利时、芬

兰、法国、荷兰、挪威、瑞典、联合王国和美

国，下降了5个百分点，在奥地利、德国、爱

尔兰、新西兰和葡萄牙，下降了10个点以上。

在若干重要经济体(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

美国)，工资所占份额在1980年至1995年之间就

已经下降了一大部分。这似乎与偏离战后社会

共识有关联，此前的工资增长紧紧追随生产力

增长。在某些国家，最明显的是德国，由于为

提高竞争力而故意采取了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

和努力，这一趋势持续到21世纪头十年。它对

国内需求和欧元区内不平衡状况的影响，将在

第六章予以讨论。资本所占份额上升的其他主

C.  仔细审视1980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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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1980-2010年部分国家的功能收入分配情况

(按照要素成本计算的工资占国内总产值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OECD。StatExtracts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司，主要总量和明细表数
据库；拉加经委会，CEPALSTAT数据库；及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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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日益增

强的支配地位，和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实施的

公司治理方式的改变(也见第四章)。

在一些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网比较先进的

国家，2008-2009年金融危机实际上导致工资

所占份额上升，因为利润降幅大于工资降幅。

例如，在欧洲联盟(欧盟)，营业盈余(以当前价

格计算)在2007年至2009年间下降了8.5%，与

之相比，雇员薪酬仅下降了1.2%。美国同期的

营业盈余和雇员薪酬下降了2.4%和0.6%，日本

下降了11.4%和4.5%(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数

据库)。这是一个预示工资份额长期恢复的转折

点，还是仅是其下降趋势的暂时中止，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为克服危机采取的政策。如果对

策中包含支持消费和投资的财政和工资政策，

不平等程度的减轻可能会更持久。但是，到目

前为止，危机对策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

延长不稳定的就业合同以及财政紧缩的实施时

间。因此扭转以前的趋势的可能性很小，特别

是因为事经验明失业率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进

程很缓慢。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所占

份额在2010年和2011年都下降了，特别是在失

业率很高的国家，例如爱沙尼亚、希腊、匈牙

利、爱尔兰和西班牙。8 

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

功能收入分配情况也有明显改变。转型经济体

在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崩溃之后，其

工资所占份额大幅下降：1990年代初，在亚美

尼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坦、摩尔多瓦共和

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这一份额陡然下降

了15到23个百分点。此后，在摩尔多瓦共和

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工资所占份额起起

落落，遵循了顺周期形态，到2010年，它已经

恢复到接近1990年的水平。相形之下，在阿塞

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工资所占份

额甚至进一步下降，这是因为从采掘业获得的

收入，提高了资本所占的份额(或者“营业盈

余”)。19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东南欧国家

(例如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

塞尔维亚)的工资所占份额也有明显下降，与爱

沙尼亚、波兰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下降情

况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斯洛文尼亚

和捷克共和国没有发生此种恶化。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功能收入分配状况很

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就业情况和实际工资变

化很快，上文已有提及。其原因是周期性经济

衰退、通货膨胀的冲击和/或政治变化，所有

这些都影响到就业、劳动条件和工人的讨价还

价能力。自1980年代初以来，在拉丁美洲(阿
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是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
工资所占份额下降，因为债务危机、布雷顿森

林金融制度促动的结构改革，以及在某些情况

下的独裁政权，削弱了正式就业、劳动保护和

工会。某些国家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

头十年：在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劳动力

所占份额大体保持在国内总产值的25%到35%
之间(以要素成本计算)，但是应当指出，在这

些国家，“混合收入”相对较高(占总收入的

20%左右)。另一方面，在智利(1990年代)、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1997年以来)和阿根廷

(2003年以来)，工资所占份额有明显增长，尽

管没有回到以前的最高点(图3.3)。

在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自营职业仍然是

劳动力中重要的(有时是最大的)一部分，这些

国家的功能收入分配变化，是有时对立的不同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劳动力从农村

地区向城市地区移徙，能够增加以工资维生者

在总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尽管某些移徙者只是

从低生产率农业中的自营职业，转变为低生产

率城市服务业中的自营职业。另一方面，劳动

力供应过剩，往往压低实际工资。在印度，自

营职业者约占劳动力的一半，有证据表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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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正规部门的工资在国民总收入

中所占份额，与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国民总收

入中所占份额同时下降。实际上，要素收入的

变化，揭示了不平等程度加重的趋势：工资在

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990年代初的40%，

降至2009-2010年的区区34%，而正规部门的

该份额，同期从69%降至51%。与此同时，尽

管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者在该国仍然占压倒性多

数，包括自营职业者，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

额从64%下降到57%(Ghosh，2012年)。

2. 个人收入分配

功能收入分配的这些趋势，如何影响家

庭可支配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采取

的再分配措施，发达国家的这些措施一向力度

很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与其

他国家相比，它们的毛收入和净收入不平等指

数差别很大(图3.4)。21世纪头十年，发达国家

的平均差额是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转型经

济体是4个点，发展中国家约为2个点。图凸显

了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在影响收入分配方面的

重要作用。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的参

与，才使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世界

上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的毛输入不平等基尼系

数为0.45(平均值)，与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差别

不大。但是，净收入不平等程度则明显较低。

在过去三十年里，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明显加

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收入不平等，也在1980
年代和1990年代原本已经很严重的程度上又有

加重，但在2000年代有不小的下降，基尼系数

下降了4到5个点。转型经济体的基尼系数，从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大幅上升了

20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也明显加剧，主

要是在1981年至2000年之间。而毛收入不平

等的增幅(接近8个点)，远高于净收入不平等

的增幅(为前者的一半)，这显示了公共政策部

分的补偿作用。

这些合计数字提供了对近期趋势的总览，

但是由于它们基于加权平均值，所以主要是由

人口大国的变化决定的。需要借助对单个国家

经验的研究，对其加以补充。表3.2概要反映

了部分国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及整个

21世纪头十年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变

化。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

泛采用以及所发生的一系列金融、银行和货币

危机。在104个取样国家中，有73个国家的不

平等程度加重，仅有24个国家减轻了。在该时

期，几乎所有区域的不平等程度都加重了，只

有非洲、西亚和南亚例外，那里不平等度加重

的国家数，被不平等度减轻的国家数抵消了。

1980年至2000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不

平等加剧了。如上文所述，资本收入相对于劳

动收入增加了，这得益于资本所有者数量少。

另外，工资分配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因为收入

最高的工人，工资涨幅超过工资最低的工人，

少有例外。最后，收入税和转移支付对于降

低毛收入不平等(或市场不平等)的有效性减小

(经合组织，2011年a: 23、37)。在转型经济

体，1990年代初的经济崩溃，对以工资维生的

人影响特别大，政府财政危机导致社会转移支

付减少。此外，匆忙实施的私有化，导致若干

国家内的财富集中，结果不平等程度攀上新高

并长期持续。最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平等

状况在这一时期也加剧了，主要与经济改革和

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

相形之下，在21世纪头十年大部分时间

里，全球经济环境有所改善(至少2008年之前

是这样)，有几个发展中区域采取了务实的宏

观经济和社会政策。过去十年里，几乎所有发

展中和转型经济体都经历了国内总产值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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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1980-2010年部分国家毛收入和净收入基尼系数

(人口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拉加经委会，社会全景数据库；及国家资
料来源。

注：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转型经济
体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和乌克兰。非洲国家包括：科特迪瓦、埃及、肯尼亚、马拉维、毛里求斯、摩洛哥、塞拉利昂、
南非、突尼斯和赞比亚。亚洲国家包括：孟加拉国、中国、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省、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大韩民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土耳
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包括：阿根廷、巴哈马、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拿马、秘鲁、波多黎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乌拉圭。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收入不平等的演变：不同的时间角度和方面 57

长，并受益于世界贸易的迅速扩张，更易于利

用的全球金融，以及日益增长的移徙者汇款。

但是，只有几个国家的收入差别缩小。在这一

时期，不平等趋势出现分化：拉丁美洲大多数

国家和非洲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

度有明显的出乎意料的下降，而大多数发达国

家、转型经济体和东亚国家的不平等状况继续

加剧，只是速度较慢。这些对比鲜明的经验，

可能有助于找出不平等程度在某些区域减轻而

在其他区域加剧的原因。

似乎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说明最近经

济状况的改善，会直接减少收入不平等。在贸

易条件方面有收益的国家，不断上升的商品价

格，可能仅使少数人受益，因为它们发生在土

地和矿产资源所有权高度集中的总体背景下。

同样，工人汇款的增长，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谁受益最多，是中产阶级

还是非熟练工人阶级家庭。9 利率不断下降的外

国资本大量流入，主要使大公司和银行受益，

但是并没有缓解劳动力密集型、中小型企业贷

款难的问题。同时它还推高了大多数国家的实

际汇率，这可能导致竞争力和就业率恶化，并

有可能加剧不平等。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

在某些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汇款及资本流

入额增加，有助于减轻收支平衡对增长的制

约，并增加就业和公共收入(Thirlwall，2011
年)。这些条件，通过增加就业对收入的直接

影响，也通过它们对公共转移支付的间接影

响，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情况。这表明，有几

个因素能够影响(有时是矛盾的)不平等状况的

演变，而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区

域和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不同。

在拉丁美洲，不平等现象在1980年代和

1990年代的加剧，并不像库兹涅茨型发展进

程所预期的那样，是在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由

劳动力从农村地区低生产率活动向城市地区的

表 3.2

1980-2010年按区域分列的不平等情况变化

(国家数)

发达国家
1980-2000

东欧和
独联体

1990-1998
非洲

1980-1995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1980-2002
南亚和西亚
1980-2000

东南亚和
东亚

1980-1995

不平等加剧 15 24 10 14 3 7
不变 1 0 3 1 2 0
不平等减轻 6 0 10 3 3 2
合计 22 24 23 18 8 9

发达国家
2000-2010

东欧和
独联体

1998-2010
非洲

1995-2007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2002-2010
南亚和西亚
2000-2010

东南亚和
东亚

1995-2010

不平等加剧 9 13 9 2 3 5
不变 5 5 1 1 2 1
不平等减轻 8 6 15 15 3 4
合计 22 24 25 18 8 10

资料来源: Cornia和Martorano，2012年：及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注: 变化情况依据基尼系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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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移徙促成的。恰恰相反，在

城市占大部分并且已经完成了很高程度的工业

化的国家，它是工业和公共部门的正规和高薪

就业岗位减少的结果。而且，它发生在低增长

和投资率不断下降的二十多年里。1990年至

1999年，有三分之二的就业岗位是非正规部门

创造的，包括微型企业、家政佣工和非技术熟

练的自营职业者(拉加经委会，2004年)。在此

背景下，不平等状况加剧，并非该区域不得不

为加速发展付出的代价；相反，它与经济停滞

密切相关。

相形之下，自21世纪最初几年以来，拉丁

美洲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同时经济出现明显复

苏。2002年至2010年，该区域基尼系数平均值

下降了4个百分点，南美洲几个国家(阿根廷、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玻利维亚、巴西、

巴拉圭和秘鲁)的降幅甚至更大。总体政策方向

的调整与外部条件的明显改善，共同为实现增

长和改善收入分配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宏观经

济层面，很多获得成功的国家实施了反周期财

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收入(包括商品租费)，
而不是通过削减开支，实现财政平衡。另外，

税收制度的累进性也有提高(Cornia、Gomez 
Sabaini和Martorano，2011年)。这些国家也采

取了管理汇率制，以防止币值被高估。而且，

它们还将经济活动转向制造业和农业中的劳动

力密集型、贸易导向型生产，这对收入分配、

出口和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后，它们设法

减少外债并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这不仅减少了

它们为财政和外贸收支差额支付的利息，还大

大增加了决策方面的回旋余地。

新政策模式还为劳工和社会政策带来明显

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劳工政策明确谋求解决

之前二十年遗留的问题，例如失业、就业非正

规化、最低工资下降、社会保障范围缩小和工

资谈判制度弱化。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实施了

包括公共工作在内的收入政策，扩大正规就业

范围，它们还重新实施工资的三方商谈制，并

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此举产生了增进平等的作

用。此种政策还几乎普遍包括，使用于社会保

障和教育的公共支出的增长趋势加速，此举有

可能提高税收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另外，很

多国家实施了社会援助计划，例如有条件和无

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看来此举明显有助于减

少收入不平等(Cornia，2012年)。

结果，2003年至2010年间，拉丁美洲不

平等程度的降幅，几乎完全抵消了1980年至

2002年间的增幅。因此，21世纪头十年取得的

改善，很多都是由于扭转了华盛顿共识型政策

的不平等效应以及它们对工业化和正式就业的

不利影响。

非洲和拉丁美洲一样，是全世界最不平等

的区域(图3.4)。10 2010年，全世界10个收入最

不平等的国家中，有6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特别是南部非洲(非洲开发银行，2012年)。其

中一个原因是，在几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当地

精英与国际资本一起，获取了自然资源的大部

分租费。各国的收入分散程度不一。例如，在

10个收入等级中，最高一级与最低一级的收入

比，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10.5倍，到南非

的44.2倍，各不相同(非洲进步小组，2012年: 

23)。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通常是在非农职

业，其中教育是工资等级的一项决定因素。

在非洲，虽然收入因教育而获益颇丰，但其

教育不平等程度也是全世界所有区域中最高的

(Cogneau等人，2006年)。

非洲各次区域的不平等状况变化方式不

同。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除北非以外，所

有次区域的不平等程度都加剧了，尤其是在中

非、东非和西非。在2000年代，南部非洲的不

平等程度减轻，其次是西非，其他次区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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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微(甚至有所加剧)，那里的经济增长模式加

剧了不平等(非洲开发银行，2012年)。尽管非

洲的情况特殊，但其宏观经济机制与世界其他

地方下述机制很相似：它们明显导致工资收入

和小自营职业工人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

占份额下降，所创造的生产性就业机会不足。

南非的例子特别有趣，因为种族隔离制

度的终结和收入增长，似乎都没有导致南非

处于历史高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收入

不平等状况很严重，而且自1990年代以来不

断加剧，毛收入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63上升

到2005年的0.70。虽然基于种族的不平等仍占

主导地位，但是种族/族群内部的不平等也在

加剧。实际上，到2008年，非洲裔(占人口的

80%)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是所有种族中最高

的。这越来越体现在空间上的不平等(尤其是

城乡收入差距)和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受过良

好教育的非洲人，从最近的增长过程中获益太

多(Finn、Leibbrandt和Wegner，2011年)。

亚洲不平等问题的变化趋势不明晰，有

些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有的减轻。但是，

考虑到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是人口最多的国

家，自1980年代以来，该区域的不平等程度总

体上显著加重了。在南亚区域，全球化进程与

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加剧相关。这一点在印度

表现得特别明显，印度的全国消费基尼系数，

从1993/94年的0.31，上升到2009/10年的

0 . 3 6，而城乡之间的消费比率从1.62上升到

1.96。据Vanneman和Dubey(2010年)估计，2005
年的支出基尼系数为0.35，而收入基尼系数则

高得多，为0.48。11 因此，印度的增长带来的

收益，集中在少数盈余获得者手里(包括利润、

租费和金融收入)。此中主要原因是，现代部

门(例如制造业和生产率很高的服务业，例如软

件行业)的增长，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因此，

有大约一半劳动力继续留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

(尽管这个部门占该国国内总产值不到15%)和
低薪酬的服务业混日子。

在孟加拉国，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

份额越来越少。非农活动的工资差额(相对低

技能的领薪工作者和相对高技能的领薪工作者

之间)越来越大，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结果，

收入基尼系数1991/92年相对较低的0.28，提

高到2005年的0.40(Khan，2005年)。斯里兰卡

的不平等状况也加剧了，该国通过1978年的

经济自由化和市场改革，成为南亚第一个有条

不紊地参与更大的全球一体化的国家。起初在

198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但是到

21世纪头十年中期，超过了邻国，收入基尼系

数为0.50(Vidanapathirana，2007年)。日益严

重的不平等，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受资产

所有权集中和技能水平差异的驱动，在快速增

长的现代工业部门，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第

二，在快速增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即区域，和传

统落后的农业部门及区域之间，不平等问题日

益严重(Gunawardena，2008年)。相形之下，

在巴基斯坦，不平等状况相对稳定。消费者调

查显示，在1990年代上半期，消费不平等程度

减轻，随后在下一个十年里又加剧了(Asad和
Ahmad，2011年；Shahbaz和Islam，2011年)。

在东亚和东南亚，有几个国家在金融危机

之前经历了机构转型，加剧了不平等，因为技

术变革的加速，为高收入群体中技能较高的工

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劳动力市

场的运行方式，这些职位的工资比平均工资增

长得更快，因为公共教育支出不足，导致技能

较高的工人供不应求。另外，经济和金融自由

化缩小了再分配政策的实施范围，促进了金融

活动收入的增长。1997-1998年危机之后，马

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大韩民国的基尼系数

下降，而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的

基尼系数继续上升。有些与政策有关的共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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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助于解释第一组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在分

配方面取得的改善。这些因素包括确保稳定和

促进增长的务实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在马来

西亚12 和泰国)。还有，对教育进行大量投资，

从而增加了学校教育年数，随着新技术进步，

劳动力技能升级，改善了人力资本的布局，同

时避免工资中技能奖金的进一步提高。再分配

政策得到加强，其重点是社会保护 (大韩民

国)、缩小城乡差距(泰国)，及缩小族群之间的

收入差距(马来西亚)(也见第五章)。

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转型，对不平

等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1978-1984年的第一

次改革浪潮，以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核心：农村公社被平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

农场所取代，向农民支付的粮食收购价提高。

农业和总体增长因此加速，导致农村收入迅速

提高，这有助于减轻总体不平等。与此相反，

在1985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期间，收入集中

的现象迅速加剧，这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

扩大，其推动因素是城市活动的更快扩张、农

产品价格下降30%及中央和地方当局征收的农

业税增加了两倍(Ping，1997年)。与此同时，

公司利润的增长和技能奖金迅速提高造成的收

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

收入不平等加剧(Luo和Zhu，2008年)。此外，

由于1978年的财政放权，到1996年，全国税收

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降至10.2%，极大地削弱了

中央政府以向贫穷省份转移支付的方式控制区

域不平等的能力。在21世纪头十年的第三阶段

改革期间，基尼系数继续上升，2009年估计已

经接近0.47(与之相比，1984年为0.27；见Chen
等，2010年)。虽然西部和中部的基础设施有了

改善，贸易和产业政策继续推动在沿海地区建

立经济特区、出口导向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部

门，而不是小规模部门。尽管平均实际工资迅

速增长，但是劳动力占总收入的份额下降了，

因为私人、企业和公共储蓄增长了，与资本的

快速积累齐头并进。工资赚取者之间的差距，

增进了总体不平等，工资分配发生了有利于高

技术、金融和服务部门的有技能工作者的转

变，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低于有正式城市

户口的工人(Luo和Zhu，2008年)。为解决日益

严重的不平等和“构建和谐社会”而采取的一

些措施，可能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端。2008
年的劳动合同法改善了工人的条件，本报告第

四章将进一步予以探讨；税收与国内总产值

的比率，从1996年的10.2%，提高到2010年的

18.4%，为增加对医疗卫生、教育、养恤金和

其他社会领域的公共支出提供了资源。

3.	不平等和贫穷

人的不平等和贫穷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

取决于家庭收入。贫穷的定义是缺少用于满足

基本需求的足够收入。它的衡量方式是估算出

一个“贫困线”，即满足基本需求花费的人均

成本，并用它和家庭实际人均收入相比较。经

常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被视为贫穷家庭。

贫穷现象的规模取决于满足基本需求花费的成

本(特别是粮食价格)、一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和

该种收入的分配方式。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方

式，有可能减少或者增加贫穷。显然，增加实

际人均收入并实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让低

收入比平均收入提高得更快，是减少贫穷的最

有利条件。其他的组合方式，效果没有这么明

显：人均国内总产值和不平等可能同时上升(或

者下降)，粮食价格下降可能使城市家庭摆脱贫

穷，却降低了低收入农民的收入。

关于如何减贫的问题，分析工作和政策辩

论已有很多。这些分析和辩论的重点，主要在

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穷之间的联系。有一种

风行多年的有影响的观点是，增长即使不是唯

一的，也是重要的减贫因素。根据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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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改革，包括扩大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度，降

低政府消费并发展金融，将有利于增长，因而

也将“对穷人有好处”。据认为，收入分配中

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往往与一国

的平均收入增速是相近，并将随着国内总产值

的增长实现同样幅度的改善，而不需要实施再

分配政策。此外，有人辩称，“有利于穷人”

的政策，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支出，对于促进

经济增长和增加穷人的收入，收效甚微(Dollar
和Kraay，2000年)。

支持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和随之而来的政

策建议，都受到了质疑。实际上，事实表明，

在经济衰退时期，低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份额

往往会下降，在经济好转时期不会快速恢复(La 

Fuente和Sainz，2001年)。而且，有确凿证据表

明，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对于最贫穷者的收入

有积极影响，最终对减贫具有积极影响(见第五

章)。最后，再分配政策往往促进增长，尤其是

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过去三十年里，对付贫穷的工作已经取得

重大进步。但是各国和各区域减少极端贫穷的

进程，却各不相同(表3.3)。按照世界银行的定

义，极端贫穷是指按照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

算，一天收入低于1.25美元，这一数字与15个
最穷国的人均消费中数相符。一方面，在亚洲

增长最快的国家，一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

人所占比例，最初很高，现在已经大幅下降。

例如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84%下

降到2005年的16.3%。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

意味着中国有6亿多人在这一时期摆脱了极端

贫穷，尽管它的人口增长了3亿多。

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非

洲、拉丁美洲和西亚的减贫工作进展缓慢。在

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人口最多的国家，生活在

极端贫困线以下的人所占的比例，在这二十年

里甚至有所上升。例如在尼日利亚，该比例从

1985年的53.9%上升到了1996年的68.5%，21

世纪头十年的平均数为65.5%。从绝对意义上

表 3.3

1981-2008年部分国家组类别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

(百分比)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非洲 43.5 46.1 45.4 46.8 49.3 48.3 48.5 46.7 43.9 40.0
其中：

北非 18.2 17.3 16.0 14.8 13.6 12.6 12.0 9.5 8.2 5.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1.9 13.6 12.0 12.2 11.4 11.1 11.9 11.9 8.7 6.5

亚洲 41.2 39.7 37.8 37.5 34.4 31.5 26.9 25.7 20.2 17.1
其中：

中国 84.0 69.4 54.0 60.2 53.7 36.4 35.6 28.4 16.3 ..
南亚 57.5 53.9 52.0 50.6 48.6 46.0 42.7 41.8 37.1 33.8
东南亚 45.2 43.5 42.6 37.7 32.7 27.4 25.4 22.2 16.9 12.9
西亚 6.6 6.4 4.2 4.7 4.9 6.0 5.8 5.4 4.6 3.2

转型经济体 2.4 2.0 2.1 2.5 3.0 5.1 4.9 2.6 1.3 0.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世界银行在线衡量贫困工具，Povc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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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从1985年到2009年，另有5,900万人口

陷入绝对贫困。相当于尼日利亚同期新增人口

的86%。巴西的状况最初与此相似，只是程度

较轻，但随后状况改观。极端贫困率从1981年

的13.6%上升到1992年17.9%的高峰，并在1990

年代后半期稳定在11.6%。21世纪头十年早期开

始下降，2009年降至6.1%，这是因为巴西实施

了以更包容性的增长为目标的政策。从绝对意

义来看，这意味着从1981年到2009年，有500

万以上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尽管人口增长

了大约7,000万。在转型经济体，极端贫困率

的变化曲线呈倒U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垮台之后，大多数此类经济体的极端贫

困率上升，自21世纪头十年初以来，由于经济

增长和就业复苏，这一比例迅速下降。

减贫方面的表现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不同经济体自1980年代初以来的增长速

度。但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经济政策也

很重要。有些国家在对付贫困方面比其他国家

更成功，其途径是借助更高的增长率，增加公

共支出，包括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和创造就业方

案(第五章将予以详细探讨)。这部分地解释了

各国的贫困率增长弹性何以不同。弹性不同的

另一个原因与初始条件有关。人均收入大大高

于贫困线的国家，弹性相对低，因为它需要有

更高的增长，才能减少与平均收入接近(或者

低于)贫困线的国家相同比例的贫困人口。这

说明了对迥然不同的国家使用同样的绝对贫困

线的局限性：如果贫困线与人均(或者中等)收
入相差很远，后者的变化即使很大，所反映出

的贫困率的变化也只有很小。

本报告主要阐述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大

多数影响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已

在各国内部付诸实施，反过来，它们国内不平

等状况的演变，也对它们的经济表现和政策辩

论有直接影响。但是，全球一级的不平等，无

论是国家之间的还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也是一

个受到严重关切的问题。实际上，有若干多边

和区域机构，已经受命减少国家和区域间的不

平等。13 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已经牢固确立了

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

减少这两类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

等，两类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往往会出现差

异。不能将该目标与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脱钩。

换言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

长，仅仅是少数社会精英收入增长的结果，就

不会在完成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因此，全

球不平等起源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不

平等。所以，旨在改善全球收入分配的政策，

必须照顾到这两个方面。

关于全球不平等，存在不同的定义。14 其
中之一大体相当于“国际”不平等，或者平均

收入不同的国家间的不平等。它利用每个国家

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人均总产值以同一种货币

衡量，在此使用美元购买力平价，将世界上所

有国家从最穷到最富排序，以便计算出一个衡

D.  全球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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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平等的量度标准，例如基尼系数。按照这

一定义，全球不平等先是在1960年代中期到

1970年代末下降了，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增

速高于发达国家(图3.5)；后来从1980年到2000
年，不平等程度加剧，因为很多拉丁美洲、非

洲和转型经济体的增长率不是停滞不前，就是

有所下降，而发达国家持续增长，尽管曾都低

于战后的几十年。15 最后，在21世纪头十年，

全球不平等再次缩小，原因是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内总产值增长明显复苏，

而发达国家增速放缓。

用这种方法衡量全球不平等，有一个重

大缺点，它不考虑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口数：

一个很小的国家可能和人口众多的国家拥有同

等“权重”。因此，对不平等状况的估量，可

能不反映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如果

根据人口为不同国家分配不同的权重，这一图

景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这表明，首先，按人

口加权后衡量出的1990年代初之前的全球收入

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按照上一个定义得出的

结果，用基尼系数表示，前者约为0.65，而后

者为0.55(图3.5)。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下述事实：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是
当时低收入国家。其次，按人口加权后衡量出

的收入不平等，其变化更准确地反映了这些最

大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1980年代早期以来，

全球不平等状况几乎没有变化，当时中国和印

度的增长率与全球增长率相同，此后随着中国

和印度开始以大大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速度

增长，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21世纪头十年，

不平等程度下降的速度甚至更快，因为有更多

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开启或者重启追赶

进程。

尽管用第二种方法分析全球不平等状况更

为准确，但它仍是以国家间的不平等为依据，

并暗含这样的假设：每个国家内的所有个人都

取得同等收入。它相对易于计算，因为它仅仅

依据人均国内总产值，这可用从国民账户和人

口资料来源找到，唯一的复杂之处，是需要估

算购买力平价。16 但是，要评估全世界个人

之间的不平等，还需要获得大量国家的国内收

入分配数据。直到21世纪头十年初期，研究者

才能够利用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在全世界范围

内开展的众多国别家庭调查，提出关于全世界

整体的新的经验证据，忽视国界，研究全世界

的收入分配情况(见，特别是Milanovic，2005
年；2006年)。

利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全球不平等程度，

显然高于用其他方法衡量出的结果，因为它不

仅反映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也反映它们内部

的不平等。它还高于数据库内列出的任何单个

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这说明了对收入不平等的

衡量结果，有可能随着地理范围的变化发生怎

样的改变。例如，在给定国家内，有些农村地

图 3.5

1963-2009年国家和个人之间的 
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Mila-
novic，2005年；欧洲统计局；世界银
行在线贫困衡量工具，PovcalNet，及
统计司数据库。

注：国家间的不平等，依据人均国内总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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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或者城市贫民窟可能一律贫穷，而相邻地区

可能一律富裕；单独衡量其中每一个区域的不

平等程度，所显示的基尼系数会非常低，即使

国家一级的基尼系数很高。同样，根据国家基

尼系数平均值，欧盟看起来是一个比用区域整

体基尼系数所显示的更为平等的区域。17 

根据定义，全球不平等是由国家间和各国

内部(按照人口加权的)收入差别决定的。每个

因素(即：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差别)在
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不平等？对国家之间和国

家内部的不平等进行分解，18 可以看出，2008
年，总体不平等的73%和88%(分别按照泰尔

系数和基尼系数)是由于国家间的差异，其余

是由于国家内部的差异(表3.4)。如果从历史视

角看，国家间不平等在全球不平等中的影响增

强，似乎是一个相对近期的发展。根据对各国

国内总产值的长期研究得出的估算结果是，19
世纪中期，最富国(荷兰和联合王国)与最穷国

(斯里兰卡(原名锡兰)和中国)的人均国内总产

值比率大约是4比1。2007年这个比率上升到100
比1以上(Maddison，2004年；Milanovic，2011
年 a)。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初，对于全球

不平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至少是和国家

间的不平等同等重要的原因(Bourguignon和
Morrison，2002年)。目前，发达国家10%，甚

至5%的最低收入人口，其平均收入高于低收

入国家10%或者5%的最富者的平均实际收入。

对比最富的15个国家和最穷的15个国家过去几

十年里的人均收入，可以证实这种不断扩大的

差距：1980年代，最富国的收入是最穷国收入

的44倍，1990年代是52倍，21世纪头十年是

60倍。但是，在上一个十年里，趋势发生了变

化，比率从2000年的62.3降至2009年的55.8。

表 3.4

1988-2008年世界收入不平等情况分解表
(百分比)

1988 1993 1998 2002 2005 2008

基尼系数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1.1 1.1 1.1 1.2 1.3 1.3
(1.5) (1.5) (1.6) (1.7) (1.9) (2.0)

国家间的不平等 62.7 62.5 61.0 60.8 59.0 58.4
(90.7) (89.8) (89.3) (89.5) (88.4) (88.1)

重叠 5.4 6.0 6.2 6.0 6.5 6.5
(7.8) (8.6) (9.1) (8.8) (9.7) (9.9)

世界总体不平等 69.2 69.6 68.4 67.9 66.7 66.3

泰尔系数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19.6 22.9 23.0 22.7 23.1 23.0
(21.7) (24.5) (25.4) (25.4) (27.1) (27.4)

国家间的不平等 70.7 70.4 67.7 66.9 62.0 61.0
(78.3) (75.5) (74.6) (74.6) (72.9) (72.6)

世界总体不平等 90.2 93.3 90.7 89.6 85.1 84.0

国家数目 93 116 121 121 120 11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Milanovic，2005年；欧洲统计局；世界银行在线贫困衡量工
具，PovcalNet；及联合国统计司(统计司)数据库。

注：括号内的数字代表总体中每个部分的份额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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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预期，国家间的不平等程度下

降，将立即转化为全世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

度下降。这实际上似乎正在发生，只是明显滞

后了。从1988年至2002年，衡量个人之间收

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68到0.70之间，

而国家间按人口加权的不平等程度已经下降，

这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增长，两国人口总

共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看来在那个时期的

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间不平等程度减轻的

部分(Milanovic，2011年b)。只是自21世纪头

十年以来，所有关于全球不平等的衡量结果，

都显示明显的同时减轻。值得强调的是，似乎

从1990年代开始发生的全球不平等(个人之间)
程度降低，是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不平等程度

的首次降低。

不平等问题有若干相关的方面，其中最突

出的是收入不平等，因为它直接决定着获得用

于消费或者投资的商品和服务的情况。收入差

别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它们也是

由财富分配不均衡和获得教育及服务的机会不

同造成的，而这些又常常是由社会、种族和性

别因素决定的。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这些因

素可能严重损害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造成

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而且，收入的

高度不平等，往往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扩大，

其途径是增加财富集中度，而财富的集中会制

造出一个双重社会：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高

质量的私立教育、医疗卫生和基本服务，而

其他人只能接受低质量的服务，因为公共服务

供给不足。本节简要阐述不平等问题的某些方

面，以说明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需要超越仅

仅改变初次收入(例如工资政策)或者二次收入

(例如税收和社会转移支付)的措施；这类政策

也需要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基本社会决定因素。

1. 财富分配

收入和财富分配密切相关。某些初次收

入，可以以利息、分红和其他资本收入的形

式，从资产所有权获得。实际上，财产收入可

能占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的一大部分。19 那些

收入有的被储蓄起来或者用于资本积累，以创

造更多财富。总体上，这种相互关系适用于高

收入群体，他们能够储蓄一大部分财富，因此

大多数财富集中在这些群体手里。其实，财富

高度集中的国家，往往也是收入高度集中的，

反之亦然。另外财富集中度往往高于收入集中

度(图3.6)。这种更高的集中度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财富是多年积累的金融和不动产总量，并

能够在不同世代之间传承。财富的集中度也反

映出下述事实：高收入群体的储蓄积累比低收

入群体快；前者能够定期储蓄比后者更大、绝

对数额更多的一部分收入。事实上，在某些国

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仅能满足其基本需求。

E. 不平等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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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家庭财富的一大部分，其数额远多于

收入，通常集中在人口中最富的1%手里。在拥

有合理的可比数据的大多数国家，收入最高的

1%，在经济体财富总量中所占份额，远高于

人口中收入最低的50%(例如，在美国分别是

33.8%和2.5%，在印度尼西亚分别是28.7%和

5.1%，在法国分别是24%和4%)，他们的财富所

占份额，远高于他们的收入所占份额(表3.5)。

财富集中度提高，意味着年收入中新创

造的财富，被集中在早已富裕的家庭。这种现

象可能明显有利于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

在。例如，较为富裕的父母能够为他们的后代

提供更好的教育，这反过来增加他们获得高收

入的机会。而且，富人的后代常常受益于所继

承的大笔财富，这样就促进了下一代的财富集

中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这体现为财阀政权，

在此种政权下，富人对政府的影响力太大，因

此政府的行动有利于富人，使之能够继续聚敛

财富。

但是，财富集中度并非一直在提高。与20
世纪某些发达国家中最富有阶层的财富份额有

关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收入和财富集中度都

曾一度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资本收入

下降，这主要发生在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

随后，收入累进税和不动产税的实施，使最富

有的资本持有者难以完全恢复战前的集中程度

(Piketty，2003年)。在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

(有长期系列数据可用的国家)，家庭财富的降

图 3.6

部分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瑞士信贷银行
全球财富数据手册，2011年；及标准化世界
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注：各国财富数据的最近年份不同：澳大利亚
(2006年)，加拿大(2005年)，智利(2007年)，
中国(2002年)，德国(2003年)，印度(2002-
2003年)，印度尼西亚(1997年)，意大利(2008
年)，日本(1999年)，新西兰(2001年)，挪威
(2004年 )，大韩民国 (1988年 )，泰国 (2006
年)，联合王国(2008年)及美国(2007年)。

表 3.5

部分国家财富和收入集中情况

(百分比)

财富所占份额
收入所
占份额

年份 最低的 
50%

最高的	
1%

最高的	
1%

加拿大 2005 5.4 15.5 13.1

法国 2010 4.0 24.0 9.0

印度 2002-03 8.1 15.7 9.0

印度尼西亚 1997 5.1 28.7 11.0

爱尔兰 2001 5.0 23.0 9.7

意大利 2008 11.5 12.2 10.0

大韩民国 1988 12.3 14.0 ..

瑞典 2007 .. 29.0 6.9

瑞士 1997 .. 34.8 8.0

联合王国 2005 9.2 12.5 14.3

美国 2007 2.5 33.8 13.8

资料来源：瑞士信贷银行全球财富数据手册，2011
年，表1-4；及巴黎经济学院经济新思维
研究所，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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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明显大于可支配收入的降幅，将财富与收

入的比率从6-7(在1900年到1940年间的不同时

期)压低到1970年代的接近4。只是在1980年前

后，在七国集团所有国家，财富再次开始迅速

增长，将财富和收入的比率从1980年的4.6(平均

值)提高到2007年的7.4。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

金融财富遭受损失，但是这一比率只是稍有下

降，2008-2009年大约是7(瑞士信贷银行，2011
年)。这种长期增长，反映了资产价格的强劲

上涨，尤其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而在当

前危急中若干发达国家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

裂，仅仅部分地扭转了这种上涨趋势。

在取样的发展中和新兴国家中，净财富与

收入的比率平均数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大约是一

半)。中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它的这一比

率接近7，与法国、日本和瑞典相差无几，这

主要是因为家庭储蓄率高，在过去二十年里，

储蓄率超过国内总产值的20%。20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财产构成也不相同，在发展中国

家，非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份额明显

高于发达国家，因为土地和住房更为重要，金

融市场欠发达。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金融

和非金融资产，各自作为总财产的一部分，通

常具有同等重要性。在加拿大、荷兰、瑞士和

美国，金融资产所占份额，实际上超过了不动

产，而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澳

大利亚这个拥有大量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国家，

情况刚好相反。

在发达国家，财富资产的增速超过了可支

配收入，它们的强劲增长以及在高收入群体中

的显著集中，加剧了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

的收入不平等。根据Galbraith(2008年：99)的
观点，某些发达经济体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似乎是“一个金融市场的现象，财富分配现

象，资本资产估价现象，和根本上的权力分配

现象”。发达国家中财富的日益集中与金融和

房地产市场有莫大关系，而在一些发展中和转

型经济体，这一现象可部分地归因于1980年代

和199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正如Stiglitz(2012
年: 42)所指出的，“以低价攫取国有资产，

很容易致富”。一旦取得了支配地位，就可以

获得垄断租费，从而进一步扩大收入和财富不

平等。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分配特

别重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对
100多个国家的经营性土地持有权分配情况所

作的全面估计显示，土地集中度最高的是拉丁

美洲，其中位基尼系数是0.81，其次是西亚和

北非(0.66)、东欧(0.62)和南亚(0.59)。经合组

织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为0.56，最低的是东

亚(0.51)和撒哈拉以南非洲(0.49)，这两个区域

的农业人口比例仍然很高(Vollrath，2007年)。
但是，这些关于土地持有权的统计数字，不能

确切地反映土地所有权分配情况，因为同一主

体可能拥有若干地块，在其中一些地块上工作

的却是无地农民。因此，上述数值可能低估了

实际所有权的集中度。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

是，土地集中度高于收入集中度。

土地的高度集中，具有重大社会和经济

影响。土地所有权不仅提供一种生计，而且有

利于获得信贷，它关系到提高社会和政治参与

(世界银行，2006年)。土地的高度集中已被确

认为经济效率不足的主要根源，因为小佃户往

往缺少资源和获得信贷的机会，无法投资和提

高生产率，而大土地所有者可能缺少这样做的

动因(Vollrath，2007年；Prebisch，1963年)。
从历史视角看，拥有大部分土地的土地贵族，

也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不像工业所有

人那样，希望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据

认为，这有可能是对普及教育和改善公共医疗

卫生服务的供给不够重视的原因。所有这些都

反过来影响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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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本质特征(Galor、Moav和Vollrath，2009
年)。所以，对实现更平等的土地分配的土地

改革的可能收益加以研究，是很重要的。例

如，东亚土地改革的经验表明，它们的确能够

提高社会凝聚力和经济效率。但是，需要在更

广泛的农村发展战略内，为它们提供配套的技

术辅助措施和获得投入及培训的机会(世界银

行，2006年)。

2. 性别不平等

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性别

有关。与性别有关的收入和机会差异(家庭内

外)，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因素，例如就业和

工资条件，获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差

别，以及其他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就业方面，

不平等不仅指有酬工作，因为在大多数社会

里，家庭内无薪酬的工作大部分往往由女性家

庭成员承担。

鉴于大多数妇女承担了大量无薪酬的工

作，关于她们参与有薪酬或者获得承认的工作

的证据，可能具有迷惑性。但是，人们已经发

现，妇女在有薪酬和获得承认的工作中的参与

度提高，与性别不平等的日益减轻有关。这是

因为，它导致妇女的经济角色获得更多的社会

承认，并导致工作妇女的讨价还价能力提高。

不过，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妇女对工作的参与率

大不相同。在过去二十年里，她们在成人劳动

力中的参与率有所提高，从1991年的52.8%提

高到2010年的54.3%。在同一时期，妇女劳动

力的增速高于男子(分别为50.4%和43.2%)。在

发达和转型经济体，2010年的妇女参与率接近

55%。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最高的是东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约为70%)，其次是东南亚

和拉丁美洲(约为60%)。相形之下，西亚、北

非和南亚最低(在20%到35%之间)，那里的妇

女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一系列教育、社

会和文化障碍(国际劳工局，劳动力市场关键

指标数据库)。

虽然参加有薪酬的工作对妇女很重要，

但是她们的工作条件和薪酬水平也很重要。而

且，如果社会不为也参加有薪酬工作的妇女承

担的无薪酬工作预先作出安排，她们越来越多

地参与有薪酬工作，可能会成为她们的双重负

担。另外，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公共服务方

面的财政支出，有可能通过减少或者增加她们

的无薪酬工作，对她们产生特殊影响。

拥有企业、担任高层管理职位或者参加全

职就业的妇女比例相对较低，也表明大多数工

作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表3.6)。

跻身高层(议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的
工作妇女往往比较少。相形之下，她们处在底

层(初级职业，包括家政保洁工、工人和街头小

贩)的太多(表3.7)。在发达和转型经济体，有一

大部分妇女是作为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就业。

拉丁美洲也是这种情况，只是程度差一点，可

能是因为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好于过去。但是，

这些是成分相当混杂的群体，包括医生和医疗

秘书、大学教师和小学教师。对资历要求较低

的工作，例如职员、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是

典型的“妇女的”工作，因为在发达国家它们

为妇女提供了46%的有薪酬就业岗位，在拉丁

美洲、亚洲(不包括中国)和转型经济体，它们

为妇女提供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有薪酬就

业岗位(这一比例是所有这些区域男性的两倍

多)。相反，从事大多数技艺和制造业工作的，

通常是男子。在非洲和亚洲，工作妇女大多从

事农业，包括温饱型农业中的家庭内无薪酬工

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女工集中从

事某种类型的非传统农产品生产(例如切花和

蔬菜)，在若干亚洲国家是低级制造业工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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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按区域分列的拥有企业、担任高层管理职位和全职就业的妇女百分比

拥有企业 高层管理职位 全职就业

东欧和中亚 36.7 19.0 38.4
东亚和太平洋 54.3 27.1 39.1
南亚 17.1 6.0 12.5
中东和北非 17.2 13.6 14.5
撒哈拉以南非洲 33.0 15.2 24.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0.4 20.8 37.9
高收入的经合组织 31.9 17.3 34.6
全世界 35.3 18.4 30.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企业调查，可登录:	http://www.enterprisesurveys.org/CustomQuery#Economies查阅。

注:  调查数据系2002年至2011年间的数据，各国数据年份不一致。国家分类如资料来源所列。

表 3.7

2008年按性别和职业类别分类的就业分布情况

(份额百分比)

发达国家 转型经济体 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议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 11.2 8.0 8.2 6.0 4.8 1.7 4.0 1.4 3.8 2.9
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22.1 29.8 19.9 37.6 10.3 10.4 6.3 7.8 13.2 18.0
职员 7.1 20.0 1.9 6.5 3.5 5.0 4.0 3.3 5.4 11.2
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 15.2 25.7 9.4 19.6 10.2 9.7 9.8 12.6 12.2 23.1
农业和渔业公众中 3.5 2.4 7.7 5.8 39.4 53.6 48.1 58.9 17.7 9.7
工艺工人、工厂和机器操作

员及装配工 35.4 7.9 39.2 9.3 21.6 6.2 21.1 11.5 30.4 10.4
初级工 4.8 5.8 12.9 14.8 9.9 13.3 6.4 4.4 15.9 24.2
武装力量及未分类的 0.8 0.3 0.8 0.6 0.3 0.2 0.2 0.0 1.4 0.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国际劳工局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和劳工统计数据库；联合国
欧洲经委会，性别统计数据。

注：工艺工人、工厂和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工在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区域合计数(亚洲和发达国家)中包
含“初级工”。数据系2008年或最近可用年份的数据。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
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
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
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
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转型经济体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
斯联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和乌克兰。非洲包括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埃
及、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摩洛哥、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亚洲包括：不
丹、柬埔寨、中国、中国香港特区、中国澳门特区、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
马尔代夫、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菲律宾、卡塔尔、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新
加坡、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包括：阿根廷、阿鲁巴岛、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开曼群岛、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牙买加、墨西哥、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
秘鲁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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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制造成衣和皮革制品以及某些电子产品，还

有“传统上属于女性的”服务行业的工作，例

如旅游、数据录入和电话中心(Dejardin，2009
年；Seguino和Grown，2006年)。

关于妇女就业的质量，这取决于它们的

工作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是全职还是非

全职。定性研究显示，妇女更有可能从事不

稳定、低薪酬或者无薪酬工作(劳工局，2012

年)，以及与男子相比，在更小的农场生产，

生产利润更低的作物(世界银行，2012年)。此

外，她们的收入往往低于男子(世界银行，2012
年: xxi)。即使在年轻女工对出口导向型生产

作出重大贡献的区域，她们也是集中在薪酬相

对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

正规就业和无论是挣工资还是自营职业

的非正规就业，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当今总体

就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在发展中国家，这越

来越多地转化为收入不平等，最近在高收入的

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这种根本性的分野，往

往因基于性别原因的收入差距而变本加厉，基

于性别原因的收入差距在各行各业都很明显，

即便教育水平相近。在亚洲，工资上的性别

差距极为悬殊；从事贸易导向型业务的雇主，

更喜欢雇佣女工，不仅是因为她们从事给定工

作时，通常接受比男子更低的薪酬，而且是因

为可以用结婚或者生育为借口，从极易使工人

疲劳的生产线上把她们替换掉(Seguino，2000
年)。随着性别差距缩小，雇主开始发现，此

类工作者的吸引力下降。实际上，妇女参与出

口导向型活动的快速增长期似乎已成过往，因

为最近的趋势显示，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妇女相

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均有下降，即使在最受出口

驱动的经济体也是如此(Ghosh，2009年)。相

反，此类工作现在更多地集中在薪酬甚至更低

的地方，例如在家里从事的工作和大生产链上

的小家庭工业。

发达国家有减少基于性别原因的薪酬差

距的长期趋势(图3.7)。然而，在上一个十年

里，这种缩减不如以前明显，在某些国家还出

现了逆转。在转型经济体，男子和妇女之间的

收入差距较大，为28%，而发达国家为17%，

但在转型经济体也表现出缩小的趋势。在拉丁

美洲，某些国家的政策对减小基于性别原因的

工资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阿根廷、巴

图 3.7

1985-2010年男子和妇女之间的 
工资差距

(占男性收入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欧洲经委会，
统计数据库；拉加经委会，CEPALSTAT数据
库；及经合组织，就业数据库。

注：发达国家的数据系指下述国家全职雇员中位
收入的性别工资差距简单平均数：澳大利
亚、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
兰、新西兰、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转型
经济体的数据系指下述国家月收入性别差距
的简单平均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
罗斯、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
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拉丁美洲的数据
系指下述国家城市工资性别差距的简单平均
数：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玻
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拿
马、巴拉圭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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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法定最低工资和

对家庭佣工的保护，有助于减小工资差距和改

善女工的工作条件。在整个区域，男子和妇女

获得的城市工资的差距，已经从1990年的25%
下降到2010年的15%。但是，对比同等教育程

度的男子和妇女的收入，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

差距：1990年为38%，而2005年为30%(拉加

经委会，CEPALSTAT)。这表明不仅从事相似

工作获得的薪酬比男子少，而且她们凭借可比

的资格只能获得薪酬较低的工作。

就业方面基于性别原因的不平等，反映

在其他各种与性别有关的重要不平等上，并

且与之相关。妇女参与有薪酬劳动力，有助

于减贫，因为它增加家庭收入，但是这不同

于家庭内部的公平，或者男子和妇女之间的公

平。妇女更有可能比男子更贫穷，这种趋势

从一代人延续到下一代人。以妇女为首的家

庭，收入低于以男子为首的家庭。妇女不大可

能像男子那样，拥有或者继承可创造收入的

资产，例如土地，资本和产权，或者拥有住房

(Agarwal，1994年；世界银行，2006年，2012
年)。妇女也不大可能拥有缓冲收入变化的储

备，例如储蓄或者其他转移支付。而且，她们

年老时更有可能在财务方面朝不保夕，因为她

们参加公立和私立养恤金计划的比较少。所有

这些都使性别不平等社会中的家庭为妇女和女

童投资的可能性减小。

总之，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正在

发生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尽管快慢不一，

这个变化是，妇女的参与率在提高。在这个过

程中，妇女获得的职位，在正规性、决策地位

和工作时间长(即全职或者非全职)方面，质量

常常低于男子的职位。另外，妇女的薪酬一贯

低于同样工作、同样技能或者学历的男性。可

以设想，一个薪酬低于平均收入的群体的参

与率提高，将加剧总体收入不平等。但是，这

没有表现在收入分配统计中，统计依据的是

家庭调查，它们掩盖了性别方面的问题。实际

上，那些调查得出的数据，甚至可能显示出不

平等程度减轻了，因为附加的收入来源，实际

上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而这些家庭

的就业密度往往较小。结果，尽管与性别有关

的收入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一种最普遍的

形式，但它也是在总量统计数据中最不易看到

的。和对待其他不平等一样，人们强烈主张减

少不同层面上的性别不平等。改善妇女的就业

条件，将增强工人总体上的讨价还价能力，从

而有助于纠正很多国家正在发生的工资份额下

降趋势。

3. 教育机会不平等

接受教育是创造机会平等的关键因素。普

及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流动，而使教育机会仅限

于精英或者高收入群体，将使现有社会层级结

构和收入不平等永久存在。教育不平等和收入

不平等相互关联：良好教育导致薪酬更高的工

作，而在很多国家，较高收入能够买到更好的

教育。而且，教育还影响着其他重要形式的不

平等，包括儿童死亡率和寿命，医疗卫生和营

养、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性别平等和社会参

与、公民和政治生活(Sen，1980年)。

今天，能够接受教育，包括接受高等教

育的人，比过去增多了。这个进程的一个最

重要的指标，可以从不断提高的识字水平上看

出来，读写能力是平等获取知识的最低门槛。

在有数据可用的104个国家中，有63个国家的

青少年识字率超过95%，有35个发展中国家为

99%(开发署，2010年)。目前的文盲通常是老

人，这反映了过去教育水平的高度不平等。在

世界范围内，15-24岁的人仅有7%从来没有上

学，而在65岁以上的人中间，从未上学的占三

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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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入学率在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几

乎都已经普及，但是某些个别发展中国家还有

很大差距。21 不仅上学的儿童增多了，完成学

校教育的也增多了：2010年，小学毕业率达到

95%，预期就学年数，从1980年的9年，提高

到2010年的11年。即使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
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名最低的国家，预期

就学年数也从5年提高到8年。1970年以来，中

学入学率也有明显增长(表3.8)；截至2010年，

它涵盖了这个年龄群体的80%以上，不仅在发

达经济体是这样，在欧洲和中亚转型经济体，

以及拉丁美洲和东亚也是如此。这一覆盖率在

南亚(大约为60%)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近

40%)相对较低，但是有一些例外。22 高等教育

发生了相似的演变，入学率在21世纪头十年有

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欧洲(西欧和东欧都是如

此)、拉丁美洲和东亚。

开发署以平均就学年数衡量教育不平等，

它发现，自1970年以来，中欧和东欧以及中

亚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其次亚洲和太

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发署，2011
年)，但是，这种衡量方式并没有考虑到教育

质量差异，这方面还存在重大差距。除了普及

学校教育，重要的是通过增加支出以及采取其

他措施，确保教育机会更加平等，从而改善公

立学校教育质量。

例如，进入学前班对于减少学识不平等尤

为重要，这种不平等反映家庭背景和收入，而不

是儿童自身的能力。但是这方面的机会仍然高度

不平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17.5%的符合

条件的儿童进入学前班，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

例是85%(教科文组织，2012年)。23 而且，通过

扩大学前班的覆盖率和增加在校天数来减少教

育不平等，将减少成年人，尤其是妇女，用来

照顾儿童的时间。这也将有利于妇女获得有薪

酬的就业，对收入和性别平等都有积极影响。

收入低仍然是各级教育的主要障碍，

尽管在很多国家，教育政策直接为占五分之

一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教育支助 (Cornia和
Martorano，2012年)。例如，在拉丁美洲，占

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仅有五分之

一能完成中学教育，占五分之一的最高收入家

庭的儿童，则有五分之四。据拉加经委会(2010
年: 209)称，“这些对比显示，当前的教育形

式，强化而不是扭转了不平等的代际传承”。

表 3.8

1971-201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
(人口加权平均值，百分比)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0

发达国家 78.6 83.5 87.2 92.0 94.5 101.7 101.7 101.9 102.6
转型经济体 .. .. 97.7 99.4 94.7 89.9 91.4 88.2 91.8
非洲 14.6 18.3 24.2 29.5 31.7 32.9 37.2 43.1 48.8
亚洲 29.7 41.6 35.9 36.3 41.4 51.3 55.5 63.5 70.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0.2 41.5 50.6 58.4 59.3 64.0 74.2 81.5 86.2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注：由于学生留级，入学率有可能超过100%。区域合计数是按人口加权的平均值。发达国家不包括
澳大利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和瑞士1971-1986年的数据。转型经济体不包括亚美尼亚、克罗地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塔吉
克斯坦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1981-1986年的数据及塞尔维亚1981-1996年的数据。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不包括巴西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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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不平等，尤其是与低收入有关的障

碍，也是发达国家的一项关切。社会经济状况

是很多经合组织国家教育成功状况的有力预测

因素(经合组织，2011年b)。例如在美国，出

身贫困家庭(最底层的四分之一)的年轻人，仅

有8%在24岁之前去的大学学位，而出身最顶

层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年轻人则为82%(教育信

托基金，2011年)。而且，在八年级标准化数

学考试中成绩最好但却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

生，完成大学教育的可能性，低于来自高收入

家庭的能力最低的学生(Roy，2005年)。居高

不下而且日益上涨的大学学费，是进入顶尖

大学的机会方面赤裸裸的不平等的一个原因：

在美国，顶尖大学中只有9%的学生，来自收

入较低的一半人口，74%来自收入最高的四分

之一(Stiglitz，2012年: 19)。其他经合组织国

家的学费也相当高，例如澳大利亚、智利、日

本、新西兰、波兰和大韩民国(Oliveira Martins
等人，2009年)。总体上，上大学的直接费用越

高，就越有可能阻止较穷的家庭，或者使其背

上沉重负担。24 发展中世界高等教育的日益私

立化，也引起关切，因为它对于较低收入群体

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公共教育支出是改善机会不平等状况的主

要工具。它尤其有利于最贫困家庭，否则这些

家庭可能无力承担教育费用。提高全部人口的

技能，而不是片面提高富人的技能，除了创造

更广泛的社会平等效益，还能大大增进技能和

赚取收入机会的扩散。劳工局(2008年: 132)
指出，1990年代初在教育上支出较多的国家，

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往往较轻。

教育不平等与谁支付教育费的问题息息相

关。近年来全球学校教育覆盖范围明显扩大，

这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公共资金增加有关，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2009年的公共教育支出

平均约为国内总产值的5%，高于1970年代的

大约4%和一个世纪以前的区区1%左右(在那个

时代，只有富裕的，而且只有男孩接受教育)。
今天，即使最不发达国家也在教育上支出了国

内总产值的4%左右，此举有助于提高贫困家

庭儿童的就学率，尤其是女童。但是，各区域

和国家之间的支出仍有诸多差异。

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

变化最大。这是由于受到若干拉丁美洲和转

型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危机导致某些

国家的就学率下降，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体。

但是，21世纪头十年，这些国家的就学率大

多迅速恢复，并且达到新高，特别是在阿根

廷、巴西、古巴、墨西哥、亚美尼亚、吉尔吉

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

案例研究显示，拉丁美洲和亚洲很多国家，尤

其是马来西亚和大韩民国，其公共教育支出

的强劲增长，使人力资本和工资的分配更加

平等(Cornia，2012年；Ragayah，2011年；di 
Gropello和Sakellariou，2010年；Kwack，2010
年)。看起来，劳动力教育程度提高，强烈影响

了工资分配，因为它增加了熟练工人和半熟练

工人的供应(“数量效应”)。对很多中等收入

国家来说，这要求提高中学教育的入学率和毕

业率，增加有助学金的高等教育机会。其结果

对平等问题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滞后5-10年，

但是往往卓有成效。增加教育支出，可能有利

于改善收入分配，尤其是在最穷国。但是这要

求为那些已经接受此种教育的人，提供更多工

作机会。这取决于总体增长动力，尤其是正规

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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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尼指数或者系数是最常用的收入分配衡量方

式。它是洛伦茨曲线的一种概况统计：洛伦茨曲

线画出了在全体人口的总收入中，各不同部分人

口的累加收入所占的比例，基尼系数表示洛伦茨

曲线和代表完全平等的45°线之间的集中区。基尼

系数为0，表示收入完全平等，基尼系数为1，表

示完全不平等，即：其中1人获得了全部收入，

而其他人没有收入。因此，系数越接近1，收入

分配就越不平等。泰尔系数也提供一个国家或者

区域内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资料。它的值在0(完全

平等)和个人或国家数的对数(完全不平等)之间。

这一指数的优势是，它能够将不平等分解为国家

间的和各国内部的而没有任何交叉。

 2 关于衡量和比较各国不平等情况时的数据问题的

讨论，见Galbraith，2012年，第二章。

 3 概览见Blecker，2002年。

 4 正如Gollin所说的(2002年: 458)，“很多被广泛使

用的经济模型，都暗示地做出这样的假设：收入

份额在不同的时空应当完全相同”。

 5 见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http://g-mond.pariss-
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6 Atkinson、Piketty和Saez(2011年: 10)计算出，基

尼系数总共上升的大约8个点，可以用占1%的

最高收入者的收入所占份额提高来解释。根据其

他估计，该时期基尼系数上升值的一半，可以归

因于占1%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提高(克鲁格

曼，2012年: 77)。

 7 这些估计数涵盖19世纪的41到71个国家，20世
纪的85到108个国家。从1985年起，所使用的家

庭总收入基尼系数，来自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

数据库。此前的年份(特别是1945年之前)，由于

没有此类系数可用(或者仅有少数国家有这些系

数)，其系数是利用与收入不平等有关的不同统

计数据得出的估计数。如果知道某些部分的收

入分布(通常是最高收入)，就通过设定一种全体

人口的统计分布，据此推导出基尼系数。估算

基尼系数时使用的另一个替代物，是家庭平均

收入与非熟练工人年薪之间的比率。最后，广

泛使用人口中的身高分布，替代说明收入不平等

状况。因为人生最初几年里的营养状况、医疗卫

生和居住状况，是决定个人身高的重要因素，它

们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由此发现身高变化与收

入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van Zanden等
人，2011年: 5-13)。另一些对长期收入的估计，

见Bourguignon和Morrison，2002年。

 8 从中期观点看，不平等程度加重似乎是应对危机

的一个障碍而不是优势。Galbraith(2012年)运用

工资不平等数据揭示，较为平均的社会失业率较

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的速度较快。

 9 例如，有证据表明，在萨尔瓦多和墨西哥，汇款

趋向均衡(Acevedo和Cabrera，2012年)，但是来

自印度(那里的熟练劳动力出口最近才变得重要)
的证据就较为混乱。

 10 整个区域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基尼系数平均估计

数为0.46(Cogneau等人，2006年)，与拉丁美洲

2010年的系数相近。但是，应当指出，拉丁美

洲衡量不平等的尺度通常系指收入分配，而在非

洲，大多数可用的调查都与支出有关，显示出的

不平等程度往往低于实际程度。

 11 其他作者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超过以前基

于支出不平等状况的估计。利用关于印度的第一

批详细的收入分配情况估计数，Desai等人(2010
年)计算出0.54的基尼系数，超过了巴西在21世纪

头十年末期的基尼系数。依据农村调查做出的估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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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显示了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即使在各个村

庄之内，家庭之间平均为0.64，个人之间平均为

0.59(Swaminathan和Rawal，2011年)。

 12 正如Wee和Jomo(2006年: 194)指出的，“马来

西亚的宏观经济政策，概括言之，是优化增长方

式，使之服从价格和收支平衡。”政府增加了公

共投资，并使之与市场力量互补。

 13 例如，欧洲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已经建

立了在它们各自区域实现发展水平再平衡的金融

机制。

 14 关于另一种全球不平等概念的讨论，见Milano-
vic，2005年。

15 对各国人均国内总产值的比较，偶尔会因为国家

数目增多而改变，特别是在发生非殖民化进程的

1960年代，后来是在1990年代，前联邦制国家解

体，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体。

 16 利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可能有问题，因为它们依

据的是对各国一揽子固定商品的过时的而且常常

是可质疑的价格调查。在进行国家间的收入对比

时，这些缺点并不总是被适当纳入考虑。

 17 依据这另一种计算方式，Galbraith(2008年)对欧

洲比美国更平等的普遍看法提出了质疑。

 18 关于该项分解的方法论详情，见Pyatt(1976
年)。必须指出的是，与泰尔系数不同，基尼系

数并非完全可分解，因此，这一运用中的计算

的是“重叠”部分，即指较富裕国家中某个人的

收入水平可能会低于较贫穷国家的某个人这一事

实。Milanovic(2005年)声称，将基尼系数中的整

个“重叠”项归因于国家内部分是可接受的。

 19 在发达国家，财产收入往往占最高收入群体(即人

口中收入最高的1%)总收入的20%(日本)到50%以

上(法国)。

 20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印度、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和乌克兰净财富

与收入比率的简单平均数，估计为3.25，与之相

比，16个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为6.35(瑞士信贷

银行，2011年)。

 21 根据教科文组织(2012年)的资料，2010年前后，

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尼日尔、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索马里的小学入学率低于70%。

 22 例如，佛得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毛里求斯、塞

舌尔、南非和斯里兰卡的中学入学率超过85%。

 23 在拉丁美洲，学前班的就学率大幅上升，从1970
年的9%上升到2008年的71%。但是，该区域各国

之间仍有巨大差异，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巴西、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

的就学率相对较高，而几个中美洲国家的就学率

相对较低。此外，“3至5岁儿童的学前教育，阶

层分化很严重，就学机会与家庭收入相对应：贫

困家庭和容易致贫家庭的儿童就学率最低”(拉加

经委会，2010年: 207-208)，而这些社会群体正是

最需要此种服务的，在很多国家，这种服务并不

是免费的。在中亚、南亚和西亚以及非洲，学前

班就学率仍然比较低，这些区域的妇女对正规劳

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也往往很低。

 24 教育信贷产生的债务积累，无论从家庭预算，还

是从宏观经济视角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美

国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指出，学生贷款产生的未

偿债务，上升到了1万亿美元(Chopra，2012年)，
这一数额超过了汽车债务或者信用卡债务，仅次

于抵押债务(Evans，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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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所述证据表明，影响收入分配的因

素有很多，这些因素会在不同时点和一国经济

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各类收入产生影响。本章旨

在考察过去两个年代中，技术进步以及贸易与

金融全球化对国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演变所施

加的压力。

赞成传统理论取向的很多观察员都坚信，

全球化与技术的变化必然会对收入分配产生负

面影响。因此，就他们而言，主要问题是，这

两种势力中，哪一种势力会更强大。但本《贸

发报告》对这一立场提出了质疑：第四章和

第五章旨在阐明，如果采取了原本会对一国贸

易与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更适当宏观经济

与劳动力市场政策，那么就算不能预防，也原

本可以缓解很多国家中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

问题。

技术变革以及贸易与金融全球化的演进可

能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

无法事先明确这种影响的走向。不同渠道所释

放的力量很可能会改变原有走向，而这些力量

又很可能要取决于国别因素和各种具有时效

性的因素。在国别因素中，宏观经济和金融政

策，尤其是汇率管理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组

织将起着决定性作用。

另一国别因素是第三章所概述的工业与技

术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一国的经济与工业发展

水平以及这种水平与全球技术前沿水平之间的

接近程度将决定该国的一体化是否能够促进其

工业化进程，或者，该国更多地受到全球化的

影响是否会限制其工业化进程。因此，通常认

为，全球化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将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经济一体化会对一国经济活动的结构

性因素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本章将探讨全球化与技

术发展态势对一国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其

主要目的是：(一) 确定全球化和技术发展态势

第四章

全球化与技术的变化及其对国民收入 
不平等问题的影响

A.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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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渠道；(二) 考察这

类渠道对各国产生影响的差异；(三) 重点阐述

那些会使这类国别差异相互依存的经济势力。

随后各章将讨论旨在确保某种能为社会所

接受且有利于可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收入平

等水平。

由于很多国别因素都会

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所以

本章无法对所有国家进行同

样程度的阐述。相反，将通

过特定国家和国家组的证据

来说明技术与全球化对分配的影响，对于这些

国家来说，所列渠道对其具有重要意义。

本章认为，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对收入分

配产生影响的各种方式之间密切相关，在过去

两个年代中，这两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已明显增

加。但至于这些综合影响究竟是会减少还是会

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将取决于一国的初始

条件和工业发展水平，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汇率管理政策)、与

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标准有关的各项安排与制度

以及那些会对经济一体化性质和速度产生影响

的政策。

本章所述证据显示，自

21世纪头十年初期以来，各

种全球化势力对发达国家收

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也在很

大程度上与公司部门旨在应

对更激烈国际竞争的行为变

化有关。各公司已不太注重通过从长计议的促

生产投资，来实现生产技术与产出品构成的更

新；相反，他们已越来越多地将生产活动外包

给海外低工资地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压

缩工资来降低国内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这种趋

势一直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化问题相关。就美

国而言，证据显示，旨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的新型公司治理模式正促使各公司通过压缩工

资和离岸外包方式，来保持其对外竞争力，并

通过金融投资(通常为投机性投资)而非提高产

能的方式来提高其利润。

最后，本章表明，在某

些迅速工业化的大型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全

球贸易的扩张以及发达国家

因此而从发展中国家所增加

的制成品进口一直伴随着收

入不平等水平的增长。正如Kuznets(1955年)为
早期工业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预测的那样，这些

国家的分配变化很可能反映了农村和城市地区

之间，以及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生活水平增长

率的不平衡。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转型期经济

体)和某些发展中经济体的证据显示，金融迅

速一体化带来了经济的不稳定，这对收入分配

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反，在过去一个年代中，

一些具有丰富资源禀赋的国家，包括更先进和

欠先进国家，在贸易方面得到了改善。在某些

情况下，这种改善催生了各种旨在减少收入不

平等现象的政策。

下节将重温相关文献，

这类文献重点论述了贸易全

球化和技术变革影响收入分

配的渠道。首先，该节将简

单介绍1990年代初有关贸

易－不平等关系的争论，这

种争论强调了发达国家中有

技能劳工和无技能劳工之间工资不平等水平的

上升问题。其次，该节将重点阐述有关贸易不

平等问题的最新争论，这些争论揭示了技术和贸

易全球化对分配产生影响的几个新层面。另外，

还：(一) 将考察令人担忧的就业问题；(二)  除了

全球化与技术变化对分

配产生的各影响之间密

切相关……

……在过去两个年代

中，其综合影响已显著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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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二分法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外，还将考虑

中等技能工人工资两级分化的问题；(三) 除了发

达国家外，还将考虑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

期经济体在内的更广泛国家；(四) 除了制造业

内部的就业转移外，还将考虑制造业向初级和

服务部门的就业转移。除了技术和贸易全球化

外，C节还将讨论金融全球化影响收入分配的

渠道。D节为结论。

1990年代初，曾对贸易、技术与收入分配

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激烈辩论(另见1997年《贸

发报告》有关该辩论的文稿)。大约在一个年

代之后，又再次展开了这种辩论，其主要原

因有两个：首先，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收入不

平等水平近期有了上升，第二，理论有了进

步(例如，Harrison、McLaren和McMillan的讨

论，2011年)，同时有了更全面的数据，因而

可以更好地理解收入分配变化与技术发展/一
国贸易一体化扩大之间的关系。理论进步有助

于拓宽分析，评估贸易、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

(FDI)对收入分配的综合影响。

在很多国家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加速

都伴随着不平等水平的上升，为全面了解这一

问题，还论述了那些致使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

和劳工在工资谈判过程中不断弱化的宏观经济

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本《报告》第六章将分析

这些政策。本部分将重点论述在特定宏观经济

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下，贸易全球化和技术变化

对收入分配施加压力的特定渠道。首先，将简

单回顾1990年代初有关“贸易与不平等”关系

的辩论，其次，将重点阐述不平等问题和全球

贸易对一国影响的主要性质变化―这引发了

近期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

1. 1990年代初有关“贸易－ 

不平等”关系的辩论

传统赫克歇尔与俄林理论中的标准国际

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的差异驱

动了贸易。该理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预测，

当一国从事国家贸易时，该国所富有要素的实

际收入会增加。更准确地说，假设更先进国

家具有大量有技能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具有

大量无技能的劳动力，那么当更先进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无技能劳动力密集

型货物的价格会下降。在更先进的国家中，无

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货物价格的这种下降会使生

产转向更高技能劳动力密集的货物，并使受教

育程度较低者的实际工资下降―无论是从绝

对值来说，还是相对于技能更高的工人来说，

都是如此。后一效应通常被描述为所谓的“技

能溢价”增加，这代表了有技能工人和无技

能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拉大，以及工资失衡问

题的恶化。根据预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相

反：价格变动使生产转向无技能劳动力密集的

B. 贸易、技术与生产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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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这带动了市场对无技能工人的需求，并

进而提高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无论是从绝对

值来说，还是相对于有技能的工人来说，都是

如此。由于发展中国家无技能劳动力在总劳动

力中所占的比重大大高于技能劳动力的占比，

所以这些国家工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预计会

下降。

至于这种与贸易有关的效应是否可以解释

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很多发达国家收入

不平等水平上升的问题，1990年代曾对该问

题有过激烈辩论(另见1997年《贸发报告》)。1 
最后，一种广泛共识是，在

这些国家中，贸易对欠技能

工人相对工资的打压作用比

较温和，因此，不是收入不

平等水平上升的主导因素甚

至主要因素。相反，不平等

水平的这种上升主要归因于

偏向技能的技术进步(回顾见

Anderson，2005年；Goldberg
与Pavcnik，2007年；以及Harrison、McLaren与
McMillan，2011年)。

该辩论弱化了国际贸易的解释性作用2，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发达国家的经

验研究 (如，Lawrence和Slaughter， 1993
年；Berman、Bound和Griliches，1994年)发
现，大部分货价变化和技能溢价的增加都源于工

业部门内部的转移，而不是各部门之间的转移，

这与标准贸易理论所预测的情况相反。第二，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如，Berman、Bound和
Machin，1998年；Desjonqueres、Machin和van 
Reenen，1999年)指出，发展中国家也发生了

曾在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技能工人工资上涨现

象；然而，根据标准的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

的工资走向原本与发达国家的工资走向相反。3

后一发现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贸易理论假

设货物是自由移动的，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

代，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劳动力密

集型产品面临着很大的准入壁垒(1997年《贸

发报告》第二部分)。主要壁垒包括：关税高

峰―这通常会影响劳动力密集型货物；多种

纤维协定(MFA)，该协定包括一套复杂的量化

限制性措施，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

装不会使进口国(即：发达国家)付出相当大的

短期和中期调整代价时，尤其是失业代价时，

才允许扩大出口。

如将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期间收入不平等

水平的上升只归因于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则

会受到质疑，其理由是，这

种技能偏向不是该期间的新

现象(Card与DiNardo，2002

年 )。在传统经济理论的框

架内，该问题可通过考察技

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的长期趋

势和技能工人供应的发展态

势加以解决。至于技能溢价

的演变，技术进步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很可能

会有角逐，前者往往会增加市场对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而后者则会增加技能劳动力的供

应(Tinbergen，1975年；Goldin和Katz，2008

年)。很多观察员认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较

稳定技术进步之后，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以及

计算机在工作场所中的普遍使用加速了1980年

代和1990年代的技术变革。他们表示，无论是

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技能劳动力需

求的增加步伐都超过了教育进步的步伐，这使

工资不平等水平上升4。

单凭基于简单Stolper-Samuelson关系式的

传统贸易理论或者技术进步都无法全面解释

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各国技能劳动力相对

需求增加的问题。对美国的经验分析发现，离

岸外包和技术变革是另一个重要的解释性因素

1990年代有关“贸易－

不平等”关系的辩论认

为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

主要与偏向技能的技术

进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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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nstra和Hanson，1999年)。5 一般认为，该

期间上升的总失业率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总技

能群组失业率的上升会打压总工资而不是工资

比。但在总失业率持续很高的时期，雇主甚至

有可能选用良好素质的人员从事技能水平很低

的工作。这往往会延长失业以及低技能工人工

资所受的压力。此外，在持续存在失业问题的

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会迫使工人，尤其是

低技能工作接受那些甚至不能让他们过上体面

生活的工作。

2. 关于“贸易－不平等” 

关系的“新”辩论

在过去几年中，与贸易有关的分配效应

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节将对这一新辩论

进行阐述。首先，将考察发达国家，这些国家

对这一新辩论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不平等

问题明显恶化，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收入

不平等和国家贸易风险敞口的性质发生变化。

其次，将介绍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

美国家以及若干转型经济体，在这些国家中，

人们意识到，各种全球化势力可能正在导致去

工业化问题以及就业和工资收入机会的相应恶

化。本节还将讨论某些亚洲发展中国家所担

心的分配问题，这种担心的原因是，人们观

察到，全球化可能已经推动了迅速的工业化和

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使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

(a) 发达国家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新特征

除了工资外，发达国家新的收入不平等

问题―也称“两级分化”(Autor、Katz和
Kearney，2006年)还事关就业问题。1990年代

初与贸易－不平等关系有关的辩论侧重于高技

能和低技能工人在工资方面的分化问题。但近

期则表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格局，技能最高和最低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

但中等技能从业者(即：那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

员)却不能。相对于其他工人而言，中等技能工

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一直在下降。

为考察工作的两级分化问题，最好撇开顶

层收入者(见第三章的讨论)和底层收入者的工

资。对第90百分位(顶层)和第10百分位(底层)
之间收入者的工资走势进行分解有助于比较

第90百分位和第50百分位的工资比率(以下简

称“90-50比”)，以及第50百分位和第10百分

位的工资比率(以下简称“50-10比”)。有关美

国的证据显示，这些比率(90-50比与50-10比)
在1970年代相当稳定，在80年代迅速增长，

图 4.1

1974-2008年美国处于各分配  
百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比率

(指数，1974年 = 100)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数据，采用
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数据库“人口
现状调查：轮换出组的合并”。

注:“50-10比”指处于分配第50百分位的平
均小时工资与处于第10百分位的平均小
时工资之比，“90-50比”指处于分配第
90百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与处于第50百
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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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80年代后则急剧分化(图4.1)。6 90-50比

一直稳步增长，如今比1973年约高出35%。相

反，50-10比则一直相当稳定，约比1970年代

初的水平高15%。更详细的证据显示，在过去

几年中，第10百分位数和中位数之差一直在大

幅缩小(Acemoglu和Autor，2012年：第13页)。
包含了性别因素的更多证据显示，女性的50-10
比停止增长，而男性的这一比率实际上已在下

降(Lemieux，2007年；Acemoglu和Autor，2012

年)。总之，该证据显示，收入增长一直集中在

梯阵的高层和底层，而收入分配的中间阶层则

成了牺牲品。

实际上每个发达国家也发生了就业的两

级分化(图4.2)。7 在图4.2所列的绝大多数国家

中，最高薪酬职业(如，律师、银行家、管理

顾问、教授和医生)的就业份额已显著上升，

而在大多数国家中，最低薪酬职业(如，理发

师、清洁工、司机、餐厅服务员和超市工作人

员)的就业份额也上升了。相反，在国有国家

中，中等薪酬职业(如，办公室文员、手工艺

和相关行业的工人、车间和机器操作人员和装

配工)的就业份额则下降了。中等收入职业的

这种空心化可能与自动化有关(即：与技术进步有

关)。计算机在工作场所的使用增多可能减少了

中等技能工人的职位，从而将他们推向了那些

无法通过计算机执行的较低薪酬服务业(Autor
和Dorn，2012年)。但，也可能与制造活动和

服务的离岸化有关。

的确，贸易对国家的影响有了两个新特

征。首先，200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出口

中的份额越过了30%，而在2010年则达到了

40%，与1970年代和1980年代25%的平均水平

相比，有了显著增长，而有关“贸易－不平

等”关系的较早辩论则以1970年代和1980年代

为重点。8 其次，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增

长一直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尤其是中

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国的人均收入

和工资大大低于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

出口的制成品中占了很大比重的经济体，如：

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大大低于那些在战后有

过迅速追赶经济经历的其他国家，如，日本和

德国。尽管可用于准确跨国比较的数据只限于

1975年以后，但是，在就制造业工资水平，将

那些有过迅速追赶经济经历的国家与美国相比

后，可大体发现，出口制成品的某些大型发展

中国家与作为其贸易伙伴的发达国家之间仍有

图 4.2

1993-2006年美国和欧盟若干国家按
职业水平划分的就业份额变化

(百分比)

资料来源：Goos、Manning和Salomons，2011年；以

及Acemoglu和Autor，2012年。

注：职业按工资百分点分组。欧盟成员的各

数据点按照最高薪酬职业所占份额的变

化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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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工资差距(图4.3)。的确，随着中国对全

球贸易的开放，这种差异很可能会拉大，甚至

在对美国工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行调整后，

也是如此(Ceglowski和Golub，2011年)。这与

1990年代初的辩论相反，该期间，新兴工业化

经济体相对于美国而言的平均工资上升，在人

们担心贸易会引起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情况下，

这种上升曾起过减轻担忧的作用。

按照亚洲和德国迅速追赶经济的早期经

验，中国目前可能已到达追赶阶段，该阶段的

制造业工资正开始大幅上升(图4.3)。劳动力供

应的增速下降以及区域性劳动力流动受限可能

是其部分原因(2010年《贸发报告》，第二章

C节)。此外，2008年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规

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加强雇员的谈判

权。9 最后，劳动报酬也增加了，因为劳动生

产率迅速提高。根据Banister和Cook(2011年)的
资料，1991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包
括制造业以及建筑、矿业和公用事业)的年均增

长率约为10%。生产率增长迅速的原因有：资

本投资相当大而且在不断增长；中国工人的文

化和技能水平提高；参与国际生产的跨国公司

(TNC)采用了先进技术(见下文讨论)。就中国

制造业的劳动力报酬而言，其按美元计算的增

速要高于按人民币计算的增速，因为2005年至

2012年期间，人民币大约升值了25%。10

为说明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增加情

况，最好以一组“低工资经济体”为重点。根

据Bernard、Jensen和Schott(2006年)的定义，该

组指2007年前(即：当前经济危机爆发前)人均

收入不足美国人均收入5%的国家。由此得出的

82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全部名单见本

章注释末的正文内容)包括很多小型经济体，但

也包括亚洲的一些大型经济体，尤其是中国，

以及诸如印度、印尼和菲律宾之类的国家。

的确，至于全球贸易对各国影响的新格

局，很多与此有关的讨论都与中国向美国出口

的迅速扩张有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货物和电子

器件出口)，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这是中国正式进入

全球经济舞台的标志，尤其是，该事件使中国与

其唯一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之间有了永久性

的正常贸易关系。这种正常化消除了这两大经济

体之间双边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并对中国境内

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外

国直接投资又加速了整个东亚的生产分工。11  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还意味着需要在商定的时限内

最终消除那些与世贸组织规则不一致的歧视性

反出口措施。例如，中国将因逐步淘汰《纺织

品与服装协定》而得到保护，该协定代表了配

图 4.3

处于经济追赶期的若干国家相对于  
 美国而言的制造业工资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
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库。

注: 括号内的年份表示经济起飞的起始时间。
用以确定经济起飞的起始日期是对生产率
增长数列进行断点分析的结果，而生产率
增长则用每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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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条例的终结，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该条例

一直支配着国际服装贸易。

经验证据显示，各国之间在以下方面有着

显著差异：低薪酬经济体在

其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自

1995年以来他们从低薪酬经

济体进口的增加情况，以及

源自中国的进口在源自低薪

酬经济体的总进口中所占的

比重(图4.4)。低薪酬经济体

在日本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

超过了30%，紧接其后的是

他们各自在美国和亚洲一组

相对先进发展中国家的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

在美国、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和拉美

地区，中国在所增加的进口中占了大部分，而

低薪酬经济体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组中所占比重

的增加则更加均匀地分布于中国和其他低薪酬

经济体中。此外，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在所

有国家中都占了很大的份额。12

总之，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加了，

这些货物的主要进口方和主要出口方之间拉大

了薪酬差异，这些证据说明，如今，贸易全球

化对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压力要比20年前大，在

发达国家中，尤其如此。但与贸易有关的这些

影响很可能由更深层的非贸易因素引起，如：

国际工资角逐(见第六章)和公司行为变化(见下

节的讨论)。

(b) 发达国家中贸易对分配的影响渠道

如前节所述，国民收入不平等和全球贸

易对一国影响的性质变化引起了有关贸易－不

平等关系的新辩论。与以往讨论类似，近期辩

论涉及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和国际贸易对分配

的影响。有人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一直

是使不同类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发生变化的原

因，因为“信息技术为那些具有很高文化水平

因而从事抽象工作的工人提供了辅助，取代

了那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因而从事日常工作的

工人，但对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技能工作的

影响却较少”(Autor、Katz
和Kearney，2008年：第301
页 )。原因是：计算机可以

取代日常工作，如：组装线

工作或文书工作；非日常工

作则难以数字化；计算机方

便了大规模的数据分析，这

为技能工人的工作提供了辅

助。

如前所述(以及图4.1和4.2所示)，在过去两

个年代中，与技术有关的这些变化是不同类工

人相对工资和就业状况发生演变的根源。但这

些发展情况也可采用与贸易有关的论点加以解

释，这些论点强调了中间产品贸易的迅速增加

(如，作为电子行业关键特征的部件和组件贸

易增加)和服务活动的离岸外包。在发达国家

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中，中间产品贸

易和离岸外包通常占有突出地位。

除减少了与政策有关的贸易壁垒外，运

输费用，尤其是与信息与通讯技术(ICT)有关

的通讯费用一直在下降。成本更低和更尖端的

信息与通讯技术使企业能够在盈利的情况下，

管理多方面的程序和在不同地区从事不同阶段

的生产。结果，有些中间产品的生产从发达国

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从而刺激了这些货物的

国际贸易。这类贸易不仅对有技能和无技能工

人的相对工资产生了影响，而且还影响了那些

从事离岸外包活动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因

此，部件和组件贸易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可能

会大大超过最终产品贸易所产生的这种影响。

此外，在发达国家，中间产品对劳动力需求和

技能溢价的影响与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所产生

的这种影响大致相同：两者都减少了低技能活

贸易对分配影响的增加

可能由更深层的非贸易

因素引起，如：国际

工资角逐和公司行为变

化―在发达国家中，

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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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1995-2010年若干国家和国家组从低薪酬经济体进口的商品， 
按产品类别划分

(在总商品进口中所占的百分数)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联合国贸发会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的数据。

注: 低薪酬国家指，2007年前(即：当前经济危机发生前)其人均收入不足美国人均收入5%的国家。国
家组的构成见本章注释末的正文。“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包括：皮革、纺织品、服装和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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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较高技能劳动力的

市场需求和工资。

这解释了中间产品分散化生产和贸易为什

么能刺激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因此，类似于最

终产品生产中的技术进步。但两大生产率增长

源是由差异很大的公司行为引起的：一方面，

技术进步依赖于创新投资以及企业长期增长战

略中与此有关的动态增益，另一方面，用较低

成本的进口中间产品取代较高成本较高的国内

投入可通过全球化生产所减少的成本，实现生

产率增长。不同公司战略影响收入分配变化的

方式将在下文进行详细讨论。

在各地区分散进行不同阶段的中间产品

生产和相关贸易要涉及很高的费用。在不同国

家生产部件和最终产品不仅需要支付运输费和

关税，而且需要进行协调。因此，对于其企业

参与了国际生产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

适当技能的劳动力、良好的贸易基础设施和靠

近发达国家将具有优势，这一点已被证实。这

种参与采取了企业间协议、网络和各种联盟的

形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招引跨国公

司的子公司，因为在同一企业内部管理生产链

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将协调费用降到最低。若

不考虑用以管理生产网络的特定形式，那么生

产的国际化将会直接影响最高层梯阵的收入分

配，因为这种国际化使世界各地可通过很高的

报酬利用特定人才(Gordon和Dew-Becker，2007
年)。

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能够发挥重要

作用的原因是，可以将其外包给特定国家的各

生产阶段的产出天衣无缝地纳入持续演变的整

个生产过程中。为实现这一目的，跨国公司通

常对其划分给外国子公司的各部分技术进行配

置，并将其本国开发的先进技术与海外的较便宜

劳动力相结合。这种安排意味着，“跨国”是

将一小部分技术“借给”发展中国家所在地的

生产者，以使海外部分能够按照尽可能低的成

本和必要的质量水平进行生产(Baldwin，2011
年: 第21页)。这种“借技术”战略意味着，跨

国公司的目的是将其转让给东道国的技术和诀

窍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截然不同于一种通常会

对各项政策起支配作用的范式，即：尽可能多

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范式将外国直接投

资作为捆绑在一起的一组资产，包括(而且最重

要的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技巧，这有助于发

展中国家跃入更尖端的生产领域。13

外国直接投资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不

仅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动机和战略，而且取决于

东道国的初始条件和政策。在最近几年中，增

长最迅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成功地将其发展

举措与这些国际生产网络相连接。例如，1990
年代初，中国开始在区域网络的背景下，吸引

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外国企业是该国旨在

加速工业化、创造就业和支持技术升级的政策

内容之一。一个特别的监管体系和各种具有前

瞻性的政策已成功地将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到制

造部门，这补充了现有产能，提高了生产率并

支持了地方产能的升级，不过，该国的出口一

直具有较高的进口含量，技术密集型部件和组

件的进口含量尤其如此(2006年《贸发报告》：

第186-189页)。

其他很多国家则不具备足够的国内条件，

尤其是良好的贸易基础设施、技能较高的大量

劳动力和适当的行政管理能力，来发挥跨国公

司杠杆作用，并以此获取技术转让和允许工薪

阶层参与生产率的增长。参与这些网络所带来

的制成品出口增长只所以一直没有与之匹配的

增加值和就业增长，其原因正在于此。

有关1995-2010年期间的现有证据显示，

在最大的发达国家中，流出外国直接投资一般

会使制造部门的就业下降(图4.5一)。14 而在东

欧的一些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则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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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1995-2010年若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制造部门就业和收入不平等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Lane和Milesi-Ferretti的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
数据库(SWIID)；劳工组织，Laborsta与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数据库；经合组织、欧统局、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以及拉加经委会数据库。

注: 外国直接投资指：发达国家的流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流入。中国数据指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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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制造部门的就业下降，有关发展中国家

的证据显示，这种流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伴随

着制造部门的就业扩大。15 但该证据也显示，

同样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可能会对制造部门的就

业变化程度产生截然不同的

影响。这种多样性有几个原

因。首先，并不是所有外国

直接投资流入都用于能够扩

大产能和就业的固定资本形

成，而且并不会全部流向制

造部门。第二，东道国制造

部门相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现

有存量而言的规模具有一定的作用：如果该存

量小而工业部门大，那么即使外国直接投资的

增长率很高，其对就业的影响也可能很小。最

后，制造部门的就业机会还可能与那些与外国

直接投资无关的诸多因素有关。

除了制造部门外，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流

量与收入分配之相关性的证据为混合证据(图
4.5二)。就1995-2010年期间而言，从发达国家

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一般与这些国家收入

不平等水平的上升一致。但很多东道国，尤

其是具有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国家也有

过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经

历。16 至于为什么外国直接

投资的流出和流入会对收入

产生同样方向的影响，还难

以理解。原因之一可能是流

入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外国

直接投资被引向资本密集型

活动(如：开采业)，所创造

的就业很少。此外，当外国直接投资需要购置

那些已经存在但可能会最终缩减其规模或关闭

的现有生产场所时，就业效应甚至可能为负。

另一重要原因可能是有关劳动力市场管制和工

资制订的政策反应可能类似：本国可能会努力

通过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来放慢海外生产的迁

址趋势，而东道国可能会认为，更灵活的劳动

力市场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只

是经济政策的内容之一，就

业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可能与

其他伴随因素有关。例如

(见第三章讨论)，在转型经

济体中，全面的市场导向型

经济改革，包括解除劳动力

市场监管驱动了不平等水平

的上升。

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只是全球

化过程中一个很小的与贸易有关的方面。但如

上简述，有关贸易流量变化的证据也许说明，

发达国家企业为应对贸易全球化所带来的潜在

竞争威胁而采取的战略发生了变化。这些企

业为适应这种竞争而采取的机制主要有两个。

一是增加厂房和设备支出，以实现产出组合和

生产技术的升级。二是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

第一种机制需要依赖旨在提供生产率的创新投

资，第二种机制除了外包外，还需要通过不对

称的谈判权来限制工资、减少工资或将工资增

长水平保持在生产率增长水平以下。有时，除

了这些以外，还要努力通过

金融投资来提高利润。17

1990年代初，有关贸

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通

常会忽略这两种机制中的第

一种。该机制涉及贸易所引

起的技术进步，即：Wood 
(1994年)所认为的贸易与技术效应不能轻易分

开。18 Thoenig和Verdier(2003年)正式确立了这

一论点，他们预言，在更加自由化的行业，技

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应更加明显―有关这方面

的证据源自那些侧重于欧洲、日本和美国汽车

和服装行业的案例研究。19

发达国家流出的外国

直接投资与流入发展

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

都与收入差距的扩大有

关……

……两组国家很可能都

与生产分工、相关劳动

力市场解除管制和工资

限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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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经验性结论可能对所研究的具体时

期具有敏感性。有关美国的证据显示，从1990
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该国生产率增长的来源

发生了变化。1990年代，产出扩张是通过创新

实现的，这种创新主要与微电子革命有关，它

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升级。21世
纪头十年，焦点转为减少给定产出水平的投入

成本，以提高效率。

与1990-2000年期间美国特定部门有关的

证据显示，生产率增长水平最高的四个部门(计
算机与电子产品、批发贸易、零售贸易和不包

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制造

业)全都经历过正的平均就业

增长，共增加了近200万个新

岗位(图4.6A)。相反，21世纪

头十年，生产率增长水平最

高的部门则经历了就业的大

幅下降(图4.6B)。计算机与电

子产品、信息和(不包括计算

机和电子产品的)制造业在总

生产率增长中占了相当大的

比重，但就业却下降了，流失了660万多个岗

位，其中约有60%是在2008年大萧条开始前流

失的20 。此外，在具有最高就业增长水平的部

门中，大部分都是那些具有最低生产率增长水

平的部门，主要是服务部门(图4.6B)。

生产率和就业的这些发展很可能与“股东

价值最大化”的支配性公司治理方式有关。21

这一概念意味着，评价公司业绩的依据是每股

的资金价值，而不是其生产的货物和服务、聘

用的人数或表现为公司创新投资的长期收入潜

力。这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高层

管理人员的报酬通常采取认股权，如果公司股

票价值上涨，认股权的市场价格就会上涨。更

重要的是，努力寻求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短期

增长不利于创新投资，因为创新活动通常具有

不确定性，短期内会涉及沉没成本，其长期回

报要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公司管理人员无法

控制的一些因素。相反，公司回购股票和提高

股息会对股东价值产生直接影响。这意味着，

有较大部分原本可以再次投资于创新的公司利

润往往会通过股息形式或者注入股票市场回购

股份的形式进行分配。这会耗减劳动力需求，

更宽泛地说，各公司很可能会将生产转向海

外，这种威胁会削弱工会和工人的谈判权。22

经验证据显示，1997-2003年期间，由标

准普尔公司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419家公司对

1997年至2010年上市的股票

所进行的回购一直很稳定地

在3亿-3.5亿美元之间震荡。

在随后的四年中，这种回购

值几乎是原来的四倍。其中

一些增长与标的股票价值的

增长有关。但标准普尔500指
数本身在这四年期间大约只

上升了80%，因此，在股票

回购的四倍增长中，大部分

都反映了这种回购的实际增长。也许最重要的

是，1997-2000年期间，这些公司的股票回购值

与其净收入之比相当稳定保持在0.45左右的水

平，之后才在2001年的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后

急剧上升到0.6。在2003-2008年期间，该比率

一直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0.8左右，并在2008
年急升到1.0以上，之后于2009-2010年期间下

降到0.35左右。所支付的股息也有类似演变：

股息几乎翻了一番―从2003年的约3.2亿美

元上升到2008年的近6亿美元，然后才在2009-
2010年期间略有回落(Lazonick，2012年)。23

在过去两个年代中，制造活动的离岸外包

一直是全球经济关系的一大发展。但趋势似乎

在转变，至少美国是如此。随着迅速工业化发

展中国家的内需不断增长，这些国家(包括跨

19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

年，美国生产率的增长

来源发生了变化，从创

新投资转向降低投入成

本，包括通过离岸外包

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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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美国各部门的就业增长、增加值和生产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注：每个泡的大小反映了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情况。 1：农业与采矿业； 2：公用事业； 3：制造业
(不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4：计算机与电子产品；5：批发贸易；6：零售贸易；7：运输与仓储
业；8：信息；9：金融与保险；10：房地产，以及租用与租赁；11：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12：公司与
企业管理；13：行政与废物管理服务；14：艺术、娱乐与休息；15：膳宿服务；16：其他服务，政府除
外；17：政府；18：建筑；19：教育服务；20：健康保健与社会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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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子公司)用于出口的产能将会减少。此

外，中国近期工资的迅速增长(见上文讨论)和
大幅货币升值已大大减少了其劳动力低廉的优

势。外包给中国的活动不太可能被亚洲其他发

展中国家所取代。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生

产那些用以在中国进行最终加工和销售的中间

产品，他们可能会发现，相对于通过重组其生

产流程来生产那些出口到美国的制成品而言，

维持原有做法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最后，石油

价格的强劲上涨大幅推高了物流和运输费用，

而对供应链风险和管理成本的重新评估可能会

使各公司重新考虑其在美国的产品制造。另一

方面，因为这一原因而将生产返回(“回岸”)
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可能会很难，因为本地

供应商已不存在，而本地

劳动力可能不再拥有必要

的技能。

不过，在发达国家

中，任何“回岸”生产

做法都定然会给就业带

来正面影响。24 但对收入

分配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朗。根据媒体报告，

所“回岸”的生产似乎主要位于工会化程度较

低的辖区，在这些地区，可以很容易地对工作

小时进行迅速调整，然后转向两级工资制，

相对于那些已在“回岸”开始前就业的工人而

言，新雇员薪酬仅为他们工资的一半。25

(c) 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的分配性影响

全球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加大从两

个方面改变了“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性质。

首先，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较早具备某种工

业产能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和拉美的发

展中国家，也可能受到了制成品进口的负面影

响，包括从低薪酬经济体进口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见图4.4)。第二，那些在更近一些时候迅速

开始工业化并已成为南南制成品贸易主要来源

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也经历过更加不平等的

收入分配问题。“贸易－不平等”关系在性质

上的其他变化则与金融一体化作为贸易补充的

更大倾向性有关。金融一体化可能会对汇率产

生很大影响，而这反过来又会对一国的贸易表

现产生影响。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新

旧辩论都忽略了这一点(另见C节)。

关于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贸易类不平等

问题的担心通常集中在源于生产结构转变的分

配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这类影响很可能要大

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部门之

间，以及同一部门内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方差

距往往要大很多。

除了贸易对就业岗位

总数的影响外，贸易对不

平等水平的影响还取决于

劳动力是转向生产率更高

的活动还是生产率更低的

活动，或者是否从正规就

业转向了非正规就业或失业。对贸易自由化结

果的评估显示，在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中国，劳动已从生产率低下的岗位(通常为农

村岗位)转向了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尤其是制造

业的岗位，而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

力转移的方向则相反(即：从生产率较高的制造

业岗位转向了生产率较低的岗位)，如，非正规

服务和初级商品的生产(Sainz和Calcagno，1992

年；McMillan和Rodrik，2011年)。与那些有

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较早辩论不同，这

些考虑通常指整个经济体，而不仅指制造部

门。采取这种更宽泛的视角有助于把握那些会

引起部门间要素移动和特定部门生产率转变的

结构性变革。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有：外部冲

击、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

发达国家生产率和就业的近

期演变可能与实现“股东价

值最大化”这一支配性公司

治理模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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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更宽泛的这一视角对“贸易－不平

等”关系进行考察后发现，贸易全球化对收入

分配的压力在各国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具

体取决于宏观经济冲击以及贸易一体化对结构

转变进程的不同影响。贸易全球化对分配产生

不同影响的一种解释是，在开始受到全球化势

力的影响时，每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禀赋，而

且具有不同的工业化程度。根据这一推理，在

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国家(其中很多都在南亚

和东亚)，融入全球经济体最初会提高不平等水

平，因为这往往会提高人们扩大生产和其他现

代部门活动的动机。在这些经济体处于早期工

业化阶段时，如两个年代以前的中国，其收入

的不平等往往会扩大。另一

方面，当这些经济体已经有

了技能良好的劳动力并且步

入较先进的工业化阶段时，

如1990年代的韩国，其收入

分配差距往往会缩小，因为

贸易全球化的激励作用，再

加上通常情况下的扶持性政

策，有助于劳动力转向生产

率更高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活动。

强调结构因素的同一推理认为，具有丰

富自然资源禀赋且具有某种起始工业化程度的

国家将很难在其放开全球竞争后保持一个有活

力构变革进程。理由是，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

不同，他们还没有获得技术创新能力，而这种

创新能力有助于他们通过全球化的激励作用迈

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活动。此外，与那些处于

初始工业化阶段的低收入国家不同的是，他们

没有或者不再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因而无法

从发达国家企业外包给海外的劳动力密集型活

动中受益。更有甚者，他们对全球贸易的开放

往往会使其制造部门的就业和产出下降(即：

去工业化进程)。的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美、中亚和西亚的很多国家，以及东南亚的

一些国家，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贸易很可能减

少了人们扩大制造活动的积极性，并强化了初

级商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制成品方面的传统专

业化格局。

但，如果不考虑要素和技术禀赋以及现

有的工业化水平，那么源于国际货币体系的

宏观经济冲击，尤其是源自货币升值的冲击

可能会严重拖累甚至中断一国融入全球经济

所带来的结构转变进程。一国为融入全球经济

而采取的管理方式将最终决定全球化的相关

影响，这种管理方式不仅包括贸易和外国直接

投资政策，而且还包括金融和汇率政策。26 一
些国家不能保持有活力的结

构转变进程，这种情况有时

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

时，某些国家将难以提高其

国内增加值在制成品出口中

所占的比重，难以让劳动力

持续转向生产率更高和更需

要技术的制造活动(联合国贸

发会，2011年：第40页)。扭

转结构转变进程很可能会对分配产生负面影

响，因为制造部门下岗的劳动力往往会转向生

产率低下的活动，而且通常会转向非正规服务

或走向失业。

如首先考察那些在工业化初级阶段遭遇

贸易全球化势力的国家，则显然可以看出中国

的结构转变是如何影响其国内的收入分配格局

的。在过去两个年代中，中国收入不平等水平

的上升一直以区域性不平等水平的强劲上升

为其特征(高收入集中在某些地区，而低收入

则集中在其他地区)。收入增长迅速的一直集

中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得益于1980年代以

来该国奉行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深度贸易一体

化，这方面的好处包括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

通往国际市场的快速物流。但也使相对于内陆

关于发展中和转型经济

体贸易类不平等问题的

担心通常集中在源于

生产结构转变的分配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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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而言的不平等水平上升，当然，与以前水

平相比，内陆省份的收入也有了快速增长。27 

此外，在那些集中了行政、

金融和出口导向型制造活

动的最大城市持续进行投资

也助推了城乡不平等水平的

上升 (亚洲开发银行，2012

年；Galbraith,2012年)。28 根

据一项估计数据，城乡差

距以及各城市地区之间的

不平等占了中国国民收入不

平等的三分之二以上(Zhu和

Wan，2012年：第98页)。29

部门就业转移与行业间工资差异是结构转

变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如果结构转变发

生在那些经历了重大所有权变革(如：土地所有

权改革以及国有企业(SOE)解散)的经济体，则

会放大这些影响。例如，1990年代后期，中国

加快了土地所有权与劳动力市场改革，其后，

大多数省份的制造业都出现了就业下降情况。

但这种下降却被过度抵消了：在那些率先参与

了全球贸易并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沿海

省份，制造业的就业急剧上升，2001年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后，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有利的汇

率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些沿海

省份，劳动密集型活动所支付的薪酬占了制造

业活动的大部分，而且出于

需要，这些薪酬都高于内陆

省份，以吸引移徙工人，尤

其是具有更好技能的工人。

至于为什么这些出口导向型

部门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

其原因很可能是其中大多数

活动都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进行，这些子公司结合采用了先进技术和很低

的绝对工资，因而实现了更高的利润。贸易和

外国直接投资对分配的这些具体影响也可用来

解释中国部门间工资格局越来越类似于发达国

家的现象(Kwon、Chang和Fleisher，2011年)。30

除了国有企业重要性的

下降外，私人部门内工资差

距的拉大很可能是引起中国

总体工资不平等水平上升的

一大因素。但中国大型国有

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地理位置

很集中，而且该部门的薪酬

也很高，这也是促使收入不

平等水平上升的一个重要因

素 (Chen、Lu和Wan，2010
年；Galbraith，2012年)。31

中国对全球贸易开放以一个具有竞争力

的固定汇率制度作为其支撑。这有助于推进一

个有活力的结构转变进程，同时扩大高生产率

活动领域的就业。但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大部分地区，贸易自由化似乎已使劳动力转

向了生产率较低的活动，包括转向非正规活动

和陷入失业(McMillan和Rodrik，2011年)。这

样，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工业

化水平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很多的拉美。

从低薪酬经济体进口制成品所带来的竞争是否

是造成这种格局的根源？ 

最近一项研究探讨了中

国向全球贸易开放是如何对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和出

口构成产生影响的，该研

究得出了三大结论(Wood和

Mayer，2011年)。中国对那

些开放了贸易而且其产品与

中国产品类似的其他东亚经

济体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第二，“中国”对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取决于因地区而异

的其他因素。例如，1980年代拉美进口制成

一国为融入全球经济而

采取的管理方式将最终

决定全球化的相关影

响，这种管理方式不仅

包括贸易和外国直接投

资政策，而且还包括金

融和汇率政策。

中国崛起对其余发展中世

界的经济进步和公平构成

了威胁，这一共同观点似

乎有些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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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上升与该地区本身的贸易自由化有关，当

时中国向该地区的出口非常少。之后，中国出

口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已有一部分被

区域一体化计划和旨在改善

拉美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产

业政策所抵消。第三，总的

来说，“中国崛起对其余发

展中世界的经济进步和公平

构成了威胁，这一共同观点

似乎有些夸大其词”(Wood
和Mayer，2011年：第346
页)。32

还应强调的是，拉美贸易自由化对结构转

变的多数影响都是因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时

间太早或者管理不当。在很多情况下，这与货

币升值有关，而货币升值则是因为激增的资本

流入没有转化为较高水平的国内固定投资。扶

持性产业政策的削弱或逐渐退出以及国家从经济

领域的全面撤退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贸

发报告》，第二部分，第六章)。中国有利的

货币制度和拉美频繁高估的货币已对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产出构成和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结构转变所引起的

另一问题与贸易条件发展对分配的影响有关。

这很可能取决于因国家和时

间而异的情况。一国贸易条

件的变化(即：其出口相对于

进口而言的价格)是一个关键

的国别因素，会使贸易全球

化对分配的影响发生变化。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既要

考察低薪酬经济体制成品出

口的迅速扩张情况，尤其是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生产网

络的扩张情况，又要考察后者对初级商品需求

的强劲增长情况。理由是，自21世纪头十年以

来商品价格回升的规模、广度和持续时间都很

可观，这提高了出口收入，改善了资源富裕国

家的贸易条件，而其中很多国家都在拉美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

有理由认为，有利于资

源丰富部门的贸易条件效应

会带来负面的分配结果。一

个原因是，自然资源所有权

的分配通常不如其他资产那

么均衡。另一原因是，与制

造行业和服务不同，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活动不

会产生很多就业(2010年《贸发报告》，第四

章)。当贸易条件效应降低了制造业的竞争力

时，这可能会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从而有可

能将制造业的工人推向较低薪酬的工作，甚至

推向非正规领域或陷入失业。如果在经济体内

的其他领域创造了优质岗位，则可避免不平等

水平上升问题。这取决于初级部门中出口导

向型活动与现代(公共和私人)服务/制造业之间

所能确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只源于市场势力的

情况很少，通常需要有支持性的宏观经济和

工资政策，以及有针对性的财政和产业政策，

以确保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活动所产生的大多数

收入都在国内使用。尤其是，如果贸易条件的

改善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则可增加公共支

出，以便在公共和服务部门

直接创造就业，在与基础设

施开发有关的领域间接创造

就业，并在宏观经济条件有

利的情况下，在制造领域创

造就业。33

自2000年以来，大多数

拉美国家都成功地在改善其

贸易条件的同时，改善了其

收入分配。但在资源丰富的

其他大多经济体中，情况一般都不是这样(图
4.7)。难以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结论，因为数据

贸易条件改善以及促使

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初

级活动的相关动机不一

定有损收入分配……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资本积累和国内产

能建设的步伐，还需要

有扶持性的政府政策，

包括防止外部宏观经济

和金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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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不全，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来

说，尤其如此。不过，现有证据显示，图中那

些有过贸易条件改善经历的所有拉美国家也经

历过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下降，而在贸易条件恶

化的国家(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乌干达)，
收入不平等水平则上升了。相反，尽管在贸易

条件略有恶化的毛里求斯，收入差距缩小了，

但图中只有两个改善了其贸易条件的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加纳和南非)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

的问题。图中所有转型经济体尽管有了贸易条

件的改善，但其收入不平等水平却上升了，而

有关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证据则为

混合证据。

出口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贸易条件改

善通常会带来积极的财政效应，因为来自商品

出口收入的直接和间接税收通常是财政收入的

一个重要来源。在过去一个年代中，从贸易条

件改善中获益最多的国家组(非洲、拉美、西

亚和转型经济体)也是那些在1980年代和1990
年代面临低增长和低投资率问题的国家。商品

价格的上升使这些国家大大提高了其财政收

入(见第五章C节)，并使他们能够增加其经常

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公共支出，甚至可以同时减

少其财政赤字；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财政甚

至有了盈余。

增加公共投资通常是让私人投资效仿或者

平行增加其投资所必要的，这种增加使拉美在

2003年至2011年的总固定投资率平均上升了，

上升幅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6个百分点(即：从

国内生产总值的16.8%上升到22.9%)(拉加经委

图 4.7

2000-2010年若干国家的贸易条件与收入不平等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联合国贸发会
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就有些国家而言，时间段截至有数据可用的年份。阿塞拜疆的期间从2001年开始。拉美：阿根
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
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乌拉圭。撒哈拉以南非洲：加纳、毛里求斯、南非。亚洲：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土耳其。资源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
大、新西兰、挪威、美国。资源贫乏的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
本、英国。转型经济体：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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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11年)。1999-2000年度至2009-2010年
度期间，非洲、西亚(不包括土耳其)和转型经

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毛额(GFCF)业增加了，

增加幅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6%。2010年，

尽管这些投资率远远低于东亚(国内生产总值

的42%)、南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8%)和东南亚

(国内生产总值的27%)，但却是1980年代初或

中期以来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此外，这些上

升的投资率还以那些改善了就业前景的宏观经

济、贸易和产业政策作为其补充，这些政策包

括鼓励那些往往占有较高制成品份额的区域贸

易，以及采用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新立法(见
第六章的讨论)。34

改善的财政收入还有助于更好地供应公共

品，扩大公共再分配政策的范围，包括推出现

金转移方案，在有些国家(如，巴西)中，这类

方案覆盖了数百万个住户，第五章对此进行了

更详尽讨论。

总之，拉美的最新经验显示，贸易条件改

善以及促使劳动力从制造也转向初级活动的相

关动机不一定有损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将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积累和国内产能建设的步

伐。通过建立出口导向型初级部门与其余经济

体之间的联系，公共支出和一般政府政策能为

创造就业和工资机会提供支持。但除非可以防

止外部冲击，如过去一个年代中，巴西货币雷

亚尔的实际升值，否则，将无法落实合理的再

分配政策以及旨在促进经济体(尤其是制造业)
生产潜力的政策。

C.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

前节认为，Kuznets的基本观点很可能依然

有效，这个观点就是经济结构的构成是有损收

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但自1980年以来，全球化

进程已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经济体的复杂性，

而这种复杂性又使我们难以在有关各国不平等

水平的数据中发现“倒U”曲线。这种困难可

能部分源于方法问题，35 当然还源于非劳动力

收入(Kuznets仅提到薪酬的不平等)和后工业经

济部门(如，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重要程度的

提高。这是因为，相对于较缓慢的经济结构转

变而言(即：Kuznets所强调的各部门在就业和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相对份额变化)，资产价格

以及与此有关的巨大资本损益有时可能会对收

入分配产生更大影响。

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中和转型经济

体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很可能对那些铸就

了结构转变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甚至更大的

影响，并对分配才生了附带影响。在这一背景

下，本节将简单介绍这些经济体通过金融一体

化所获得的好处，然后，将集中介绍不稳定的

国际资本流动给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并根

据高生产率活动，尤其是商品部门所创造的就

业和工资机会简单介绍分配所受到的附带性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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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国际金融一体化一直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征。金融一体

化36 可带来收入和分配方面的重要好处，如，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可创造就业和工资

机会，并帮助扩大技术转让(见前节讨论)。在

为资本货物进口提供融资，以创造新产能时，

金融一体化还可带来其他好

处。从理论上讲，如果通过

提供外部融资通道，提升一

国奉行逆周期政策的能力，

并由此消除或避免衰退和岗

位流失问题，那么还可在面

临暂时冲击的情况下，减少

宏观经济的调整压力，当冲

击源于国内，而一国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发展

的关联性很小时，会有这种情况。

但，通常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宏观

经济和分配效应往往会超过这些潜在好处，

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尤其如此。

国际金融一体化所引起的跨境私人资本流动

增加会带来四大负面效应：(一) 因其波动性和

顺周期性，这类流动会引起或夸大宏观经济

不稳定性；(二) 它们对宏观经济基本面变化所

做出的反应通常反复无常；(三) 它们往往会扰

乱国内金融体系；(四) 他们往往会产生资产价

格泡沫。37 这些效应使这种跨境资本流动的利

得基本上(如不是全部的话)都被金融资产的业

主所挪用了，而损失则主要由实体经济部门中

那些从生产性活动中赚取工资或利润的一方所

承担。

至于这些渠道中的第一个，显然，进入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资金流一般呈波浪形

(即：同时经过这些国家)，而且以主要发达国

家中宏观经济条件所产生的推动因素作为其驱

动力。这些推动因素包括转型经济体与新兴

经济体之间不断加大的利率差，以及更大的全

球“风险偏好”(Ghosh等人，2012年)。38  经

验证据显示，转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私人资本

流动明显要比那些转向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流

动更具波动性(Broner和Rigobon，2006年)，而

且资本流入的激增是预测其突然终止和逆转的

良好指标(Agosin和Huaita，2012年)。此外，由

于资本流动的行为往往是顺

周期的，因此，不会消除外

部冲击对经常账户的影响；

相反，它们往往加剧这些冲

击，乃至本身成为一种外部

冲击。因此，金融一体化往

往以资金流的繁荣－萧条周

期为特点。繁荣时期的收益

大多是有限的，因为资本流量的猛增一般并不

带来更多的固定投资，或更多的资本货物进口

及技术转让，而有了这些才有助于加强增长、

结构改革和创造就业的持续进程。相反它们会

给汇率施加上行压力，这会降低国内生产者的

国际竞争力。而且在萧条时期，资本的迅速退

出会引起金融动荡和经济紧缩问题，并对就业

产生附带性的负面影响。这样，金融一体化对

分配的净影响很可能为负。

第二，资本流入通常来势凶猛，这说明它

们往往会受从众行为的影响。这会使它们超出

甚至违背那些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项目，

如：经常账户差额或通胀差异。39 这意味着，

资本流入可能会击跨这些国家的监管和政策框

架，如：审慎的监管或外汇市场干预措施。因

此，资金流入会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

实际汇率的急剧上升。结果，私人部门将不太

愿意投资，而可贸易品部门的投资则减少了利

润。同样，这将不利于创造就业和工资机会。

私人资本流入的演变与接收国的实际汇率

变动密切相关(图4.8)。但这种关联度在各国之

间有差异，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更细分证据揭

金融一体化对那些铸就

了结构转变的宏观经济

变量产生了影响，并对

分配产生了附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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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这一点。证据还显示，很多新兴市场经济

体，尤其是拉美和东欧经济体有了相当可观的

资本流入，但私人投资却没有怎么增长。甚至

在那些有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中(如，巴西、

印度、南非和土耳其)，也一直是这种情况，

为了抵消较高的通胀和转向均衡的经常账户，

这些国家的货币原本会贬值的(2008年和2011

年《贸发报告》)。相反，亚洲新兴经济体以

及智利成功地在一段持续的期间内，采用了旨

在防止实际汇率上升的系统化干预措施和资本

控制措施，因此，私人投资得到迅速增长，制

造部门的就业和工资机会也迅速增加(2003年

《贸发报告》；另见Akyüz，2011年)。如前节

所述，这说明，与金融一体化及其管理有关的

政府政策差异可部分解释高生产率部门与低生

产率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差异。

第三，金融一体化通常会使银行提供给私

人非银行部门的信贷过快上涨，对于那些按照

低于国内信贷的利率借入外币的企业、住户和

银行来说，其资产负债表还会逐渐出现货币和

期限错配问题。一旦资金流入干枯或逆转，东

道国的货币就会急剧贬值，而资产负债表中的

货币错配问题往往会加大偿债难度和增加违约

情况(2008年《贸发报告》第六章)。

但在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后，新兴经济

体开始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此作为防止资

本流入突然终止和逆转的一种自我保险形式。

外汇储备在总外国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从2000年

的36%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近50%(图4.9)。此

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部负债不再以外币计

值的债务为主导，因为已转向了外国直接投资

图 4.8

1995-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实际私人资本流入净额与实际有效汇率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国际金融研究所(IIF)的资料―“进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
量”，2011年9月。

注: 名义净私人资本流量按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2008年-100)进行缩减。国际金融研究所将以下国家定
义为“新兴经济体”：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
克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
亚、秘鲁、菲律宾、波兰、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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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价证券权益。的确，在总外部负债中，外

币计值的债务从1980年的近90%下降到2010年

略高于30%的水平。这是由经济危机发生前有

利的外部经济环境所促成的―有利的环境有

助于这些经济体更普遍地改善其债务状况，因

此，更加有能力发行以本币计值的债务。一位

观察员指出，发行本币债务的这种转变“是因

为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多地需要具有较高收益的

本币资产”(Leijonhufvud，2007年: 1839年)。

外国金融投资者对本币资产的这种日益青

睐表现为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有价证券权益

增加了：2000年至2007年期间，有价证券权益

持有额在总外国负债中的占比几乎是原来的三

倍，达到了26%左右―不过随着当前危机的

开始，该占比急剧下降了。这种增加还很可能

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来加

强其证券市场的举措有关。

有价证券权益流入的相对重要性增加可

表明金融活动相对于实体经济活动(即投资与

消费)而言的重要性增加。的确，可能伴随着

金融一体化的第四个负面宏观经济与分配效应

是，资本激增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或房地产泡

沫。经验证据显示，在新兴市场(尤其是东欧

新兴市场)以及部分非洲、亚洲和拉美，证券

市场指数变动如今已与有价证券流入密切相关

(图4.10)。这种密切相关性表明了资本流向逆

转的潜在风险，这种逆转很容易产生资产价格

泡沫，甚至信贷紧缩，并带来严重的宏观经济

后果和附带的负面分配效应。

图 4.9

1980-2010年新兴经济体外部资产与负债的构成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Lan和Milesi-Ferretti的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

注：所列数据是经过加权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数。图中涵盖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阿根廷、委内瑞
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
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韩国、俄罗斯联邦、中国台湾省、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土耳
其、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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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1990-2010年若干新兴经济体有价证券权益负债存量与股票市场指数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Lane与Milesi-Ferretti的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彭博(Bloomberg)数据库。

注: 采用了以下股票市场指数：保加利亚：SOFIX；捷克共和国：PX；匈牙利：BUX；俄罗斯联邦：INDEXCF；中
国：上证指数(SHCOMP)；韩国：KOSPI；马来西亚：FBMKLCI；摩洛哥：MOSENEW；南非：JALSH；阿根
廷：MERVAL；巴西：IBOV；智利：I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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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继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后，

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出现逆转，这给他

们的货币带来了下行压力，股票市场也一落千

丈(图4.8-4.10)。大多数国家都能消除与此有

关的大多数负面宏观经济和分配效应，这是因

为昔日繁荣年份大大改善的财政状况和所实现

的价格稳定使他们能够采取逆周期政策。但自

2009年以来，资本流入已有了引人注目的快速

恢复。

在国际金融机构各建议的鼓励下，很多

希望促进其发展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

家都为迅速融入国家金融体系做出了努力，其

中一些国家行动得有些过早。与过去三十年

中各《贸发报告》所分析的较早阶段一样。40 

(尤其见1998年《贸发报告》第三章；1999年

《贸发报告》第三章和2003年《贸发报告》第

二章)，过去五年中的繁荣－萧条周期显示，已

进行深度金融一体化的国家极易受到潜在全球

经济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如，欧元区危机的

恶化，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尤其易受

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具有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下

降)，因而通过资本流入为其赤字提供资金，但

这种资本流入不是转化为新产能而是用以刺激

现有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需求的国家。41 这

意味着，经常账户赤字的对应方是流动的有价

证券流量或者进入房地产的一次性外国投资流

量，两者都受到那些对风险失去偏好的投资者

的影响，两者都不会对生产部门的抵御能力有

好处。这种资金流入的枯竭会破坏增长和收入

分配，而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此种破坏可能

要比2008年更严重。正如第一章所述，这是因

为流入资本的逆转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而在

规避重新抬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和衰退问题方

面，可采用的逆周期财政措施余地也小得多。

D.    结  论

本章分析显示，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影响收

入分配的程度取决于贸易与金融一体化是如何

管理的。影响经济一体化性质和速度的政策会

影响结构转变进程以及高生产率活动中与此有

关的就业和工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可将经

济体分为五大类(见下文)。

 • 第一组由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组成，这

些国家经历过就业和工资结构的两极化问

题，这种两极化使中等技能工人相对于最

高技能工人和最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

水平下降了。这些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低经济体进口的制成品有了大幅上升。

在当时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下，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进口的这种迅速增加

很可能与离岸外包有关，这种活动与外国

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分工密切相关。但

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这些新特征似乎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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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企业为了适应日益全球化所带来

的竞争而做出改变的战略密切相关。1990

年代期间，这些企业通过创新投资实现了

生产率增长和产出扩大。相反，在21世纪

00年代，他们则更多地通过限制工资和减

少就业岗位的措施，以及旨在通过金融投

资提高其利润的措施，来提高其国际竞争

力。后一战略的实施得益于金融市场管制

的放松和劳动力市场的更大灵活性―这

种灵活性加强了营利者相对于工薪阶层而

言的权力。

 • 第二组由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组成，包括亚

洲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该组的决定性

特征是在高生产率活动尤其是制造业创造

了很多就业和工资机会。这些与旨在支持

生产性投资和汇率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有

关―其中的汇率管理政策保持了国内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推进使人均收入的

平均水平有了迅速增长。但其经济从低生

产率活动向高生产率活动的结构转变也加

大了收入差距和区域性不平等问题。如果

更全面地将那些目前就业于劣势领域和活

动的工人吸引到高生产率活动中，那么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或许能够在逐渐

缩小其收入差距的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平

均收入。如果从强调制造的出口导向型生

产转向更注重国内市场的生产可增加服务

活动领域的就业和工资机会，则很可能导

致稍微逊色一些的良性分配成果。这种成

果可能会放慢过去几年中所观察到的工资

增长速度，并使平等水平上升，不过平均

收入水平较低。但是正如本报告第六章所

述，如果收入政策能将所有经济部门的工

资调整与平均生产率增长挂钩，则可避免

这一问题。

 • 第三组由那些已达到某种工业化水平但却

不能保持工业深化动力的国家组成。这些

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一直伴随着去工业化进

程。其中包括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部

分亚洲的资源丰富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

的期间，尤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

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贸易和汇率政策无疑

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人均收入平均水

平的普遍下降。但商品价格的大幅上升以

及这些国家由此大幅改善的贸易为他们旨

在改善宏观经济政策姿态和财政帐目的努

力提供了便利。其中一些国家，尤其是拉

美国家已通过其他经济领域创造的优质岗

位，成功地规避了去工业化对分配所造成

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情况下，扶持性宏观

经济和工资政策，以及旨在确保商品部门

大多数收入都用于国内的有针对性财政和

工业政策，将尤其重要。

  但，其中一些国家在持续转向更平等的收

入分配时，可能会面临着巨大挑战。原因

是，良性分配成果至少有一部分是靠商品

价格飙升所带来的较高财政收入取得的。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设想这种有利的出口

收入态势会持续更长时间。尽管净粮食出

口国有可能继续从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获

益，但全球经济的长期放慢可能会减少能

源商品和贱金属出口商的有利成果，其中

很多出口商都在非洲、中亚和西亚，这些

地区的近期分配变化已经不如很多拉美国

家那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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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组由东南亚和部分非洲的国家组成，

这些国家通过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取得了某

种程度的工业化。但其大多数活动都集中

在简单劳动密集的活动，而且一直不能激

发或保持工业深化动力。在过去两个年代

中，这些国家的增长迅速，而分配成果却

很少变化(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或者已恶化(印尼)，其原因类似于上述第

二组国家。在今后几年，这些国家的就业

和工资机会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因为全

球总需求很可能会持续下降，从制造部门

下岗的工人将会转向低生产率活动领域，

甚至转向非正规服务或陷入失业。如果制

造业出口收入的下降使这些国家的经常账

户恶化，而由此产生的赤字要通过增加国

际有价证券流入获得资金，那么这种分配

效应可能会因为金融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而恶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的是要通过各项旨在促进国内大众收入的

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内需－增长－就业动

力。可通过周密设计的收入政策实现这一

目的，并通过旨在改善国内融资条件的措

施鼓励人们增加固定投资。

 • 最后一组国家主要在中欧、东欧和中亚，

这些国家完全信奉自由主义政策议程，其

结构转变进程和相关分配效应受到了金融

一体化以及企业所有权结构变革的强烈影

响。分配成果在这些国家的进一步演变将

取决于他们如何管理金融一体化，以及他

们再次确定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

取向是否会扭转不平等水平上升的趋势。

至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对分配的影响，本

章将重点考察结构转变进程以及就业和工资机

会的相关转变。但强调结构性因素并不意味着

该因素对收入分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反，

各项政策是决定分配成果的关键因素。不过，

为设计出能够尽可能实现理想分配成果的各项

政策，重要的是要理解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势力

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以及何种政策可以使

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对分配的影响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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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ghion、Caroli和Garcia-Penalosa(1999年)指出，

英国和美国的工资不平等水平急剧上升，但在澳

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日本、新西

兰和瑞典等国家中只有小幅上升，而芬兰和法国

保持了稳定，德国和意大利有了下降。

 2 另一理由是，一些经济学家(如，Krugman，1995
年)认为，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制成品的增

加量不足以导致质的差别。但，正如Feenstra与
Hanson所建议的那样(2003年)，鉴于20世纪发达

国家的结构转变，正确的比较指标不是制成品进

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而是附加值在制造

业中的占比。按照这一尺度，1913年与1990年之

间，“很多先进国家相对于商品生产而言的商品

贸易的确大幅增长了”(Feenstra与Hanson，2003
年：第149页)。

 3 这种预测以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法则”为基

础，该法则是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的主要理

论成果之一。其最简单的形式假设没有摩擦的自

由贸易将使不同国家的要素价格趋同，前提是，

具有相同的线性齐次技术，而且其要素禀赋的类

似程度足以处在同一多维锥体中。

 4 例如，见Berman、Bound和Griliches，1994
年；Berman、Bound和Machin，1998年；以及

Aghion、Caroli和Garcia-Penalosa，1999年。其

他观察员则侧重于美国，他们认为，工资溢价

的上升与1970年代后技能劳动力供应增长率的

下降有关(Card和Lemieux，2001年；Goldin和
Katz，2008年；Rajan，2010年)。仍有其他人认

为，1960年代末婴儿潮一代所导致的技术娴熟工

人供应的急剧增长。便得发展技能偏态型技术(例
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

技术)，更为有利可图(Acemogln,1998年)。

 5 Feenstra和Hanson(1999年)还指出，在更多使用高

技术设备的情况下，这两个尺度之间的贡献比对

于用以测算这种使用的方式具有敏感性。如果将

高技术设备计算为所用总资本设备在每个行业中

的占比，则贸易和技术能对收入不平等问题起到

同样好的解释性作用，而如果将高技术设备计算

为计算机和其他高技术设备新投资的一部分，则

贸易只具有微不足道的重要性。

 6 Van Reenen(2011年)表示，英国也有类似的证据。

 7 Goos、Manning和Salomons(2011年)按照这些国家

在1979年的平均工资对职业进行了排列，以考察

每类职业的总就业比例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发

展中国家没有类似证据。

 8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

 9 2008年1月1日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要求雇主签发书

面合同，这类合同将试用期限限定为两年，向那

些至少工作了10年的企业工人提供永久身份，对

解聘工人的做法进行限制，并增加解聘费。新立

法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允许工会成为工人的

真正代表；改善争端解决制度。在该法律生效前

后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显示，该法律

有效地改善了工作条件(李，2011年)。

 10 根据Banister和Cook(2011年)的资料，没有关于

中国制造业就业与劳工报酬的全国性官方统计

数据。更准确地说，人类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有

关城市正规企业的数据与农业部有关其他制造

单位(即：乡镇企业)的数据是合并在一起的。该

证据显示，尽管制造业的工人收入要比以前高，

但2008年，每小时的平均报酬只有1.36美元。尽

管难以进行跨国比较，但在2010年，该水平远

远低于中国的东亚近邻，如日本(32美元)、韩国

(16.6美元)和中国台湾省(8.36美元)。中国按小时

计算的报酬成本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水平大致持

平，如，菲律宾为1.90美元，但明显落后于那些

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12.7
美元)、巴西(10.1美元)和墨西哥(6.2美元)(美国劳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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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统计局，2011年)。类似的定性估计数据，见

Ceglowski和Golub，2011年。

 11 尽管大量流入了外国直接投资，但该投资在中国

资本形成毛额中的占比却实际上下降了。

 12 尽管可以先验地认为电子器件属于技能密集型制

成品，但众所周知，将电子器件作为发展中国家

技能密集型出口一部分的报告数据大多属于一种

统计幻象。其原因是，除了低技能的劳动力外，

这些出口很少含有出口国家自身的技术和生产要

素。证据显示，有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

已在过去一个年代左右，成功地提高了其电器器

件出口的中国内附加值，而“墨西哥和中美的大

多数出口商依然处于装配阶段”(Hanson，2012
年：第47页)。不过，其他证据显示，中国出口

品占据了美国某些产品类别的空缺低价市场，当

然，不一定是劣质产品(Schott，2008年)。

 13 由于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会给东道国带来债务责

任而且不会有投机性心理，所以更加强了这种投

资作为促发展手段的吸引力。但利润汇款在一段

时间的累积实际上可能最终会对国际收支产生负

面影响。

 14 一些侧重于较早期间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结果。美

国有关制造企业的一项研究对1982-2004年进行了

考察，结果发现跨国公司的国内活动水平和国外

活动水平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Desai、Foley
和Hines，2009年)。但这一结果可能对合项所在

的层级和被考察的期间具有敏感性。的确，在更

低合项层对美国和中国特定部门所进行的一种重

点分析显示，这两个因跨国活动而紧密关联的国

家之间具有显著的劳动力替代关系(Ebenstein等
人，2012年)。此外，正如正文所述，证据显示，

美国企业最近转向了一种伴随着海外就业增加和

本国就业减少的商业模式。

 15 有关美国和中国的证据显示，甚至部门一级也可

能存在着这种劳动力替代。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中国就业增长最多的产业部门一直是美国就业下

降的部门(Ebenstein等人，2012年)。但本证据所

采用的样本期间止于2005年，因此，没有涵盖最

近几年，而在这几年中，中国的工资有了强劲增

长，而人民币升值则进一步提高了按美元测算的

单位劳动力成本。因此，不清楚该研究的观察结

果是否依然有效，退一步说，甚至不明确是否可

以预计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

 16 例如，经合组织(2011年:第113页)发现了“(极具)
统计显著性的强”效应，这说明“放松外国直接

投资监管(以吸引更多外部投资)与工资不平等水

平上升之间具有相关性”。基金组织(2007年a)也
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流入外国直接投资和发达国

家的流出外国直接投资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并

将这一情况归因于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技能

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

 17 Milberg和Winkler(2010年：第276页)指出，“全

球生产网络的扩张在公司战略演变中具有双重作

用。生产全球化所减少的成本为非金融公司部门

的金融化提供了支持，因为它可提高利润，减少

这些利润用于国内再投资的必要性，然后将收入

用以购买金融资产，以此提高股东回报”。这些

作者还对各研究进行了评述，指出，在若干发达

国家中，股东价值最大化与创新之间为逆相关。

 18 在全球生产分工中，贸易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可能

尤其密切，因为“如果没有低廉的信息技术，离

岸外包活动将无法想象，如果不是为了将全球供

应链有效的延伸到低薪酬国家，信息技术也不会

这么低廉”(Milberg与Winkler，2009年: 第3页)。

 19 Draca和van Reenen(2011年)集中研究了欧洲国家

的企业和来自中国的进口，结果发现，那些因进

口中国产品(如，家具、纺织品、服装和玩具)而
面临更激烈竞争的欧洲行业与技术变革之间具

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证据显示，在2000-2007年
期间，与中国之间所增加的贸易约占了欧洲技术

升级效应的15%。其中有一半效应实际上与研发

支出增加所引起的更快技术变革有关，这表现为

专利数量的增加，而另一半效应则与行业规模缩

减有关。

 20 如果列入2000-2010年期间的数据，那么除了建筑

业就业显示为负增长外，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实

质性影响(类似证据，见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1
年)。

 21 这一概念的基本原理来自代理理论，该理论认

为，如果代理人(即：公司经理人员)不受市场

纪律的约束，那么委托人(即：股东）及其代

理人之间的利益可能会出现紧张。公司接管是

约束经理人员的一种方式，而公司股票的回报

率则可作为测算公司业绩的一种指标(Jensen和
Meckling，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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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lberg与Winkler(2009年)对各研究进行了评述，

这些研究显示，离岸外包活动对于劳动力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具有某种作用。

 23 至于那种专注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行为对

旨在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见

2007年Mintzberg的生动描述，特别是第9-10页
的描述。

 24 将制造活动从中国转回美国，还有助于平稳舒缓

失衡问题。

 25 Ed Crooks，“把工作岗位转回本国将使通用电气

公司承担10亿美元的风险”，《金融时报》，2012
年4月3日；Sylvain Cypel，“南卡罗来纳州变成

汽车生产中心”，《世界报》，2012年5月8日。

 26 尤其是，旨在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的政策可

阻止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7 中国的分配走势大大不同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早

期所奉行的“公平增长”模式。正如2003年《贸

发报告》(第五章)所述，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迅

速工业化和制成品出口的增长以劳动生产率的显

著提高为其基础。因此，这些经济体的制造商可

在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实现工资的迅速增

长。1975-2000年，韩国在其迅速追赶经济期间

的工资增长有着广泛的基础，这反映该期间工资

不平等水平(即，有技能工人相对于无技能工人而

言的工资收入)的持续下降(Kwack，2012年)。

 28 住户登记制度或户口制度一直是城乡之间不平等

性发生演变的一大因素。尽管妨碍城乡之间人口

流动的这种法律障碍有助于防止大规模贫民窟的

问题，但也意味着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

于城市工人。塞尔登与吴(2011年)指出，在1980
年代初以前，这种户口制度将村民束缚在其所在

地。但更近一些时候，该国已将劳动力引向制造

活动和城市地区，但保持了高度差异化的工资和

薪酬结构，这使企业和国有单位能有大量的储蓄

和投资。

 29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区域不平等问题

的举措，包括“‘西部开发’活动”。该活动于

1999年推出，将目标锁定在所划分的东、中、西

部。2005年正式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运动，该运动旨在缩小城乡差距。2006年10月，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宣布，政府开

始全面出击不平等问题。国家制订了各项措施，

鼓励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增加了面向穷人的教

育和医疗经费，并将需求从投资和出口转向了国内

消费和公共服务(Zhu和Wan，2012年：第85页)。

 30 在墨西哥，外国直接投资在总产出中的占比与行

业间工资差异之间也呈正相关(Lopez Noria，2011
年)。

 31 在俄罗斯联邦，融入世界经济，再加上私有

化以及部门就业和工资结构由此发生的巨大转

变，也影响了收入分配。但在这种情况下，国

有企业工资的增长低于私人公司(Gimpelson和
Lukyanova，2009年)。此外，区域性不平等水

平的增长源于金融领域收入的增长，在莫斯科

和圣彼得堡尤其如此，另外，还源于地理位

置高度集中的建筑和工业生产的大幅收入增长

(Galbraith、Krytynskaia和Wang，2004年)。

 32 McMillan和Rodrik(2011年: 第75页)为这些结论

提供了支持，他们认为，“不管全球化的贡献如

何，都必须极大地依靠本地情况、本国政策制定

者的选择以及本国增长战略。”的确，拉美贸易

自由化对结构转变的多数影响都归因于：各国不

成熟的或者未加监管的金融一体化，通常具有关

联性的货币升值，扶持性产业政策的削弱或者逐

步退出，以及国家从经济体中的普遍撤退(详见

2003年《贸发报告》的讨论)。

 33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智利从1987年至1992年的经

历。在该期间，智利经济的累积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为40%，就业增长率为27%(相当于100万个

岗位)。这种扩张主要受出口所驱动。出口对总需

求增长的贡献率为30%以上，如果在计算时，将

各出口导向型部门的投资和新创收入所带来的较

高消费列入考虑，则可发现，“出口联合企业”

占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70%和就业增长的66% 

(拉加经委会, 1994年)。但只有少数岗位是在主要

出口部门内部创造的：采矿业和渔业对总就业增

长的贡献率不足2%。大部分新岗位都是在不可贸

易品部门(零售、建筑)和制造业创造的，这类部

门几乎完全面向国内市场。当时，极为有利的实

际汇率对于产生出口类收入的强大乘数效应具有

重要作用。尤其是，国有铜业公司是将出口收入

引向较高内需的补充手段。

 34 至于拉美一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

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在过去一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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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所推出的部门政策方案，见Peres(2011年)的评

述。

 35 例如，有关Kuznets假设经验效度的方法学争论，

见Anand与Kanbur，1993年。

 36 金融全球化指跨境金融持有额的增加、国家外部

资产(如，以外汇表示的私人金融资产和流出外国

直接投资存量）和负债(如，私人欠外国债权人的

债务、非居民的有价证券投资以及流入外国直接

投资)总数的增加；另见基金组织，2007年b。

 37 思路略有不同的类似论点，见Akyüz(2011年)。其

他人则认为，只有在能够避免过度借款和债务累

积问题且在国内金融市场很发达的情况下，国家

才能从金融全球化中受益(基金组织，2007年b)。
但，欠发达金融市场正是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

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因此，对于发展中和新兴市

场经济体来说，这一论点没有多少操作性用途。

 38 尽管这些波浪的发生取决于全球推动因素，但因

国家而异的拉动因素将决定进入该经济体的金融

流量。这些拉动因素包括经济表现、资本账户的

开放程度和制度因素，如：汇率，因为预期汇率

变化会影响金融投资的预期回报。

 39 Leijonhufvud(2007年)讨论了发达国家金融机构

的风险管理做法是如何引起过度冒险和新兴市

场“短视”投资战略问题的。

 40 综览见联合国贸发会(2012年)，尤其见第5.2节。

 41 在一些亚洲国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与收入比似

乎较高(Balakrishnan等人，2012年)。但这些市场

的价格很可能被那些也会进入离岸金融中心的资

金流入所抬高，如，没有全面数据可用的毛里求

斯。

图4.4所涵盖的国家:

所含国家组如下：

拉美(10个)：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

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

哥、巴拉圭和秘鲁。

亚洲发展中国家(7个)：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

坦、韩国、新加坡、泰国和土耳其。

非洲 (5个 )：加纳、毛里求斯、摩洛哥、南非、突

尼斯。

以下是所涵盖的82个低薪酬经济体

发达国家(1个)：保加利亚

转型经济体(13个)：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塔吉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

拉美(6个)：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

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亚洲发展中国家(23个)：阿富汗、孟加拉、不丹、柬埔

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基里巴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

古、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萨摩亚、所罗

门群岛、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瓦卢、

瓦努阿图、越南和也门。

非洲(39个)：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

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科特

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

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

里、毛利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卢

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里昂、索

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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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个令政策制定者满意且被整个社

会接受的收入分配格局一直是财政政策本身的

目标。这是因为即使不同人口群的贡献各不相

同，这也有利于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并使

整个社会能够参与总的经济增长进程中。但也

应将实现一个能够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收入分配

格局视为中间目标。基于这两个原因，发展中

国家有必要在其发展战略中认真考虑财政政策

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 

至于财政政策应该努力实现怎样的收入分

配和为什么要实现这种分配，共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基于供应方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一种有

利于营利和那些具有更大储蓄倾向的较高收入

群体但却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将能促进增长。

这是因为这有望带来更多的投资，因为净利润

和总储蓄增加了。另一种是基于需求方的观

点，该观点认为，有利于那些具有较低储蓄倾

向的中等和低等收入群体而且更加平等的分配

将能加强国内消费和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就业，

因为企业所预期的需求较高。在两种情况下，

实际产能投资都被视为经济进步的驱动力。

在战后时代的头三个年代，后一观点在有

关收入分配、投资、增长和经济政策联系的思

潮中占了主导地位，在最发达国家中，尤其如

此。这些政策减少了不平等，加快了增长和减

少了失业。但自1970年代后期起的政策取向转

向了前一观点，结果使不平等水平上升、失业

上升和增长放慢。

除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外(见本报告第六章的

讨论)，财政政策提供了可用来影响收入分配的

主要工具。这些工具包括税收、社会转移和公

共服务供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旨

在影响收入分配和支持增长进程的努力中，所

有这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对1980年

代初以来大多数国家不平等水平上升的原因进

第五章

财政政策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A.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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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估时，必须了解该财政政策在这一背景下

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影响收入分配只是若干财政政策目

标之一。但即使有关公共收入获取方式和公共

支出分配方式的决定不是专门为了影响收入分

配，也必然会使分配朝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

发展。因此，必须从更广泛的视角，对宏观经

济政策和那些很少有助于降低不平等水平的结

构改革进行重新定位，并以此为背景来看待过

去三个年代中的财政政策行

为；的确，这些改革通常还

使不平等水平上升了。

从1970年代中期起，发

达国家的财政政策逐渐转变

了其焦点，以消除税收所带

来的“市场扭曲”问题。同

时，政策决定往往会更加强调财政收支平衡，

而对宏观经济或发展需求的重视程度则远远不

如过去。普遍倾向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

用，这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认为有必要进行

预算调整，都要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

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很多国家中，有利市场的税收改革降低

了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边际税率，助长

了公共收入体系中那些会对收入分配产生累退

效应的元素(即：往往会提高收入不平等水平的

元素)。这一新取向也铸就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

政策，在这些国家中，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

政策改革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条件和建议

的强烈影响。这些机构还强调，有必要加强公

共部门的财政状况，减少政府的资源分配的干

预(2006年《贸发报告》第二章)。

本章将讨论有关收入和支出的财政政策是

如何影响不同社会和收入团体的收入分配，以

及如何通过修改这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的。

该章认为程度更高的累进税制可帮助减少收入

和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同

时又不会减少人们进行固定

资本、创新和技能投资的积

极性。就公共支出而言，社

会转移和社会服务供应可减

少市场势力和不平等初始禀

赋给社会所带来的不利分配

后果。已采用的或可建议采

用的具体工具组合将因各国现有的具体情况而

异，尤其是，将取决于各国的发展阶段、行政

能力和社会偏好。

本章布局如下。B节将回顾税收制度设计

的一些重大变化，以及过去30年中那些似乎提

高了不平等水平的公共支出格局。本节还将介

绍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为减少不平等而在更近

一些时候采取的财政政策措施。C节以这些经

验和进一步的理论考虑因素为基础，为那些将

会在加强增长和发展动力的同时减少不平等的

财政措施提供一些建议。

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在其

发展战略中认真考虑财

政政策影响收入分配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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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政与收入分配

从1970年代中期起，在一些有影响力的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中间，出现了一种日益

一致的观点，即：需要对税制进行普遍修改，

以实现更大程度的税收“中立”(Tanzi，1987

年)。这是经济范式中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其所依据的观点是，1970年代发达国家和某些

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滞胀(即：高失业与高通

胀)有一部分与国家干预所带来的扭曲效应有

关(详见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B节)。结

果，货币政策开始以旨在抑制失业上升问题的

举措为代价，而优先考虑了旨在抗击通胀的举

措。当时认为，如提高“聘用和解聘”条件以

及工资确定的灵活性，并使收入分配朝着有

利营利的方向转变，则可解决失业问题。有

关“好税收制度”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原来的

观点明确将扭曲问题引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运行中，后来的观点则尽量减少了这种扭曲

问题(Steinmo，2003年)。这种转变的基础是市

场效率信条的复兴。根据这一观点，应将税负

和政府支出保持在最低水平，税负分布和公共

支出分配应主要取决于效率标准(McLure，1984

年；Musgrave，1990年)。只在需要避免极端

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才应发挥分配性考虑因素

的作用，而且应该主要通过支出来减少这种平

等问题(如，Engel、Galetovic和Raddatz，1999
年)。当时认为，对那些处于收入等级高端的

采用较高的公司利润税和较高的边际收入税率

会放慢经济活动，而且对于收入和财富的再分

配不起作用(Bird和Zolt，2005年)。

在增长缓慢和失业上升的情况下，经济

思想的转变也会影响广大公众对于“社会可接

受”内涵的看法。尽管减少累进税会使不平等

水平上升，但在发达国家，很少有民众反对，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税制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

一样，是恢复增长和避免公司将生产迁往国外

的唯一方式。同样，在发展中国家，旨在向资

本所有者尤其是跨国公司提供广泛税收优惠的

政策被视为“社会可接受的”或“理想的”，

因为可促进外国资本流入。

2. 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

在发达国家，税制改革通常包括：按比

例缩减个人所得的累进税率，尤其是收入等级

高端的边际税率；减少所得税等级的数量；削

减公司税率；消除缴税漏洞和课税豁免以拓宽

所得税税基；提高间接税税率(尤其是增值税)

B.  财政政策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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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缴款(Sandford，1993年：第10-20

页)。

据称，税收结构的变化是为了让税制更

具“中立性”，这种变化对某些利益群体所带

来了好处超过了其他利益群体。在大多数情况

下，消除缴税漏洞和课税豁免都能减少较高收

入群体各纳税人的某些特权。同时，收入和资

本税的减少与消费税的增加带来了税负的重新

分配，加重了较低收入群体的税负。这些税收

结构变化的总体影响使税收的累退程度增加。

的确，对经合组织国家税收改革进行的评述发

现，没有一个国家的税制出现累进程度增加的

情况(Steinmo，2003年：第223页)。

税制的再分配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以及个人所得税

率表的累进程度。在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发

展中国家，所得税是公共收入的最大来源(表

5.1和5.2)。在2006-2010年期间，发达国家的

所得税，包括公司所得税，平均占了总税收的

46.5%，而累退增值税平均为27.3%。自1980

年代初以来，所得税的占比下降了，而增值税

的占比则持续上升。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可作

为测算税制累进程度的适当指标，该比率已从

1980年代上半年的2.42%下降到1990年代上半

年的2.03%，以及2006-2010年期间的1.70%。此

外，将所得税的等级列入考虑也很重要。尤其

是，尽管高端收入者只占了人口的一小部分，

但收入等级高端的边际税率却是总累进税的一

个重要因素，因为他们通常占了总所得和总所

得税收入的大部分。然而，在经合组织国家

中，处于收入等级高端的边际个人所得税率则

从1970年代后期的平均71%下降到21世纪00年

代后期的57%左右(图5.1)。

表 5.1

1981-2010年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指标

(在当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总收入与赠予 41.6 42.5 42.8 42.2 41.5 41.8
其中：

税收 26.6 27.8 26.9 26.3 25.9 26.0
其中：
增值税 5.5 6.1 6.3 6.7 7.0 7.1
国境税 0.9 0.8 1.1 1.1 0.8 0.6
所得税 13.3 13.9 12.8 12.3 12.0 12.1
其中：
公司所得税 2.5 2.7 2.7 3.1 3.2 3.5

其他税收 6.9 7.0 6.7 6.2 6.1 6.1
社会缴款 9.5 9.7 10.9 10.3 10.1 10.0

其他收入a 7.3 3.3 5.1 6.1 5.4 5.3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2.42 2.28 2.03 1.84 1.71 1.70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欧统局的统计数据库；经合组织的StatExtracts数据库。

注:  数据指广义政府收入平均观察的五年平均数。

a	 包括资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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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1991-2010年若干地区的财政收入指标

(在当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非洲
总收入与赠予 22.1 21.0 23.8 28.2
其中：

税收 14.4 14.0 15.0 16.4
其中：

增值税 4.4 4.4 4.9 5.4
国境税 5.3 5.0 4.2 4.2
所得税 4.0 4.2 5.1 6.2
其中：

公司所得税 2.5 2.4 2.3 3.4
其他税收 0.7 0.4 0.8 0.6

社会缴款 2.0 1.8 2.3 2.7
其他收入a 5.6 5.3 6.5 9.1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0.91 0.95 1.04 1.15
拉美
总收入与赠予 21.3 22.7 23.9 27.3
其中：

税收 12.5 13.8 14.8 16.7
其中：

增值税 4.7 5.4 6.4 7.3
国境税 1.8 1.6 1.3 1.2
所得税 2.8 3.3 3.6 4.7
其中：

公司所得税 2.0 2.2 2.2 3.0
其他税收 3.2 3.5 3.5 3.4

社会缴款 2.9 2.8 2.8 3.1
其他收入a 5.9 6.1 6.3 7.5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0.60 0.61 0.56 0.64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总收入与赠予 20.9 19.6 19.2 20.7
其中：

税收 14.4 13.8 13.7 14.9
其中：

增值税 4.5 4.5 5.2 5.6
国境税 2.4 1.7 1.5 1.4
所得税 4.8 5.4 5.4 6.2
其中：

公司所得税 3.0 3.1 3.5 4.3
其他税收 2.7 2.2 1.6 1.7

社会缴款 0.7 1.2 2.2 3.0
其他收入a 5.8 4.6 3.3 2.8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1.07 1.20 1.04 1.11
西亚
总收入与赠予 28.5 30.3 34.6 35.8
其中：

税收 5.5 5.9 6.5 6.9
社会缴款 1.0 2.1 1.8 3.8
其他收入a 22.0 22.2 26.3 25.1

转型经济体
总收入与赠予 .. 28.0 29.9 34.2
其中：

税收 .. 18.7 18.3 20.6
其中：

增值税 .. 8.8 10.1 12.2
国境税 .. 2.1 1.9 1.9
所得税 .. 4.9 5.1 5.9
其中：

公司所得税 .. 2.7 3.3 3.3
其他税收 .. 2.9 1.2 0.6

社会缴款 .. 8.5 8.6 9.2
其他收入a .. 0.8 3.0 4.4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 0.56 0.50 0.48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库CEPALSTAT；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
望》与《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以及各国资料。

注:    数据指广义政府收入平均观察值的五年平均数，但以下国家除外：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些国家
的数据指非金融公共部门的数据。有关发展中国家组的构成，见表5.3。

a 包括资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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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些税率

都下降了，但整个税收体系的累进程度这些国

家之间有差异。其中一个原因是财富征税模式

不同(Piketty，2010年)。例如，1970-2005年期

间，法国不动产和财富税的演变与英美的演

变截然不同(Piketty和Saez，2007年)。自1980

年代初以来，对于这些国家中那些处于收入分

配最高层且持有大部分资本的群体来说，平均

个人所得税率、工资税、不动产税、赠予与财

富税，以及公司税(仅指美国)一直在下降。相

反，法国整个税收体系中的累进程度几乎没有

变化，因为自1980年代以来，财富税的推出和

遗产税的提高足以抵消个人所得税率的下降。

同时，在法国的可支配收入分配中，不平等上

升的幅度远远低于英国和美国。

新自由主义税制改革的支持者主张减少

累进征税，理由是，这会减少要素分配中的

扭曲问题，从而改善经济体的效率，并对全

民的毛收入产生积极影响。经合组织赞成这

一观点：“致力于更大程度的税收中立是因

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从效率角度看，比

例税制成为理想选择的可能性要大于累进和

选择性税制”(经合组织，1989年：第184-185
页)。但税收“中立”会提高经济效率这一观

点所采用的经济模型没有考虑到现实世界中众

多的市场失灵问题和初始禀赋不平等情况，

而这正是差别征税所要纠正的问题(例如，见

Aiyagari，1995年；Koskela和Vilmunen，1996
年；Pissarides，1998年)。该观点还忽略了收

入分配对内需水平的决定性作用。

对高收入群体和利润征税较低的税可从两

方面提高投资。首先，一般认为较高的净利润

会增加公司进行再投资的积极性和资金来源。

第二，收入等级高端的净收入增加有望提升总

储蓄，因为这些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高于平

均水平。而这又类似于让投资自动增加。随着

1990年代全球化的推进，还有理由认为，有必

要减少税负，尤其是利润税负，因为较高的公

司税会对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此

外，较低的公司税有助于防止公司将生产迁往

低税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大多为低薪酬国家)。

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消费倾向下降且对需

求增长的预期恶化，那么投资增长的可能性将

不太大，在劳动力和现有产能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的确，旨在增加总储

蓄因而降低了大众消费的政策更有可能减少投

资和进一步削弱产出增长。

图 5.1

1975-1979年与2004-2008年若干经合组织 
国家位居前列的边际所得税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 Piketty、Saez和Stantcheva，2011年。

注: 数据指每个期间的均数，指中央和地方
政府这两级的个人所得税。在没有有关
这些期间的数据可用时，则采用1975年
后的头五年期间和最近的五年期间(详见
Piketty、Saez和Stantcheva，2011年，附
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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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经合组织国家税制

改革尽管降低了税收结构的累进程度，但却没

有提高总体效率和加快增长(Piketty、Saez和
Stantcheva，2011年；另见图5.2A)。但在这些

国家中，最高档税率的下降幅度是预测税前所

得集中度提高的良好指标(图5.2B)1 。最高档

边际税率的降低也会鼓励那些主要来自最高一

挡收入群体的股东更多地分配公司利润，而不

是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这种收入反过来更

有可能以购置现有资产的形式储蓄起来，而不

是用于消费(Bakija、Cole和Heim，2012年)。

总之，很多发达经济体在上个世纪末的税

制改革都以最高收入住户为其主要受益者，但

当最高边际税率的下降被那些具有累进税负归

宿的其他税的增加所抵消时，则不在此列。但

尽管税收系统的累进程度和公司税下降，增长

依然很缓慢而失业却较高。

3.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公共

收入

(a) 公共收入结构

政府收入的结构和收取水平在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表5.1和表5.2)。在

发展中国家(尤其拉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

体，所得税在总公共收入中的占比远远低于发

达国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累退增值税

和其他收入(如，特许权使用费和国家财产税)
则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在总税收中，所得税收入的占比较低而增

值税的占比较高说明，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

总体税制累退程度高于发达国家。在2006-2010
年期间，拉美所得税(包括公司所得税)在总税

图 5.2

1975-1979年至2004-2008年，若干经合组织 
国家最高档边际所得税率变化、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 
最高1%所得份额

资料来源:   Piketty、Saez和Stantcheva，2011年。

注: 数据指每个期间的均数变化，除非另有说明，
数据将指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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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中的占比最低(28%)，而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则最高(42%)。非洲增值税的占比最低(33%)，
而转型经济体则最高(59%)。

 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中国家得自特许

权使用费和国家财产(尤其是开采业)的公共收

入份额较高，因而减轻了其税制累进程度较低

对收入分配所带来的影响。这种较高的份额主

要与石油和矿产出口有关，因此，不是向国内

纳税人收取的税。但其在总公共收入中的占比

会因地区而异。2006-2010年，这些收入占了非

洲国内生产总值的9.1%和拉美的7.5%；西亚的

这种占比尤其高(25.1%)，而

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则很

低(2.8%)。不过，发展中国

家税制对再分配的影响相对

有限，这不仅与其总体结构

有关，而且与公共收入在国

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普遍较

低有关。

由于非正规部门很多而政府能力又有限，

所以难以收取直接税和累进税，在早期经济发

展阶段，尤其如此 2。此外，在收入分配很不平

等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累退征税，非工

资收入者逃税的情况很普遍。这更加大了不平

等问题，因为较富裕人口有更多的逃税机会和

技巧。根据税收正义网(2011年)的估计数据，

逃税或避税使全世界每年的税收减少了3.1万亿

美元。同样，转移定价(指跨国公司内各关联企

业之间的国际交易定价)使跨国公司能够将利润

转到低税或无税的管辖区，因而以不公平方式

剥夺了一国的税收(Jomo，2012年)。

在过去三个年代中，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

济体的税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这与国际金融

机构的建议及其贷款条件有部分关系，在1980
年代和1990年代，尤其如此。在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于1979-1989年期间提供的所有调整

贷款中，约有50%附加了与财政改革有关的条

件，并有50%以上附加了与贸易改革和政府

财政合理化(含税改内容)有关的条件(Webb和
Shariff，1992年：第71页)。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改革主要侧重于三个

传统财政政策职能中的两个(Musgrave，1959
年)：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源有效分配。第

三项职能是影响收入分配，该职能不太受重

视。尤其是在开始时，国际金融机构建议的重

点是创造更多收入，以使国家能够如期偿债和

减少财政赤字。从1990年代

初起，他们不仅比以前更加

注重鼓励一种被视为能够更

有效地将收入分配给私人生

产和投资的分配方式，而且

还更加注重公平和税收管理

(世界银行，1991年：第9-10
页)。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有利市场的其他改

革一样，财政结构变化一般需要在效率(需要

尽可能依靠市场势力实现最优化)和公平(需要

政府干预)之间进行取舍。

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减少了贸易的各

种赋税和关税，从而使公共收入下降，这种下

降有一部分由所得税收入的增加所弥补，还有

一部分由税基更广的消费税尤其是增值税所弥

补。如果将所得税收入与增值税收入之比视为

粗略指标，那么1990年代(很可能还有没有全面

数据可用的1980年代)的这种税改似乎导致了一

种累退程度更高的税制。1980年代，在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有数据可用的14个国家中，有10个
国家的该比率下降了(Sáinz和Calcagno，1992
年)。之后，该比率又再次下降，从1990年代

上半个年代的0.6(这个水平已经很低)下降到

2001-2005年期间的0.56，然后又在2006-2010
年期间上升到0.64。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税

收结构的累退程度高于

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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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比率首先于1990年代的上半个年代的1.07上
升到1990年代后期的1.20，然后又于2006-2010
年期间下降到1.11。与这两个地区不同的是，

在非洲，过去20年中的所得税收入与增值税收

入之比一直在持续上升，从1990年代上半个年

代的0.91上升到2006-2010年的1.15。相反，转

型经济体的这一比率基本上都下降了，从1990
年代下半个年代的0.56(这个水平已经很低)下
降到2006-2010年的0.48。尽管这一粗略指标

没有考虑所得税等级可能发生的变化或者各收

入团体在消费不同数量的不同货物和服务类型

时可能存在的增值税率差异，但却表明税制演

变已变得更具累退性了。

(b) 公共收入水平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税制都更具有累退性，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总公共收

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平均起来要远远低

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在累退税收结构下，税收

系统要依赖低等和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

但由于该税基较小，所以这一来源的收入也

有限。

2006-2010年期间，发达国家总公共收入

和赠予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30%一直

到将近60%，平均水平为41.8%(表5.1)。这远

高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非洲的占

比平均只有28.2%，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为

20.7%，拉美为27.3%，转型经济体为34.2%，

西亚为35.8%(表5.2)。因此，平均而言，发展中

国家通过财政措施影响收入分配的余地较小。

税收结构变化对总公共收入的影响在各国

之间有差异。一些研究发现，1980年代和1990
年代，很多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共收

入都下降了，这种下降大多与收入和贸易赋税

的下降有关(Heady，2001年；Khattry和Mohan 

Rao，2002年；Gemmell和Morrissey，2003
年)。此外，通过贸易自由化而预期提高的效率

没有实现，其部分原因是没有原本可以用来弥

补贸易税收损失的财政计划(Rodrik，2006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现有数据显

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财政收入很少增

加。1980年代拉美和加勒比的14个国家中，有7
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降了

(Sáinz和Calcagno，1992年)。平均而言，1995
年后，尤其是2005年后，拉美国家的该比率略

有上升，因为税收和非税收入都上升了。

1990年代下半个年代之前，非洲总公共

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一直在下降，

之后，尤其是2005年后，该占比开始恢复，

当时，商品出口收入的上升提高了非税收

入。1995年至2005年期间，东亚、南亚和东南

亚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下降了，

但随后得以恢复，几乎回到了1990年代上半个

年代的水平。平均而言，西亚国家和转型经济

体的预算因其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

比持续上升而获益。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公共收入下降的

情况下，政府可用以促进发展进程和改善收入

分配的余地减少了，在缓慢增长妨碍了非洲和

拉美国家扩大收入和消费税基的情况下，尤其

如此。在这些年期间，这些国家在国际资本市

场上借款也很困难，而其大部分公共收入却被

其很高的外债和偿债利息所消减。因此，即使

在公共收入上升的情况下，也没有足够多的资

金可用于旨在促进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公

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具有互补性)或用以增加

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支出。

国有企业盈余原本可成为另一收入来源，

在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尤其如此。

但从1980年代中期起，大多数国家的很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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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包括开采业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私有

化，收入大部分都用以偿还外债。为获取必要

的外汇，经常通过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

措施促进私有化活动，而从

自然资源开采中获得的租金

(即：自然资源销售值与开采

成本之差)通常按照明显有利

于跨国公司的方式分配。这

也大大减少了政府收入的增

幅(2005年《贸发报告》第三

章)。只是在近几年中，一些

政府才开始与开采部门的跨国公司重新洽谈其

合同(见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E节)，这

部分反映在表5.2“其他收入”项目的数据中。

为按照所短缺的这部分收入对公共预算进

行调整，很多国家都减少了公共服务供应，或

者不能根据其人口增长需求来扩大预算。其中

很多国家都按照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对公共服

务(如，教育、保健和公路)收费，以前这些服

务是免费的。尽管这些措施对财政收支的正面

影响似乎有限，但却从各个方面对可支配收入

产生了不利影响，具体影响

要视不同用户的收入状况而

定。例如，在发展中国家，

征收公路使用费主要会影响

到那些作为这类服务主要消

费者的较富裕家庭。相反，

学费，尤其是初等教育学费

和医疗费则更具有累退性，

通常会使社会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无法使用这

类服务3。这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和未来原始

收入分配带来负面后果，因为会使最贫困住户

成员的技能长期处于低水平。

在较低收入国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

(ODA)，尤其是为财政改革国家提供预算支持

的官方发展援助，原本可以用来弥补国内公共

收入下降问题。但在1980年代，人均官方发

展援助流量开始停滞，而在1990年代上半个

年代，该流量的人均值和绝对值甚至大幅下降

了 (2008年《贸发报告》第

五章)。

从 1990年代中期起，

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的官方发

展援助拨款开始回升。但其

中很多增长都面向少数几个

刚刚摆脱数年冲突问题的国

家，或者以债务减免形式提

供，因此，对当前预算的影响有限。尽管官方

发展援助增加了，但为了采取措施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尤其是在2000-2015年期间将贫困减

半的目标，实际官方发展援助流量与实现这些

目标所需的预估援助量之间还有很大缺口(每
年大约为500-600亿美元)。另一方面，健康、

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所占的

比例日益增加，这对受援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

积极影响。但这类用途在官方发展援助中的占

比增加意味着旨在促进增长的经济基础设施

和产能投资在官方发展援助分配中的占比下降

了，因此，这种增加对转变

结构和创造新就业和工资机

会的影响有限(2008年《贸发

报告》第五章)。

2000年后，发展中和转

型经济体公共收入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占比普遍上升，

其原因各种各样。在有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国

家，官方发展援助流量的增加是其中的主要原

因之一，但这种上升一般与税收增加有关，在

初级部门占了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则

与商品价格上升有关。

在所有地区中，2006-2010年期间公共收

入的上升都与间接税和所得税的上升有关。但

……但拉美和其他地区

的近期经验显示，累进

税收可改善财政收支、

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有

利市场的税制改革需要

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进行

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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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出口国非税收入的增加也同样重要。在从

1990年代后期至2010年期间，商品价格的上升

帮助这些国家大幅增加了其财政收入，在有些

情况下，增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12个百

分点(2011年《贸发报告》，表2.1)。4 

就拉美而言，有证明表明，近几年商品租金

比重的上升部分一直被国家取得(Cornia 、Gómez-
Sabaini和Martorano，2011年)。但一些拉美国

家为引进累进程度更高的税收体系而进行的税

制改革也驱动了公共收入的上升。例如，乌拉

圭引进了新的劳动力所得累进税和单一的资本

所得税，同时减少了某些间接税，其目的是改

善财政收支、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据估计，

这种改革在没有产生任何明显抑制作用的情况

下，帮助降低了基尼系数，并进而降低了个人

所得分配中的不平等水平―降幅为2个百分

点(Martorano，2012年)。

4. 财政空间与公共支出

国家收入体系的设计和公共支出格局会对

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影响各异。累进税制会

影响所有收入群体及其相对收入，包括中等阶

级和最高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支出方

而言，社会转移以及免费或有补贴的公共服务

供应通常面向特定群体，如，最贫困人口、多

子女家庭、老人和失业者。从这个角度看，社

会支出更适于用来防止或减少贫困和保护那些

处境尤其不利或者尤其易受影响的社会群体。

但至于旨在减少不平等水平的公共支出究竟应

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面向特定社会群体，还

有待讨论(联合国/经社部，2008年)。

为了在不增加社会总支出的情况下，实现

社会目标，尤其是减贫目标，多边金融机构和

双边捐助者通常建议将目标对准最有需要的特

殊群体，而不是力求更普及的覆盖面(Besley
和Kanbur，1990年；Gelbach和Pritchett，1995

年)。这可能意味着，某些群体可能获得更大

支持，而那些出于其他原因也可能需要社会

支持的其他群体则可能需要做出牺牲，或者有

可能要牺牲那些对于促进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进

程具有重要性的公共支出。还有理由认为，

确定目标需要行政能力和交易成本，而选择

目标群体则可能会常常受到政治利益的影响

(Mkandawire，2007年)。确定目标还会带来社

会分割和分化问题，而这可能会对社会凝聚力

产生不利影响(联合国/经社部，2008年)。

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社会支出的原因

都有多面性：某些类型的支出是为了让整个社

会受益，而其他类型的支出则是为了针对那些

需要经济支持和社会保护的特定群体。按不同

方式组合的两类社会支出都可能有其自身的

理由，具体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一般而

言，由政府提供医疗和教育对于总体经济发展

尤其重要，而面向特定人口群的现金和实物

转移则可能是消除极端贫困所需要的。因此，

与其说主要挑战是在预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需要决定社会支出是有针对性的还是普及的，

还不如说主要挑战是增加公共收入，并在必要

时，从国际捐助者那里取得额外的资金来源。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较贫困国家，通

过财政措施(如，对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增加公

共收入的空间很可能被低估了。正如第三章所

述，对市场收入(毛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配的

比较显示，在发达国家中，具有再分配性质的

财政措施尽管被弱化了(经合组织，2011年)，
但这类措施对于削减可支配收入不平等问题的

作用一直比发展中国家更有效(Chu、Davoodi和
Gupta，2000年)。5 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

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较小，而且累进

程度较低(甚至是累退的)。但相对于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往往能够更

成功地通过提高社会转移和改善公共社会服务

供应来影响收入分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用

于这些目的的公共资金来源都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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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结构调整方案下的

政策改革未能向绝大多数人口提供足够保护和

服务。在很多非洲国家中，“人们越来越难

以享受到可负担得起”那些需要通过收回成本

或预付计划获得资金的健康服务，而且“这类

服务还在每况愈下”(Narayan等人，2000年：

第87页；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拉美的教

育服务质量各不相同，较低收入组的教育服务

质量较低(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事务委员

会，2010年)。至于拉美的养老金制度，自从

改革将国有现收现付制私有化以后，覆盖面开

始全面下降(Mesa-Lago，2004年)。用以解决不

平等水平上升问题所需的社

会转移和公益品供应不足，

因为政府收入增长下降或增

长不足―在偿债负担上升

时期，尤其如此。此外，尽

管收入不平等水平加大，但

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

依然疲弱。

自199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2002年后，公

共收入的增加使一些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政

府得以扩大其财政空间，包括采取旨在减少不

平等的措施。除了政府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的占比上升外，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债利息

负担的减少也有助于很多国家扩大财政空间。

利息负担的减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在那些主要向

私人债权人借款的国家中，国际利率较低，还

有一部分原因是，在那些主要从官方债权人借

款的国家中，有了债务减免。的确，自1990年
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债务获得了史无前

例的减免，在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

减少了公共财政中用以偿债的分配额。但国际

债务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国家不同而有

很大差异，在重债穷国倡议(以及后续多边债

务减免倡议)的受益国与非受益国之间，这种

差异尤其明显。此外，没有明确证据显示，债

务减免是其他援助形式的补充(2008年《贸发

报告》第六章；联合国贸发会，2008年)。在

很多情况下，所提供的债务减免都不足以让那

些旨在促进基础设施开发和减少不平等的重要

资金改变方向。在有些国家，这意味着，政府

不得不产生新债务，包括国内新债。

如果在过去一个年代中有更多的公共收

入可用，那么一些国家的政府原本能够增加

其经常支出和资本支出，在拉美，尤其如此，

而在更近一些时候的非洲以及东亚、东南亚

和南亚，也是如此，只是后者稍微逊色一些

(表5.3)。同时，其中很多国

家都成功地减少了其财政赤

字，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获

得了财政盈余。1990年代

初和21世纪头十年后期，拉

美总公共支出的平均值上升

了，上升幅度为国内生产总

值的5.3个百分点，而总经常

支出的平均值则上升了4.9个
百分点。1990年代初和21世纪头十年后期，非

洲的这些增幅则分别为3.8个百分点和1.5个百

分点。6

较高财政收入对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重

要影响之一是，可通过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税

赋，提高再分配效应的潜力。从短期来说，扩

大财政空间还有助于增加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

公共支出，从而改善公益品供应和扩大现金转

移方案。

非洲、拉美和西亚的公共投资增加了，

同时公共债务和利息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

占的百分比下降了。公共投资的增加是进行结

构转变和创造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不仅因为

它可以带来直接需求效应，而且因为它通常

是引导私人固定投资效仿或同时进行投资所需

要的。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

结构调整方案不能为绝

大多数人口提供足够的

保护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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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1991-2010年若干地区和国家组的财政支出
(在当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发达国家
总支出 47.4 44.1 43.1 44.5
其中：	

资本支出 5.0 4.6 4.3 4.7
经常支出 42.5 39.6 38.8 39.7
其中：

利息支出 5.2 3.9 2.7 2.3

非洲
总支出 26.6 23.8 26.2 27.6
其中：

资本支出 5.5 5.5 6.6 7.8
经常支出 21.1 18.3 19.6 19.8
其中：

利息支出 2.7 2.4 2.5 1.7

拉美
总支出 24.5 26.6 27.7 29.8
其中：

资本支出 5.2 5.3 4.6 5.7
经常支出 19.3 21.3 23.1 24.2
其中：

利息支出 2.8 2.8 3.3 2.3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总支出 22.0 20.7 21.5 22.1
其中：

资本支出 5.7 5.1 4.8 4.8
经常支出 16.3 15.5 16.7 17.3
其中：

利息支出 4.4 2.5 2.5 2.1

西亚
总支出 37.7 33.6 32.0 30.0
其中：

资本支出 4.9 5.0 5.7 6.5
经常支出 32.8 28.5 26.3 23.6
其中：

利息支出 2.7 4.7 4.1 2.2

转型经济体
总支出 .. 36.1 30.7 33.1
其中：

资本支出 .. 5.9 4.6 5.1
经常支出 .. 30.2 26.1 28.1
其中：

利息支出 .. 1.9 1.1 0.6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欧统局的统计数据库(Eurostat)；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摘选(StatExtracts)数
据库；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库(CEPALSTAT)；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与《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以及各国资
料。

注: 数据指平均观察值的五年平均数。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印度、印
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有关中国的数据指
预算收入和支出；不包括预算外资金或社会保障资金)。拉美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
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仅指收入指标数据)、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
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非洲不包括：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赤道
几内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利塔尼亚、马约特岛、圣赫勒拿、塞舌尔、索马里、西撒哈拉与津巴布
韦。西亚不包括：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也门。转型经济体不包括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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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公共支出影响收入分配

改善财政账目也使政府能够通过改善

公益品供应(包括教育)来影响收入分配。例

如，2000年至2010年期间，拉美有关教育的公

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数从4.1%
上升到5.2%7 ，而中学入学率和劳动力受教育

年限也随之上升，前者从72%上升到86%，后

者从7.4年上升到8.2年。8 

扩大的财政空间如果用来增加社会转移，

则可对收入分配产生更直接的影响。的确，很

多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在扩大其财政空间的同

时，进行了社会保护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在

过去一个年代中的拉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社

会保护的扩大规模相当可观。

有关最近经验的回顾显示，社会转移和

公共部门对社会服务的供应能成为减少可支配

收入不平等的有力工具。有关过去两个年代社

会支出的详细国际数据相当少，但有关当前公

共支出的数据显示，旨在减少不平等的公共

支出可能上升了。在拉加经委会提供了数据的

10个拉美国家中，7个国家有关补贴和其他经

常转移的公共支出明显上升了，不过，有些

情况下，是从较低的水平上升的。上升幅度介

于50%和200%以上。例如，在阿根廷，这些

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的三年平均

数从1990-1992年的8.2%上升到2007-2009年的

14.8%，而在同一期间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则从7%上升到13.9%。

自2002年起，拉美普遍推出了有条件和

无条件现金转移形式的有针对性社会援助，

这似乎对收入不平等问题产生了可观的影响

(Cornia，2012年)。2001-2005年至2006-2010
年期间，转型经济体政府总支出和经常支出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都上升了2个多

百分点。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尽管政府社

会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升幅较

小，但从绝对值来说，则有明显上升。相反，

在西亚，这类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则

下降了，不过依然高于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

以下一些实例是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最

近在其扩大其财政空间后所推出的社会支出

方案。

拉美在其有利市场的早期政策改革失败

后，开始从根本上对社会政策取向进行了重新

思考(Huber，2009年)。新取向旨在提供广泛的

社会保护，以防范重大风险，改善有需求者获

取社会转移的渠道，同时按照同一质量标准向

所有社会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货物。福

利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并以权利的方式授予，

有关机构只有最低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但福利

也与相应的义务相挂钩(Filgueira等人，2006
年)。该原则带来了一些新举措，如：阿根廷

普及儿童津贴、玻利维亚普及老人养老金、巴

西提供老年养老金、病残福利金和孕产期福利

金(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和2012年)。

一些国家平行推出了旨在减少贫困和

进行重新分配的关键社会政策工具，包括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CCT)9。在保护社会最贫

困阶层方面，有关一般社会援助的非缴款型

支出，特别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似乎一

直很有效(Lindert、Skoufias和Shapiro，2006
年；Cornia，2012年 )，这使财政系统的总

体效应更具有累进性。还有证据表明，民

主化和摒弃侍从主义 (clientelism)的做法改

善了社会支出的影响范围 (Lopez-Calva和
Lustig，2010年)。相对于社会保险计划而言，

通过税收提供资金的这种方案能对减少不平

等产生更大影响，即使单位转移较小时，

也是如此(Skoufias、Lindert和Shapiro，2010
年；Goñi、López与Servén，2011年)。拉美还

通过实物转移实现了重大的财政再分配，如免

费或以很低的收费提供卫生与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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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少数

国家(主要在东部和南部非洲)扩大了社会保

护方案。该地区社会保护的覆盖面、质量和

援助水平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地区。在1990年
代后期以前，正规社会保护计划的平均覆盖

面还不到劳动力队伍的5%(Palacios和Pallarés-
Millares，2000年)。更近一些时候，引进了两

类社会援助计划。适用于南部非洲某些国家的

一种计划旨在保护老人，另一计划则以极端

贫困为目标，大多适用于中非、东非和西非

的低收入国家(Niño-Zarazúa等人，2012年：第

163-164页)。

在南部非洲的很多国家中，以前只面向某

些贫困老年群体的非缴款型社会养老金计划在

扩大后已接近普及，没有基

于种族来源的歧视，其资金

来源大多为税收。在这些国

家中，曾面向某些贫困老年

族群的非缴款型社会养老金

计划已扩大为不再基于种族

歧视的家庭举措。该计划主

要以税收作为其资金来源，

面向老人的转移支付大多是

普及的。在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和斯威士

兰，养老金计划惠及了80-100%的老人，估计

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Barrientos、Niño-
Zarazúa和Maitrot，2010年；Devereux，2007
年；Niño-Zarazúa等人，2012年)。在南部非

洲，家庭结构增强了收入转移的有效性，因为

老年补助实际上是向那些有老人的贫困住户所

提供的收入转移，而受惠家庭往往将这些转移

资金用来支付子女上学费用、改善保健水平和

在家庭内重新分配生产资源(Barrientos，2008
年；Møller和Sotshangaye，1996年)。

中非、东非和西非的一些新转移方案主

要由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资金。在很多情况下，

其设计反映了国际组织的影响和捐助方捐助

重点的变化，因为这些捐助方试图将其紧急

和人道主义援助支持转向社会保护10 。这些方

案还给受惠国带来了好处，改善了受惠国的

财政空间―在若干国家中，导致这种改善的

原因除了债务减免外，还包括源自较快增长和

自然资源开采的公共收入增加。最近的这些

经验表明，即使在贫困国家，实施社会保护

方案也具有政治上、财政上和行政上的可行

性(Giovannetti和Sanfilippo，2011年)。但也表

明，在财政基础小的国家中，官方发展援助的

增加对于机构建设依然很关键。

亚洲社会保护制度改革的差异很大，这

与一系列的历史因素和其他因素有关，包括经

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体的结构。亚洲一些发

展中国家，如：孟加拉、哥伦比亚、巴基斯坦

和更近一些时候的印尼和菲

律宾都在过去一个年代中实

施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方案(亚
洲开发银行，2012年: 第78
页)。在韩国，福利体系的扩

大加强了财政政策的再分配

能力(Sung，2009年)，其最

大资金来源为直接课税和现

金转移。11 泰国的再分配政

策以贫困农村地区为重点，12 而社会保护系统

的改革包括向贫困老年提供资金转移、普及健

康覆盖面和15年的免费教育。过去，马来西

亚的社会目标一直是该国发展战略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是国家发展政策(1991-2000年)和
国家远景政策(2001-2010年)的一项重要内容

(Ragayah，2011年: 第2页)。13 此外，该国的

地区发展战略力求实现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均

衡发展，将移徙人口调节到城市地区，同时促

进农业发展。在所有这些举措中，国家在基础

设施方面(交通、水电、健康与教育)的投资一

直被列为头等大事。但在亚洲的很多发展中国

家，社会保护的覆盖面通常有限。此外，保护

贫困人口不受负面冲击影响的可能性也因为社

会保护的资源分配额不足而受到限制(亚洲开

发银行，2008年)。

最近经验显示，社会转

移和公共部门对社会服

务的供应能成为减少可

支配收入不平等的有力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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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一般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并重新

设计了与工作有关的社会保险计划，尤其是城

市居民的保险计划。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

为解决新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政府已将其重

点转向需经过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援助

方案，以此作为消除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一

个主要工具。因此，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一直在扩大，在沿

海地区，尤其如此。但在西部和中部省份，依

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合格人口未能得到覆盖，因

为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不足(Tang、Sha
和Ren，2003年)。同时，住房、医疗、教育、

就业和社会服务也获得了某种支持，但有人认

为，还需要进一步制度化(Leung，2006年)。另

外，还建议加强社会政策与制度，保护人民不

受中国迅速结构转变所引起的众多危害之苦，

这将有助于确保迅速增长能够通过分配让更大

比例的人口受益(Xiulan和Yuebin，2010年)。

印度自1951年启动经济计划以来，中央政

府和各邦政府一直通过一系列旨在改善社会经

济保障的措施实施社会转移，这种传统已由来

已久14。但由中央管理的国家大型减贫方案只

获得了有限的成功。因此，1980年代下级政府

实施了参与程度和政治监督程度更高的更灵活

计划。自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

也逐渐启动了旨在加强教育和技能学习的一系

列方案15，但其效果尚未全面显现。因此，到

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未能防止自1990年代以来

收入不平等水平大幅上升的问题，这种问题在

城市地区尤其突出。

在一些中亚转型经济体中，最近的社会转

移计划一直未能特别有效地解决贫困住户需求

问题，因为覆盖面和资金有限(Gassmann，2011
年)。普及国家补贴福利的社会福利政策源自

前苏联，该政策通常意味着要将微薄的社会养

老金资源稀薄地分配给广大的人口。此外，很

多国家所设计的转移方案都不完善。例如，

塔吉克斯坦只有43%的贫困住户从政府收到

转移，但却有33%的非贫困住户收到了转移

(Son，2012年)。此外，分权化预算使那些最有

需求的贫困地区往往只收到最少的资金支持。

因此，应更加重视有关社会保护措施的支出，

并将该支出作为中央政府预算的一个项目列

入，以持续提供可预测的资金(Gassmann，2011
年)。在该地区的最贫困国家中，迅速改革的

机会似乎更有限，因为国内收入未能增长。因

此，在这方面，这些国家需要获得额外的外部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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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验教训

尽管人们日益意识到收入不平等上升所

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很多国家财政政策设计所

依据的信条依然是，只有国家尽量少地干预总

体经济，尤其是尽量少地干预一个有利于更公

平收入分配的格局，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

会福利。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基于这一信条所进

行的有利市场的税制改革却未能实现其目标。

当税收体系中的再分配因素

被弱化并因此加剧了更加不

平等倾向时，资本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占比增加并没有

像预期那样伴随着固定投资

上升。

这说明，如果主要考虑

或只考虑税收和其他公共收费的正式影响(即：

明显减少纳税更高者的收入)，则通常会对财政

措施的总体影响进行错误评价。这种观点未能

考虑到收/支类财政措施所带来的更公平收入

和财富分配使整个经济所获得的好处。首先，

纳税人获得了社会回报，只是这种回报可能与

每个收入群体的税负不成比例而已。这种回报

由直接惠益和面向全民的间接惠益组成，前者

表现形式为政府整体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善，

后者则表现为，在所支出的收入有助于减少不

平等和贫困以及腐败和犯罪可能性的情况下，

可使社会更加和平和更具凝聚力。

第二，有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预算支出对总

需求和实际收入的影响。政府支出不管其资金

来源如何，都会对收入产生直接影响。政府收

入以公共支出的形式反馈到经济中，这种支出

是私人需求的补充。人们通常会忘记，并行提

高平均税率和政府总体支出的举措会产生正的

净需求效应，因为一些额外税收是以纳税人的

储蓄为代价的，而税收支出

则会使总需求按照税收全额

的幅度上升(Haavelmo，1945

年)。

财政政策设计还应考虑

到税收结构对需求的间接影

响，因为该结构会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可

支配净收入格局。在更公平地分配给定国民收

入时，总消费和私企的固定投资积极性会更高

一些，因为较低收入群体将收入用于消费的份

额大于较高收入团体。在失业水平处于高位或

者上升的情况下，这尤其重要。

因此，通过财政措施进行再分配可能对

整个社会有利，当不平等问题像很多发展中国

家那样尤为突出时，尤其如此。发达国家的经

验证明了这一点：在战后时代的头三个年代，

C.   政策建议

通过累进税和政府支出

方式减少不平等和支持

经济增长的空间要比通

常所认为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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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利润和最高档收入征收的税要高于普遍

实施财政改革后的水平，但投资率不仅没有下

降，反而通常会上升。有充分理由相信，企业

家投资于新产能的意愿并不主要取决于某个时

点的净利润，而是取决于他们对其追加产能所

生产的货物与服务有着怎样的未来需求预期。

在考虑公司税增加的总体影响时，这尤其重

要。如果将所增加的税收用来增加政府支出，

则会改善公司对需求增长的预期。这种需求效

应不取决于追加政府支出形式究竟是政府消

费、公共投资，还是社会转移。在通过有利的

需求预期保持了固定投资水平时，即使初始税

上升了，毛利润会也上升―而净利润也一般

会上升。在此过程中，将会给整个经济带来额

外收入和就业。

基于这些考虑，可从不同角度看待财政

措施被同时作为刺激经济活动和改善收入分配

手段的作用。的确，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

下，通过课税和政府支出方式减少不平等的空

间可能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大很多。利用累进

税对高收入采用较高的税率不会消除较富裕个

人的绝对优势，而且不会打击企业家创新和获

取更高收入的积极性。甚至可以将财富和所继

承财产征税视为一种激励手段，这种手段促使

下一代按照能够实现整个社会成果最大化的方

式从事经济活动，而不是依赖所继承的财产。

2. 课税、分配和增长

如第三章所述，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最

近有更大比重的收入应计入最高百分位。这意

味着，这些国家可通过提高最高档边际税率，

提高政府提高税收的潜力，或者减轻中等和低

等收入群体税负。显然，税收具有上限和下

限。下限取决于公共投资与服务最低额的资金

需求。上限则难以确定，这不仅因为税收具有

内生性(见下小节的讨论)，而且因为无法确定

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会对税率变化做出怎样的反

应。如果将税率提高到某个阀值以上(但无法

准确确定该值)，那么税负比重最大者会做出

行为方面的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会使税基和那

些决定税基的经济活动都萎缩。

但即使有了这个理由，对最高一档收

入或公司利润征收较高边际会税率的空间也

可能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大。最近一项研究发

现，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目前的最高档所得

税率都远远低于那些能使总税收最大化的税率

(Piketty、Saez和Stantcheva，2011年)。根据该

研究，能使税收最大化的最高一档边际所得税

率介于57%和83%之间。利率下界指对“生产

性”工作的最高一档收入课税，而税率上界则

指对寻租活动(即：通过从现有生产中获取更

大的份额，而不是增加生产，来为自己谋利益)

和生产性工作这两者的最高档收入课税。在其

中任何一种情况下，这些数据都与2004-2008

年期间18个经合组织国家最高档边际所得税率

的实际平均数(43%)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此期

间，其中只有三个国家的最高档平均边际税率

略高于该值域的下界(57%)。如果最高百分位的

收入来自寻租活动，则提高最高一档收入的边

际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更有利，

因为这可打击寻租行为和提高其他人的收入。

还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政策力求实现多

重目标。从发展的角度说，向私人固定投资提

供直接支持的财政措施很重要。但问题不是将

利润课税降低到最低程度；实际上，自1990年

代以来，法定公司所得税率的逐渐下降并没有

使发达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毛额(GFCF)上升



财政政策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131

(图5.3)。相反，所需要的是根据利润来源及其

使用情况对利润进行差别化征税。例如，相对

于纯金融活动，尤其是那些不能为整个经济带

来好处的投机和“未赚取”资本利得而言，得

自生产性创业活动的利润可按照低于它们的税

率课税。

在金融部门迅猛扩大的情况下，这尤其重

要。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对股票、债

券、货币和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进行征税，都有

可能帮助抑制那些要以实际投资资金为代价的

破坏性投机活动进一步扩大，同时还可产生累

进影响(另见联合国/经社部，2012年)。同样，

按照较高税率对金融部门的奖金而非正常工资

收入课税，可减少过度冒险的积极性16。在一

个金融化的经济中，对资本利得课税(到目前

为止，其课税通常都低于生产活动的收入)及

其金融资产和实际资产价值的短期和长期变化

之间的差额课税，也值得很多国家加以考虑。

同样，其理由是，可减少短期投机性投资的积

极性，并可提高税制的累进影响(Dodd，2007

年；Toder和Banemann，2012年)。

此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

家，都可按照低于利润分配税率的水平对重新

投资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征税。此外，可对特定

活动领域进一步征收差别税，以便鼓励利润－投

资关系方面的支持活动，并为影响结构转变的方

向和速度提供帮助(1997年《贸发报告》，第五

章和第六章)。在发展中国家，按照高于大众消

费的税率对奢侈品消费征税，除了带来累进影

响外，也能在这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但是，还应指出，税制累进程度的提高可

能并非总是意味着总体财政得到相应比例的增

强。例如，在对高收入群体征收较高税的情况

下，如果税收以政府债券(通常由较富裕阶层

持有其中的大部分)的利息支出形式重新返回

到与原来大致相同的收入群体，则会发生这种

情况。同样，如果税收的支出方式具有累进效

应，例如，通过社会转移和公共服务的改善，

那么个人累退税可能不一定会带来更大的不公

平。因此，重要的是整个财政体系在课税和公

共支出结构方面的累进程度。

3. 发展国家的财政空间

前节考虑的问题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

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关，不过这些国家

和经济体在财政结构和有效增加某些公共收入

的行政能力方面有很大差异。主要差异是，大

图 5.3

1982-2005年若干发达国家的法定公司 
 所得税率与固定资本形成毛额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
Deve-reux、Griffith和Klemm，2002年的更新
版数据，网址：http://www.ifs.org.uk/corptax/ 
internationaltaxdata.zip。

注: 数据指以下国家的平均数：澳大利亚、奥地
利、比利时、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
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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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会更大地受到各种

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他们所无法控制

的，如：商品价格和国际利率的波动，私人资

本流入或官方发展援助形式

的外部资金供应。几乎可以

肯定地说，低收入和最不发

达国家的财政空间要小一些

(因为他们的国民收入较少)。

但在这些限度内，财政

空间主要取决于内生因素。积极的财政政策会

可通过其对私人部门收入的影响，对宏观经济

形势和整个税基产生影响(另见2011年《贸发

报告》第二章)。在私人消费和投资疲弱的情

况下，适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促进需求预期

和投资意愿，并进而扩大税基。这还使政府有

更大的空间增加税收，以便为那些旨在减少不

平等的支出提供资金，并对面向不同收入群体

的课税结构进行调整。相比之下，目前在很多

发达国家中所奉行的以及在发展中和转型经济

体各调整方案下所执行的那种一般性财政紧缩

将会带来较低的财政收入，并进而减少这种财

政行动的空间，因为这种紧缩会对总需求和税

基产生负面影响。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

是在发展中国家，适当设计

的直接课税改革可在降低收

入不平等水平的同时，促进

产出和就业的增长。发展中

和转型经济体税制的累进程

度较低，而各地区和国家在

这方面的差异又很大，这意

味着，其中很多国家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

过更具累进性的课税有效解决收入不平等问

题。当然，这不仅需要改变人们对财政角色的

看法，而且需要有较高水平的正规就业和适当

的行政能力。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特定

收入的能力有很大差异，具体取决于其发展水

平、非正规部门规模和国内

生产总值构成。

另一方面，有很多潜在

收入来源可促进不平等性的

改善，同时增加政府收入，

包括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收

入。对财富和遗产课税是其中的一个潜在来

源，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为此目的挖掘这方面

的潜力。这需要的行政能力较少，规避难度较

大，而且具有累进效应。

在资源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开采自然资

源的收入，以及国际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

得是另一个重要的潜在公共收入来源。政府可

通过拨出较大份额的商品租金，确保其整个人

口而非少数国内外行为人从国家的自然资源

财富中受益。在很多国家中，征收较大数额特

许权使用费和税收的空间似乎都很大，特别是

向那些活跃于石油、天然气和采矿部门的公司

征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过去一个年代

中，商品价格的上升和新能源的发现已使自然

资源的收入潜力明显上升，

非洲的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当商品价格带来暂时的

贸易条件改善时，则不能作

为政府收入和公共支出持续

增长的牢固基础。但即使是

暂时的，也可利用初级部门

的较高租金或意外利润帮助

其他经济部门加速生产率增长和创造就业。这

需要对意外利润征收特别税，并将税收转向其

他经济领域的生产性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或国

拨出较大份额的商品租

金可使整个人口而非少

数国内/外行为人受益。

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可帮

助避免争夺外国直接投

资中的螺旋式税收下

降问题，同时减税逃税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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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发银行中这种不稳定收入的积累以及这些

资金在一段时间内特定社会用途的扩大可有助

于防止收入不平等水平的进一步上升。尤其适

于对这种意外利润征收高额税，因为这些利润

不是得自企业的成功，而是不受个别商品生产

者影响的国际商品价格波动。

发展中国家税收政策的另一问题是如何

处理采矿部门、制造和服务部门的跨国公司和

外国直接投资。尽管跨国公司活动和外国直接

投资流入具有加强东道国产能的潜力，但当其

与国内生产者的联系很弱时，并不总能充分挖

掘这种潜力。不过，为了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国

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向投资者提供广

泛的(有时甚至是过度的)财政优惠。尽管这些

战略通常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但可能

需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因为为了将外国直接

投资吸引到制造部门而提供的大幅税收优惠一

般需要与那些也提供优惠的其他潜在东道国之

间角逐。这会带来问题，因为会使税收呈螺旋

式的下降，而这会减少所有相关国家的财政空

间。此外，所有初始税收优势都会随时间消失

殆尽。

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可帮助避免这种税的角

逐，使那些争夺生产场所的国家保持政府财政

空间，同时保持那些可通过劳动力成本差异而

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另见下文

第六章)。外国投资者的本国政府可帮助防止

这种税的角逐，这需要按照高于本国利润税率

的水平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汇款课税，同时

从收税中扣减那些通常已在东道国按照低得多

的税率支付的公司利润税。在考虑本国与东道

国之间巨大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的情况下，如

能让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利润仍然

数倍于同一货物在本国的生产利润，那么将能

实现这一目的。

加强国际税务合作也是减少逃税问题所需

要的。为此，可将当前的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

专家委员会转为真正的政府间机构。基于《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范

本，2011年更新版》17 的新条约将比基于经合

组织当前范本的新条约更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提供支持，因为前者为发展中国家赋予了更

大的课税权。

尽管通过诸如以上的措施提高公共收入不

足以增强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却很

重要；正如下节所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收入增加部分是如何支出的。

在一些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可能难

以或者无法迅速采取其中任何一种措施来扩大

财政空间，因为其行政和征税能力有限。在这

些情况下，需要多边金融机构和双边捐赠者提

供帮助，也就是为社会支出提供额外资源，并

为加强这些能力提供适当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4. 减少不平等的公共支出

为低收入国家的社会支出提供外部金融支

持对于减少不平等愈加重要，因为一国的收入

水平越低，其通过累进课税进行某种再分配的

空间就越有限。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公

共预算可能最好通过针对性强的再分配支出和

促增长的公共投资来实现其累进影响。

基础设施、卫生与教育以及环保方面的公

共投资可为提高生产率、实现生产多元化和其

余经济体体面的正规就业创造条件。在旨在实

现经济活动多元化的产业政策框架内，提供财

政激励措施和改善公共服务，也能起到这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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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般而言，这些措施可能不会直接减少不

平等，但可有助于通过财政手段和收入政策增

强结构转变的动力(见本报告

第六章的讨论)。

通过向富人征税来改善

公共教育可减少不平等和加

速增长。但为提高总体技能

水平，公共服务供应也纳入

中产阶级，这也会最终有助

于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扩大

未来税基。

增加政府转移还可帮助减少犯罪活动，从

而缓解社会紧张和不稳定问题，并进一步激励

投资和促进增长。有证据表明，直接政府转移

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公共就业计划，如近几

年若干发展中国家推出的计划(2010年《贸发

报告》第五章)可通过若干渠道对收入分配产

生正面影响。首先，可向那些原本失业或没有

获得任何失业金计划保护的工人提供收入。第

二，可帮助建立有效的工资底线，这类似于强

制正规私人部门雇主实施的最低工资。第三，

通过这种方式所增加的货物与服务需求可帮助

扩大市场，驱动其他经济领

域的产出增长和就业，而这

反过来又有助于扩大税基。

第四，可与旨在改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供应的项目相

结合。最后，这类计划可吸

引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向他

们提供专业技能，或提升其

现有技能，而这将会改善他们将来转向正规部

门的就业前景。有证据表明，公共部门就业计

划可加速增长，而且即使在行政能力低下的低

收入国家中，也能成功实施(Weeks，2010年)。

国家是否有能力推出社会保障计划，如老

年养老基金或失业金，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这

类制度的存在以及所覆盖人

口的规模可对结构转变进程

和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在失

业保险计划的情况下，还会

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积极影

响。与其他财政措施类似，

他们还可鼓励自营者和非正

规部门的工人进入那些工资

不会更高的正规部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最低

收入群体而言，需要通过总体公共收入为这种

社会转移提供资金，以实现理想的分配效应和

确保尽可能广泛的覆盖面。对于中等和高等收

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可将特定个人的缴款为

基础，个人福利将取决于这种缴款。即使这类

计划含有累进成分，将缴款与福利挂钩也能促

进人口为财政基础做贡献(Huber，2009年)。

国际金融机构和双边捐赠者可通过这一目的的

官方发展援助分配，来为这类计划提供支持。

政府还可利用较高税收收入为各产业和农

村部门的小生产者提供各种形式的优惠贷款和技

术支持。除了为这些活动的生

产率和收入增长提供支持外，

这类资金供应还可作为吸引小

型企业家和工人进入正规部门

的一种手段，从而成为一种以

各种制度，包括社会和劳动力

市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动

力之一。同样，当政府设法获

取了租金利得以及国际外币形式的意外商品出口

利润时，可将这些收益转向国家公共金融机构，

由这些机构向其他部门的投资者提供外汇贷款，

以便从海外购置资本货物和技术。

累进所得税、面向低

收入群体的各种收入

转移、受教育机会和技

能学习机会的改善可帮

助纠正收入不平等问

题……

……同时，这些措施可

为国内需求提供支持，

并可促进整个经济体的

增长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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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累进所得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各

种收入转移以及受教育和技能学习机会的改善

可帮助纠正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这

些措施可为国内需求提供支持，并可促进整个经

济体的增长和就业。但提高个人所得分配公平性

的这种方式有其局限性。通过全面的政策途径扭

转不平等水平上升问题需要从更广泛的视角对经

济政策进行重新定位，以考虑到生产投资、增长

和收入分配之间那些会受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

政策影响的动态关系。下章将探讨这些问题。

 1 计量经济学估计数据证实了有关这些图的这种解

释。就图5.2A而言，利用稳健标准误，将整个期

间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对最高档边际

所得税率变化进行回归，可得出一个处于10%阀

值(p-值 = 0.126)因而不具显著性的系数和一个很

低的R-平方值(R-平方值 = 0.07)。就图5.2B而言，

利用稳健标准误，将最高1%所得份额变化对最

高边际所得税率变化进行回归，可得出具有高度

显著性的系数(p-值 = 0.001)和高得多的R-平方值

(R-平方 = 0.50)。

 2 对20世纪30年代前的美国政府税收制度进行评

述后发现，当时的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关税、有选

择的特种消费行为税和最终实施的公司所得税。

此外，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税收(按照其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进行测算)远远低于目前水平

(Hinrichs，1966年)。

 3 有关该问题的更多讨论，见Reddy与Vande-
moortele，1996年； Devarajan与Reinikka，2004
年；以及Dupas，2011年。

 4 经计算，2002年后，拉美的财政空间增大，这主

要与商品价格上升有关。在一些国家，财政收入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增加了，而得自税

收、利润和商品特许权使用费的收入在这个增加

总额中差不多占了50%。收入增长的另一主要贡

献因素是新措施注重累进税制(Cornia、Gómez-
Sabaini和Martorano，2011年)。

 5 但有大量传闻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多社区的

本地居民都为建设和维护那些不在整个税收体系

之列的本地公益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们的

贡献是没有记录的(如Ostrom，1991年)。人们以

资金和劳动力的方式为社会福利项目做贡献，这

通常需要通过复杂的安排确定每个住户应该支付

多少和搭便车者应该适用什么惩罚措施(Olken和
Singhal，2011年)。在给定这些安排的性质时，贡

献可能很具累进性。有关发展中国家这类非正式

安排的更多信息，见Schneide和Enste，2000年。

 6 由于1991-1995年与2006-2010年这两个期间的非

洲国家构成有很大差异，因此，数据是根据1996-
2000年和2006-2010年这两个期间计算的，以避免

一些反映了样本构成变化的虚假计算。

 7 联合国贸发会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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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有关中学入学和受教育年限的数据分布来自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和拉加经委

会，2011年。

 9 有条件现金转移由面向贫困家庭的小额现金转移

组成，以某些行为作为其条件，如：正常上学，

确保某个年龄段的子女进行体检。这类工具广泛

用来留住学校的贫困孩子，并鼓励人们更多地使

用保健服务。源于巴西和墨西哥的这种有条件现

金转移已日益成为受人欢迎的除贫手段，如今，

有30多个国家提供这类方案(Fiszbein、Schady
和Ferreira，2009年；Fried，2012年；劳工组

织，2012年)。

 10 新一轮社会转移方案包括：赞比亚于2003年推出

的社会现金转移计划；肯尼亚于2004年推出的孤

儿和脆弱儿童方案；埃塞俄比亚于2005年推出的

生产安全网方案；加纳于2008年推出的“消除贫

困、提高生计能力方案”，以及莫桑比克最近扩

大的粮食补贴方案和马拉维面向极端贫困和劳动

力紧张家庭的社会现金转移方案(Mchinji)。其他

西非、中非和东非国家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试点

方案，但这些方案还是更多地处于尝试阶段(海
外发展研究所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9年)。

 11 政府通过加强保护系统对亚洲危机做出了反应，

作为该系统基础的是:“五个社会保险计划(工
伤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养老金计划、就

业保险计划和长期护理保险)；一个社会援助计

划(最低生活保障）和特殊类别的公共养老金计

划”(Kwon、Dong和Moon，2010年：第8页)。此

外，最低生活保障计划为贫困人口提供保障金，

前提是他们需要参加培训、公共工程项目或社区

服务(Kwon，2005年)。

 12 措施包括：小农债务偿还期限暂缓三年―2001
年4月至2004年3月，从中受益的有190万个家庭

(Trakarnvanich，2010年)；通过泰国城乡周转资

金推出小额信贷计划(Boonperm、Haughton和
Khandker，2009年)。2005年推出了类似的村级

项目，其目的是帮助各村解决其集体主义问题。

为减少转向城市的移徙人口，支持地方创收，政

府还于2001年推出了“一村一产品方案”，为人

们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咨询和技术援助。最后，政

府于2005年实施了“特殊目的实体”方案，以重

点设立一个能够通过投入品供应为农业活动提供

支持的国有企业。

 13 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为打造马来中产阶级提供

了支持，即：采取措施促进马来族获取资产和高

薪工作，为他们的企业提供财务和管理培训，确

定他们在高等教育中的入学份额，并为最贫困住

户的活动提供支持。

 14 有关社会经济保障的概念及其在印度的落实情

况，详见Prabhu(2001年)的评述。

 15 这些包括2008年推出的“有条件现金转移女童计

划”(Dhanalakshmi)；2005年为通过接生制度减

少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而于2005年推出的印度

孕妇健康计划(Janani Suraksha Yojana)；1997年
推出的女童赋权计划，该计划旨在为女孩的出生

和成长为一个有文化的健康成人创造一个有利环

境；2003年全民教育运动(Sarva Shiksha Abhiyan)
推出的女孩初级教育国家计划；2004年推出的印

度女子学校计划(Kasturba Gandhi Balika Vidyalay 
Scheme)，该计划力图阻止中等教育的女孩辍学

率，确保18岁以下女孩能够留在学校。有关各邦

的众多计划，详见Prabhu(2009年)。

 16 这可作为金融部门和更普遍非金融公司部门报酬

体系相关规定的补充。

 17 见：http://www.un.org/esa/ffd/documents/UN_
Model_2011_Upda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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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新思考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A.     导  言

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

济体中，为确保市场进程取得有效成果，需

要拉大资本和劳动力收入之间的差距，以及个

人收入分配的差距。本章认为这是一种误导的

观点。

本报告第四章阐述了全球化和技术变化

及其相互作用对收入分配的

影响方式。本章认为，在理

解这些势力对众多国家所产

生的明显影响时，应结合考

虑那些致使失业率不断攀升

和居高不下的宏观经济和劳

动力市场政策。该章建议，

无论全球化还是技术改进都

不一定要求收入分配进行一种将使富人受益和

穷人失去生活条件改善手段的转变。在许多国

家，如果能采取更适当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

场政策，那么即使不能预防，也能缓解其不断

上升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还不会对其国际贸易

和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在过去几个年代，还有一种占主导地位但

却不能反映经济现实的独特思想流派，该学派

认为不平等问题加剧是全球化进程以及生产过

程中使用更多资本和更先进技术的“正常”结

果。本章对此表示了质疑，认为如果从不同角

度来理解市场经济随时间演变的方式，并据此

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和进行制度建设，则可实现

一种更公平和更有效的经济

发展和结构转变。

在有关增长与发展的问

题上，主流经济理论对绝大

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

影响反映在众多国家目前就

经济政策所展开的公开辩论

中。众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

趋势已日益引起了民众和众多政策制定者的担

心。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为克服当前经济危

机而正在提议和实施的各项措施却往往会进一

步加大不平等问题。在过去的35年中，收入差

距在日益拉大，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一些国家为应对危机而

正在提议和实施的各项

措施却往往会进一步加

大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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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荡与危机日益频繁，这些问题使人们对

许多国家中传统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所

依据的理论产生了巨大怀疑。的确，观察也发

现，拉大收入差距一直未能减少失业，因此，

有必要重新确定基本政策的方向。

经济缓慢增长所带来的失业率攀升问题

会对不平等问题产生双重影响。首先是直接影

响，失业者收入要比其就业时的潜在收入低，

甚至没有收入。其次，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往往会削弱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从而对实际工

资施加下行压力。

本章将从功能性和个人收入分配二个方面

阐述不平等问题。B节将讨论失业率上升与工

资份额下降之间的关系。该

节指出，采用简单的新古典

供求模式是错误的，因为该

模式强调了劳动力市场上关

于提高工资灵活性的普遍呼

声。在通过工资下调措施应

对初始需求冲击时，该模式

没有考虑到这种调整对内需

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模

式的各项政策会因工资占比的下降而加大不平

等问题，不仅无法创造额外就业机会，或防止

失业率上升，而且还往往会抑制消费者需求，

减少固定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就业形势进一步

恶化。另一方面，按平均生产率增长对平均名

义工资进行定期调整可防止工资占比的下降，

并能创造额外内需，从而带动产量的增加和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

本章C节将继续对如下主张进行反驳，

即：提高公司或部门工资的灵活性(也就是：

拉大公司或部门内类似职业的工资差距)有助

于减少所谓的结构性失业。该节认为在一个充

满活力和高效的经济中，无论是从总体上说，

还是从整个公司来说，有助于吸收冲击、加快

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不是工资灵活性，而是利润

灵活性。

前几节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了工资、生产

率和就业之间的交互作用，本章D节将根据该

分析，为那些旨在取得更好收入分配、增长和

就业成果的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建

议。这方面核心要素是加强旨在支持集体工资

谈判的机构，并将收入政策纳入宏观经济政策

工具包。此举可将实际工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

的家庭需求增长与生产率趋势联系起来―其

中的家庭需求是大多数经济中决定产量增长的

关键因素。同时，还可扩大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各组合的选择范围，有助于货币政策比过去更

能鼓励投资和增长。

这是发展中和新兴经济

体特别关心的一个重要问

题。发展中国家可能比发达

国家更需要大幅度减少收入

不平等现象。在这些国家，

传统上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所传承的权力和商品利好常

常不利于创造一种有时被称之为“机会平等”

的东西，而这又是成功进行灵活劳动力分工的

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专业化和劳动力分工水

平的提高为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了巨大

潜力。这些国家还可利用其他国家所开发的先

进技术，并将这些技术与其相对廉价的国内劳

动力相结合，这意味着它们还可通过一种能够

促进内需的方式，更加平等地分配生产率增长

成果，从而大幅减少不平等现象。

显然，发展中国家若想防止不平等水平

的进一步上升或者实现其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目

标，则需要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特别是有利

于最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地区的政策。在生产率

发展中国家可通过一种

能够促进内需的方式，

更加平等地分配生产率

增长成果，从而大幅减

少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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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商品租金成果中收取更大的份额也能拓

宽政府的“财政空间”，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和“促平等公共服务”支出，尤其是教育和职

业技能形成方面的支出。为进一步加深劳动力

分工，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加其正规制造部

门的固定投资，将大量贫困自营职业者和非正

规行业从业者吸引到正规行业―这些就业有

希望为他们带来合理、可靠和不断上升的工资

收入。

除与国家政策有关的这些问题外，D节还

将从国际角度分析就业－工资－增长关系，并

将特别关注确立适当货币制度防止实际汇率错

位的必要性。本节还呼吁发展中国家在确定外

商直接投资条件时进一步加强合作。该合作应

旨在更加公平地分享先进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较

低的实际工资相结合时所带来了巨大生产率

成果。

1. 传统方法：通过抑制工资增长 

创造就业

在过去几十年中，与增长和发展相伴的

是大量失业。从197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的

失业率一直未能低于6%很多(见图6.1)。人们

希望市场机制能带来充分就业，并至少能让劳

动者获得一定份额的收入持续增长，但所有地

方都几乎未能如愿以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尽管官方失业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整体失业

率仍然较高。的确，将迅速增长的劳动力吸纳

到生产性就业领域依然是发展的一项主要挑战

(2010年《贸发报告》，第四章)。

197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政策显然无法

应对不断攀升和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这一状

况促使各国经济思想回归到1920年代的主流

经济模式。当时认为工人不愿接受低工资是失

业率毫无起色的主要原因(如，见Hayek，1960

年)。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

为，差距太小以及工会不愿意接受较低工资是

新失业问题的主要元凶(例如，见Nickell，1997
年；Siebert，1997年；Elmeskov、Martin和
Scarpetta，1998年)。

从1980年代末开始，经合组织一直主张恢

复这种基于简单新古典劳动力市场模式的旧方

法。的确，许多国家根据其建议制定的政策都

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过去三十年中发达国家所观

察到的不平等水平上升现象。1994年，《经合

组织就业研究》根据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阐

述了应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非凡效果的这种

机制，具体如下：

调节过程本身取决于雇主对劳动力需

求与就业愿望之间的相互关系，前者

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为负相关，而后

者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为正相关。从

原则上讲，会有一个实际工资水平，

B.   失业与工资份额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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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确切地说，会有一个实际劳动力

成本水平能够确保所有愿意按照这一

工资水平接受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经合组织，1994年，第一部分: 第

69页)。

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市场的自我

均衡，除要求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成本之间为

负相关外，还要求工资水平对市场条件做出反

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疲弱会对实际工资造成下

行压力，反之亦然”(经合组织，1994年：第

二部分，第3页)。

该立场正是大约60年前凯恩斯在其《通

论》中所批驳的，具体如下：

因此，古典传统作家忽略了作为其理

论基础的特殊假定，因而必然得出了

一种在他们所假设的背景下完全符合

逻辑的结论：显性失业……实际上肯

定是由于失业要素拒绝接受与其边际

生产率相对应的报酬所致。古典经济

学家可能会同情那些拒绝削减其货

币工资的劳动者，因而承认，努力满

足那些暂时的条件可能是不明智的；

但诚实的科学态度又迫使他宣称，

这种拒绝才是麻烦的根源所在(凯恩

斯，1936/1973年: 第16页)。

显然，无论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上升，

大量工人失业都会对工资产生下行压力，因为

工资谈判中的权力天平倾向了雇主。这种情况

会削弱或无法加强工会和社会运动。主流经济

学家被联合了起来，以废除他们所认为的那种

工资下行刚性、过紧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其他许

多所谓“福利国家”因素。过去25年中所普遍

采取的各项政策一直是努力保持一个低于总体

生产率成果的工资增幅，同时认可资本收益占

比的相应增长。

面临持久失业威胁的工人常常会接受较低

的工资，以保住他们的工作。表面上看来，这

是正常市场进程的结果，在该进程中，货物供

应过剩会诱使其价格下降，而价格下降则会使

需求增加。但若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整个经济

体的劳动力市场，这种简单的供求机制并不像

乍看起来那么容易应用；这的确容易产生误导

(2010年《贸发报告》，第三章)。

不断攀升的高失业率是实际工资超过其均

衡水平的结果―这种解释在上世纪70年代很

难轻易抛弃，当时发达国家的工资占比创了历

史新高。但在随后的几个年代中，实际工资增

长远低于生产率增长，但失业率却在上升。这

说明依靠简单市场机制就能解决失业问题的观

点是错误的。就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出现新一轮

图 6.1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 
 雇员报酬与失业率

资料来源 :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
采用了经合组织统计摘要数据库；
欧委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EC-
AMECO)；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以及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KILM)数据库。

注: 发达国家不包括东欧国家。雇员报酬是以
要素成本为基础按照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所占的百分比进行计算的。德国1991年的
数据出现中断，这与其该国的统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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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涨之前，即：从2007年不足6%的水平蹿升

到2010-2011年的近9%之前，工资在总体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跌落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

点(即从1980年的61%以上下降到57%)。这应

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失业率升幅大于过去

三十年任何其他衰退期间的失业率升幅，那么

即使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下降，一种

主要以解决持续失业问题为由来拉大不平等差

距的经济理论也定然会出现某种根本性错误。

就业论中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假设名义工

资下降预示着实际工资的持续下降以及劳动力

与资本比价的变化。这将刺激公司未来聘用更

多劳动力和减少资本，以改变生产流程。但这

必须有极快的行动和所有企

业的同时参与：企业只有迅

速从一种生产结构转到另一

种结构，才能防止整体需求

下降。但在需求下降的情况

下，公司根据劳动力与资本

比价变化进行调整的条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若每个人或每小时的工资下降，而工人数目或

工作时数的增加不能抵消工资的下降，则工资

总额会下降，从而会进一步诱使需求下降。在

这种情况下，公司不太可能会因为工资持续走

低和需求不变的预期而做出战略性决策和进行

旨在多用劳动力和少用资本的流程调整。

这种推理的关键点是事件的先后顺序，而

不是正常供求曲线下相关市场的先验逻辑。经

济衰退时期削减工资会增加就业和产量―这

一普遍思想所依据的假设是，供与求不仅是给

定的，而且还各自独立。但基于部分均衡分析

的这一观点不适用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劳动力市

场(2010年《贸发报告》，第三章，B节)。

的确，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近期经验

显示，宏观经济运行方向与就业及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模型所建议的方向相反。多年来，美国

工资一直落后于生产力，但当2008年金融危机

来临时，其失业率升幅一点不亚于以往衰退期

间的升幅，甚至比以前更持久。越来越多的人

认为，如像美国自2010年以来的那样，在脆弱

的复苏阶段削减工资，则会适得其反。

就雇主而言，削减工资似乎可以减轻衰退

对其利润所带来的压力。但，如果私人住户需

求的进一步下降使其业务受到了更大的打压，

并对价格施加了额外的下行压力，那么这种缓

解也只是短期的。在住户需求减少的情况下，

公司将不得不相应削减其生产。与此有关的附

带效应是，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降低会导致投资

计划的下调和更多工人的下

岗。另一方面，名义工资下

降会带来较高利润的这种预

期要以总体需求不变作为其

假设。但这种假设不能反映

现实情况。同样，时间顺序

至关重要。如工资下降之后需求立即下降1 ，
则不会像预期那样在工资下降之后取得较高的

利润，因为第一轮总产量的下降会对利润产生

负面影响。 

尽管这种分析适用于封闭经济体，但在一

个开放经济中，如果出口在总需求中的占比很

大，则其适应性就不会那么明显了。在某些情

况下，出口的确可能会对降薪做出积极反应：

如果只在一个国家削减工资，该国生产力趋势

不受影响，且其汇率不会上升，那么工资下降

可能会刺激出口需求(因为提高了价格竞争力)
或提高出口部门的利润。如果像大多数经济体

那样，内需大于出口，那么对需求的总体影响

仍可能为负，但不应低估竞争力增强所带来的

潜在影响。甚至一次性改善一国的竞争力也可

能会对出口需求产生持续影响，因为该国生产

商会获得市场份额，因而可从全球需求增长中

在脆弱的复苏阶段削减

工资，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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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与其不相称的利益。如通过削减工资实现

实际汇率的持续下降，而又没有一个外汇机制

可通过货币升值加以补偿，则会严重扭曲国际

贸易，造成大规模失衡问题，因为其对竞争力

的影响将会随时间逐步累积并对该国带来巨大

的绝对优势，德国就是这样(见下文D.5节)2。 

此外，如为提高竞争力而将部分生产力增

长转化为较低的出口价格，则会产生合成谬误：

一国以其他国家的增长和就业机会为代价所创

造的就业机会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生产商与国

内出口商竞争的国家中，会采取类似的战略，

这往往会引发工资的螺旋式下降，但不会对就

业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

2. 其他方法：将工资增长作为决定

需求增长的关键因素

上述分析对解决不公平问题具有重要影

响。劳动力市场分析不应孤立进行，而应与

整体增长相结合。这是因为创造新就业是产量

增长积极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工资下降或工

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下降所致。人们发

现，发达国家就业周期和发展周期密切相关。

就业增长通常与总需求及产出增长密切相关

(图6.2)。这些国家之间随时间推移所出现的宏

观经济和就业绩效差异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立场

的差异而非其总工资灵活性的差异度所致。在

1970年代中期之前的战后期间，就业增长要比

以前快得多，而工资限制程度则远远低于只有

极少新就业机会的前两个年代。尽管工资具有

灵活性，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很小，但

像2008年和2009年经济大萧条那样的经济下行

也会减少就业。为减少失业，所有发达国家都

需要在提高大众收入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的

复苏，而这也会通过其对进口的影响，为发展

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出口和收入机会。

如果认为提高总体工资灵活性和降低平均

工资的举措能使总体经济体实现劳动力取代资

本之目的，并以此为由认为这种举措促进就业

所必须的，则可直接推翻这一主张，因为发达

国家固定资本形成毛额(GFCF)与就业创造之

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图6.3)。这种相关性与

新古典模型相矛盾：在现实世界中，公司既会

有资本和劳动力方面的投资，也会有这方面的

撤资，其投资水平取决于整体经济状况，而该

状况又决定了这些公司对需求的预期。这意味

着，在宏观经济背景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相互

替代性非常有限。更确切地说，为实现所计划

的产量，需将它们结合起来作为互补性投入品

用于生产过程中，这种结合要视某一时间点的

现有技术而定，而与其价格比或功能性收入分

配关系不大，甚至无关。

因此，实际产能投资和促进这种投资的

需求增长是实现收入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主要动

力。尽管相对于增长而言的就业弹性可能会因

国家而异和因期间而异，但增长、就业和投资

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流行观点相左，这种观点认

为，将收入分配从劳动力转向资本，从储蓄倾

向低的较低收入群体转向具有较高储蓄倾向的

高收入群体，可补救适应问题。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统计数据显

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或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与

正规就业之间的关联性弱于发达国家。其部分

原因是非正规就业和自营职业的变化抑制了周

期效应，因为在正规就业与一种可被定义和

测算为失业的类别之间，这两类就业充当了缓

冲机制。的确，由于缺乏社会安全网，在经济

困难时期正规部门的下岗工人往往会流入非正

规经济部门，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情况要比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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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1981-2011年若干国家就业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 表1.1的数据；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
国际劳动组织，LABORSTA与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数据库；经合组织“统计摘要”(StatExtracts)数据
库，“年度劳动力统计”与“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库；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库(CEPALSTAT)；以及各国资料。

注:  Corr. = 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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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1981-2011年若干国家的就业增长与固定资本形成毛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国际劳动组
织，LABORSTAT与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数据库；经合组织“统计摘要”(StatExtracts)数据库，“年度
劳动力统计”与“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库；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库(CEPALSTAT)；以及各国资料。

注: Corr. = 关联度。 

Corr.=0.84 Corr.=0.66 Corr.=0.55

Corr.=0.09 Corr.=0.72

-6

-4

-2

0

2

4

6

-6

-4

-2

0

2

4

6

-6

-4

-2

0

2

4

6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Corr.=-0.21 Corr.=0.73 Corr.=0.52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6

-4

-2

0

2

4

6

-6

-4

-2

0

2

4

6

-6

-4

-2

0

2

4

6

-6

-4

-2

0

2

4

6

-6

-4

-2

0

2

4

6

-6

-4

-2

0

2

4

6

Corr.=0.44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重新思考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149

国家明显(2010年《贸发报告》，第三章，B.3
节)。在那些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增长和创造就业机

会之间的联系通常较弱，因为短期增长会对国

际上有关其出口商品的定价

做出强烈反应。事实上，从

2002年至2008年期间，强劲

的商品价格上升势头带来了

收入的增长，以及商品或正

规部门的就业增加(联合国非

洲经济委员会，2010年)。不

过，除中国外，在图6.2和6.3分析的其他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就业增长与国

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之间依然为

正相关。就中国而言，除非正规部门和自营职

业的重要缓冲效应外，人口趋势在就业演变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当外部对中国出口

需求减弱时，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大规模

一揽子刺激措施为促进就业提供了帮助。

在一个动态经济中，是否能在不增加不平

等现象的情况下使失业率下降，关键要看生产

力提高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是如何分配的。从宏

观经济层面来说，关键在于名义工资和就业之

间的关系。从该角度讲，问题关键不在于要素

成本，而主要在于作为总体需求主要决定因素

的工资所发挥的作用(如，工

薪阶层的消费)。较高工资和

较低的不平等水平可刺激需

求和产量增长，而这反过来

又可鼓励投资者增加产能投

资，并对就业和生产率增长

产生附带效应。

由于生产率的连续增长会增加经济体的

供应能力，所以只有当公司预期总需求同步增

长时，才能避免失业率上升问题。由于国内工

资收入是国内需求的主要动力，所以按照生产

率的总体增幅对实际工资水平进行定期调整将

有助于稳定需求预期，产生足够的有效内需，

从而避免失业率的上升。这有助于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即：需求增长、投资、生产率增长和

就业机会增加。本章D节将

讨论这种推理对政策的影响

作用。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还

需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区别不是表现在宏

观经济进程中，而是表现在公司对生产和投资

的决策上，以及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和制

度性因素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各国之

间的差异很大，但农业和服务部门的规模通常

很大而且不正规，小规模自营职业很常见。此

外，制造部门的正规就业在整个有酬职业中的

占比较小，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的

作用通常比其在发达国家的作用小得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几乎普遍采

用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之后，发展中国家

的公司部门主要根据外部需求和全球市场竞争

情况来决定其生产和投资。此外，这些国家从

更先进经济体进口了其大多数高端技术。这似

乎加剧了技术进步、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与创造

就业之间相结合的问题。为

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相

应的政策和制度，防止收入

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保证所

有生产率增长成果都能转化

为所有人口群的收入增长，

这一点甚至更重要。

毫无疑问，在那些依然高度依赖初级产品

生产和出口的国家，增长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

的关联性不如发达国家那么直接。国际上对初

级产品的定价走势通常会对其增长表现产生很

较高工资和较低的不平

等水平可刺激需求和产

量增长……

……而这反过来又可鼓

励投资者增加产能投

资，并对就业和生产率

增长产生附带效应。



201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150

大影响。2002年至2008年期间，强劲的商品价

格上升势头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却未能带来

商品部门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这一更充分

的理由说明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从较高商品租

金中拨出一大部分注入到其他急需额外投资的

部门，以促进多元化和创造正规就业(详见下

文D节第3小节的讨论)。

在那些已经具有更加多元化生产结构的

新兴市场经济体，情况有不同。其中一些经济

体的技术追赶行动已通过其净出口的扩大带来

了可贸易品产业的迅速增长。但即使在制成品

出口量大且在增长的国家，有时也会发现这种

成功只能对制造业总就业产生不大的影响。这

一点可从以下方面得到佐证：其出口导向型产

品多为资本高度密集型，国内市场在与进口品

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活

动领域出现了就业流失问题。因此，这些国家

更迫切需要确保其增长能够带来更多和更好的

就业机会。

在压低工资以保持或改善外部竞争力的

同时，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增长还通常以较低价

格的形式传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发展中国

家中，外国直接投资使其生产率获得了较大增

长，但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某些制成品出

口价格却一直在下降了(2005年《贸发报告》第

四章)。可以理解，奉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的

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制成品生产者是为了获取

刚才所述的竞争优势。但支持该战略的政策制

定者应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剥夺大部分人

口在生产率增长成果中的应有份额。此外，还

会使收入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从长远来看，这

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危机期间或全球增长缓慢

期间，尤其如此。

C.   企业工资灵活性和市场经济活力

尽管事经验明，将失业率增长归因于过高

工资的观点具有严重缺陷，而通过抑制工资来

减少失业和更严重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努力未获

成功，但却极少有人对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提

出质疑。更有甚者，基于理论推理，人们更加

注重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灵活性”。与其

说这是指各部门和企业之间以及一段时间内类

似职业的工资结构灵活性，还不如说是指总工

资水平的灵活性。这意味着下放工资制定权，

并在各企业间和企业内部根据个人表现实行差

异化工资。提高工资的“相对灵活性”加大了

不同部门或企业员工之间的不平等。据认为，

这可消除所谓的“结构性失业”。同样，率先

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经合组织，该组织指出：

尤其是，尽管如今的利润份额处于历

史最高水平，但在现行工资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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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资灵活性，减少阻碍劳动力流

动的因素和加强竞争，可使失业人员

更容易地找到工作。尽管有了适度的

工资水平，但相对工资的灵活性可能

一直不足，或者过度职位保护可能不

利于人员雇用(经合组织，1994年: 第

一部分，第73页)。

该组织还指出：

各种建模工作探讨了工资 /价格刚性

与就业 /产出表现之间的某些关键联

系。这些联系往往表明，工资和价格

刚性差异的确会对失业趋势和周期性

变动规模和持续时间产生重要影响。

尤其是，从更长远看，劳动力市场灵

活性较差和工资刚性较强的经济体似

乎有可能会经历更持久的失业和通胀

问题。因此，旨在减少劳动力市场刚

性和改善灵活性的政策可能会减少外

生干扰所致负面失业变动的规模和持

续期限，并可更容易地缩小产出差距

(经合组织，1994年: 第一部分，第

69页)。

按照这一观点，很多发达国家的最低薪酬

职业和最高薪酬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还不足以

克服结构性失业问题。正如经合组织所述(1994
年: 第二部分，第2页)“十分灵活的工资结构

可确保能力不会妨碍就业：各种能力的人群都

可通过自身定价找到工作”。

尽管有关不平等问题的担忧在日益加剧，

但依然有人坚信，在国家和企业一级提高工资

灵活性和进一步弱化集体制定工资制度是适应

需求变化的唯一途径(Barkbu、Rahman、Valdés
等人，2012年)。例如，欧洲央行(ECB)行长在

呼吁进行“旨在提高灵活性和流动性的劳动

力市场改革”时，实际上是在暗示，很多国家

坚持维护其福利状态是妨碍欧洲经济从危机中

复苏的主要绊脚石3。同样，在提到欧元区危

机时，基金组织指出，可通过“一个能对企业

经济状况做出更敏捷反应的工资制定机制”，

改善各经济体适应冲击的能力(基金组织与20
国集团，2012年: 第1页)。该观点所依据的信

条是，甚至失业和通胀的周期性变动都会由相

对工资灵活性所驱动。这意味着，甚至在总工

资水平下降后，居高不下的“结构性”失业

问题也会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足而持续

存在。

本章B节表明，从总体上说，劳动力不能

只“通过定价寻找工作”。与此有关的一个问

题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对特定部门或个别企业

的工资进行调整是否是应对冲击的有效方式。

源于外部或内部的冲击是否应该通过灵活的工

资和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来消减？什么样的调整

造就了昔日市场经济的上好增长、投资和发展

表现？什么样的调整吻合了劳动力就业变化和

资本变化之间高度相关的经验证据？在寻找这

些问题的答案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初步

思考。

按照传统的观点，对企业货物或服务的

需求下降会促使企业解聘工人，以避免产能

利用率下降所带来的利润下降问题。为了通

过“自身定价重返工作岗位”的下岗工人愿意

接受较低的工资，以保住工作或尽快找到另一

家单位。这样，即使个别公司持续存在生产下

降问题，也可恢复全面就业。根据这一推论，

即使生产水平不如从前，工资下降也有助于首

轮下岗工人重新就业。但在市场经济体中，需

求骤降不是个别公司所经历的常见冲击。在任

何给定的总需求下，需求对某个公司的冲击通

常都由竞争对手的战略举措和消费者的偏好变

化所致。4 

按照竞争逻辑，如果某个企业的货物与

服务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那么需求将会

转向那些具有更成功企业战略的竞争者。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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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流失的岗位将通过更成功企业竞争者所

增加的岗位加以弥补，为满足市场对其产品的

更多需求，这些企业需要通过增加工人来增加

其产量。在这一进程中，所需要的不是下调工

资，而是为下岗工人暂时提供旨在避免工资压

力的安全网，同时提供再培训和学习新技能的

机会。

如果获胜公司通过采用新生产技术或引

进新产品取得成功，那么最终会对就业产生类

似影响。一项新技术，如能提高某个工厂的生

产率，并为创新公司的可比产品暂时带来某种

优势，则往往会促使价格的普遍下降，因为其

他企业会模仿创新。另外，还会使实际工资以

及整个经济的国内需求普遍

上升。这使那些不再被创新

公司所需要的工人在那些从

需求增加中获益的其他企业

中找到工作，而无需接受下

降的工资。如果实际工资的

上升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同

步，那么需要通过实际经济增长来扩大用以吸

收大量工人的市场需求。

如果一个公司或部门的业务模式由于消

费者偏好发生变化而过时，那么更灵活劳动力

市场和更灵活企业或部门工资可减少失业的这

一观点则更缺乏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下行

企业工资灵活性意味着保持相当于由工人提供

补贴的过时工资结构。如果此时，其他企业从

其产品需求上升中获益，那么合理的反应结果

不是工资下降，而是过时企业的利润下降和闲

置产能关闭。与此同时，从消费者偏好中获益

的企业将会增加新产能和吸收暂时失业者。同

样，公司或其分支机构是否被淘汰出局的主要

驱动力是利润而非工资的升降。5 

一般来说，企业工资调整不会有效，因

为通常无法确定企业受冲击影响的具体理由。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补贴，不管是由政府提供

还是工人提供，都不适于用来应对特定市场需

求下降所带来的挑战。由于工资下降会降低宏

观层面的需求，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切实可行的

预测方案表明，一个能对供求冲击做出有效反

应的动态市场体系会是工资下降和不平等水平

上升。

反对提高工资灵活性的另一重要论据是，

企业所聘劳动力的技能和资格千差万别。有关

其中每种技能的劳动力细分市场各不相同，这

些细分市场的运行方式取决于地区间和部门间

的劳动力流动性、工会化程度和工资谈判的集

中程度。在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工人流动性大

或工资谈判集中的情况下，

可以预计，其中每个细分市

场所支付的工资都类似。这

意味着，个别企业必须接受

市场为给定资格所确定的工

资。因此，如认为企业工资

灵活性可通过基于工人边际

生产率的工人报酬水平来提高总体效率，则不

切合实际。边际生产率理论概念所依据的理念

是，可测算和明确识别贡献(如，某类工人的一

小时工作)。但在大多数的现代生产背景下，却

无法测算每个雇员对其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有

多少贡献(框6.1)。

个别企业为价格接受者，因为价格是在

不同劳动力市场确定的。因此，当冲击对某个

企业造成影响时，该企业不能削减工资，因为

工人会干脆离职到别处谋职。诚然，可能有很

多因素会妨碍工人的区域性流动，这可能会将

货币工资的均等化限制在某个地区或聚集区，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将个别企业所受到

的正面冲击列入考虑时，反对提高企业工资灵

活性的理由则更充分。例如，如果企业家采用

了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创新理念，从而可以按照

公司是否被淘汰出局的

主要驱动力是利润而非

工资的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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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以往的价格供货，那么重新商洽其企业工

资的做法将会起反作用。首先，如果预期其公

司的工人会立即争取其中的部分开拓者租金，

则会减少潜在开拓者的积极性，从而减少经济

的创新动力。尽管其他工人可能愿意接受一份

低于该企业原有雇员的工资，但一种更有效的

安排是保持个人工资不变，而将该企业因为高

于平均生产率增长水平而暂时获得的较高利润

奖励给该企业。这还使他们能够将部分开拓者

租金用来减少其产品价格，而这会使整个经济

的竞争性产品价格下降，因为效仿者会模仿这

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从而使所有工人受益。

如果每个劳动力细分市场的工资都往往会

趋同，那么利润可能会有暂时的明显差异。正

如凯恩斯所观察的那样(1930/1971年)，这些差

异有助于将经济体的资源从不再需要的地方转

向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地方。部门或企业一

级的工资灵活性不会促成这种结果。相反，灵

活的工资往往会保留过时的结构和大大减少经

济体适应新环境和挖掘创新潜力的能力。

如以上各段所述，跨期结构转变以开拓

性企业为其特征，这些企业能够按照快于其竞

争者的速度提高生产率，或者能够通过推出新

框 6.1

工资的确定与边际生产率

边际生产率理论概念所依据的理念是，可对贡献(如，特定工人的一小时工作)进行测算和加以

明确识别。如果在给定劳动力细分市场中向所有工人支付同样的工资，那么如果某工作流程

增加了一小时，而在增加的这一小时中，所生产的产量低于以前的各小时(规模回报递减的生

产流程)，那么所有工人都不得不接受降低的薪水。只有当投入到生产流程中的众多不同雇员

是高度标准化的，且能明确加以识别和测算时，这一概念才有效。但在大多数现代生产背景

下，情况都不是如此。

在绝大多数雇员的工作环境中，都无法测算某个生产小组各成员的边际贡献和相对贡献。例

如，某位医院护士的边际生产率是多少？相对于外科主任或行政主管而言，其对总成果的贡

献如何？由于这些是未知的，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雇员报酬都大致反映了资格类似者的

稀缺性或供应状况而不是其个人的边际生产率。经济体因特定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率而获得的

总体生产率增长通常反映在货物的降价中，因为生产货物的效率提高了。较低的价格水平意味

着，尽管每个雇员的生产率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但所有雇员的实际工资都相应地提高了。从整

个团队所增加的产出中获益的是团队(在这个极端形式下)―即整个经济体这个团队，而不是

生产流程中的个别雇员。a

a 以一名小学教师为例，40年中，这名教师都在讲授完全一样的内容，教学没有任何创新，生产率没有任

何提高，薪水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如果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了整个经济的价格下降，那么这名

教师的购买力将会提高。如果经济体确立了明确的通胀目标 ，则不得不按照该具体目标加上生产力增

速后的幅度来提高所有名义工资，但这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并不会改变调整程序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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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吸引额外需求。因此，可采用特定企业较

高的生产率和整个经济体的给定工资来解释其

成功。

该原则也适用于国际结构转变，在涉及

发展中国家时，即：当初始转变源于发展中国

家的追赶进程或者是因为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

发展中国家时，尤其如此。在将更发达国家的

技术用于工资和平均生产率水平要低很多的另

一国家时，通常会带来国际结构转变。因此，

注重国际或跨地区转让的投资行为和已知技术

的采用会带来较低价格或较高利润。但这种

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冲击类似于跨期转变的冲

击。同样，单个企业或其分支机构面临着来自

其他企业的竞争，这些企业具有较低的生产成

本，因而可按照较低的价格提供类似产品。还

是一样，努力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来维护市场份

额的行为不利于增长、增加就业和减少不平等

问题。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这种或那种方

式获取别处开发和已经使用的技术对于经济追

赶必不可少。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中那些

利用这种技术的生产者进行竞争时，如果其个

别企业或部门将工资下调，也能起到类似于保

护主义措施的效果。由于用心良苦的政府和工

会错误地认为这能保护就业而未加重视，所以

这种做法经常发生。但就像对那些受困于内部

冲击的下滑企业提供补贴一样，这种做法将适

得其反。更合理的做法是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做

法：这些中国家会利用其增加的出口收益从发

达国家购买更多的进口品，而这不仅能为发达

国家的他企业创造新机会，还能创造新就业。

总之，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下调实际工资

的平均水平会加大利润和工资收入之间的不平

等，当一个经济体面临最常见的冲击，即：需

求冲击时，这种做法对于失业问题无济于事。

企业或部门一级的工资灵活性以及由此拉大的

劳动力收入不平等也同样无济于事，因为这会

减少各企业之间的潜在竞争动力以及创新投资

的积极性。现代市场体系的合适动力是灵活的

利润而非灵活的工资。在现实世界中，各种冲

击主要通过利润而非工资来消减。基于国际贸

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如

此。利润变化会使企业通过调整适应新形势而

不是做其力所不及之事。在任何发展阶段，调

整政策都不应以孤立劳动力市场基于灵活工资

的新古典静态模型为指导，因为在通过调整应

对国际或跨期冲击的情况下，这经常会产生不

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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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型社会与动态调整

正如本章B节和C节所述，有关经济增长

和追赶以及持续改善所有人群福利方面的战略

不能通过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方式来取得成

功。的确，很多国家的较慢增长和较高失业都

与这种解除管制的做法有关。

由于劳动分工在进步，而每个参与者对

其成功的依存度在上升，所以，重要的是要根

据生产率所带来的增长情况按照能够增加货物

和服务需求的方式来分享利益。若想避免失业

率持续上升的风险，或者不想一再通过“以邻

为壑”的政策姿态来为其剩余供应创造需求，

那么这种分享方式将是一个经济体可以采用的

唯一方式。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

国家，由绝大部分人口分享这些成果不仅有利

于社会公平和凝聚力，而且对于增长也至关重

要，因为作为国产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

这些人口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更大的需求，而这

会促进生产。

收入增长和全民就业战略的成功与否取

决于固定资本投资。在由私人部门占主导地位

的经济体中，不仅融资条件会对这种投资产生

强大影响，而且该资本所产货物和服务的预期

需求增长也会对这种投资产生强大影响。因

此，只有当所有生产活动的收益都通过所有收

入群体的私人住户分配时，才能指望广泛系列

的活动获得投资增长并最终实现更大程度的多

元化。这需要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监管制度

安排对营利者和工薪阶层之间的谈判权进行系

统化权衡，因为前者是投资的决定者，而后者

则是消费需求的主要驱动者。此外，借助于其

他非正统政策工具可增加政策选择和潜在政策

工具组合的数量，这些可用来实现理想的产出

增长和较高的就业率，同时避免通胀上升和不

平等问题。

2. 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

一旦认识到，市场机制不能通过加剧不平

等问题的做法来恢复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均衡，

政府在稳定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对于创造就业和

收入分配将至关重要。如果任由高失业率给工

资所带来的压力在整个经济体内蔓延，则会额

外发生巨大的成本，政府可通过适当的政策防

止这一问题。

目前，欧元区是工资抑制措施失灵和宏

观经济政策不利于增长的最典型例子。在该地

区的南部欧洲成员中，尽管大幅削减了工资，

但失业依然在飙升。为吸收这种剩余劳动力，

需要通过那些以固定资本形成为基础并以实现

强劲增长动力为目标的适当货币、金融和财政

D.    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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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创造额外就业机会(另见2010年《贸

发报告》第五章和2008年《贸发报告》第四

章)。迅速通过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积极解

决失业率上升问题的政府也可尽量减少不确定

性的持续时间和岗位流失威胁。在衰退时期或

增长潜力未能充分发挥时期，强有力的逆周期

政策对于那些缺乏或者无充分社会安全网的国

家尤其重要。之所以有理由认为可用美国更积

极的经济政策姿态取代欧洲更先进的社会安全

网，其原因正在于此。另一方面，如果欧洲打

算在危机期间削减福利方案支出，则需要改变

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态度。如在削减安全

网的同时，取消宏观经济激

励措施，则注定要失败，而

且会带来更多的失业和更大

程度的不平等。

除了旨在支持就业和增

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外，适

当的收入政策能为实现一种

被社会认可的收入不平等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如通过某种规则来确定

大众收入的演变情况，则能为货币、金融和财

政政策方面的工作提供很大方便。一种基于

这类规则的良好收入政策可有助于防止增长进

程中不平等水平上升的问题，同时还有助于就

业增长，因为这能稳步地扩大内需。收入政策

应确保平均名义工资上升与平均生产率(外加

通胀目标，见下文)保持同步，这是其核心特

征。这类政策的实施需要有一个与各国经济结

构和特定历史背景相适应的制度框架。这种框

架甚至更重要，因为收入政策不仅可作为创造

就业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可作为控制通胀的一

种手段。

为保持工资份额和确保实际工资增长不

会超过经济体供应能力的增长，名义工资调整

还应考虑到具体的通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

应牢记，在没有重大进口价格冲击的情况下，

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即：工资与生产率增长

之间的关系)是确定通胀率的主要因素。发达

国家具有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在创造了足够就

业且失业率在下降的期间，尤其如此(图6.4)。

当一个经济体的工资上升时(涨幅通常按照

平均生产率增长加上具体的通胀目标来确定)，
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将保持不变，而

整个经济体将会创造足够数量的需求来充分利

用其产能。在应用这种规则时，工资调整应具

有前瞻性(前向调整)。这意味着，应根据生产

率趋势和政府或央行为未来

期间所确定通胀目标，而不

是生产力的实际增长率和以

往期间的通胀水平来进行调

整(即：后顾性/后向调整)。

中期生产率趋势(例如，

五年期间的年均增长)优于实

际年生产率增长，因为后者往往会波动，而且

会受产能利用的周期性变动影响，因而不能为

可持续收入增长奠定基础。此外，工资不应根

据以往通胀水平进行指数化调整―但在实践

中却经常这么做。这种计划往往会使通胀长期

存在，而不会确保理想水平的实际工资。这是

因为，当需求上升速度快于产出时，面临劳动

力成本上升问题的生产者能将这种上升传递到

价格中。相反，采用所提议的计划将能确保单

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决定未来通胀的主要因

素)不会超过通胀目标。

1970年代中期以及1980年代初，为应对

石油冲击影响而进行的后顾性工资调整便是一

个佐证(框6.2)。另一例证是一些曾有过极高通

胀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固然，这些国家的名义

工资上涨不是引发通胀的唯一元凶。但通常由

应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包
括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

的集体谈判)和相关治理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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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冲击引发的一次次不断加速的通胀却漫溢

到名义工资增长中。这加速了成本－价格的

盘旋，因为政府试图通过后顾性指数化机制来

保护工资收入免受通胀的影响。这种工资政策

的代价很大，因为在顶着成本给价格所施加的

持续上行压力的情况下，央行为了将通胀降到

目标水平，有义务一次次地提高利率。这种为

了名义上稳定的做法妨碍了实际投资和就业。

这样，将工资与生产率增长及央行通胀

目标挂钩还有利于央行防止通胀，并为央行刺

激投资和增长提供更大空间。根据所提议的计

划，实际产能投资也能从名义工资调整中受

益。这是因为当内需增速与供应潜力增速接

近时，能诱导企业投资，刺激工业增长和创造

就业。

将名义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趋势及通

胀目标挂钩能确保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

保持不变，但不会提高该占比。如果在引进该

计划之前，已实施了若干年的工资限制措施，

那么该占比可能会稳定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因此，政府最好纠正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初次收

入分配的结果，以解决不公平问题和国民不平

等问题。但是，如果工会与雇主协会之间没有

事先达成协议，那么按照一个大于生产率增长

与目标通胀率之和的幅度来提供名义工资将难

以实现这一目的。在工薪阶层需求增长的情况

下，雇主如不愿意因为较高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而减少其利润，则可很容易地将较高的单位劳

动力成本转嫁到价格上。这样，提高工资占比

的任何举措结果都会适得其反：价格上涨能恢

复利润，但在同时，通胀上升则往往会减少工

人累积储蓄的实际值。此外，还会促使央行采

图 6.4

单位劳动力成本与通胀的年增长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数据；拉加经委会的统
计数据库(CEPALSTAT)；联合国统计司《国民账户统计：主要总量和细目表》；欧委会年度宏观
经济数据库(EC-AMECO)；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

注: 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整个经济。若干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中
国、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韩国、南非和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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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限制性更强的货币政策，这会对投资、增长

和就业产生附带影响。避免这一问题的唯一方

式是采取价格控制措施。

如希望避免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干扰问题，

那么在任何情况下，试图提高工资占比的政策

都需要取得高度的社会共识。但政府可采用有

利于谈判权弱势一方的其他工具来纠正市场结

果，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可采取的政府政策

包括：累进课税(见第五章讨论)；将更多收益

用于各种偏向某些目标群体的社会转移。也可

增加旨在改善基本货物和服务供应及其可负担

性的公共支出。

本《报告》对不平等问题加大的各种原

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需要通过一些制度

安排来实施所建议的名义工资制定规则。最重

要的是，政府要为全国性工会的设立和赋权提

供支持，这对于收入政策的成功实施可能很重

要。整个经济体内类似职业的工资平等对于减

少收入不平等以及保持大众需求增长与生产率

增长的同步将至关重要。通过强大工会与雇主

协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可大大方便这一目标的实

现。可通过政府的工资调整建议或导则影响他

们的行为。

可通过这种方式促成一种以国内需求为导

向的增长，同时确保工资增长既不会大大超过

也不会大大低于一种能够有助于稳定价格和就

业的速度。可能需要更加注重这种制度建设和

相关治理改革，对于那些正在扩大其制造部门

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应如此。

框 6.2

为应对进口价格冲击而进行的工资调整

进口价格急剧上升给供应带来的负面冲击有其自身原因。以往引用最多的例子是1970年代中期

和1980年代初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石油冲击。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较高油价和无弹性石油需

求导致了最初的通胀冲击时，名义工资和工资结构相当具有刚性的国家能更成功地防止由此所

带来的通胀加速问题。这是因为，工资刚性意味着名义工资的刚性和实际工资的灵活性。只有

当通胀火花从货物市场窜到劳动力市场时，对货物市场的一次性价格冲击才会转化为较高的通

胀(即：持续价格上涨)。在根据实际价格水平对工资进行指数化调整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在

具有所谓的后顾性指数化计划的很多国家(如，意大利的自动调整条款)，便是如此。该计划是

为了防止实际工资的下降和保护工人免受通胀引起的再分配影响。但当进口价格急剧上升时(
如石油)，则不会导致收入分配朝着有利于国内利润的方向转变，而是带来有利于第三方的再

次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利于外国石油供应商。首先受到较高进口成本冲击的国内生

产者将工资上涨部分转嫁到价格上，从而将一次性价格冲击转化为永久性的较高通胀率。这

促使央行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从而使就业水平下降。

从工资调整不能反映实际通胀这个意义上说，名义工资刚性最好用来调整进口价格冲击，因为

它可带来实际工资的灵活性，而这对于避免首轮通胀所引起的持久性高通胀是必不可少的，在

采取不利于增长和就业的限制性货币政策时，这还可防止这类政策所带来的额外需求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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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顺利适应需求冲击，重要的是

要让那些面临压力的工人需尽快通过“自身

定价重返市场”―如上所述，这没有可能

性―即使有了保护，也是如此。另外，最好

保护工人免受长期失业之苦，这不仅有其社会

原因，而且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这甚至可能更

重要。为防止货物或金融市场受冲击后的高失

业问题“传递到”工资上，需要有严密的安全

网。这有助于暂时失业者在不会大幅降低其生

活水平及其货物和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寻找其

他经济领域所创造的岗位。

3. 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收入和就业

政策

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生产率增长潜力。

因此，也完全可以通过更平等地分配生产率增

长成果来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这需要有一种

能将各种额外因素列入考虑的收入政策，具体

政策要视每个经济体的特征而定(2010年《贸发

报告》第五章)。尤其是，这些方面包括农业领

域的大量自谋职业者和那些从事非正规活动的

人员。另一方面与租金分配有关，这类租金指

自然资源开采租金，以及在将进口先进技术与

本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时，尤其是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或在出口导向型行业实现这

种结合时，得自巨大生产率增长成果的租金。

第三个方面与全国范围的集体谈判和监管机制

有关，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方面往往都比

较薄弱。下文将对这些方面进行讨论。

(a) 在庞大非正规部门和小规模自谋职业

的背景下减少不平等现象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和自谋职业

都在总就业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此外，很多国

家的自谋职业一直在上升，因为现代正规部门

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因此，在这些国家中，

除了有关正规部门的收入政策外，重要的是还

要采取措施提高非正规工人和自谋职业者的收

入和购买力。通过各种机制将农业生产者价格

(及其相关农民收入)与经济体的总生产率增长

挂钩可逐渐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这类机

制在发达国家中的使用已有几十年，可使农业

活动从业者能够分享其余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

成果。同样重要的是，这部分人口往往会购买

本地生产的消费品，因此，还可通过农业研究

与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公共投资、政府协助

的农业支持组织和政府向小规模农场主所提供

的优惠贷款，来促进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

(另见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毫无置疑，理想状态是改善农村地区的生

活水平，包括提高农场主报酬，但应牢记，经

济发展将伴随着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在这一

进程中，需要将自谋职业的众多贫困人口和非

正规部门的从业者吸引到正规可靠的就业，这

些就业有希望为他们带来合理、可靠和不断上

升的工资收入。在持续扩大正规部门的同时，

加强社会安全网有助于防止工人在失去正规部

门的工作后重返非正规部门。

(b) 商品价格、租金和不平等

依赖商品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另一挑

战，即：如何管理自然资源开发和国际商品价

格上升所带来的收入。为确保商品租金(即：自

然资源售价与开发成本之差)有助于减少发展中

国家的不平等问题，这些国家的有关当局应与

那些从事其自然资源开采的各个公司(通常为大

型外国跨国公司)做出适当的合同安排。在大多

数情况下，这些合同都要求从这些公司收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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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特许开采权利金和各种税，其中有相当大

的一部分可转入国内经济(另见2010年《贸发

报告》第五章D节)6 。

商品出口价格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贸易条

件改善可按照类似于前述生产率增长的方式分

享。但是，因贸易条件改善而提高实际工资总

体水平的空间会受到供应的限制，因为需要有

供应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因此，除了

这种政策外，还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国内投资的

融资成本，改善国内众多企业家的贷款渠道，

以增加固定投资，生产国内消费的货物和服

务。在预计商品价格只会带来短暂的贸易条件

改善时，这将尤其重要。

(c) 将先进技术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相结

合所带来的生产率租金

如以上B节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生

产者通常要采用进口的先进技术，在从事出口

生产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东道国通常通过

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获

得这种技术转让和进口更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

术。这类投资有助于大幅提高低薪酬国家的平

均生产率水平。以这种方式将先进技术与较低

劳动力成本相结合时，所获得的成果一般由雇

主(不管是国内雇主还是跨国公司)以较高的利

润形式，或者由外国消费者以较低购买价格的

形式所分享。由于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决定各国

和各地区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所以雇主通过

降价所能实现的市场份额租金或利得可能会极

其高。

低薪酬国家所面临的政策挑战是，确保国

内工薪阶层能从这种资本与劳动力结合方式所

带来的生产率成果中获得适当份额。如任由一

个解除了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来决定工资水平，

则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同样，收入政策可在

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亚洲一些成功工业化

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的追赶战略中，那些

获得了大部分这类生产率租金的国内生产者将

其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出口导向型活动中的再投

资，从而创造了新就业机会。但这一进程只能

持续到那些具有较高生产率和低薪酬的新一代

竞争者出现时。因此，显然有必要加快总体工

资的增长，以便通过国内大众收入和消费的增

长来保持有效需求的扩大(1996年《贸发报告》

第二部分，第一章)。

因此，一般规则是，名义工资调整应以所

有部门的平均生产率上升为基础―这些部门

包括那些通过先进技术与国内低工资的结合获

得了大幅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这有助于国内需

求的持续增长，减少各部门之间和各地区之间

的收入不平等。在难以实施这一规则时，有关

国家的政府可对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准垄断租金

进行适当征税，然后利用该收入增加国内对国

产货物的需求，这也能收到类似的效果。可直

接通过公共部门采购，或者间接通过暂时工资

补贴、公共就业方案和/或对地方私人投资者

的资金支持，来促进内需。

4. 法定最低工资

在发展中国家，劳工保护程度以及劳动力

和雇主的组织程度很低，很少有用以确定工资

和就业状况的组织化谈判。因此，如希望按照

生产率增长加上通胀目标的幅度来进行名义工

资调整，则极难为这样一种收入政策确定一个

制度框架。由于这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建立

一个能够有效代表工人和雇主的主管机构，因

此，一项可用以减少不平等问题且能得到更快

落实的措施可能是确定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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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报告》第五章)。在其他国家中，确定最

低工资标准可能是集体谈判的一种有益补充。

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

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不过一些具有大量非正规

部门的发展中国家也许不是总能全面落实这种

立法。尤其是，那些缺乏严密社会安全网的国

家经常而且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选用最低工资

标准来保护低技能工人不受强大雇主的剥削。

然而，尽管有很多经验证据表明，法定最低工

资对失业没有影响或只有很小的影响，但一

些人士批评指出，政府确定工资的行为是对有

效市场的干扰。这些批评家认为，旨在保护低

技能工人的最低工资立法可能会确定一个超过

劳动力均衡价格的工资水平，因此，相对于

没有这种立法的情况而言，这会加大工人继续

失业或陷入失业的风险。有650多名经济学家

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

获得者，这些经济学家认为“适度提高最低工

资水平可改善低薪酬工人的福利，不会带来批

评家所声称的那种负面影响”(经济政策研究

所，2006年)。

在作为批评家推理基础的新古典模型中，

最低工资取决于特定资格工人的边际生产率，

但在大多数职业中，都既无法测算某个生产

小组个别成员的边际贡献，也无法测算这些成

员的相对贡献(框6.1)。因此，所有社会都有很

大空间可用来确定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而又

不会违反任何市场规律或供求原则。例如，如

果规定最低工资应始终按照有关经济体平均工

资水平的一半来确定，则难以想象这种安排何

以会增加某些群体陷入失业的风险。一些劳动

力密集型的货物和服务很可能会变得更贵，而

一大群雇员的购买力将会提高，而这将有助于

整个经济体创造额外收入和就业(另见20国集

团，2012年：第12页)。

大多数最低工资计划都根据通胀进行指

数化调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会根据以

往通胀而非通胀目标来选择指数化机制，而且

在很多情况下，根据生产率增长进行的调整都

不在该机制之列。与上述一般工资调整的理

由一样，这种指数化也会带来问题，尤其是，

这种调整会带来通胀惯性。同样，如根据经济

体平均生产率增长加上目标通胀率之后的幅度

对法定最低工资进行定期调整，而不是武断地

根据各利益集团对政治决定的影响来调整，则

可能会对投资－生产率－增长动力产生积极影

响。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阶层的收

入来减少贫困，而且还可在生产率增长高于平

均水平的企业中，通过较高需求和较高利润所

创造的额外就业减少贫困。此外，法定最低工

资及其定期调整可作为私人部门工资谈判的重

要基准。

 
5. 国际框架

前节有关国家政策的讨论间接假设，根据

总体经济背景不同变化进行调整的过程既不会

受到负面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的影响，也

不会受到其他国家所奉行的不同政策的影响。

但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开放经济世界

中，一国的宏观经济正在日益受到外部动态和

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这些可能会通过国际贸

易和金融关系产生强大影响。出于各种原因，

一个国家(包括其所有公司)可能会通过其更强

大的价格竞争力持续保持高位运行的经常账户

和贸易盈余。在单边或多边确定汇率的情况

下，这有可能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却没有

反映在其货币估值中的结果。欧洲经济与货

币联盟的德国是一个典型例子(框6.3)。另一方

面，一直作为很多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特征之一

的是货币被高估并使其丧失竞争力，这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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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6.3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德国的相对成功与欧元危机

1999年，建立了欧洲单一货币区，与此同时，德国开始通过新举措解决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问

题。诸如减少工作时间的计划和其他措施都未能减少失业问题，1999年，政策制定者、雇主和

工会领导在其三方协议中同意摒弃传统方案，即：工资增长不再按照生产率增长加上通胀目标

的幅度力求工人的平等分享。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选用了一种有利于资本的再分配战略，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将生产率增长转化为就业，从而以此减少失业。 

德国新的劳动力市场方案以及欧元区各国货币的废除使各国之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出现了

巨大差异―而单位劳动力成本则是决定价格和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

很少上升，而在南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中，名义工资增长则略超过各国生产率增长和一致商定

的2%欧洲通胀目标。自推出欧元以来，法国是完全依照商定名义工资增长路径的唯一国家：法

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与国家生产率表现及欧元区2%的通胀目标一致。

尽管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员之间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小幅差异，且价格和工资的增幅很小，但

这种情况却持续了多年，因此，随时间累积的这种差异会很大。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头十

年之末，德国和东部欧洲之间的成本和价格差距已上升到25%左右，而德国与法国之间的这种

差距则上升到15%。换言之，尽管本国货币不再存在，但德国相对于其大多数欧元区伙伴而言

的实际汇率却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单位劳动力成本与价格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对贸易流量产生了强大影响。尽管在建立欧元区时

以及建立欧元区之前的数年中，贸易流量相当平衡，但在欧元区建立后的头十年，不平衡水平

急剧上升。德国出口增速远快于进口，因此，其经常账户盈余加大。同时，南部欧洲和法国的

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则在加大。甚至在金融危机冲击及其对全球贸易产生破坏性影响之后，出

口受到影响的德国在2010年和2011年迅速恢复了其盈余，达到了每年约1,500亿欧元的水平，其

中与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约占了800亿欧元。

当前的深度衰退以及赤字国家的紧缩方案往往会减少有形贸易赤字。但是，如果竞争力不发

生根本转变，这些国家将缺乏刺激增长的必要动力。该经验显示，一国相对于那些具有类似贸

易结构的其他国家而言所具有的绝对和累积优势不具有可持续性；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迟早得缩

小。否则，那些必须为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的贷款人将会面临不确定性，而这往往会使利率

上升。对于那些由于经常账户赤字而累积的债务，为了能够支付其净偿付额，债务国的经常账

户必须在某个点附近摆动。因此，必须为债务人实现其经常账户盈余提供可能性。但是，如果

盈余国家千方百计地维护其盈余地位，那么债务人违约将不可避免。

欧元区的经验还显示，各国间的竞争状况不同于企业间竞争。个别企业可通过其基于创新的生

产率增长实现竞争优势，这使他们能够按照低于其竞争者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进行生产。但该机

制则对国家不起作用。在那些主要从事制成品贸易的国家中，其相对平均工资水平会对其竞争

力产生强大影响。在一个采用本国货币和由本国对货币政策行使主权的世界中，一个按照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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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供应类似制成品的国家会增加其市场份额，并累积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但

会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该国调整其以国际货币计算的工资和价格，因而迟早会迫使该国

通过其货币升值来调整其以国际货币计算的工资。

但在货币联盟中，成员国明示或暗示地同意不选择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政策(即：将名义工资

增长保持在本国生产率加上商定通胀目标这一幅度之下或之上)。在采用(欧洲央行所确定)的
将近2%的通胀目标时，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员所暗示的协定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不

会超过该比率。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将其生产率增长(不管是像德国那样按照1%的幅度，还

是像希腊那样按照2%的幅度)用来增加实际工资或/和减少工作小时。如果在任何一个成员国

中，单位劳动力成本或通胀偏离了通常所设定的通胀目标，则不管是上偏还是下偏，都会出

现对外头寸不可持续的问题。

为提高其竞争地位，德国将其工资增长保持在其生产力增长率加上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通胀目

标这一幅度之下，这不仅带来了欧元区内的不平衡问题；而且也未能在其本国取得成功。尽管

在货币联盟推出后不久德国出口开始急剧上升，但国内需求与实际工资一样没有发生变化。这

破坏了其国内市场的动力，加剧了其贸易伙伴的脆弱性(见图)。

以劳动力取代资本的希望落空了，按照给定产出增长水平增加就业的希望也落空了。此外，

德国的尝试给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其他成员带来了惨重后果，这些国家失去了其市场份额。

如果德国不大幅提高其工资水平，其他国家将需要在数年中通过降低其工资来恢复其国际竞争

力。但时间证明这是错误的：工资下降使国内需求下降，并使当前衰退加剧，在出口份额较小

(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5%)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尤其如此。由此带来的萧条是政

治上所不能维持的，希腊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框 6.3(续)

2000-2011年德国的消费与收入

(指数, 2000年 = 100)

资料来源:   德国联邦统计局，2012年1月。

  注:   2011年第四季度的估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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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赤字。这种高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

主要原因是利差交易，即：根据不同国家货币

之间的利率差异所进行的货币投机―最近，

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率非常低，这种投机已大

幅上升。在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增长很快的情

况下，高估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也

可能严重削弱一国实现其生产结构多元化的

能力。

货币市场这种错误定价给宏观经济所带

来的冲击对整个经济产生了影响，因此，不能

在企业一级加以解决。为适

当处理这种冲击，需要对有

关货币进行升值或贬值，而

不是由赤字国家削减工资。

欧元区的近期例子和发展中

国家的很多早期例子明确显

示，努力通过全方位削减国

内工资，不能解决巨大的贸

易不平衡问题。出口在总需

求中的占比通常很小，因此，这方面的更强竞

争力对增长的预期影响速度还不足以防止工资

下降之后国内需求下降所引发的深度衰退。此

外，在若干各贸易伙伴国家同时削减工资时，

则会出现合成谬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低

工资对竞争力所带来的影响大部分都被耗尽。

相反，贬值有利于制造商出口，但不会对内需

直接产生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可击退

进口需求，从而刺激人们对国物的需求。

因此，为确保效率，应将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调整进程纳入一个合理的全球或区

域货币体系；否则，外部宏观经济冲击将继续

威胁上述调整的顺利进行。为减缓宏观经济冲

击，名义汇率变化应反映各国之间的基本面变

化(即：通胀率差异，或者单位劳动力成本上

升差异)。这样，如果按照国家贸易伙伴的货

币进行测算，则可在国家一级实现单位劳动力

成本变化的均等化。这可最有效地防止实际汇

率失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也可最有效地应对

过高估值压低工资从而加大不平等水平这一潜

在风险。同时，避免国际贸易中以邻为壑行为

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一个系统具有一个能与名

义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保持一致的汇率格局。

在那些具有开放资本市场的国家中，与通胀或

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保持一致的汇率可扩大国

家货币政策的施展空间，这种政策可通过鼓励

固定资本投资来促进增长。

国际框架另一重要内容

是国家对固定资本迁址的处

理方式。当贫/富国家之间的

工资差异可为外国投资者带

来提高利润的机会时，可能

会推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

展中国家，这会有利于发展

中国家。正如本《报告》所

提议的那样，按照本国生产

率增长进行实际工资调整的规则难以在发展中

国家实施，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都缺乏

实施有效收入政策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机构，

包括工会和雇主协会。

因此， 在确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条件时，

应通过那些能对适当工资调整予以适当重视的

原则发挥重要作用。可列入的条件之一是，跨

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按照总生产率增

长加上国家通胀目标的原则来调整工资。通过

这种方式，这些企业将能为国内企业确定一个

标准。为提高效率，所有作为外国直接投资东

道国或者努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

都应对这些政策进行协调。这可能是避免过度

工资竞争所必要的―这种竞争将最终以较高

的利润形式仅使外国企业受益，或者以较低价

格的形式使外国消费者受益。

为适当处理宏观经济所

受到的冲击，需要对有

关货币进行升值或贬

值，而不是由赤字国家

削减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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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那些能够提升绝对生产率的先进技术

与东道国低下的绝对工资水平相结合，通常能

使外国投资者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但遵守上

述工资调整规则决不会使他们丧失这种利润。

他们所要确保的工资增长不是与其自身的生产

率增长挂钩，而是与整个东道国的平均增长水

平相挂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规则类似于

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低薪酬国家的外

国企业如不愿意按照这种方式调整工资，则说

明他们不遵守市场原则。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的第三个领域与国家

间竞争有关。一种广泛的认知是，加速的全

球化正迫使各国按照类似于公司的方式展开竞

争。这一观点认为，国家财富取决于各国是否

有能力在开放的货物与资本市场带来各种挑战

的情况下，有效进行调整。具有优越资本和技

术禀赋的国家会面临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

那些具有较多劳动力供应和较薄弱劳动力市

场机构的贸易伙伴，反之亦然。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新出现的大量闲置劳动

力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的资本－劳动力比

率，并使低工资和高工资在某个居间点附近达

到均衡。

如前所述，工资份额下降不是全球化

的“天然”副产品，适用于公司竞争的模型不

适用于国家，尤其不适用于那些具有独立货币

的国家。在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中，各公司

通过差异化的生产率和利润展开竞争。他们必

须接受劳动力价格，在一个具有不同素质劳动

力的市场上，该价格的确定方式与资本价格相

同。因此，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给那

些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货物和服务所带来

的特定增加值。公司如能通过创新提高其生产

率，并能按照低于其竞争对手的单位劳动力成

本生产新产品，则可按照较低价格供应其商品

或者按给定价格获得较高利润。

但该机制不适用于国家。不管工资是从整

个经济体角度集中谈判的结果，还是一个具有

很大劳动力流动性的灵活市场所带来的结果，

类似职业的工资往往都会大致相同。因此，与

公司不同的是，必须将国家视为工资制定者，

而不是工资接受者。因此，当生产率优势表现

为较高的名义和实际工资时，则整个经济体平

均生产率的更强劲增长不会提高所有公司相对

于世界其余经济体而言的竞争力。

但即使将生产率成果用来降低价格，而

不是转变为较高的实际工资，这也不一定会改

善该国的竞争力或其所有企业的竞争力。在一

个持续通过工资倾销政策改善其竞争力的国家

中，按照其贸易伙伴货币表示的价格也不一定

低于世界上其余国家的价格。在一个采用本国

货币和本国货币政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供

货价格如果要低得多，则会赢得市场份额和积

累大量的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但会有越来越

大的政治压力要求该国调整其以国际货币计算

的工资和价格，因而迟早会迫使该国通过其货

币升值来进行这种调整。

所要采用的原则显而易见：在边境对贸

易与资本流动日益开放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和

金融系统的设计应使全球劳动力分工背景下，

不同国家的公司在世界其余国家的公司面前不

会成为永远的输家。如果一国名义工资的增长

一直超过生产率的总体增长，而且超过幅度大

于其贸易伙伴，那么该国则有可能会陷入不可

持续境地。这是因为其大部分公司要么不得不

抬高其要价，要么永久失去其市场份额，或者

为避免市场份额流失而接受较低的利润。但在

开放市场中，必须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缩小

该国与世界其余经济体之间在价格竞争力方面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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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全球化时代，很多国家都会努

力通过低估其汇率来维护其竞争地位。尽管

从长远来说，该战略不会成功，但政府操纵汇

率、压缩工资、利用补贴和降低公司税的风

险则一直存在，需要制止这种能从表面上改善

其本国生产者国际竞争力的“新重商主义”。

所有国家可同时通过推进其生产率、工资和贸

易，来改善其总体经济福利，但并不是所有国

家都能同时实现经常账户盈余或较高的市场份

额。连续数轮的竞争性贬值或者竞相降低工资

或税收会适得其反，而且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伤

害。因此，需要有一个能够超越现有贸易政策

国际规则框架的国际行为规范，包括世贸组织

的“国际收支条款”(世贸组织，2012年)。在

一国政策有可能损害其贸易伙伴和破坏国际经

济体系稳定的情况下，该规范应责成该国按照

通胀或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差异来调整其名

义汇率。

E.     结  论

过去几个年代的经验显示，在面临那些

会使失业率上升的冲击时，更大程度的不平等

不会使经济体更有抵御能力。相反，会使经济

体更脆弱。低于生产率增长的工资增幅以及工

作不确定性的加剧会给内需稳定带来系统化破

坏。正如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夕那样，如通

过住户债务的增加或者股票

市场/住房泡沫所带来的利得

来弥补内需增长缺口，则不

具有可持续性。

市场经济运行不能完全

依靠所假设的灵活市场和所

有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的
灵活价格来实现资源的有效

分配。比这重要得多的是，

需要通过各种安排让创新活

动的投资者能够将经济推向更高级的活动和结

构转变。尤其是，这类安排将包括各种用以确

保劳动力市场运行正常的措施，其中最重要

的有：第一，将平均工资增长率以及适当情况

下的最低工资与经济体按照总生产率增长测算

的总体表现相挂钩；第二，根据目标通胀率对

该增长进行调整；第三，根据各国国情，尽可

能确保整个经济体内类似资格者的工资水平类

似，而不是由个别企业自行

决定。

金融危机期间失业达到

新顶峰之际所重现的劳动力

市场灵活性与这类安排形成

了鲜明对比。但在2008年之

后，全球经济显然未能回到

可持续增长之路，尤其是，

发达世界未能恢复其国内需

求，这是一个应引以为戒的

信号。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相信公司和政府

会让他们分享适当份额的集体劳动收入，那

一项全面的收入政策，

需将工资和生产率增长

挂钩，并对法定最低工资

以及有关较贫困家庭的紧

密社会安全网做出相应规

定，这有利于确保投资动

力和货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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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收入增长本身会受到很大损害。重新吸取

以往有关公平性和分享方面的某些教训是最终

战胜危机和致力于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的唯一

方式。

以本章所述原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全面收

入政策，包括法定最低工资和有关较贫困家庭

的紧密社会安全网，不会妨碍那些基于投资动

力和货币稳定的成功经济战略。相反，将有助

于稳定住户对收入的预期及其消费，从而将大

多数经济体中那些能对有效需求起到最重要作

用的决定性因素与供应潜力的扩大联系起来。

此外，还使货币政策更能激励投资和增长。最

后，还可以在不带来重大干扰的情况下，为我

们处理负面的供应方冲击提供灵活性，因为这

种政策有助于我们预防限制性货币政策有可能

带来的额外需求下调负担。

1  如果消费者怀有悲观情绪，那么需求甚至会在

工资削减之前下降。例如，工会成员在就未来

消减工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或者发生了罢工

和示威，那么私人住户可能会因为降薪预期而

减少其消费。

 2 有鉴于此，如果认为，“利润导向型增长”可

能会带来类似于“工资导向型增长”的结果(实
际工资下降或上升)，而这种结果要视有关国家

的开放程度而定(Onaran和Galanis，2012年)，则

有误导性。

 3 《金融时报》，Draghi敦促欧元区将重点放在增

长上，2012年5月4日。

4  供应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有其自身原因。但即使在

这种情形下，也最好将工资调整与平均生产率增

长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劳动力谈判权以及一般情

况下或企业一级的资本相联系(见D.2节)。 

 5 这一点也为凯恩斯所承认，在论及市场经济时，

他指出“诱使他们生产这种而非那种商品的是总

利润率变化”(凯恩斯，1936年：第141页)。

 6 2002年的石油、矿产和金属制品价格逐步上升

后，人们越来越担心，有关公司的投资回报飙升

了，但相关东道国的租金份额却依然没有变化，

甚至还下降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与非洲开

发银行，2007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09
年；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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